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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一些女性以贪官或妻子（情妇）身份卷
入贪腐丑闻的事件引发了媒体的高度关注。2012 年
9 月，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与其他一些相关人员
因腐败落马，他的妻子谷开来则因毒杀一位英国商
人而被判死缓。譹訛2013 年 1 月初，衣俊卿因其一位情
妇将他们二人的事件公之于网络而被暴露。衣俊卿
曾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此后他因“生活作风问
题”被撤职。譺訛衣俊卿并非个案。据英国《卫报》报导，
“12 月 30 日的一个帖子爆料，云南省一个贫困县的
党委书记购买了 10 辆 SUV，和一群美女喝得烂
醉”；“广东省一个小城的副市长被下属揭发与当地
性别与腐败——以中国为例
汪琦 １ 闵冬潮 2著 陈密 3译
（1.南丹麦大学 设计与交流系；2.3.上海大学 文学院 文化研究系，上海 200444）
作者简介：1.汪琦（1956-），女，南丹麦大学设计与交流系中国与中国文化研究副教授。2.闵冬潮（1953-），女，上海大学文学院
文化研究系教授、性别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客座教授。3.陈密（1979-），男，上海大学文化
研究系博士生。研究方向：性别文化研究。
譹訛见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2/08/19/gu-kailai-trial-suspended-death-sentence n 1808437.html，2013-05-02.
譺訛见 http://www.womenofchina.cn/html/womenofchina/report/149052-1.htm，2013-05-02.
以及 http://www.metrotvbureau.com/mistress-culture-among-officials-embarrassing-chinas-anti-corruption-campaign-media/，2013-
05-02.
关键词：腐败；性别；转型经济；性资本；滥用职权
摘 要：近年来，一些女性以贪官或妻子（情妇）身份卷入贪腐丑闻的事件引发了媒体的高度关注，但有关的学术研究不多。
文章试图填补在媒体关于女性腐败的大肆报道和对中国腐败学术研究性别忽略之间的空白。我们追问腐败中的性别相关性，并
探讨腐败是否应该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性别化的问题。文章首先提供了一些涉及女性腐败的例证并勾勒出女
性参与腐败的 3种形式。基于这些中国的经验，文章在介绍、提出各种理论的同时，进一步考察了性别在中国腐败中扮演的角色
问题上与这些理论之间的关联。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14）04-0005-09
WANG Qi1 MIN Dong-chao2 Trans. CHEN Mi3
(1.Department of Design and Communication at 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 A lsion 2, DK-6400 Sonderborg, Denmark; 2.3.De原
partment of Cultrual Studies in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at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corruption, gender, transition economy, sexual capital, power abuse
This paper fills in the gap between fanfare media coverage of women in corruption and the ignorance of gender in academic
research on corruption in China. We ask relevance of gender in corruption and explore whether corruption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a
gendered problem and to what extent. The paper first presents some case evidences of corruption involving women and outline three
forms of female participation in corruption. Based on the empirics from China, the paper introduces and proposes various theories and
deliberates on the relevance of these theories in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gender in corrup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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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毒团伙有染，从而丢了乌纱帽。还有帖子举报该省
土地资源局副局长拥有 47 名情妇，收受贿赂近
2800 万英镑”；以及“据中国媒体揭露，河南郑州房
管局原局长的女儿，年仅 20 多岁即拥有 11 套房产。
她 27 岁的哥哥可能也有 14 套房产。他们一家目前
正在接受调查”。譻訛《印度时报》引用中国人民大学一
个报告说，“据查，约 95%的贪官拥有情妇”。譼訛
相比媒体频频曝光并着意突出腐败中的女性，
到目前为止，无论国内外，对中国腐败的学术研究都
鲜有提及女性与性别问题之间的关联。一般的腐败
研究都在试图“回答所有关于这些现象的问题：为什
么发生（原因）、如何发生（模式、形式）、有何作用（结
果、影响）以及如何控制（解决、纠正）”。[1](P3)虽然认
识到腐败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扩展，但对中国腐败
的新近研究主要还是想确定这种发展的根源。[2](P293)
根据这些研究，中国改革过程中腐败扩展的原因被
归结为：（1）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价格双轨制以
及外国投资的注入，滋生贪腐机会；[2](P293)（2）公务员
收入增加相对较慢；（3）体制监管不力，致使腐败滋
长；（4）政治改革不完全，导致监督和制衡缺位；（5）
对变化产生的腐败缺乏道德观念上的反省，以及缺
少经济生活所需的商业道德。[2](P294)这些研究中不仅
完全没有“性别”一词，甚至连腐败是不是个性别问
题都还有待于研究回答。一方面是海内外媒体将腐
败中的女性当作热点话题，另一方面是学术界的沉
默，二者的对比促使我们思考下面一些重要的问题：
腐败在中国是否是个性别问题？性别因素对腐败有
何影响？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在滥用职权和腐
败上，男女的角色 /行为有何差异？女性是否比男性
更为廉洁或诚实？男性官员是否比女性官员更容易
受到腐败影响？或者说，在中国反腐斗争中，可以指
望哪个性别是较之对方而言更为可靠的战斗伙伴？
本文试图引入“性别”视角来追问、探讨腐败中
性别的关联性，理解腐败问题的实质。本文意在弥合
以性别——妇女为焦点的对腐败的媒体报导与对中
国腐败的学术研究中性别忽视二者之间的空缺。文
章将分为 3个部分：首先展示中国改革过程中女性
卷入、参与腐败的一些例证，考察女性作为贪官或作
为男性贪官的妻子（女儿、家人）等，特别是作为贪官
的情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其次则是基于中国的
经验对女性在腐败中的角色作一些理论上的探讨。
我们先介绍一些理论，继而思考在解读中国腐败中
性别的角色时与这些理论之间的关联性。最后总结
我们的发现以及对腐败和反腐中性别角色的理论反
思。
二、女性参与腐败的案例
我们先来看一些女性卷入腐败的案例。首先要
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限于篇幅，我们无法详细讨论
“腐败”这一概念。本文所说的腐败，指的是已被视为
或通常被视为腐败的犯罪行为，如典型的“以权谋
私”。[2](P292)二是本文的研究基于实际的腐败案例，而
非跨国的腐败统计资料。因此，目标不在于以统计数
据讨论腐败中性别的确切比例。实际上，在中国很难
找到这些统计数据。从常识判断，因腐败被抓的官员
中，男性远高于女性，但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认为男人
比女人更容易腐败，因为男性官员腐败高发要归因
于一个事实：在政治和权力职位上，男人远多于女
人。下面我们列举的是妇女作为政府官员、作为男性
贪官的妻女、家人以及情妇，直接或间接参与腐败的
例证。
1.女性作为政府官员参与腐败
不能否认，毛泽东时代也有腐败，但在改革开放
之后，“腐败的形式、内容和特征都大为不同……”。[3]
(P59)在过去的 30 多年里，每年都有数以万起的腐败
诉讼案件，这可以说明问题的规模和严重性。以
1999 年、2000 年和 2001 年为例，腐败诉讼案的数量
分别为 38382 件、45113 件和 36447 件，涉及县级及
以上的贪官数分别为 2200 人、2680 人和 2670 人。[2]
(P304)由于这些数据并非以性别分类，因此我们无法查
到这些腐败案中性别的比例和贪腐数额。但从媒体
已经披露的案件中可以发现，这些犯罪案件绝大多
数是男性官员所为。
譻訛见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3/jan/05/chinese-corruption-crackdown，2013-05-02.
譼訛见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3-01-24/china/36525990 1 lei-zhengfu-anti-corruption-campaign-official-medi-
a-report，2013-05-22.6
权力类型 数量 比例（％）
财政金融 5 29
国有企业管理者 2 11.5
党政正副领导 8 48
政府土地基建项目负责人 2 11.5
表 1 女性政府官员参与腐败的状况
但在近几年的腐败丑闻中，女性贪官也开始占
据媒体报导的头条，引起公众高度关注。下面列出的
是 2000 年以来，因腐败罪遭到起诉的女性贪官的名
单，她们是：张美芳、赵文娟、李启红、尚军、杨秀珠、
罗亚平、蒋艳萍、安惠君、潘玉梅、韩桂芝、刘光明、赵
顺义、靳红、张改萍、劳德容、顾慧娟、董金亭。譽訛
首先来看看女性贪官与男性贪官相比，在腐败
问题上有何特征。Dai 在他的当代中国腐败研究中
将中国的腐败归结为几种主要的形式，除了具有“其
他国家腐败的基本特征”外，还有“中国过渡阶段的
特色，反映了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3](P61)具
体包括：（1）一把手腐败（即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人
的腐败）；（2）人事管理腐败，卖官鬻爵；（3）公共项目
腐败；（4）检查监督权力腐败；（5）集体受贿腐败。[3]
(P61) 所有这些滥用职权的形式也都明显出现在女性
贪官腐败案中。首先，她们在管辖范围内都曾身居要
职，或是主要的决策人或是监督者。她们中的 11 人
曾是岗位领导，即所谓的一把手，其余 6人则曾位居
副职（第二领导）。由于在决策过程中（至今仍然）缺
乏制衡监督和透明性，在这些职位上的人通常都拥
有集中且不受限制的权力，如此一来，腐败行为几乎
就是这些陶醉其中的掌权者的必然归宿。被定罪的
劳德容是其中之一，作为深圳能源集团原一把手，她
承认自己腐败堕落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身居权位，手
上的权力过于集中。譾訛
根据这些女性的工作内容，可以把她们分成 4
种类型，这样可以看出她们拥有哪些具体的权力，这
些权力又如何成了腐败和滥权的根源。如表 1所示，
她们中间有 5人曾是政府财政、金融部门各层级的
一把手，可直接触及公款，拥有最高的公款支配权。
她们的主要腐败方式是侵占挪用公款。有 2人曾是
原当地政府部门的领导，负责土地资源管理和城市
基础设施发展建设。她们犯的是典型的“公共项目腐
败”，即在土地和公共项目施工中收受贿赂，因而，土
地使用和公共项目配置权已成为她们个人经济收入
的一个来源。其余 10 人则或曾是大型国有企业的主
管，或曾是党政机关的正副领导。她们在组织的几乎
各个方面拥有全方位的权力和影响力，从而也犯下
了各种腐败罪，如“一把手腐败”、“人事管理腐败”、
“检查监督腐败”以及“集体受贿腐败”等。例如，原黑
龙江省委副书记、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利用人
事管理职权之便谋利，在下属的职务安排、晋升中收
受财礼贿赂。她也并非孤例。她的一些下属在向她行
贿获得升迁后，同样也在他们各自的权力范围内收
受贿赂，卖官鬻爵。譿訛
这组女性腐败的例子虽然没有统计学上的代表
性，却包含了当今中国党政官员腐败的所有本质特
征因素。我们发现，只要腐败的条件和机会具备，腐
败行为就没有性别上的具体差异。换句话说，在腐败
行为中，贪官是男是女并无实质上的区别，区别的只
是权力。腐败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权钱交易，无论是
侵占公款还是行贿受贿，以及中国近来的大部分腐
败案，都表明了不管掌权者是男人还是女人，权力不
受限即可导致腐败。（这些腐败案中男女官员的惟一
区别或许在于，女性贪官会以性贿赂来获得权位。）
腐败既然依赖权力和关系到如此程度，那么大部分
腐败案中都有女人出现就只是意味着，这些女人已
被擢升到实权职位，在庞杂的关系网中站稳了脚跟。
据统计，在中国的腐败案中男性贪官占了绝对的多
数，但这不能证明男性比女性更为腐败，而（仍然）只
能说明男性在权力和权力职位上的优势地位。
2.女性作为情妇参与腐败
虽然在腐败行为中性别是无关紧要的，但它却
能有效地解释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的腐败模式的出
现，即权力、金钱和性三者之间变换的成因。几乎所
譽訛见 http://slide.book.sina.com.cn/slide 14 651 28784.html#p=13, 2013-05-16.
譾訛见 http://business.sohu.com/42/61/article213546142.shtml, 2013-05-16.
譿訛见 http://finance.sina.com.cn/20040611/1407809584.shtml, 2013-05-21. 7
有见诸报导的腐败案件都包含这 3个元素。不法官
员通过权力寻租大肆敛财，有钱之后就挥金如土，满
足私欲和虚荣心。除了物质享受和娱乐消遣，（婚外
的）性成了物品之外新的猎取对象。[4][5][6]这些不法官
员一旦手握重权，名利俱占，便一头扎进新兴的性市
场，不择手段地“消费”女人的身体。[7]有些人逛妓院，
找应召女郎，甚或嫖宿站街女，有些人则引诱身边的
女下属，但大多数是找一个或数个年轻貌美的女子
做情妇，过着事实上的一夫多妻生活。讀訛年轻漂亮的
女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权势男性的新装饰品和
他们地位的象征。[5][6][7]
考虑到改革开放后席卷中国的那股“性开放”和
“爱情革命”，[8][9][10][11][12]情妇文化和杂乱的性行为本身
未必会导致腐败行为。但腐败丑闻和性丑闻既已发
展到了相生相伴的程度，也就需要了解一下在中国
官员中广为传播的情妇文化，以便理清权力、金钱和
性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性别与性别关系在腐
败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一个问题关系到男官员的“经
济资本”以及他们增加“经济资本”的努力。在中国改
革开放后“解放的”性市场（以及相应的行为）中，经
济地位成了男性最有力的猎艳手段，这使得男性在
家庭之外获取性快感的渠道和能力都有了不同之
处。当港台的中年商人发现自己在中国大陆的性市
场上拥有“超强”的购买力之后，他们就开始与包养
的情妇享受鱼水之欢，时间或长或短，[13]外国的白人
在吸引中国年轻女孩上也有优势，他们在寻求跨种
族的性刺激（不以婚姻为结果导向）上乐此不疲，因
为“他们在文化和经济上拥有的资本——他们可以
负担的那些消费标准、他们可以给中国的早期夜生
活带来的那种消费世界的快感”。[14](P80)政府官员所能
拥有的主要就是政治权力，即所谓的“政治资本”。但
是他们可以通过权钱交易，将无形的“政治资本”转
化为有形的“经济资本”，从而成为性市场上具有竞
争力的买春者。
因此，贪官中的情妇文化不仅表明了道德的沦
丧、情欲的自由和生活方式的体面，它无疑也是腐败
中金钱与性不可分割的关系的表征。如果贪官在工
资之外没有其他收入，也就不可能给情妇提供豪宅
和高级消费品，更别说包养了。然而腐败与情妇之间
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关系呢？在某些案例中，是对
美女的占有欲驱使不法官员追逐金钱以提高负担能
力；在其他的案例中，是不法官员在外包养数量不等
的情妇来挥霍他们非法聚敛的钱财；有些情况下则
是二者皆有。此外，如最近的衣俊卿案所表明，贪官
还有一种索贿受贿的方式：同时占有年轻女子的性
和金钱，作为交换，他们以手上的权力为女性提供帮
助或保护。
在给有权或有钱的男人投怀送抱当上情妇的时
候，现在的一些年轻女性在腐败的生态链条上扮演
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她们或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到她
们的包养者的腐败事业中去了。了解了最近那些主
要的贪腐案，我们可以把情妇在其中的作用归纳为
以下 3点：（1）有的女性以身体 / 性换取金钱和物质
产品。她们与贪官达成一种“性契约”，以性关系换回
大量钱财和各种物品——从房子、汽车、珠宝到豪华
俱乐部会员和节假日旅游。她们通常可被称为“掘金
者”。她们在这个贪腐生态链上的角色主要就是吸纳
并挥霍不法官员非法聚敛的钱财。讁訛（2）有些女性则
是野心勃勃。她们与贪官达成“性契约”，不仅是想获
取物质产品，而且还通过政策优惠和保护来攫取私
人利益并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种人可被称为“弄权
者”（在“掘金者”之上）。她们在这个贪腐生态链上的
角色，除了吸纳并挥霍不法官员所非法聚敛的钱财
之外，还绕开法律和法定程序谋求特殊待遇。这其中
的一些人通常都与很多贪官有关系，在自己的身边
构造了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她们则是这个关系网里
面互惠互利和权钱交易的核心。輥輮訛（3）一些情妇成为
贪官的搭档，在贪腐中起了直接的作用。她们不但为
讀訛关于中国大陆 20 世纪 80 年代纳妾制复活的更多资料，参见 Yue Tao. On the Manifest and Latent Functions of the Mistress[J].
IIAS Newsletter, No.35, November 2004, pp.28.
讁訛例如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的情妇周兵。http://blog.people.com.cn/article/1/1346634041989.html，2013-05-23.
輥輮訛这方面的例子有：原天津浩天集团董事长王小毛、原浙江环茂科技总经理张琰。http://blog.people.com.cn/arti-
cle/1/1346634041989.html，2013-05-23.8
情夫的非法敛财活动提供精神支持和实际的帮助，
还合作参与收受贿赂、挪用公款。輥輯訛
3.女性作为妻子、母亲、女儿或家庭其他成员参
与腐败
在当下的中国，腐败并非孤立的个体行为。一些
贪官“很顾及家庭和社会关系网中的其他成员”。[15]
(P88)为了照顾他们所关心的人，不法官员就“利用自
己的影响力践踏法律法规”。[15](P88)最常见的就是男贪
官（这是主导的方面）及其配偶共同实施腐败活动。
夫妻紧密合作是近来公开的几乎所有主要的贪腐案
件的一个特征。正如公众对贪官妻子卷入腐败一事
所说的：“每一个贪官的背后都有一个贪内助。”輥輰訛贪
官妻子参与腐败的方式有以下典型的几种：第一，利
用丈夫的职权给下属、商人等提供帮助，然后要求钱
财回报；第二，唆使丈夫受贿，以提高家庭或孩子的
收入；第三，保管、处理丈夫非法聚敛的钱财；第四，
压榨丈夫的下属，索以贵重财物。輥輱訛夫妻双方通常像
团队一样紧密合作，丈夫在台前以“廉洁”、“诚实”的
公仆形象示人，妻子则在幕后收受财物。在一些贪腐
案中，贪官需要妻子的协助都是出于策略性的考
虑——让妻子去受贿比自己动手来得方便、安全。
在过去 5年的贪腐案中，夫妻一块落马的不在
少数。一个轰动的例子是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
东的妻子章亚非（马向东于 2001 年因犯贪腐罪被判
死刑）。輥輲訛从 1998 年成为沈阳市副市长到被控贪腐，
马向东的受贿金额高达 3000 万元！其中约 68%的
赃款是在章亚非的协助下积累的。起初章亚非只是
帮她丈夫保管钱财，后来她就开始亲自捞钱。作为一
个有权势的男人的妻子，章亚非经常在家接待访客
（托请人），她的格言是“有事没钱莫找来”。在马向东
被关押到秘密的地方后，章亚非向许多官员和办案
人员行贿以打听丈夫的消息，共有 8人因收受章亚
非的贿赂而被判刑。最后，章亚非本人也锒铛入狱。
輥輳訛另一个例子是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之妻韩桂
荣，她因卷入贪腐而被判 10 年徒刑。輥輴訛
另一类女性是作为女儿、母亲等家人卷入腐败
的。例如，最近网上有帖子“指控河南郑州房管局原
局长的女儿，年仅 20 多岁即拥有 11 套房产”，这个
年轻女孩“27 岁的哥哥可能也有 14 套房产”,“这一
家人目前正接受调查”。[16]自 2007 年起，“裸官”一词
在中国传开，这些官员大都通过各种手段贪污了巨
额财富，把家人送到国外后，他们也把财产转移到国
外安全的地方。据中国的网络消息，由于无所顾忌，
“裸官”们在敛财的时候会更贪婪也更恶劣。许多“裸
官”在贪腐案发之前就已逃到国外和家人会合了，从
这个意义上说，贪官的家庭和家人已从贪腐经济中
受益良多，成了贪腐温床上的新贵。据国家行政学院
竹立家教授估计，截至 2013 年，中国约有 118 万“裸
官”，这些“裸官”包括行政机构领导、地方官员，还有
很多国企领导。輥輵訛从各种报道数据来看，在这些裸官
中，男性占了极大的比例。
三、性别与腐败的理论
总体而言，关于性别与腐败的理论可分为两个
派别：一个可称为“理想派”，另一个则是“现实派”。
“理想派”认为，女性更有道德、更具责任感，因此更
少腐败或更加不能容忍腐败行为。[17][18]这一派的研
究指出，“女性较少参与腐败，更加不能原谅受贿”，
“在女性占多数的地方，如政府、机构以及包含大量
劳动力的组织中的基层岗位和高级职位，腐败也更
轻微”。[17](P25) Dollar 等人的研究也“发现低腐败值与
议会中相对更多的女性数量有着极高相关性”，[19](P93)
这就表明“女性可能有更高的伦理行为标准，并且更
輥輯訛这方面的例子有：北京门头沟原副区长闫永喜的情妇毛旭东。http://blog.people.com.cn/article/1/1346634041989.html，
2013-05-23.
輥輰訛见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1036/3141312.html，2013-05-25.
輥輱訛见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1036/3141312.html，2013-05-25.
輥輲訛2001 年，马向东在江苏省被执行死刑。他是中国第一个被执行注射死刑的人。更多相关信息，见 news.tom.
com/Archive/1002/2003/1/8-36878.html。
輥輳訛见 www.people.com.cn/GB/shehui/44/20011122/611082.html ,2013-05-25.
輥輴訛见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1036/3141312.html ,2013-05-25.
輥輵訛见 http://www.baike.com/wiki/%E8%A3%B8%E5%AE%98 ,2013-05-25. 9
关心公共利益”。[18](P427)这一观点在世界银行 2001 年
的报告《以权利、资源和声音的性别平等促进发展》
中也清楚地反映出来。该报告认为“在女性拥有更多
权利并参与更多公共生活的社会，商业和政府会更
加廉洁，经济也更富生产力”。[20](P139)
在“现实派”看来，把女性当作“更公正廉洁”的
性别的看法是一种神话。“现实派”也极其质疑关于
女性的腐败减少效应和女性廉洁的假设。Esarey 和
Chirillo 研究发现，“证据表明，性别与腐败之间的关
系因制度环境而异”。“在腐败饱受指责的地方，女人
比男人更不能容忍腐败，也更少参与腐败。但如果有
政治制度的支持，‘腐败’行为作为统治的一个常规
部分的话，那么就不存在腐败的性别差异”。[21](P24)
Alhassan-Alolo 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腐败的机会与
网络得不到限制，那就不能证明公共部门中的女性
会更少腐败。而且，性别体系——过去常用它来证明
女性腐败行为的倾向更少，更容易融合到集体中
去——自身恰恰可能成了女性腐败的根源，因为性
别角色正是女性试图要去达成的。”[26](P227)Sung 认为，
“对资源和影响力的控制使得腐败变为可能且充满
诱惑”，“理论上，妇女解放引发的政治权力的重新分
配并不会改变腐败事件总体上的盛行，因为腐败的
动机和机会在总的层面上是不变的”。Sung 甚至预
言：“随着政府中任命和选举出来的女性官员比例的
增多，女性官员腐败的数量也会增加，同时男性官员
的腐败数量会减少。”[20](P140)
中国的这些例证表明，女性确实会——如果不
是以同样大规模的数量，至少会以极其相似的方式
和行为模式——参与腐败。中国的各种腐败案例证
明，假设女性是政治上“更廉洁公正”的性别——正
如“理想派”所设想的——乃是一种没有经验支撑的
神话。只要具备机会和条件且同样缺少监管，掌权的
女人也会像男人一样利用公众赋予自己的权力谋取
私利，在权力周遭的女人也的确会利用亲情关系或
权色交易使经济利益和政治变现的利益最大化。这
样一来，虽然有如 2001 年世界银行报告所描述的，
中国已使妇女参与了更多的公共生活，但拥有一个
廉洁政府的前景离我们仍然很遥远。就中国而言，
“女性越多——腐败越少”的关联只是个错觉，并非
现实。
但是为了解释、理解当今一些妇女作为贪官以
及作为男性贪官的妻女、情妇参与、涉及腐败的程
度，我们需要有理论来阐述驱使个人不同程度上涉
入腐败的各种机制。换句话说，需要寻找一种理论范
式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的社会转型阶段中，女人的
腐败性不见得比男人低，为什么腐败中不存在如“理
想派”理论所设想的那些性别行为差异。这些解释理
论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加以确定：（1）语境层面。在这
个层面上，我们发现转型经济理论有助于理解为什
么在改革的中国会有这么大规模的男女都卷入的腐
败。根据这些理论，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得人生目标
和社会、政治控制的程度都产生了变化，生活和社会
流动有了一个全新的整体背景。例如 Zhang 认为：
“当中国共产党对‘社会贫困’青睐有加的时候，社会
限制相对较强，机会相对较少，贪腐的动机也相对较
弱。但随着中国转型到市场经济，提倡‘致富光荣’
后，在旧的政治控制手段失效的情形下，权力成了
‘穷’官致富的主要手段。官员贪腐泛滥正是‘社会失
范’的反映。”[27](PP33-34) Iwasaki 和 Suzuki 也指出，腐败
“在经济转型时期变得更为普遍了”。[28](P54)（2）制度 /
文化层面。这个层面的理论假定是，当腐败行为“成
为政治体制所认可的统治管理的一个常规部分时”，
[21](P24)比如说，当中国的“集体贪污”与“组织腐败”成
为普遍现象的时候，[1][29]当社会文化突出“个人关系
网、互惠互利和送礼”的重要性的时候，[2](P294)腐败中
就不大会有性别差距，只要有机会，女人也极有可能
参与腐败活动。在此，我们发现了 3种理论来说明制
度性腐败文化的影响以及女性个体的行为。
一是 DAO理论。这个理论源于犯罪学领域，被
用来解释“个体参与犯罪行为的过程”。这个理论提
出，“犯罪行为的机会及其所处的关系网是个体参与
犯罪的决定性因素”。“换句话说，实施犯罪者不但有
机会与容忍犯罪行为的人经常接触，而且还有机会
去实施犯罪”。[30](PP77-79)[26](P229)二是社会角色理论。根据
这种理论，“个体（公务员）的行为受到以下几个方面
的影响：个体对其所处职位应有的恰当行为的认知；
个体对他人对其职位角色所抱有的既定期望的感
知；个体在偏离该期望后所感受到的角色压力和对
10
惩罚的恐惧”。[31][26](P229)三是性别角色理论。这种理论
指出，女人之共同参与腐败，可能是因为她们“在遵
从腐败的既有规则上感受到更大的压力”。[21](P2)她们
“厌恶因违反政治规则而产生的风险”，因为“由于性
别歧视，较之男人，女人违反制度规则是件更具风险
的事”。[21](P24)
虽然这些理论对女性为什么会腐败提供了一个
较为可信的解释，但其关注点主要还是外在的大环
境及其对女性个人的影响。我们认为，要想对女性在
腐败中的角色有个更全面的解释，就需要一个个人
层面的理论来把握腐败参与者的“中介”的这个方
面，并理解女性个人在面临腐败时参与与否的选择。
即是说，我们认为一些女性参与腐败不仅是腐败环
境下的被动影响以及女性个人对环境的强大影响逐
渐妥协的结果，我们关注的是，是什么使得妇女——
无论是作为政府官员还是作为男性贪官的家人或情
妇——参与腐败，而且腐败的后果大都很严重？腐败
对她们意味着什么？她们在各种腐败行径中要达成
什么样的目的？
我们在此提出一个“混乱的资本 / 资源获取”理
论来解释像在中国这样的经济转型国家中，被动接
受腐败环境的影响与主动选择参与腐败行为二者之
间的关联。我们说的“混乱的资本 /资源获取”是指，
因经济转型造成的资源向富人、男人、有权人流动的
准无政府状态以及资源分配中有效控制的缺失。这
个理论有两层含义。对女性政府官员来说，这意味
着，她们惟一的机会可能在于，抓住一切违法机会，
无论是什么，到流向男性贪官口袋里的经济资本和
各种资源里分一杯羹。对大多数女人来说，性别歧视
和女性就业市场的性化特征阻碍了她们拥有与男人
一样的平等的职业发展和大致平等的致富机会。这
使她们转移焦点，利用个人性的策略和女性魅力换
取她们本该在就业市场获取而未能的经济收益。对
她们来说，与男性贪官结盟是拥有舒适体面生活的
捷径。
在这一点上，“性资本”理论对权—性—钱交易
之间联系的看法更具洞见。性资本“指个人在一个领
域内以性为中介用来获取地位的资源、能力及禀
赋”。[14](P75)根据 Davis 的观点，“性吸引力”作为一种价
值，“可用来交换经济和社会利益”。[36](P324)在双轨制
中，“通常是女人以自身的魅力换取男人的金钱”，因
为“男人比女人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37](P110)社会、
经济地位与性吸引力之间的交换虽然在中国社会主
义时期也存在，但在改革时期，它更加公开和普遍。
市场经济的发展裹挟着性革命，[8][9][10][11][12]使性和性吸
引力资本化，性和性快感成了商品待价而沽。[13]与此
同时，男人的性能力和购买力也因为经济、政治资源
在手中的快速积累和集中而大大增强了。政府官员
通过受贿、寻租、侵占公款及其他贪腐行径一变而成
为新贵，继富商、文化精英、既富裕又有情调的外国
人及海外华人之后成为性市场上的新宠。[14]
那么腐败与性别有何关联？以上述理论为视角，
我们可以从中国的腐败案例中得出什么结论？一方
面，中国的腐败证据表明，腐败中没有性别上的行为
差异，这就反驳了女人比男人更不倾向于腐败的说
法。我们认为，既然腐败比较普遍，那么贪官在抓住
机会大肆捞钱时也就不分男女。但另一方面，在政治
经济资源依性别划分而极端分配不公以及在新市场
经济中性别关系重组的情形下，中国社会的腐败又
的确是个性别问题。由于男性官员在党政职位上都
占优势地位，并通过贪腐活动攫取了巨额财富，于是
他们又以监守者和新贵身份加强了个人权力。男性
官员手上的政治经济权力之集中与女性在市场经济
中的劣势地位及年轻女性“性资本”的上升形成了强
烈的对比。中国腐败案例中展示出的情妇文化有赖
于两个方面：一是男性官员的政治资本及其因腐败
搜刮了不义之财而拥有的超强经济“购买力”，二是
年轻女性通过与政府官员订立性关系契约而占有物
质产品和满足个人嗜好。因此，在当前中国，一些女
性之以政府官员或官员家人、情妇的身份参与腐败，
不仅是腐败环境下的被动影响的结果，而且还是她
们个人为分有不断增长的国家财富而作出的主动选
择。但我们说的腐败是个性别问题并不意味着其中
性别的角色是固定的：一头是有权有钱的男性官员，
一头是年轻漂亮的拜金女郎。这个位置是可以以其
他形式变换、颠倒过来的。中国就有一些案例是年轻
帅气的男子给（或“被迫”给）有权势的女贪官提供性
享受。但在中国市场经济下，资源流动呈现性别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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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本文考察了一些女性作为贪官和作为男性贪官
的妻子、女儿和情人参与腐败的丑闻，也讨论了在中
国语境中腐败的性别相关性。研究旨在填补对女性
参与贪腐的媒体报导、揭露与至今对中国腐败的性
别和性别相关性学术研究缺席之间的空白。由于缺
乏国内系统的以性别为区分的腐败数据统计，我们
没有研究男女腐败或二者对比的统计性趋势。总体
感觉是因腐败被捕的官员中，男性远多于女性，但这
应该是由于男性在政治权力和政府职位上的优势。
虽然关于（在中国）哪个性别更“廉洁公平”的问题应
该先放一边，等待更多的证据和进一步的研究，但我
们的研究发现，腐败行为中并没有显著的基于性别
的差异，因为主要的是那些女性官员腐败案与男性
官员腐败案的特征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腐败
的官员是男是女并无区别。在一个权力监督制衡至
今仍然薄弱的制度环境下，握有实权的女人一样会
滥用权力、堕落腐化。女性腐败案相对较少未必说明
女人比男人廉洁，而毋宁说明了女人在政治上的边
缘地位。
然而，通过考察一些妇女作为男性贪官的妻子、
女儿和情妇参与腐败，本研究确实将中国社会的腐
败看作是一个性别问题，并且通过分析表明腐败具
有性别相关性。这主要是因为财富日益集中于政府
官员的手上（主要是男性）以及女性在转型经济中的
劣势地位。这样，腐败就典型地涉及权—钱—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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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以此解读妇女之参与腐败。在对语境和制度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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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个人层面的解释，亦即把妇女的角色明确视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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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男性和女性在所掌握的政治知识的地理区域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男性对全国和全球的政治知识有更多的关注，
而女性掌握更多的地区政治知识。通过使用 2008 年美国芝加哥地区研究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验证了政治知识中的性别鸿沟
是显著存在的。本研究的发现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个是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层面，在研究性别与政治知识、政治参与的关
系时，必须充分重视男性和女性在政治知识的国家 / 地区层面的差别；另一个是社会治理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层面，在中国的社
会治理中，要充分重视和发挥女性在地区政治知识上的比较优势，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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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knowledg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gender
There are salient differences in men and women's grasp of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its geographical dimensions. Men tend to
accumulate more political knowledge at the national and global levels, while women grasp more political knowledge at the regional and
local levels. An analysis of the data obtained in the 2008 Chicago Area Study reaffirms the gender gap in political knowledg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questionnaires usually ask more questions about political knowledge at the national and global levels and are thus un-
able to accurately measure the level of women's political knowledge. In addition, men are more ready to guess when they actually don't
know the answer, giving rise to the inflation of their political knowledge. Thus men's political knowledge as measured in such question-
naires has limited validity for predicting 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studies are two-folds. Firstly, more atten-
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gender gap in the geographical scale of political knowledge when doing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gender
and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econdly, women grasp more political knowledge at the regional and local levels,
which is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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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是人们对自己的政治参与行为影响政治体系和政府决策能力的评价，效能感强的人往往更
多参与政治。
在民主化和信息化蓬勃发展的当今世界，女性
对政治知识的掌握和政治参与状况，不仅成为一个
国家妇女地位和性别平等的重要标志，也体现着一
个国家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1]通畅的政治知识获取
渠道，成为公民参与政治事务的基本前提；政治知识
的拥有状况，也显著影响着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然
而，知识的获得和知识水平的分布在社会不同群体
中通常是不平等的，[2]政治知识同样如此。政治知识
在不同社会群体中获取方式和分布情况的差异，是
导致这些社会群体的政治参与状况差异的重要因
素。
西方学者研究证实，在政治参与和政治效力中
存在显著的性别鸿沟（gender gap）。[3]即使在美国这
样公民与政治权利高度自由的国家，在控制了教育、
收入、社会阶层等变量时，政治领域中的性别差异依
然显著存在，女性对于政治生活显示出较小的兴趣、
参与度、知识以及效力。[4]在中国，“男主外,女主内”
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男性在政治知识掌握和政治
参与程度上均具有显著优势。此外，在拥有不同教育
背景和地域分布的女性群体中，政治知识和政治参
与的分布也极为不平衡。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
发展，两性之间的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的差距正在
逐步缩小。近年来中国的城市职业女性大都接受过
高等教育, 有着较强的性别平等意识，努力消除男女
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各种不平等。
她们开始展现出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在总体政治
知识水平上，男女两性也并不存在显著差异。[1]
在对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的性别鸿沟的研究
中，我们更应该关注两性之间在政治知识构成上的
差异。Stolle 和 Gidengil 提出区域政治知识（local
political knowledge）的概念，并且发现男性和女性的
政治知识在地理区域维度上有显著差异，女性具备
更多的地区政治知识，而男性对于全国或者全球的
政治知识有更多的关注。[5]这就意味着，两性之间在
政治知识的掌握上各有优势，相比较而言，女性更多
地掌握自己所在社区的政治知识，比如社区自治组
织的人员和结构，而男性更多地掌握全国性和全球
性的政治知识，比如本国国家领导人、国家机构和重
大国家政策以及世界政治格局。在传统观点中，男性
所掌握的政治知识才是“真正”的政治知识，能够直
接影响公民在正式政治机制中的参与，比如选举和
党派政治。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大量的政治参与是发
生在地方层面的，采取的是非正式的、民间的形式，
比如建立社会组织、发起社会运动等。这些形式的政
治参与在当代中国已经日益发展为一种重要的政治
现象，例如草根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和公共产品供
给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各种抗争和维权运动越
来越呈现出现代社会运动的形式和特点。在地方层
面的非正式政治参与大量涌现的背景下，女性较多
掌握的地区政治知识将对政治参与的内容和形式有
显著影响。
本文将使用 2008 年美国芝加哥地区研究
（Chicago Area Study）关于公民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
的数据，运用描述统计和多元回归的方法，呈现两性
之间的政治知识差异，解释政治知识性别鸿沟产生
的原因。同时，本文将进一步探讨在社会科学研究中
对性别与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方
法论问题，以及两性之间的政治知识差异对理解当
代社会政治参与的启示，特别是对当代中国推动社
会治理体制创新和公众参与的启示。
一、政治知识中的性别鸿沟
政治知识是“储存在个体长期记忆中的关于政
治的事实性信息”，与信念、态度和意见不同，这些
“事实性信息”关乎政治运作的规则、政体、政党与公
众，公众掌握了当前重要的公共事务政治知识，就有
助于作出理性选择，也有助于形成反映自己利益诉
求的政策倾向。[6]已有研究表明，男性比女性具备更
多的政治知识、政治兴趣和政治效能感。①大量研究
已经检验了政治知识的性别鸿沟的存在及其大小。
Mondak 和 Anderson 发现，无论在绝对值还是相对
值上，政治知识的性别差距都是很大的，男性的知识
显著多于女性。[7]其他研究也都得到了相似的发现。
[8] 其中 Verba 等人使用 1990 年美国公民参与调查
（American Citizen Participation Study）的数据进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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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发现男性在共有 10 个问题的政治知识问卷中的
平均得分整整高出女性 1分，这在 10 分制的问卷中
差异是巨大的。[9]
很多研究把政治知识的性别差异，归因于两性
之间不同的政治社会化和政治知识学习模式。Verba
等人指出，传递给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和文化信号表
明，“政治是男性的世界”。[9]而两性之间在政治社会
化和政治知识学习模式上的差异，又被归结为女性
在政治参与上的资源劣势，以及她们所承担的社会
和家庭责任阻碍了她们对于政治的参与和兴趣。[10]
同时男性和女性在政治事务中通常承担着不同的角
色，男性通常表现出对于政治事务甚至政治冲突和
斗争更大的爱好和激烈的行为。[11]
除了上述客观社会因素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
中对政治知识的测量方法也会产生影响。在考察政
治知识水平的问卷中，所提问题一般集中于国家层
面的政治问题。例如，美国的政治知识问卷经常提出
哪个党派更加保守、哪个党派在参议院拥有大多席
位等问题，这些问题多针对男性更感兴趣的国家层
面的政治事件。然而女性更感兴趣和掌握更多的则
是地方层面的政治知识，因为女性通常依赖家庭和
社区内的人际网络获得信息和资源，因此她们的社
会网络相对于男性更狭小和本地化。[12]在美国，日托
中心是美国拉丁裔母亲们获得信息的重要场所，而
年轻黑人女性的社会运动则与她们的家庭和教会网
络有直接的相关性。[13]因此，如果在测量政治知识时
仅询问国家层面的政治问题，必然使得男性在此方
面的知识优势凸显出来，从而导致显著的测量误差。
而如果充分考虑到两性之间在政治知识上的这种差
异，在测量时也加入关于地方政治知识的问题，则可
以有效纠正这种测量误差。Verba 等人的研究发现，
男性在 10 个问题的政治知识问卷中有 9 个问题的
回答正确率超过女性，而唯一女性回答正确率超过
男性的问题是询问地区公立学校校长的姓名。[9]
此外，测量政治知识时的问题设置以及两性之
间的填答方式的差异，也会对测量结果产生影响而
导致误差。这突出地表现在使用多选题测量政治知
识时，如果问题的答案中有“不知道”这个选项，男性
比女性更愿意根据猜测来选填其他答案而不愿意选
填“不知道”，因而男性的得分实际上高于他们真实
的政治知识水平。[14]性别选择理论（sexual selection
theory）对此的解释是，男性比女性更愿意承担风险，
因此也更愿意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去猜测。[15]男性的
这种猜测倾向在回答国家层面的问题时更为明显。
由于测量技术所导致的男性在政治知识测量中的知
识“通胀”，因此如果仅仅根据政治知识测量得分来
预测政治参与行为，那么实际上男性的政治知识对
于他们的政治参与的预测力，会显著小于女性的政
治知识的预测力，尤其是在国家层面的政治知识上。
由此可见，男性和女性在政治知识的掌握上存
在国家 / 地区层面的差别。而由于社会科学研究中
问题的设计较多倾向于询问国家层面的政治知识，
并且男性比女性更愿意根据猜测来选填问题答案而
不愿意选填“不知道”，因此男性在此类问卷调查中
所显示出的政治知识水平明显高于女性。然而这种
性别之间的差异，并非真实情况的全面反映，因为两
性之间在政治知识上的国家 / 地区层面差异没有得
到体现，而且男性的得分实际上高于他们真实的政
治知识水平。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基于以上的理论，本研究试图进一步验证两性
之间在政治知识掌握方面的国家 / 地区层次差异，
以及测量政治知识时的性别偏差。笔者首先假定，政
治知识的性别差异是一个普遍的人类社会现象，在
世界各国均有表现。由于美国社会的政治体制发展
和政治参与意识培养都比较成熟，政治参与渠道比
较畅通，而且美国在各种大规模社会科学调查项目
中，均较多地关注了性别问题和政治参与问题，因此
本研究采用美国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试图由此得
出较为一般性的社会科学理论，而非局限于对美国
本身的区域研究。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 2008 年美国芝加哥地区
研究（Chicago Area Study）的调查数据。芝加哥地区
研究是由美国伊利诺伊州政府资助、伊利诺伊大学
芝加哥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逐年开
展的对芝加哥地区公民生活的社会调查。选择 2008
年这个时间点，是因为当时正值美国总统大选，芝加
哥作为当时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的政治故乡，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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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人口统计量描述统计
出空前的公民政治参与热潮。在这样的背景下，2008
年芝加哥地区研究的主题是，居民的性别、种族、民
族差异如何影响他们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态度。问卷
调查采用电话问卷调查的方式，在伊利诺伊大学芝
加哥分校的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实验室进行，依据随
机数字拨号的方式，抽取芝加哥地区英语及西班牙
语为第一语言的 18 岁以上居民的住户电话作为样
本，共产生 672 份问卷，调查过程中问卷回答率为
20.3%，有效问卷比例为 86.7%。所存在的抽样偏差
主要在于，研究仅能覆盖芝加哥地区有固定电话的
家庭。根据 2007 年的美国“当前人口调查”（2007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8.4%的芝加哥居民没有
固定电话，他们通常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多
为单身青年租赁住户组成。样本的性别构成为女性
414 人，男性 258 人，所受教育年限为 7-17 年，年龄
是 18-91 岁。总体来说，样本的抽取和分布符合随
机性和回归分析的需要。
在问卷中，政治知识问卷分为地区知识和全国
知识两部分。询问全国政治知识的问题诸如“哪一党
派在华盛顿众议院拥有多数席位？”等，而询问地区
政治知识的问题则诸如“芝加哥地区年度预算由谁
制定？州长、州议会还是州最高法院？”对政治参与的
测量也分为不同层面，包括地区层面上在政治游行
和集会中的政治参与，就社区与地区事务与地方政
治人物的信件、电话沟通，以及国家层面上在美国大
选中的投票参与。在问卷中，肯定的回答被编码为
“1”，否定、不知道和拒绝的回答被编码为“0”。个人
政治参与的度量为肯定回答的比例。政治兴趣则作
为定序变量进行测量，答案包括“极其感兴趣”、“非
常有兴趣”、“有一些兴趣”、“不是很有兴趣”、“完全
没有兴趣”，并按照兴趣程度的排序被依次编码为 5
到 1，5 为最高兴趣度。这些主要的自变量和因变量
描述统计结果如表 1所示。
性别作为重要的自变量由调查员辨认并记录，
女性被访者编码为“1”，男性被访者为“0”。其他控制
变量包括受访者的年收入、教育程度和年龄。为了更
清楚地展现样本在人口统计上的特点，表 2对问卷
中问及的所有重要的人口统计量都进行了描述性统
计分析。由于本研究的目的是运用美国的数据考察
性别、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关系及其对中国
政治参与发展的现实意义，而美国人口的种族构成
对于中国的社会人口构成并没有显著的参照价值，
因此在本文第三部分的统计分析中，我们并没有控
制种族这一变量。
笔者使用 SAS 软件，以个人为单位进行关于政
治知识性别差异的描述统计分析，发现性别鸿沟显
著地存在于地区和国家两个层面的政治知识上。在
回答关于国家层面的政治知识的问题时，男性的平
均回答正确率是 59.4%，显著高于女性的 47.6%；但
表 1 主要自变量和因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统计量 总数 均值 中位数 方差
政治知识水平 672 0.46 0.47 0.33
地区政治知识 672 0.45 0.33 0.34
国家政治知识 672 0.49 0.50 0.31
政治兴趣 668 3.29 3.00 1.07
政治参与 672 0.37 0.34 0.23
总变量 分变量 频数 比例（％）
性别 男 258 38.4女 414 61.6
年龄（岁）
18-25 144 21.4
25-36 188 28.0
36-50 184 27.4
50 以上 156 23.3
受教育年限
（年）
0-6 15 2.2
6-9 23 3.4
9-12 149 22.2
12-16 340 50.6
16 以上 145 21.6
年收入
（美元）
0-20000 32 4.8
20000-40000 127 18.9
40000-60000 162 24.2
60000-80000 164 24.4
80000-100000 187 27.8
种族
白人 257 38.3
黑人 237 35.2
西班牙裔 102 15.2
亚裔 76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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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国家 / 地区政治知识与性别的交互分析
是在回答关于地区层面的政治知识的问题时，男性
的平均回答正确率是 46.5%，而女性为 45.6%，两性
之间没有显著的差距。在回答“不知道”的概率方面，
在关于国家层面的政治知识的问题上，男性中有
21.1%回答“不知道”，而女性则有 33.7%回答“不知
道”。然而在关于芝加哥地区政治知识的问题上，男
性中有 30.1%回答了“不知道”，女性中则有 32%回
答“不知道”，两性之间的差距大为缩小。卡方检验结
果同样显示，男性和女性在国家层面的政治知识上
存在显著差异，而在地区层面的政治知识上没有显
著差异。（见表 3）
三、统计分析的主要发现
笔者使用 SAS 软件进行相关分析、统计显著性
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主要建立 3组回归模型。第一
组以国家和地区政治知识作为因变量，分析性别、政
治兴趣、收入、教育程度、年龄等自变量和控制变量
对于该因变量的影响。第二组以在关于地区和国家
政治知识的问题上回答“不知道”答案的比率作为因
变量，再次分析性别、政治兴趣、收入、教育程度、年
龄等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对于“不知道”答案的影响，
从而考察男性风险偏好的心理特点在回答问题时所
表现出的猜测倾向。第三组基于政治知识对政治参
与行为的预测性，分别考察国家和地区政治知识对
于政治参与的影响，以及性别在这组关系中的交互
作用，从而检验男性的政治知识测量中是否有猜测
行为所导致的知识“通胀”。
首先对人口统计量对国家 / 地区政治知识水平
的影响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以性别、收入、年龄、政治
兴趣为控制变量建立回归方程，得到分析结果如表
4所示。结果显示，在总体政治知识水平上的性别差
异普遍存在，在控制了收入、教育、年龄、政治兴趣等
变量时，性别和知识两个变量的交互在 p值为 0.05
时显著。女性比男性少 4.4%的政治知识。当区别分
析地区和国家层面的知识水平时，性别差异发生了
变化。在国家层面上，性别差距为 10%，具有0.001
的显著水平；而在地区知识上，性别对于政治知识的
影响并不显著。然而大多数关于政治知识的问卷调
查中，问题都集中在国家和全球层面，这就无法有效
测量女性掌握较多的地区政治知识。
接着对人口统计量对“不知道”选项选答率的影
响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表 5中提供了二元线性回归
模型（只考虑性别在政治知识上的差异）以及多元回
归模型（加入其他人口统计量做控制变量）的模型分
析结果。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对于“不知道”答案的选
答率有显著的影响。女性选答“不知道”的比率比男
性多了 6%，这一方面可以归因为女性拥有较少的
政治知识，另一方面也可以归因为女性更愿意选答
“不知道”而不是猜测答案。无控制变量的第一组模
型分析表明，在国家层面的政治知识上，女性选答
“不知道”的比率比男性多了 11.7%，而在地区知识
表 4 性别对政治知识在国家、地区和总体水平上的影响
的回归分析
*p<0.1；**p<0.05；***p<0.001，括号中为系数标准差。
国家知识 男性（％） 女性（％） 卡方检验
正确回答
错误回答
“不知道”
59.43
16.80
21.06
47.58
16.67
33.74
18.288***
地区知识 男性（％） 女性（％） 卡方检验
正确回答
错误回答
“不知道”
46.51
20.93
30.10
45.65
19.81
31.96
0.285
预测变量 模型 1国家知识
模型 2
地区知识
模型 3
总体知识
性别(女性 =1) -0.103***（0.026）
0.015
（0.028）
-0.044**
（0.022）
政治兴趣 0.093***(0.012)
0.048**
(0.013)
0.070***
(0.010)
教育 0.012***(0.003)
0.005*
(0.003)
0.009**
(0.003)
收入 0.067***(0.008)
0.047***
(0.008)
0.057***
(0.007)
年龄 0.002**(0.001)
0.004***
(0.001)
0.003***
(0.001)
N 672 672 672
R 方 0.323 0.138 0.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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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知道”选项的选答率在国家、地区和总体政治知识水平上的回归分析
无控制变量模型 有控制变量模型
国家 地区 总体 国家 地区 总体
性别 0.117**（0.038）
0.025***
（0.034）
0.060***
（0.027）
0.071*
（0.035）
-0.003
（0.033）
0.034
（0.028）
政治兴趣 -0.113***(0.016)
-0.046**
(0.016)
-0.080***
(0.013)
教育 -0.010**(0.004)
-0.007*
(0.004)
-0.009**
(0.003)
收入 -0.049***(0.004)
-0.035**
(0.010)
-0.042***
(0.008)
年龄 -0.001(0.010)
-0.004**
(0.001)
-0.002**
(0.000)
N 672 672 672 672 672 672
R 方 0.007 0.001 0.007 0.184 0.087 0.180
上，女性选答“不知道”的比率仅比男性多出2.5%。
加入控制变量的第二组多元回归模型分析显示，在
国家层面的政治知识上，当其他变量保持不变时，女
性选答“不知道”的比率比男性多了 7.1%。我们可以
据此推测，男性在关于国家层面的政治知识的问题
上较少选答“不知道”，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拥有更多
的国家层面的政治知识，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试图
猜测答案而产生了知识测量上的“通胀”。当然回归
模型的分析并不能完全证实男性具有更多的猜测倾
向，因此笔者继续进行第三组模型分析。
第三组模型考察的是国家和地区政治知识对于
政治参与的影响，以及性别在这组关系中的交互作
用。表 6所示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当政治知识作为
预测政治参与行为的显著自变量时（例如在回归分
析中，国家和地区层面的政治知识对政治参与的影
响在 0.001 上显著），由于长期以来的研究证实男性
拥有较高的政治知识水平，因此这应该预测出男性
比女性的政治参与行为也更多。然而，模型分析显
示，男性的政治知识对于他们的政治参与的预测性
是小于女性的，在国家知识上，低于女性 0.415 个单
位，在地区知识上，也低于女性 0.224 个单位。这说
明，男性的政治知识中是存在显著的测量误差的，男
性远远高于女性的政治知识水平，并不完全是实际
的政治知识水平的反映，而是部分源自问卷填答时
的猜测行为所导致的知识“通
胀”。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使用美国芝加哥地区
研究的数据，验证了政治知识中
的性别差异是显著存在的。两性
之间掌握的政治知识存在着国家
/ 地区层面的差别，男性掌握较多
的是国家乃至全球层面的政治知
识，而女性掌握较多的是地区层
面的政治知识。这也与已有研究
中关于女性倾向于利用小规模、
本地化的人际网络获得信息的发
现相一致。[16]然而社会科学研究中
所设计的问卷，往往较多询问国
家乃至全球层面的政治知识，这导致女性的政治知
识水平并没有充分呈现出来。而且由于男性在填答
问题时更愿意猜测答案而不愿意回答“不知道”，因
此男性的政治知识呈现出这种测量误差所导致的
“通胀”。因此，使用男性政治知识的测量结果去预测
男性的政治参与行为，其有效性是比较有限的。
本研究的发现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个是社
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层面，一个是社会治理理论与政
策研究的层面。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层面的意义，主要是在研究
性别与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关系时，必须充
分重视男性和女性之间在政治知识上的国家 / 地区
层面的差别。政治知识的测量方式的多样化和合理
化有利于克服测量中的偏差。首先，在询问政治知识
的问卷问题和访谈问题设计时，既要询问国家和全
球层面的政治知识，也要询问地区层面的政治知识，
从而有效测量男性和女性在政治知识构成上的差
异。其次，在问卷问题设计时，除了多项选择题，还可
以设计开放式问题，同时辅以深度访谈等定性研究
方法，这样就能尽可能地减少男性在填答问题时习
惯性的猜测倾向所造成的测量误差。当然，在对政治
知识的国家 / 地区层面的差别进行研究时，只有把
这种差别与性别差异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才能理解
性别与政治知识的相关性。中国也有学者对公民政
*p<0.1；**p<0.05；***p<0.001，括号中为系数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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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性别因素影响下的政治知识对政治参与行为预测的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模型 1国家政治参与
模型 2
地区政治参与
模型 3
总体政治参与
性别（女性 =1） -0.057**(0.252)
0.030*
(0.224)
-0.072*
(0.269)
国家政治知识 0.154**(0.320)
0.113**
(0.358)
地区政治知识 0.107**(0.313)
0.112
(0.349)
性别 * 国家政治知识 0.415**(0.367)
0.406**
(0.418)
性别 * 地区政治知识 0.224**(0.379)
0.027
(0.430)
政治兴趣 0.068*(0.063)
0.097*
(0.061)
0.067*
(0.063)
教育 0.010**(0.015)
0.012**
(0.015)
0.010**
(0.015)
收入 -0.028*(0.040)
-0.011*
(0.039)
-0.031*
(0.040)
年龄 0.006(0.004)
0.006
(0.004)
0.006
(0.004)
N 672 672 672
R 方 0.027 0.020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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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知识的国家 / 地区层面的差异给予了关注，并发
现公民对全国性的政治知识认知度比较高，表现为
较熟知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而对地方政治知识的认
知度相对比较低，表现为对省长和市长的认识度较
低。[17]然而该研究并未把性别作为关键的自变量进
行分析，因此无法获知性别对政治知识层面差异的
影响。
从总体上看，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对公民
政治知识的关注还很不充分。以 2006 年全国综合社
会调查（CGSS）问卷（城市卷 /S030600950）为例，在
A部分询问了公民的政治身份，例如是否是党员干
部；在 E部分则询问了政治参与行为，例如是
否参与了抗争性集体活动；同时也询问了政
治态度，例如是否愿意加入环保民间团体，但
没有设计问题直接询问政治知识。与政治信
念、态度和意见不同，政治知识是关于政治的
事实性信息，是政治参与的一项基础性条件，
直接影响着政治参与的质量。[18]在研究政治参
与时，对政治身份、政治知识和政治态度的关
注缺一不可，只有进行全面的分析，才能对政
治参与行为进行有效的预测。
社会治理理论与政策研究层面的意义，
主要是在中国的社会治理中，要充分重视和
发挥女性在地区政治知识上的比较优势，推
动社会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强调
权力来源的多样化和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平等
合作关系。大量的社会治理事务是在地方层
面进行的，需要政府、公民、企业和社会组织
的协同参与。女性更为深入地嵌入本地社会
网络中，倾向于利用小规模、本地化的人际网
络获得信息，因此她们的地区政治知识更为
丰富，例如她们更熟知本地的教育、医疗和住
房体系，更了解本地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
组织和社会活动，更关注本地的公共空间和
社会网络。这些地区政治知识，对于体制内和体制外
的政治参与都有影响，例如影响对本地政府和政治
领导人的满意度，并进而影响在地方党委、人大、政
协中的政治参与行为，也与本地的社会组织的运作、
社会运动的发起有密切关系。借助于社会组织和新
媒体，体制外的、非正式的政治参与在现代社会中日
益重要，地方党委政府以及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对
此有更充分的认识。放在社会治理的框架中去理解，
女性掌握较多的地区层面的政治知识，对于建设社
会公共空间、[19]培育公民意识、[20]推动公众参与，都具
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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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夫妻和谐关系是指家庭生活过程中夫妻之间具
有稳定性、重复性、习惯性、非质疑性的对应互动关
系，这种关系与一般意义上的“夫妻关系满意度”有
所不同，后者侧重于夫妻之间的感情沟通与适应，而
前者主要侧重于日常生活中的互动状态及对家庭事
务处理态度的弥合。
影响夫妻和谐关系的因素非常多，如家务劳动、
子女养育、家庭收入、老人供养、家庭决策、情感方式
和契约方式等，这些因素是学者研究夫妻和谐关系
的重要议题。如刘娟认为，夫妻能否真正共同分担家
务已成为影响夫妻关系的重要因素。[1]董凤芝认为，
在变革的中国社会中，经济越来越多地影响着夫妻
的家庭生活。[2]陈婷婷认为，夫妻一方对家庭事务拥
夫妻和谐关系模型的群层差异分析
——以天津市在婚女性的调查为例
张宝义
（天津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天津 300191）
关键词：夫妻关系；和谐；群层差异
摘 要：夫妻和谐关系受到许多日常生活因素的影响，包括家庭地位、家庭收入、家务劳动、家庭经济权、同居老人、子女状
况等。然而，对于不同群层的夫妇而言，以上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存在较大差异。分析表明，除了家庭地位对所有夫妻和谐关系具
有共同的关键作用外，其余生活因素的影响均显示出差异性倾向。如家庭收入对低层和农村家庭的夫妻和谐影响更大；强化的
女性家庭经济权有利于中年夫妻关系的和谐；同居老人对低龄夫妻的和谐关系起到一定维护作用；家务劳动对夫妻和谐关系的
影响不断减弱，且主要发生于低层家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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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tal relationship, harmony, different groups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can be affected by many daily factors, including family status, household
income, housework, economic power in the family, cohabitation with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and Children's education. However, the
effects of the above factors are different among married couples of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and professional backgrounds. This study re-
veals that apart from the family status that has an effect on all married couples, other factor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For example, house-
hold income has stronger influence on married couples who are of lower status and live in the countryside. Strengthening women's eco-
nomic power helps with the marital relationships among middle aged couples. Cohabitation with family elders supports the marital rela-
tionships among young couples. Housework has declining influence on marital relationship, especially among families in lower str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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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夫妻和谐关系回归模型统计
有更多决策权，婚姻满意度不一定就高。[3]尽管学者
们对夫妻和谐关系的研究给予了如上的关注，但在
研究倾向上一般是从夫妻关系的普遍性角度去观
察，而基于群层差异角度的研究比较少。一些学者似
乎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郑丹丹等认为，夫妻关系定
势是在一定的场景下建构起来的, 一旦脱离这一特
定场景,关系定势的适用性就有可能成为问题。[4]再
如徐安琪从家务分配、权力模式等多角度阐述了中
国城乡夫妻伙伴关系的现状和差异。[5]潘萍、王郁芳
从情感方式、契约方式的角度论述了夫妻和谐关系
的建构。[6]上述研究为深入探讨夫妻关系的群层差异
作出了贡献。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急剧变迁，中国
家庭日常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群体的分化及
社会阶层的固化倾向越来越明显，社会多元化生活
给传统家庭理念带来冲击，家庭生活方式呈现多样
化趋势。在此背景下，夫妻和谐关系的内涵也因此出
现变化，相同的家庭日常生活要素在不同的群层下，
对夫妻和谐关系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不断差别化，这
一现象成为当前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数据与假设模型
2013 年 5 月，天津市人民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
员会实施了“天津市女性生活质量调查”，调查涉及
4790 名在婚女性的婚姻生活、夫妻关系及家庭事务
等方面的内容。其中为观察和分析夫妻关系和谐状
况，专门设定了如下几个变量指标：（1）夫妻关系和
谐程度（Y）：该变量由低到高分为 5 个连续等级(1-
不和谐、2- 不太和谐、3- 一般、4- 比较和谐、5- 非
常和谐)，用于测量夫妻关系的和谐状态及水平；（2）
家庭地位满意程度（x1）：该变量由低到高分为 5 个
连续等级（1- 不满意、2- 不太满意、3- 一般、4- 比
较满意、5- 非常满意)，用于测量女性对自身家庭地
位的主观感受；（3）家庭收入满意程度（x2）：该变量
由低到高分为 5 个连续等级（1- 不满意、2- 不太满
意、3-一般、4- 比较满意、5- 非常满意），用于测量
女性对家庭总体经济收入的满意状态及水平；（4）家
庭经济权归属（x3）：该变量为二分变量（0- 配偶、1-
自己），用于测量夫妻在家庭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倾
向；（5）家务劳动归属（x4）：该变量为二分变量（0- 配
偶、1- 自己），用于测量夫妻在家务劳动中的分担倾
向；（6）同居老人状况（x5）：该变量为二分变量（0- 无
同居老人、1- 有同居老人），用于测量夫妻与老人共
同居住的状况；（7）子女状况（x6）：该变量为二分变
量（0- 无子女、1- 有子女）,用于测量夫妻养育子女
的状况；（8）受教育程度（x7）：该变量由低到高分为 6
个连续等级（1- 小学及以下、2- 初中、3- 高中 / 中
专技校、4- 大学专科、5- 大学本科、6- 研究生），用
于测量女性受教育的状态及水平。虽然该变量与家
庭日常生活事件无关，但由于女性受教育水平对夫
妻和谐关系的认知有显著影响，因此将它纳入假设
模型之中。
经过对以上变量的关联性分析，判定其具备了
建构线性回归分析模型的基本条件，由此得到了如
下模型关系：夫妻和谐关系程度（y）＝B1* 家庭地位
（x1）＋B2* 家庭收入（x2）＋B3* 经济权归属（x3）＋B4*
家务劳动（x4）＋B5* 同居老人（x5）＋B6* 子女状况
（x6）＋B7* 受教育程度（x7）。依据以上假设模型，利用
spss13.0 统计出了下列回归方程。（见表 1）
从表 1的统计结果看，各自变量对夫妻和谐关
系均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主要表现为：（1）家庭地位
对夫妻和谐关系的作用最大。统计结果显示，已婚女
性对在家庭中的地位满意度与夫妻和谐关系呈正
比，女性的家庭地位越高，其认定的和谐程度也越
高；（2）家务劳动对夫妻和谐关系有负向作用。统计
非标准化回归 标准化回归 t Sig.系数 B 标准误差 系数 Beta
(Constant) 1.312 0.066 19.785 0
家庭地位 0.674 0.013 0.688 53.513 0
家庭收入 0.038 0.009 0.055 4.396 0
经济决定权 -0.059 0.021 -0.035 -2.82 0.005
R Square 0.528
N 4790
家务劳动
同住老人
-0.084
0.051
0.022
0.019
-0.047
0.033
-3.859
2.735
0
0.006
子女状况
受教育程度
-0.091
0.044
0.027
0.006
-0.042
0.084
-3.447
6.872
0.0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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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已婚女性承担家务劳动越多，对夫妻
和谐关系的认同程度越低，相反承担家务劳动
越少的女性，对夫妻和谐关系的认同程度越高。
可见，女性繁重的家务劳动会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夫妻关系的和谐；（3）有无子女对夫妻和谐关
系有一定影响。统计结果显示，家庭子女的“有”
“无”会对夫妻和谐关系产生一定作用，无子女
的女性比有子女的女性更倾向认同夫妻关系的
和谐，即子女的养育会降低夫妻关系的和谐；
（4）家庭收入满意度与夫妻和谐关系呈正向关
系。从分析结果看，女性对家庭收入的满意程度
越高，对夫妻和谐关系的认同程度越高，相反亦
然；（5）女性受教育程度与夫妻和谐关系呈正向
关系。在婚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升高，对夫妻和谐
关系的认同程度也将随之升高；（6）女性对家庭经济
权的主导会降低夫妻和谐关系。从分析结果看，家庭
经济权归属越是倾向于女性，其对夫妻和谐关系的
感受度越低，相反女性越是远离家庭经济权，则越会
促进夫妻关系的和谐；（7）同老人居住会提升夫妻和
谐关系。从分析结果看，夫妻与老人同居没有产生负
面影响，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夫妻和谐关系。
可见，同居老人对家庭幸福具有一定的维护作用。
三、夫妻和谐关系模型的群层差异
（一）职层差异
职层主要是指劳动者在相应职业群体或团队中
的位置。在此次调查中，女性职业层级被划分为 4
级，即普通职工（职员）、基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
员、高层管理人员。统计显示，以上 4个职层在婚女
性的夫妻关系和谐程度均比较高，如普通女性职工
（职员）中认为夫妻关系“和谐”的占 87.2％，女性基
层管理人员为 93.0％，女性中层管理人员为 93.6％，
女性高层管理人员为 96.5％。可以看出，无论女性的
职业层级如何，其对夫妻和谐关系的感受程度基本
一致。然而尽管各职层女性对夫妻和谐关系的认同
相对一致，但影响夫妻和谐关系的因素却有所不同，
统计结果见表 2。
从表 2可见影响和谐夫妻关系的因素主要表现
为如下几个方面：
1.家庭收入仅对低职层女性的夫妻和谐关系产
生影响
根据对 4个职层女性的统计，只有身为普通职
员（职员）的女性其家庭收入对夫妻和谐关系产生影
响，表现为家庭收入越高，夫妻关系越和谐。而其他
3 个职层，即女性基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和高
层管理人员，其家庭收入对夫妻和谐关系并无显著
影响。以上现象的形成原因，应当与不同职层女性的
收入状况相关。由于低职层女性的收入相对较低，收
入对家庭生活的重要性相对较高，以致于成为影响
夫妻和谐关系的因素之一。
2.家务劳动对高职层女性的夫妻和谐关系没有
影响
统计数据显示，在女性普通职工（职员）、基层管
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中，家务劳动的倾向归属对夫
妻和谐关系有一定影响，表现为女性承担家务劳动
越多，其对夫妻和谐程度的感受越低。但是以上情况
并不适用于高职层女性，在女性高层管理人员中，家
务劳动对夫妻和谐关系没有任何影响，这是 4个职
层中的独有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应当与她们
较高的经济收入和优越的家庭生活有关。在她们的
家庭生活中，家务劳动被“外包”的情况较为普遍，由
此减轻了她们的家务负担。
3.有无子女对高低职层女性的夫妻和谐关系有
反向影响
从统计结果看，家庭有无子女分别对高低 2个
表 2 夫妻和谐关系回归模型的职层比较
普通职工
（职员）
基层管理
人员
中层管理
人员
高层管理
人员
回归系数 B 回归系数 B 回归系数 B 回归系数 B
(Constant) 1.492*** 2.101*** 1.875*** 0.908***
家庭地位 0.639*** 0.575*** 0.662*** 0.657***
家庭收入 0.054*** 0.013 0.016 0.068
经济决定权 -0.088** 0.016 -0.216*** -0.148
家务劳动 -0.139*** -0.211*** -0.142** -0.121
同住老人 0.01 0.055 0.086 0.104
子女状况 -0.132*** -0.115 -0.046 0.618***
受教育程度 0.054*** -0.007 -0.032 -0.009
R Square 0.492 0.513 0.516 0.673
N 1996 483 503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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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夫妻和谐关系回归模型的城乡比较
农业户籍 非农业户籍
回归系数 B 标准误差 回归系数 B 标准误差
(Constant) 0.815*** 0.118 1.626*** 0.086
家庭地位 0.709*** 0.023 0.644*** 0.016
家庭收入 0.084*** 0.016 0.032*** 0.011
经济决定权 -0.019 0.035 -0.089*** 0.027
家务劳动 0.031 0.039 -0.13*** 0.027
同住老人 0.037 0.031 0.071*** 0.025
子女状况 -0.042 0.054 -0.119*** 0.032
受教育程度 0.033** 0.013 0.029*** 0.009
R Square 0.577 0.501
N 1288 3283
职层女性的夫妻和谐关系产生了影响，但是在作
用方向上，两者却是截然相反。对于低职层的普
通女工而言，拥有子女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夫妻
和谐程度，但是对于高职层的女性而言却会增加
夫妻关系的和谐。以上现象的形成原因是显而易
见的，养育子女意味着增加家庭生活成本，自然
会对低职层女性的夫妻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然而
对于高职层女性而言，这种负担不存在，反而会
通过养育子女优化家庭关系，促进了夫妻关系的
和睦。
4.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对改善低职层女性夫妻
和谐关系有一定帮助
数据显示，在婚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对夫妻和
谐关系有一定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仅限于普通职工
（职员）的低职层女性，表现为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
夫妻关系越和谐。而相对较高职层的女性，如基层管
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女性，其受
教育程度的提升对夫妻和谐关系没有显著性影响。
以上现象的形成原因与女性现有文化程度有关，低
职层女性文化水平较低，对夫妻关系和谐有一定的
制约，而较高职层女性文化水平较高，这种制约性较
为有限，对夫妻和谐关系的影响不大。
（二）城乡差异
天津市城乡居民的家庭和谐关系水平基本相
当。数据显示，农业户籍在婚女性中，夫妻关系保持
和谐状态的比例为 82.3％，非农业户籍在婚女性中，
夫妻关系保持和谐状态的比例为 89.6％，两者之间
没有较大差异。尽管城乡夫妻关系均保持了较高的
“和谐”状态，然而塑造这种和谐关系的家庭生活因
素有一定的差异性。
从表 3可见，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影响农村夫妻和谐关系的因素较为“单一”
统计分析发现，农村家庭中夫妻和谐关系受到
较少因素的影响，如家务劳动、经济决定权、是否有
同居老人以及有无子女，均不对夫妻和谐关系产生
显著影响，夫妻和谐关系对以上因素的反应并不敏
感，这与城镇家庭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城镇家庭中，
上述各因素均对夫妻和谐关系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
响，这预示了城镇家庭的夫妻关系比农村家庭夫妻
存在更多的变数，其稳定性相对较低，脆弱性相对较
高。当然，农村家庭的夫妻和谐关系模式也存在“缺
陷”，即对家庭收入因素的依赖性较强，如果家庭收
入受到较大影响，那么夫妻关系的和谐程度就会因
缺乏更多支撑点而受到干扰。
2.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对维护夫妻和谐关系有
重要影响
统计分析显示，农村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夫妻
和谐关系之间有较高的认同性，即女性自身受教育
程度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夫妻和谐关系。这种认同应
当与农村在婚女性的生活状态有一定关系，在她们
看来，农村的教育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如果自身受教
育程度得到提升，将会有助于提高家庭生活质量，促
进夫妻关系和谐。
（三）婚代差异
天津市各年龄段的婚群夫妻和谐关系状况没有
明显差距，调查结果显示，在婚女性年龄为 25－35
岁之间的夫妻中，和谐比例为 92.9％，36－45 岁之
间的和谐比例为 85.4％，46－55 岁之间的和谐比例
为 83.6％，56 岁及以上的和谐比例为 84.3％。但在
以上相对均衡的“和谐”关系中，内在结构性因素的
影响有较大差异，统计结果见表 4。
1.家庭收入对低龄和高龄婚群的夫妻和谐关系
没有影响
经统计分析，25－35 岁及 56 岁及以上的在婚
女性中，家庭收入对夫妻和谐关系不存在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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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夫妻和谐关系回归模型的婚代比较
25－35 岁 36－45 岁 46－55 岁 56 岁及以上
回归系数 B 回归系数 B 回归系数 B 回归系数 B
(Constant) 1.843 1.441*** 1.112*** 0.831***
家庭地位 0.637*** 0.628*** 0.725*** 0.771***
家庭收入 -0.028 0.072*** 0.067*** 0.032
经济决定权 -0.149*** -0.092** 0.091** -0.020
家务劳动 -0.087** 0.020 -0.164*** -0.227***
同住老人 -0.044 0.062* -0.016 0.290***
子女状况 -0.109*** -0.220*** -0.133** 0.185*
受教育程度 0.046*** 0.048*** -0.005 -0.019
R Square 0.502 0.522 0.583 0.621
N 1298 1217 1130 502
影响较大的是 36－55 岁的在婚女性。以上现象的产
生与不同年龄在婚的女性生活状态有关，如维系低
龄婚群夫妻关系最主要的是情感和志趣，家庭收入
的影响较小，而老年婚群基本上没有更多的收入来
源，对此也自然给予了忽视。但对于 36－55 岁的女
性婚群而言，养育子女、照料老人都需要较高的生活
支出，因而家庭收入对家庭生活及夫妻关系的影响
是比较大的。
2.经济决定权对各年龄婚群的夫妻和谐关系有
“变异性”影响
从数据统计看，各年龄婚群的女性对家庭经济
决定权与夫妻和谐关系的认同态度迥然不同。25－
45 岁的女性认为，增加自身经济决定权不利于夫妻
关系的和谐；46－55 岁的女性认为，增加经济决定
权有利于夫妻关系的和谐；56 岁及以上的女性认
为，经济决定权不影响夫妻关系和谐。以上差异应当
有着深刻的生活背景，对于 25－45 岁的女性来说，
过多强调经济决定权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丈夫的生
活空间，这样会影响夫妻关系。而对于 46－55 岁的
女性而言，其操持家务的角色强化，经济权的集中有
利于家庭生活的有序和调理。有研究表明，该年龄婚
群男性的重心更多地放在事业上，婚姻只要不造成
麻烦就好，没有过高的预期，反而容易满足。[7]对于
56 岁及以上老年婚群来说，他们对已有家庭经济权
的行使方式早已习惯和适应，因而对夫妻关系不产
生影响。
3.有无子女对各年龄婚群的夫妻和谐关系影响
不同
统计分析显示，有无子女对不同年龄婚群的
夫妻和谐关系均有一定影响，但在影响的方向上
略有不同。在 25－55 岁之间的女性婚群中，子女
的养育对夫妻和谐关系有整体上的负面影响；而
对于 56 岁及以上女性而言，子女的存在会促进
夫妻和谐关系的增强。以上所反映出的或许就是
“付出”与“收获”的关系，父母之间的关系往往需
要子女的“定位”，子女不同成长阶段会对夫妻和
谐关系产生波动性影响。
四、小结
在不同群层的背景下，家庭日常生活因素的
确对夫妻和谐关系产生一些差异性影响。在假设模
型的 7个自变量中，除了家庭地位是唯一不受群层
变化影响的因素外，其余的如家庭收入、经济决定
权、家务劳动、同住老人、子女状况、受教育程度均对
夫妻和谐关系产生了倾向性影响。“家庭地位”作为
影响夫妻和谐关系的一个恒定的关键性因素，显示
出了它的超群体性和超阶层性，它既反映了家庭夫
妻生活的本来意义，同时也因为其较高的模型“贡献
度”，成为夫妻关系和谐的“定海神针”。“家庭收入”
对夫妻和谐关系的影响总体上呈现出分化的趋势，
尽管家庭收入的增高会淡化它的影响，但是对于低
收入群层的家庭而言，家庭收入始终是维护夫妻和
谐关系的重要因素。“经济决定权”在很大程度上并
不取决于夫妻收入的差距，而且是更多地与夫妻之
间的持家能力及分工有关，中年夫妻家庭中女性经
济权的“最大化”，反映出了男性事业发展与家庭生
活平衡兼顾的需要。“家务劳动”对夫妻和谐关系的
影响出现弱化的趋势，这与家务劳动社会化程度的
提高有关，家务劳动的“外包”有益于整体夫妻关系
的和谐，但是对于低收入及农村家庭来说，家务劳动
仍然是影响夫妻和谐关系的重要因素。“同居老人”
对夫妻和谐关系的影响与婚代有关，对于中青年夫
妻而言，同居老人对家庭的作用是积极的，然而随着
老人年龄的增大，这种积极作用在不断消减，甚至会
产生消极影响。“子女状况”对不同群层夫妻和谐关
系的影响较大，拥有子女会提升较高收入家庭的夫
妻和谐，而对低收入家庭则会因养育（下转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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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从事
非农劳动的 18-64 岁已生育女性“从开始工作到现
在或者从刚开始工作到退休”，有 20.2%的人因为结
婚生育或者照顾孩子而有过半年以上的职业中断经
历。其中，1971-1980 年期间生育的从事非农劳动女
性因生育中断职业比例为 5.9%，1981-1990 年生育
的职业中断比例为 10.3%，1991-2000 年生育的职
作者简介：黄桂霞（1976-），女，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妇女就业与保障、性别平等。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项目编号：10@ZH020）和中国妇女研
究会 2012-2014 年度中国青年学者妇女 /性别实证研究项目“生育保险取消户籍限制对女性生育权益的影响”的阶段成果。
生育支持对女性职业中断的缓冲作用 *
——以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为基础
黄桂霞
（全国妇联 妇女研究所，北京 100730）
关键词：生育支持；职业中断；缓冲作用
摘 要：因生育中断职业是女性职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对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政府、用人单位通
过提供相应的生育保险和社会服务，家庭通过分担婴幼儿的照顾等对女性生育的支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女性的职业中断
比例。针对当前政府和用人单位在女性遇到生育和职业发展冲突时支持明显不足的现状，应不断完善生育保险，降低女性生育
成本，解除职业女性生育的后顾之忧；不断增强托幼园所建设尤其是社区托幼等公共服务支持，建立支持妇女就业的工作与家
庭平衡机制，以降低女性因生育而中断职业的可能性，促进女性平等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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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oduction support; career break; buffering
Reproduction break is a major obstacle in women's career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Third Issue of Chinese Women's
Social Status Investigation Report, the ratio of women's career break, to some extent, could be reduced by either relevant reproduction
insurance and social service provided by government and employing units or the reproduction support from families which could share
responsibility of taking care of infants and children. The status quo of the apparently inefficient support for dealing with the conflict
between women's reproduction and career development by the current government and employing units has showed that they should
consistently perfect their reproduction insurance, and reduce women's reproduction cost to remove professional women's future worries
about reproduction; moreover, gender equality for women in employment could also be promoted by measures such as consistently
enh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kindergarten - the community kindergarten and other public supporting services in particular, and
establishing the employment-supporting mechanism for balancing women's work and family life to reduce the possibilities of women's
career break owing to r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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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断比例为 21.2%，2001-2010 年生育的职业中
断比例为 35.0%。可以发现，因生育而中断职业的女
性比例不断增加，并且是逐年大幅升高。而在瑞典和
丹麦有 90%以上的母亲生育后返回劳动力市场。[1]
有研究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要依靠教育深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扩大劳动力资源
和人力资本存量，[2]但实践中女性人力资源的开发远
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求，尤其大城市的职业女性，她
们的受教育程度较高，人力资本含量高，在职业发展
中也处于相对优势，但越来越多的青年职业女性因
生育而中断职业，不仅影响了女性人力资源的开发
和利用，制约了女性的发展，掣肘了男女平等的进
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出近 20 年，女性社会地
位不断提升的当前，中国职业女性为什么放弃个人
职业发展回归家庭？哪些因素影响女性中断职业的
决定？本文以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为
基础，从社会支持和生育成本的角度，分析政府、单
位和家庭对女性生育的经济支持（主要是分担生育
的经济成本）、婴幼儿照顾支持等对女性职业中断的
积极影响，并针对现有支持的不足提出相应的政策
建议，以促进女性平等就业，增强女性人力资源的开
发和人力资本的提升。
二、相关研究回顾
研究表明，妇女生育与就业之间存在负相关关
系，生育越多的妇女其劳动参与就越低。[3][4][5]对于因
生育中断职业的女性来说，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
时间，主要取决于她的全职收入相比于她的产假津
贴差距、职业中断时间长短和孩子年龄大小、孩子日
间照顾的可获得性及价格等。德国 1991-2006 年的
SOEP 数据分析表明，女性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比例
与孩子年龄密切相关，孩子 1-3 岁时劳动力供给差
不多，当孩子长大后，女性劳动力的供给明显提高。[6]
可见，孩子 3岁以前照顾服务的可得性对于母亲是
否中断职业的影响较大。和建花、蒋永萍通过考察世
界发达国家在其家庭政策中体现公共托幼责任的角
度，针对中国托幼政策及现状，指出政府应从托幼政
策的社会意义出发，着眼于给予妇女更多平等发展
权利的角度，制定更为合理的公共托幼政策，以促进
家庭与社会和谐发展。[7]
社会支持理论认为，个人可以通过从他人或团
体等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资源，来缓解源于工作和
生活的压力与冲突，个体面临不同生活压力来源时
需要不同类型的支持。[8]从支持来源看，社会支持可
以分为单位支持、家庭支持等，从性质来看，主要包
括情感支持和精神支持、经济支持和信息支持等。[9]
在支持环境下的员工会较少经历工作—家庭冲突，
工作满意度和忠诚度都更高。[10][11]
因此，国家制定平衡工作和家庭矛盾的政策，使
有家庭责任的男女能不受歧视地行使其就业和家庭
权利；[12][13]设置育儿假，使夫妻共同分担养育责任，不
仅保障女性的就业权利，同时赋予男性在生育中的
权利，鼓励男性承担在生育中的责任等，[14][15]也是降
低生育女性中断职业比例的一种途径。而缓解职业
女性因生育导致的职业发展限制，如不断完善生育
保险，减轻用人单位责任，提升女性人力资本，促进
生育女性平等就业，也是对女性生育的一种支持。[16]
从家庭经济分析角度来看，妇女工作机会成本
与照顾子女成本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她们是否中
断职业的决定。[17]经济因素是女性产假结束后是否
回归劳动力市场的决定性影响因素。产假期间补偿
性收入低、优质的婴儿照顾可得性会提高女性生育
后的劳动力市场回归，婴儿照顾价格高则会降低女
性返回劳动力市场的比例。[1]当市场经济下的保姆市
场求大于供，在低工资、保姆雇佣价高的情形下，政
府和用人单位并没有为女性生育、抚养孩子提供必
要的服务，很多女性因生育孩子与工作冲突不得不
中断职业生涯。[18]
带薪育儿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女性生育后劳
动力市场的回归程度，北欧国家生育女性劳动力市
场的活跃度位居世界前列，主要是因为他们慷慨的
育儿假制度，包括分娩前劳动力市场的保障和职业
安全。父亲育儿假的长短对母亲回归劳动力市场的
时间有很大影响，父亲育儿假时间越长，女性返回劳
动力市场越快。由此作者指出，如果想推进男女在劳
动力市场的平等，需要延长男性育儿假的时间。[1]
以往国内对生育影响女性职业发展的研究大多
是从女性二元角色冲突出发，认为养育孩子占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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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公共托幼服务不足，影响
了女性的职业发展。从生育支持或生育成本分担对
生育女性职业中断影响的研究较少，实证研究尤其
少。本研究力图以社会支持理论为基础，从生育支持
及生育成本分担的角度，分析生育对女性职业中断
的影响以及社会支持对降低生育女性职业中断的缓
冲作用。
三、研究对象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
全国随机样本中选取从事非农劳动且生育过的女性
为研究对象，共有 6687 个样本。年龄分布为，18-29
岁的占 17.5%，30-39 岁的占 29.0%，40-49 岁的占
30.0%，50-59 岁的占 17.6%，60-64 岁的占 4.9%。从
受教育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占
14.5%，初中受教育程度的占 35.8%，高中 / 中专 / 中
技的占 30.7%，大学专科及以上占 19.0%。其中，从
开始工作到现在 / 退休前，因结婚生育 / 照顾孩子
而有过半年以上不工作也没有劳动收入的女性有
1349 个，这意味着非农劳动且已生育过的女性从开
始工作到现在或者从刚开始工作到退休，有 20.2%
的人因为结婚生育或者照顾孩子而有过半年以上的
职业中断经历。年龄分布为 18-29 岁的占 18.2%，
30-39 岁的占 44.3%，40-49 岁的占 28.1%，50-59
岁的占 7.8%，60-64 岁的占 1.6%。从受教育程度来
看，小学及以下的占 15.8%，初中受教育程度的占
45.7%，高中 / 中专中技的占 29.1%，大学专科及以
上的占 9.3%。
本文的生育支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政府和用
人单位对女性生育经济成本的分担，可以降低女性
承担的生育成本，包括分娩费用报销、为生育女性提
供产假期间的生活津贴、为婴幼儿提供托幼照顾支
持等；二是为女性面临工作与照顾责任冲突时提供
的支持，包括婴幼儿照顾支持服务，提供带薪假期
等。通过分析政府、单位及家庭对生育经济成本的分
担，主要是生育保险和托幼公共服务以及家庭照顾
的支持对降低女性职业中断的积极作用，提出要不
断完善生育保险，建立婴幼儿照顾的社会支持系统，
增强政府和用人单位在生育中的责任分担，增强女
性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源开发，平衡工作与家庭
等促进女性职业发展和男女平等的政策建议。通过
分析政府、用人单位和家庭对女性生育的支持以及
女性的就业状况等，对女性职业中断的影响，提出两
个研究假设。
假设 1：较高的生育保险水平能够降低女性职
业中断的可能性。
假设 2：婴幼儿照顾支持对女性职业中断的缓
冲作用明显。
四、数据分析与模型结果
研究根据变量和数据情况选择 logistic 回归统
计方法，对女性生育时是否中断职业的影响因素进
行分析。
1.因变量
女性生育时是否中断职业。在问卷中的问题是
“女性是否因结婚生育或者照顾孩子有过半年以上
不工作也没有劳动收入的职业中断经历”。
2.解释变量
回归中的解释变量分为 3部分，主要包括政府
支持、用人单位支持和家庭支持，生育保险主要体现
的是政府出台制度政策并进行监督管理、由用人单
位缴纳费用分担经济成本并给女性提供时间支持。
（1）生育保险。主要从女性生育时的分娩费用报
销比例和生育津贴水平。分娩费用报销比例和生育
津贴水平高低，直接影响着女性生育时自己要承担
的费用，由于政策的可预期性，倘若单位有较好的生
育保险支持，女性在产假结束前选择离职的可能性
越小。
（2）家庭支持。主要是孩子 3岁以前白天主要照
顾者以及丈夫带薪陪护假的时间。家庭支持直接影
响着女性工作家庭矛盾的处理，家庭支持力度越大，
女性就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断职业的可能
性越小。
（3）社会服务。用人单位在女性工作家庭平衡中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女性生育时能否得到单位充
足的支持，直接影响着女性面对抚育婴幼儿和职业
发展矛盾时的职业选择。
具体变量如下：
（1）分娩费用报销。包括全部免费 / 报销、定额
补贴、部分报销、全部自费，由于定额补贴的比例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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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样本变量 百分比（%）
分娩费用报销
全部免费 /报销
定额补贴或部分报销
全部自费
产假期间的收入
与产前差不多
基本工资或部分生活补贴
没有收入
孩子 3岁以前白天主要照顾者
本人
家人或亲戚
保姆或托幼园所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初中
21.7
19.3
57.7
26.6
21.5
16.4
49.6
42.5
7.6
14.5
35.8
小，与部分报销意义接近，所以将定额补贴与部分报
销合并为定额补贴或部分保险，其中以全部自费为
参照类。
（2）产假期间的收入。包括与产前差不多、只有
基本工资、只有部分生活补贴、没有收入，因为只有
部分生活补贴样本量小，所以将只有部分生活补贴
与只有基本工资合并为有基本工资或部分生活补
贴，其中以没有收入为参照。
（3）孩子 3岁以前白天的主要照顾者。主要包括
本人、配偶、本人父母、配偶父母、其他亲戚、保姆 /
家政工、托儿所 / 幼儿园，为了更加清晰的体现家庭
支持与单位支持以及社会服务对女性缓解工作家庭
冲突的作用，分析时将配偶、本人父母、配偶父母、其
他亲戚合并为家庭支持，将保姆 / 家政工和托儿所 /
幼儿园的照顾归类为社会服务支持，其中以本人为
主要照顾者为参照类。
在变量中，所有“不清楚”的选项都以缺失值进
行处理。
3.控制变量
研究中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 3部分，女性自身
的人力资本含量及职业发展状况、家庭中的夫妻权
利关系以及女性自身的性别观念。
（1）女性的职位 / 业发展情况。包括女性的受教
育程度、近 3年来是否参加过培训或进修、工作后换
过几次工作 /职业。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力资本
含量越高，因生育中断职业的可能性越小；工作后更
换职业次数越少，职业越稳定，因生育中断职业的可
能性越小。
（2）家庭夫妻权力关系。包括个人重要事件的配
偶支持度。女性在家庭中决策权越大，在面对家庭与
工作冲突时更能以个人发展为重。
（3）女性的性别观念。主要是男女的性别角色认
同，对社会分工和家庭分工的看法。性别观念越进
步，男女平等理念越深入，女性的独立意识越强，在
家庭照顾与个人职业发展时更偏向于选择个人职业
发展。
具体变量如下：
（1）受教育程度。包括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
初中、高中、中专 / 中技、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和研究
生，不识字或识字很少样本量较小与小学合并为小
学及以下，高中和中专 / 中技合并为高中 / 中专 /
技，研究生样本量较小，合并到大学专科及以上，其
中以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为参照类。
（2）工作后工作 /职业更换次数。包括了 0次、1
次、2 次、3 次,一直到 20 次，由于 3 次以上的样本量
较小，所以合并为 0次、1 次、2 次、3 次及以上，其中
以 0次即没有换过工作为参照类。
（3）想做的事情能得到配偶的支持。包括非常符
合、比较符合、不太符合、很不符合，由于不太符合和
很不符合样本量较小且意义接近合并为不符合，非
常符合和比较符合合并为符合，其中以不符合为参
照类。
（4）是否同意“挣钱养家主要是男人的事情”。包
括非常同意、比较同意、不太同意、很不同意，由于非
常同意和比较同意合并为同意，不太同意和很不同
意合并为不同意，其中以同意为参照类。
在变量中，所有“不清楚”的选项都以缺失值进
行处理。
4.数据分析与模型
将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对女性生育
时是否中断职业进行描述分析和二元 logistic 回归
分析，结果如表 1、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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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中专 /技
大学专科及以上
工作以后换工作次数
没换过
1次
2 次
3 次及以上
个人想做的事能得到配偶支持
符合
不符合
是否同意“挣钱养家是男人的事”
同意
不同意
总个案数
30.7
19.0
41.3
27.5
10.8
17.0
84.6
5.2
42.8
56.4
6687
表２ 女性生育时是否中断职业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
S.E, Sig. Exp (B)
生育保险
分娩费用报销（以全部自费为参照）
全部免费 /报销
定额补贴或部分报销
产假期间的收入（以没有收入为参照）
与产前差不多
有基本工资和部分生活补贴
照顾支持
孩子 3岁以前白天主要照顾者（以本人照顾为参照）
家人或亲戚
保姆或托幼园所
控制变量
受教育程度（以小学以下为参照）
初中
高中 /中专中技
大学专科及以上
职业发展情况
工作后职业更换次数（以 0次为参照）
1 次
2 次
3 次及以上
夫妻权力关系
想做的事能得到配偶支持（以不符合为参照）
符合
性别观念
.189 .002 .555
.159 .717 1.059
.174 .000 .161
.161 .000 .246
.121 .000 .471
.268 .003 .446
.201 .008 1.698
.206 .004 1.820
.237 .087 1.499
.143 .008 1.460
.181 .000 2.221
.146 .000 2.949
.216 .579 .887
通过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在控制其它变
量后，女性生育时的分娩费用报销比例对职业中断
影响显著，全部免费 / 报销的女性中发生职业中断
的可能性仅为全部自费时的 55.5%，定额补贴或部
分报销时则与全部自费无显著差异。产假期间的收
入对生育女性职业中断的影响显著，相对没有收入
的女性，产假期间收入与产前差不多的女性中发生
职业中断的可能性仅为前者的 16.1%，有基本工资
或部分生活补贴的女性职业中断可能性也仅是没有
收入的 24.6%。经济支持对降低女性生育中断的可
能性作用明显，假设１得到支持。
照顾支持对女性职业中断的影响显著，孩子３
岁以前白天的主要照顾
能得到家庭支持的女性
职业中断可能性仅为本
人作为主要照顾者时的
47.1%，由保姆 / 家政工照
顾或者寄放到托幼园所
的女性职业中断可能性
仅为本人为主要照顾者
的 44.6%，假设２得到支
持。
五、讨论与建议
生育不仅关乎一个
家庭的幸福，更是事关人
类自身繁衍、社会进步发
展的大事，作为人口再生
产行为，为社会劳动力的
再生产作出巨大贡献，因
此，应由国家、用人单位
和个人三方共同承担生
育责任。
1.讨论
政府、用人单位对女
性生育经济成本的分担，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
家庭尤其是女性的生育
成本，从而降低怀孕分娩
及产假阶段的女性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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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断率。生育保险通过为妇女提供医疗服务、生育
津贴等，保证女性因生育而暂时丧失劳动力的基本
经济收入和医疗保障，帮助生育女工恢复劳动力，重
返工作岗位。由于生育保险政策的可预期性，有生育
保险的女工会选择在业期间生育，怀孕和产假期间
中断职业的比例较低，怀孕和生产对女性就业率的
影响较小，生育保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三期中国
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分析发现，分娩费用报销水平和
产假期间生活补贴水平对生育女性的职业中断影响
较大，分娩费用全部报销的女性因生育中断职业的
比例仅为全部自费女性相应比例的一半，提高分娩
费用报销比例和生育津贴水平，会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女性生育时的职业中断率。
工作—家庭关系的溢出理论强调个体在家庭角
色中的行为、态度和情感等会渗入到工作角色中，所
以政府、用人单位和家庭对女性生育的支持对女性
职业发展有正向作用。照顾支持，尤其是社会服务支
持，高质、易得、价廉的托幼服务等，对女性职业中断
的影响很明显。原生家庭的支持，包括配偶对家庭生
育责任的分担、父辈以及家人亲戚朋友对婴儿照顾
的支持等，能更好地帮助女性化解工作与抚养责任
的冲突。
2.建议
支持职业女性发展的生育保险、托幼服务等相
关社会政策和社会服务不
到位，公共托幼园所的缺
位以及保姆求大于供的市
场是女性职业中断的主要
原因。因此，需要建立完善
的生育支持系统，降低女
性因生育中断职业的比例，促进女性平等就业。
一是不断完善生育保险，解除职业女性生育的
后顾之忧。增强国家在人口再生产中的责任，进一步
完善生育保险政策，提高生育保险统筹层次和保险
水平，尤其是分娩费用报销比例和生育津贴水平，降
低女性在生育中承担的经济成本，给女性生育以更
多的支持，解除女性生育的后顾之忧，为职业女性创
造更加平等的发展环境。
二是建立工作—家庭平衡机制，为职业女性生
育提供照顾支持。制定平衡女性生育与职业发展的
制度政策，增强单位对有照顾责任的女性的支持，以
及社区托幼服务等公共服务支持，制定相应制度政
策保障男性更多承担养育责任，减轻职业女性的母
性角色负担，都会降低女性因生育中断职业的比例，
保障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平等参与权。
借鉴国外关于平衡工作家庭的经验，尤其是定
额制的育儿假制度，为生育女性及子女提供一定的
经济补助；借鉴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办托幼园所、
建哺乳室等方便女性照顾婴幼儿设施的经验，充分
发挥公共照顾服务对女性生育中断的缓冲作用，为
有照顾责任的女性提供完善的支持系统，是降低女
性因生育中断职业比例，促进妇女平等就业的有效
方式。
是否同意挣钱养家是男人的事（以同意为参照）
不同意
常量
Pseudo-R2=0.261
有效个案数
.113 .022 .772
.276 .000 .318
3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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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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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内容，一些如夫妻感情、沟通方式、性生活
满意度等因素未被纳入其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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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986 年华尔街日报记者 Hymowitz 和 Schell-
hardt 首次用“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描述了女
性在职位晋升过程中遭受的某些向上移动的障碍，
这些障碍透明、不易察觉，就像无色的玻璃天花板一
样，这使得“玻璃天花板”首次成为一种公开的术语。
近几十年，“玻璃天花板”效应在世界范围内引
发了广泛的关注，女性职业发展状况与以前相比也
出现了好转。但女性在职业晋升中仍面临很多障碍，
女性职业发展中的“玻璃天花板”仍未出现裂缝。在
企业的管理层中，女性管理者比例逐渐增加，中低层
女性管理者比例提升较为明显，但女性高层管理者
比例还是比较低。[1]Catalyst 在 2010 年的调查显示,
美国经济组织中担任高层领导的女性占比很小，世
界500 强企业董事会中女性比例只占 15.2%。[2]目前
中国女性高管在企业管理层中所占比例较低且总体
呈现出女性在关键职位上比例偏低、副职多、正职少
的特点，这都极大程度制约了女性职业生涯的发展。
为了帮助中国女性更好地实现职业生涯发展，有必
要探究女性在职业晋升中遭遇“玻璃天花板”的原
因。
二、“玻璃天花板”效应成因探究
学术界对于“玻璃天花板”效应的研究目前主要
集中在探索成因方面，从社会障碍、组织障碍、个人
障碍等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
社会障碍。角色刻板效应和因男女性别差异导
致的对女性社会支持的缺失, 是女性在职业晋升中
遭遇“玻璃天花板”效应的主要社会障碍。Eagly 等用
作者简介：1.刘世敏（1964-），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2.刘淼（1989-），女，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 2012 级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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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对 103 对领导 -女性下属配对问卷的数据分析显示,领导对“玻璃天花板”持顺应态度和否认态度对女性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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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ass ceiling, supervisors' acceptance attitude, women's career development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supervisors' repudiation of "glass ceiling" has positive influence on female subordinates' career devel-
opment, while their acceptance of "glass ceiling" has negative influence on female subordinates' career development based on findings
from 103 paired questionnaires between supervisors and female subordin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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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一致性理论解释了“玻璃天花板”现象产生的原
因，提出人们对领导者存在刻板效应。[3]提到领导者，
人们往往想到的是男性而不是女性，正是这种角色
刻板效应阻碍了女性管理者向高层晋升。男女两性
生理上的区别导致性别分工不同，女性要承担繁衍
后代的社会责任，这会占用女性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由于生养抚育后代与工作时间产生冲突，可能会导
致女性工作参与度和劳动效率的降低，造成女性事
业发展的暂时或永久性中断。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中，
与男性相比，女性被认为缺乏竞争力，因为她们已经
被贴上了“不可靠”和“成本更高”的标签。[4]
组织障碍。Oakley 认为,企业中诸如雇佣、保留、
晋升等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是造成女性遭遇“玻璃天
花板”的原因，女性在组织中缺乏职业发展机会，无
法进入以男性为主导的高管圈子。[5]而且人们往往有
“同类性”倾向，倾向于跟自己属于同一类的人合作。
[6]由于多数企业中高层管理职位上男性领导者居多，
“同质社交再现”导致男性更倾向于提拔跟自己相似
性程度更高的男性员工，而不愿意将机会留给与自
己存在较多明显差异的女性员工，结果导致男性担
任企业高管的传统一直延续下去，[7]女性职业发展缺
少应有的机会。
个人障碍。女性自身存在的对成功的需求程度
显著低于男性等个人因素，也是阻碍女性晋升到高
层管理者的原因。[8]女性在工作中选择的是“事业树”
而不是“事业梯”，她们对高层职位带来的威望、权力
的需要天生低于男性对它们的渴望，因此，当女性发
现工作并不是她们获得人生满足感的唯一途径后，
她们倾向于寻求横向事业发展而不是纵向晋升，[9]持
有这种观点的女性本身寻求职位晋升的动力不足。
三、研究设计与假设
1.研究设计
目前学者们主要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高管工
作的特性、组织中的人际障碍等角度探索“玻璃天花
板”产生的组织障碍，涉及领导认知偏好对女性职业
发展影响的研究较少，而学者们的前期研究指出，领
导的认知偏好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组织因素。
Jackson 提出，组织成员的认知态度与组织结构一
样,都会对是否阻碍女性职业晋升产生影响。认知态
度影响行为，领导的认知会影响他们权力影响力和
非权力影响力的施加，通过组织文化、组织实践等正
式途径和非正式途径影响下属的行为。[10]同时，领导
者的性别刻板印象具有溢出作用，会影响组织中其
他成员对女性角色的认知和评价。[11]已有研究表明，
组织文化、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导师制的缺乏等是导
致“玻璃天花板”效应产生的组织障碍，而作为与这
些原因关系密切的领导，他们的认知是否也会对“玻
璃天花板”效应产生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研的方式收集数据，包含两
个问卷：测量领导对“玻璃天花板”认知态度的职业
发展路径调查以及测量女性下属在工作中是否遭遇
性别歧视的女性职业生涯发展状况问卷。这两个问
卷分别来自于 Smith[12][13]和 Jackson[10]的实证研究。职
业发展路径调查主要调查领导对“玻璃天花板”的 4
种态度，包括顺应、否认、放弃和接受维度。顺应
(resilience)态度是指人们认为女性有能力突破“玻璃
天花板”，尽管人们认识到也承认女性职业发展中存
在“玻璃天花板”，但是仍相信女性有能力实现突破,
例如“更高的学历会帮助女性克服性别障碍”和“寻
求高层职位的女性人数越多，对未来女性职业发展
越有益”等。否认（denial）态度是指人们认为职业发
展过程中，女性和男性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相同的，
不存在阻碍女性晋升的“玻璃天花板”,例如“女性在
政界商界各领域都已经占据了高层职位”、“女性和
男性在工作场所需要克服同样的问题”等。放弃
(resignation)态度是指人们认为在追求职业晋升的发
展过程中，女性会遭遇比男性更多的障碍，女性有充
足的理由选择不打破“玻璃天花板”。对放弃的描述
可以体现为什么女性会因为社会障碍和组织障碍放
弃或者没能成功获得晋升机会,例如“女性很少因为
她们的成功获得赞扬”和“同事的嫉妒会阻碍女性的
职业晋升”等。接受（acceptance）态度是指人们认为
女性更乐意追求其他生活目标而不是追求职业发展
中的高职位。如果男性对于成功的定义是高层的权
力，那么它可以解释为什么女性不愿意追求男性想
要的。这一态度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女性对职业发
展的承诺度不高,例如“相对于高薪职业，女性更喜
欢平衡的生活”和“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母亲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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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比事业发展更重要”等。
女性职业生涯发展状况问卷主要从组织成员对
女性的态度、家庭 - 工作冲突、非正式网络和职业
发展机会 4个维度测量女性的职业发展状况。组织
成员对女性的态度维度测量组织中男性成员对女性
成员是否存在刻板印象、是否有性别偏见，该维度在
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女性成员所在组织中的组织文
化,例如“跟我一起工作的男性同事能够平等的对待
女性同事”和“男领导提出的建议比女领导提出的建
议更容易得到下属认可”等。家庭 - 工作冲突维度
测量女性在职业发展中是否因为女性承担家庭责任
和家庭事务影响职业晋升和发展,例如“我可能因为
生产、休产假而丧失职业晋升的机会”和“我曾经因
为照顾家庭的原因错过了良好的工作机会”等。非正
式网络维度测量女性感觉她们加入到了组织中的非
正式网络的程度,例如“与男性同事一样，我会被邀
请参加组织中的非正式聚会”和“组织中有我难以融
入的男性圈子存在”等。职业发展机会维度测量女性
认为她们得到了实现职业发展机会的程度,例如“我
有机会接触多样性的工作任务”和“我有机会负责独
立的项目”等。
2.测量变量
本研究试图判断领导对“玻璃天花板”的认知态
度是否对女性职业生涯发展有影响。影响女性职业
生涯发展的因素还包括年龄、学历、婚姻状况、子女
数量以及职位层级。[13]丰富的工作经验、高学历有助
于女性获得职业晋升。[1]随着工作经历的增加，个体
工作技能、能力、思维和价值观会随着他的经验的增
加而得到提升，进而有利于其对组织作出积极的贡
献。[14]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经验也会随之增加，可
以推断年龄会影响职业发展。因此，本研究将学历、
婚姻状况、年龄、工作时间和领导层级作为控制变量
以提高研究的准确性和精确度。
3.研究假设
对“玻璃天花板”效应持顺应态度的人对女性打
破“玻璃天花板”的认知是积极的，例如“女性有克服
性别偏见的力量”和“如果女性有机会成为领导，她
们会出色地完成任务”。持有这种态度的人能够表现
出其内心对待事业的积极想法和抱负，[15] 对女性下
属职业生涯发展持顺应态度的领导相信女性下属有
能力打破“玻璃天花板”，更有可能积极看待“玻璃天
花板”现象，从而会对组织成员正确看待女性的职业
发展，形成男女平等的工作氛围以及为女性提供平
等的职业发展机会产生积极影响。获得导师的帮助
对于女性突破性别障碍实现职业晋升具有关键性作
用。持有顺应态度的领导也更有可能鼓励或者为女
性加入非正式网络提供机会，从而在客观上促进女
性突破“玻璃天花板”，推动职业发展。如果组织中缺
乏对于女性平衡家庭 -工作关系的支持，将不利于
女性追求职业发展，实现职业晋升。[1]持顺应态度的
领导往往认同“家庭的支持有利于女性获得职业上
的成功”，这种态度有利于推动组织提供对女性平衡
家庭 -工作关系的相关支持，努力减少家庭 - 工作
冲突。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a：顺应态度与组织成员对女性的态度呈正
相关
H1b：顺应态度与非正式网络呈正相关
H1c：顺应态度与职业发展机会呈正相关
H1d：顺应态度与家庭 -工作冲突呈负相关
否认态度认为女性像男性一样，在职业发展中
面临的障碍是相同的，不存在阻碍女性晋升的“玻璃
天花板”，因此对女性追求职业发展的认知是积极
的，[12][13]例如“女性有能力制定关键性的领导决策”
和“对职业有强烈承诺的女性能够晋升到高层职
位”。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a：否认态度与组织成员对女性的态度呈正
相关
H2b：否认态度与非正式网络呈正相关
H2c：否认态度与职业发展机会呈正相关
H2d：否认态度与家庭 -工作冲突呈负相关
对“玻璃天花板”效应持接受态度的人，对女性
能够担任高层领导的认知是消极的，[12][13]例如“与男
性相比，女性较少关心晋升”。对“玻璃天花板”持接
受态度的女性自身会降低向高层职位晋升的欲望，
持接受态度的领导更有可能消极地看待女性的职业
发展，减少对“女性加入非正式网络”和“为女性提供
平等的职业发展机会”的支持，会引导组织中形成不
利于女性发展的性别不平等氛围，影响组织成员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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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评价女性成员。接受态度对追求家庭生活享受是
乐观积极的态度，[12][13]所以持接受态度的领导一般认
同“相对于获得高薪职业，女性更喜欢平衡的生活”
和“对大多数女性来说，母亲的身份比她们的事业发
展更重要”，这种态度会导致领导更多地支持女性在
家庭和工作之间实现平衡，减少家庭 - 工作冲突，
而不是为了追求职业的晋升忽视家庭和谐。因此，本
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a：接受态度与组织成员对女性的态度呈负
相关
H3b：接受态度与非正式网络呈负相关
H3c：接受态度与职业发展机会呈负相关
H3d：接受态度与家庭 -工作冲突呈负相关
Smith 等[12][13]认为放弃态度是 4种态度中对女性
职业生涯发展最消极的态度。持放弃态度的女性认
为“玻璃天花板”客观存在，她们不能实现突破，因此
有理由选择放弃尝试。对“玻璃天花板”持放弃态度
的领导认为“聪明的女性会避开竞争激烈的岗位”和
“目标过于高远的女性难以实现她们的工作抱负”，
降低了对女性下属的期望。领导的认知态度会影响
组织成员对女性的态度，[11] 将不利于组织成员正确
看待女性的职业表现，进而可能形成男女不平等的
组织氛围，最终会影响女性实现职业晋升和长远发
展。持放弃态度的领导认为“女性幸福生活的源泉不
是工作”，应该更重视家庭，不鼓励女性为追求职业
发展引发家庭 -工作冲突。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
假设：
H4a：放弃态度与组织成员对女性的态度呈负
相关
H4b：放弃态度与非正式网络呈负相关
H4c：放弃态度与职业发展机会呈负相关
H4d：放弃态度与家庭 -工作冲突呈负相关
四、结果分析
本研究问卷调查分为两个阶段，共发放问卷
400 份，问卷以配对形式发放，共计发放 200 对，回
收问卷 121 对，有效问卷 103 对（206 份）。参加此次
调查的对象较为广泛，来自不同的行业（金融、制造
业、IT、快销、咨询、地产、医疗、航空、汽车、国际贸
易）、不同的企业类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
业、中外合资企业）、不同的企业规模（200 人以下、
200-499 人、500-2000 人、2000 人以上）。
1.描述性统计
通过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发现，受访的
领导男女比例基本持平，男性略多（占 53.40%），说
明该调查对象性别选择较为均衡，减少了领导性别
对女性“玻璃天花板”态度的差异性影响；受访对象
多分布在 31-40 岁（71.85%）之间，从年龄上来看比
较成熟且有一定的社会阅历，提高了对社会现象评
价的客观程度。97.09%的受访者拥有本科及以上学
历，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63.1%），说明受访对
象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提高了对调查问卷问题正确
理解的机率。80.58%的受访者已婚，56.31%的受访
者已有子女，说明大多数受访对象要承担家庭责任，
对家庭 - 工作冲突相关的问题有较深的感触和理
解。工作资历方面，他们平均参加工作的年限是
11.54 年，有较为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较强的团队管理
技能；领导层级分布广泛，基层、中层、领导干部均占
有一定比例，比例较为均衡，保证了调查结果的相对
客观性。“玻璃天花板”效应主要表现为女性向高层
职位晋升中遭遇的障碍，中高层领导对女性下属的
认知态度是否会影响女性的职业发展尤其值得探
讨，此次样本数据中层以上领导所占比例为
68.93%，从而有效提高了研究的有效性。
受访的 女性下属多 数 处 于 30 岁 以 下
（68.93%），较为年轻。学历以本科（59.22%）和硕士
研究生（30.10%）为主，说明她们比较注重对自身的
人力资本投资；超过半数的女性已婚（58.25%），且
32.04%的受访者已有子女，说明她们需要承担一定
的家庭责任，能够对与家庭 -工作冲突相关的问题
作出清楚的评价；工作经历方面，平均工作时间 6.53
年，已有一定的工作经历，以基层干部（占 76.70%）
居多。
2.相关分析
本研究采用偏相关检验领导对“玻璃天花板”的
态度与女性下属职业生涯发展状况之间的相关关
系，并充分考虑年龄、学历、婚姻状况、工作时间和所
处领导层级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将这 5个变量
作为控制变量，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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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中可以看到，顺应态度与组织成员对女
性的认知、非正式网络、职业发展机会呈正相关，假
设H1a,H1b,H1c 得到验证；否认态度与组织成员对
女性的认知、非正式网络、职业发展机会呈正相关，
与家庭 - 工作冲突呈负相关，假设 H2a,H2b,H2c,
H2d 得到验证；放弃态度与组织成员对女性的认知、
非正式网络、职业发展机会呈负相关，假设 H3a,
H3b,H3c 得到验证；接受态度与组织成员对女性的
认知、非正式网络、职业发展机会呈负相关，假设
H4a，H4b，H4c 得到验证。
相关分析得出，家庭 - 工作冲突与顺应态度、
放弃态度、接受态度相关关系不显著，因此 H1d,
H3d,H4d 未得到验证。
3.回归分析
本研究提出的控制变量为：学历、婚姻状况、年
龄、工作时间和领导层级，采用分层回归，第一步对
所有的控制变量数据进行标准化回归；第二步对控
制变量和因变量进行回归；第三步加入预测变量后
运行回归，比较预测变量所解释的变异量的大小，结
果见表 2。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1.顺应
2.否认
3.接受
4.放弃
5.组织成员对女性的态度
6.非正式网络
7.职业发展机会
8.家庭工作冲突
5.650 .991 1.000
5.022 .936 .543** 1.000
3.311 .890 -.518** -.668** 1.000
2.636 1.098 -.572** -.634** .568** 1.000
5.272 1.015 .809** .572** -.510** -.512** 1.000
5.534 1.035 .810** .552** -.455** -.508** .798** 1.000
5.460 1.042 .711** .465** -.435** -.480** .768** .755** 1.000
2.854 .520 -0.066 -.237* 0.102 0.167 -0.107 -0.127 -0.035 1.000
表 2 分层回归分析列表
表 1 相关系数列表
注：**p<0.01 *p<0.05 N=103，控制变量：学历 &婚姻状况 &年龄 &工作时间 &领导层级。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顺应态度
否认态度
接受态度
调整后 R2
R2 更改
F
F更改
回归系数
调整后 R2
R2 更改
F
F更改
回归系数
调整后 R2
R2 更改
F
F更改
回归系数
0.088 0.674 0.113 0.686 0.048 0.519 0.009 0.003
0.132 0.561 0.157 0.548 0.095 0.453 0.058 0.004
2.963* 36.205** 3.611* 38.154** 2.025 19.351** 1.187 1.047
2.963* 175.731** 3.611* 177.936** 2.025 96.053** 1.187 0.385
0.808** 0.798** 0.726** （-0.066）
0.088 0.368 0.113 0.364 0.048 0.239 0.009 0.055
0.132 0.273 0.157 0.244 0.095 0.189 0.058 0.053
2.963* 10.919** 3.611* 10.723** 2.025 6.326** 1.187 1.989
2.963* 44.115** 3.611* 39.178** 2.025 25.295** 1.187 5.713*
0.551** 0.521** 0.458** （-0.243*）
0.088 0.309 0.113 0.28 0.048 0.214 0.009 0.009
0.132 0.217 0.157 0.166 0.095 0.166 0.058 0.009
2.963* 8.605* 3.611* 7.617** 2.025 5.625** 1.187 1.152
2.963* 32.071** 3.611* 23.465** 2.025 21.483** 1.187 0.977
（-0.487**） （-0.425**） （-0.425**） 0.102
自变量
因变量 组织成员对女性的态度 非正式网络 职业发展机会 家庭 -工作冲突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1 模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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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可以得出，根据 F 更改，自变量为控制
变量（学历、婚姻状况、年龄、工作时间、领导层级）
和顺应态度；因变量为组织成员对女性的态度的模
型 2整体上高度显著有效。根据回归系数 0.808**，
顺应态度与组织成员对女性的态度呈显著性正相
关，假设H1a 成立。同理可以得出，顺应态度与非正
式网络（0.798**）、职业发展机会（0.726**）呈显著性
正相关，假设 H1b、H1c 成立。顺应态度与家庭 -工
作冲突的模型 2有效性不显著，负相关关系不显著，
假设 H1d 不成立。
根据 F更改检验值，自变量为控制变量（学历、
婚姻状况、年龄、工作时间、领导层级）和否认态度，
因变量为组织成员对女性的态度的模型 2 整
体上高度显著有效。根据回归系数 0.551**，否
认态度与组织成员对女性的态度呈显著性正
相关，假设H2a 成立。同理可以得出，否认态度
与非正式网络（0.521**）和职业发展机会
（0.458**）呈显著性正相关，假设 H2b、H2c 成
立；否认态度与家庭 -工作冲突呈负相关（-0.
243*），假设 H2d 成立。
根据 F 更改检验值，自变量为控制变量
（学历、婚姻状况、年龄、工作时间、领导层级）
和接受态度，因变量为组织成员对女性的态度
的模型 2整体上高度显著有效。根据回归系数
（-0.487**），接受态度与组织成员对女性的态
度呈显著性负相关，假设 H3a 成立。同理从表
2 中可以看出，接受态度与非正式网络（-0.
425**）和职业发展机会（-0.425**）呈显著性
负相关，假设H3b、H3c 成立。接受态度与家庭
-工作态度的模型 2 有效性不显著，不呈负相
关关系，假设 H3d 不成立。
根据 F 更改检验值，自变量为控制变量（学历、
婚姻状况、年龄、工作时间、领导层级）和放弃态度，
因变量为组织成员对女性的态度的模型 2整体上高
度显著有效。根据回归系数（-0.497**），放弃态度与
组织成员对女性的态度呈显著性负相关，假设 H4a
成立。同理可以得出，放弃态度与非正式网络（-0.
484**）和职业发展机会（-0.478**）呈显著性负相
关，假设H4b、H4c 成立。放弃态度与家庭 -工作态
度的模型 2有效性不显著，不呈负相关关系，假设
H4d 不成立。
综上，可得实证研究分析结果如表 3。
表 3 实证研究分析结果
假设 假设内容 验证结果
H1a 顺应态度与组织成员对女性的态度呈正相关 假设成立
H1b 顺应态度非正式网络呈正相关 假设成立
H1c 顺应态度与职业发展机会呈正相关 假设成立
H1d 顺应态度与家庭 -工作冲突呈负相关 假设不成立
H2a 否认态度与组织成员对女性的态度呈正相关 假设成立
H2b 否认态度与非正式网络呈正相关 假设成立
H2c 否认态度与职业发展机会呈正相关 假设成立
H2d 否认态度与家庭 -工作冲突呈负相关 假设成立
H3a 接受态度与组织成员对女性的态度呈负相关 假设成立
H3b 接受态度与非正式网络呈负相关 假设成立
H3c 接受态度与职业发展机会呈负相关 假设成立
H3d 接受态度与家庭 -工作冲突呈负相关 假设不成立
H4a 放弃态度与组织成员对女性的态度呈负相关 假设成立
H4b 放弃态度与非正式网络呈负相关 假设成立
H4c
H4d
放弃态度与职业发展机会呈负相关
放弃态度与家庭 -工作冲突呈负相关
假设成立
假设不成立
注：**p<0.01 *p<0.05 N=103，回归系数表示预测变量（顺应、否认、接受、放弃态度）的回归系数。
模型 1为控制变量（学历、婚姻状况、年龄、工作时间、领导层级）作为自变量的回归，模型 2为控制变量与预测变量均作为
自变量的回归结果。
放弃态度
0.088 0.313 0.113 0.327 0.048 0.255 0.009 0.026
0.132 0.221 0.157 0.21 0.095 0.204 0.058 0.026
2.963* 8.733** 3.611* 9.263** 2.025 6.812** 1.187 1.455
2.963* 32.735** 3.611* 31.792** 2.025 27.933** 1.187 2.692
（-0.497**） （-0.484**） （-0.478**） 0.17
调整后 R2
R2 更改
F
F更改
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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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和讨论
女性在职业发展中遭遇“玻璃天花板”的原因很
多，包括来自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多重障碍，本文根
据以往研究和文献的结果，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以下
结论：
（1）领导对“玻璃天花板”持顺应态度和否认态
度对女性下属职业生涯发展有积极影响。研究显示，
顺应态度和否认态度与组织对女性的态度、非正式
网络和职业发展机会呈正相关。否认态度与家庭 -
工作冲突呈负相关。
（2）领导对“玻璃天花板”持放弃态度和接受态
度对女性下属职业生涯发展有消极影响。研究显示
放弃态度和接受态度与组织成员对女性的态度、非
正式网络和职业发展机会呈负相关。
（3）领导对“玻璃天花板”持顺应态度、放弃态度
和接受态度与女性下属家庭 - 工作冲突之间的负
相关性并不显著。
领导对“玻璃天花板”持顺应态度和否认态度对
女性下属职业生涯发展有积极影响，更有可能在组
织中形成男女性别平等的工作氛围，支持女性加入
已有的非正式网络，在这样的组织中女性也更有可
能拥有跟男性相同的职业发展机会，获得导师的帮
助，从而有助于女性打破“玻璃天花板”，更好地实现
职业发展和晋升。
领导对“玻璃天花板”持放弃态度和接受态度对
女性下属职业生涯发展有消极影响，会提高女性在
职业发展中遭遇“玻璃天花板”的可能。领导的放弃
态度和接受态度可能影响组织成员对女性的态度，
影响男女公平竞争的组织氛围；女性可能因为性别
原因丧失部分职业发展的机会，影响其职业晋升。放
弃态度和接受态度还与非正式网络呈负相关关系，
说明领导持此类态度将不利于女性在组织中加入非
正式网络关系，影响女性获得导师的帮助，一定程度
上阻碍了其职业发展。
本研究显示领导的顺应态度、否认态度、接受态
度和放弃态度与女性下属家庭 - 工作冲突之间的
相关性不显著。可能有以下原因：吴谅谅等提出家庭
-工作冲突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工作负荷、工作
投入、配偶压力、家庭满足感是导致职业女性工作家
庭冲突的主要来源。[17]研究结果不显著，可能与选取
的样本数量、调查对象有关，接受调查的女性下属中
有超过四成女性未婚，对家庭 -工作平衡、家庭 -
工作冲突的理解并不全面，有近七成女性没有子女，
承担的家庭责任相对较少，这都有可能影响研究结
果的合理性。Wiley 研究表明，生活满意度、工作满
意度、组织承诺与家庭 -工作冲突存在负相关。[18]领
导对“玻璃天花板”的认知态度，一定程度上会影响
女性下属对工作的满意度和组织承诺，领导对“玻璃
天花板”持顺应态度和否认态度对女性下属的职业
发展有积极影响，持接受态度和放弃态度则有消极
影响，会影响女性的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但是家
庭与工作之间的冲突还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
单一因素的影响可能并不显著。
中国的家庭 -工作冲突存在其特殊性，受计划
生育政策的影响，中国家庭生养孩子的数量有一定
限制，因此家庭 -工作冲突与家庭中孩子众多的西
方国家相比，冲突并不明显；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家
庭结构中“四二一”结构盛行，4 个老人、两个年轻
人、一个孩子的家庭结构使老人帮年轻人解决了部
分照顾孩子的家庭责任，减轻了年轻人的家庭负担，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家庭 -工作冲突。中国职业女性
生存状态调查报告显示：当家庭与工作出现冲突时，
有 47.2%的女性选择“适当妥协追求家庭工作平
衡”，有 20.2%的女性选择“家庭才是生活是重点，为
保证家庭生活放弃升职机会”,因此当女性下属面临
可能出现的家庭 -工作冲突时，近七成的女性会选
择妥协，主动减少家庭 -工作冲突。因此即使领导
对“玻璃天花板”的认知态度可能对女性下属的职业
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女性下属会主动进行调节，
缓解家庭 - 工作冲突，导致领导的顺应态度、否认
态度、接受态度和放弃态度与女性下属家庭 - 工作
冲突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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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研究论丛
Collection of Women爷s Studies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
《妇女法》）在 2005 年修订之后增加了“禁止对妇女
实施性骚扰”的规定，这是中国法律中首次出现“性
骚扰”这一法律概念，使性骚扰成为法律明确禁止的
侵犯妇女人身权利的违法行为。同时，性骚扰不仅是
对女性人身权利的侵害，工作 / 劳动 / 学习场所的
性骚扰也侵犯了女性的劳动权利和受教育权利。
一、中国性骚扰基本状况及处理方式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以下简称“本次
调查”）对发生于工作 / 劳动 / 学习中的性骚扰状况
性骚扰的现状及法律规制 *
——以港台地区性骚扰立法为鉴
刘小楠
（中国政法大学 宪政研究所，北京 100088）
关键词：性骚扰；法律规制；法律救济
摘 要：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显示，在工作 /学习 /劳动中遭受过性骚扰的女性占 7.8%，而且与男性相比，女
性更多地遭遇到不受欢迎的与性有关的身体触摸以及不愿意接受的与性有关的要求。调查同时也发现，在遭受性骚扰的女性中
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比例非常低。文章以港台地区立法为例说明，除了观念方面的原因外，中国现行的规制性骚扰的
法律过于原则概括，法律救济途径不通畅也是导致阻碍性骚扰受害者寻求法律救济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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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xual harassment, legal regulations, legal remedy
The 3rd National Survey on the Social Status of Women in China showed that 7.8% of women have encountered sexual ha-
rassment in the workplace or at school. Compared with men, women are subject to more unwanted sex-related body touch and sex re-
lated requests. The survey also found that women who suffered from sexual harassment seldom took legal action to claim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This paper will take Hong Kong and Taiwan, which have close regional and cultur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inland Chi-
na, as examples to illustrate that in addition to conventional beliefs, the current law and the legal remedy mechanisms are lack of imple-
menting method and thus pose as obstacles to the sexual harassment victims to resort to legal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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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女性遭受性骚扰后的态度及采取的措施进行了
考察。①调查发现，遭遇过性骚扰的女性占 7.8%，其
中遇到过被动看黄色图片或图像（以下简称“被动看
黄”）的女性比例为 1.5%，比男性低 2.6 个百分点。
有被动听黄色段子或笑话的经历（以下简称“被动听
黄”）的女性比例为 6.4%，比男性低 2.4 个百分点。
遭遇过令自己讨厌的与性有关的身体触摸的女性比
例为 1.3%，比男性高 0.6 个百分点。曾被他人提出
不愿接受的与性有关的要求的女性比例为 0.8%，比
男性高 0.3 个百分点。与男性相比，女性相对较少遭
遇“被动看黄”和“被动听黄”，而是在更严重侵犯人
身权的、与性相关的要求和与性有关的身体触摸方
面，女性却更容易受到侵犯。男性之所以更多地“被
动看黄”和“被动听黄”，可能与男性之间更多地相互
传播黄色笑话（段子）和黄色图片（图像）有关。
同时，本次调查也发现，人们在遭遇性骚扰时很
少求助公权力。对“被动看黄”和“被动听黄”的态度
和处理方式按所占比例由大到小依次是“没当回
事”、“直接制止”、“忍忍算了，不声张”、“跟家人或朋
友倾诉”，较少有人交由单位调解或者向有关机构咨
询、求助。②其中，在遭遇“被动看黄”情况时，0.4%的
人选择单位调解，0.2%的人选择咨询或求助相关机
构；遭遇“被动听黄”时，分别都只有 0.1%的人向单
位主张调解或向相关机构咨询或求助。可见，“被动
看黄”和“被动听黄”在工作 / 劳动 / 学习中普遍存
在，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很少选择诉诸公权力的救
济。
当遭遇令自己讨厌的与性相关的身体触摸和与
性相关的要求时，分别有 53.5%和 60.6%的人选择
直接制止，求助于公权力救济的比例也明显上升，但
同时也有 39.6%和 31.9%的人选择无作为处理。③不
同处理方式所占比例依次为“直接制止”、“没当回
事”、“忍忍算了，不声张”、“跟家人或朋友倾诉”。虽
然在遇到性要求和与性有关的身体触摸时有更高比
例的人诉诸单位或有关行政、司法机关，但是这个比
例仍处于低位状态，更多的人选择了忍气吞声，而不
是采取法律或行政措施保护自己、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
当遭遇性骚扰时，男女的处理方式存在显著差
异，女性遭遇性骚扰时更多采用直接制止的方式。当
遭遇与令自己讨厌的性相关的身体触摸和性要求
时，但是，仍然分别有 19.8%和 18.8%的女性选择忍
耐不声张。在求助的对象上，女性更多求助于熟人，
向单位投诉或咨询 / 求助相关机构的比例很低，更
没有人到法院起诉。
二、中国性骚扰防治立法的缺陷
性骚扰受害者很少寻求法律救济的现象，固然
可能与厌诉、耻于公开谈论性、归罪性骚扰受害人等
文化观念相关，但是中国现行的性骚扰法律过于原
则概括，缺少程序上的保障和实施机制，也可能阻碍
受害者寻求公权力救济途径。
（一）性骚扰的规定过于简单，缺乏界定
《妇女法》修订后虽然加入了性骚扰的禁止性规
定，却没有对性骚扰作出界定，也没有对性骚扰行为
进行列举。这种原则性的规定不仅影响了公众对性
骚扰的认知程度，而且由于缺少可操作性，导致在司
法实践中难以直接援用，影响了法律的执行，而法律
救济的不畅和法律虚置会阻碍女性遭受性骚扰后寻
求法律救济的愿望和信心。
（二）性骚扰救济途径不通畅
《妇女法》虽然规定遭受性骚扰的妇女“有权向
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2012 年 5 月修订施行的《女
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增加了“在劳动场所，用人
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但是这些
①《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改后虽然加入了性骚扰的条款，但是并没有对性骚扰作出界定。考虑到性骚扰在中国仍然是一个较
新的法律术语，为了便于理解性骚扰的含义，本次调查问卷中没有直接询问被调查者是否遭受过性骚扰，而是把性骚扰的 4
种主要表现形式作为题干进行列举。列举的性骚扰的 4 种表现形式分别是：“给您看您不愿意看的黄色图片或图像”、“给您
讲您不愿意听的黄色段子或笑话”、“对您进行令您讨厌的与性有关的身体触摸”、“对您提出您不愿意接受的与性有关的要
求”。同时也强调了性骚扰是不受欢迎、违背了受害人的意志这一构成要素。
②在遭遇“被动看黄”时，超过一半的人（56.4%）选择了“没当回事”，同时也有 29.7%的人选择“直接制止”。在遭遇“被动听黄”
时，近 67.3%的人选择“没当回事”，只有 18.1%选择“直接制止”。
③即选择“没当回事”或“忍忍算了，不声张”。42
规定过于粗略。用人单位具体应当尽到什么防范义
务、投诉及受理的程序以及雇主没有履行性骚扰防
范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法律中都没有明确规
定，这无疑会影响遭受性骚扰的女性向雇主求助。④
《妇女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性骚扰受害者也可
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是由于诉讼法
中没有把就业歧视和性骚扰案件列为受案范围，“歧
视”和“性骚扰”也没有列入最高法院的诉讼案由，造
成这类案件在法院受理困难。而且即使性骚扰案件
获得立案，但由于中国立法中缺乏关于性骚扰的概
念和认定的详细规定，受骚扰者胜诉的几率也会降
低。同时，在司法实践中，性骚扰案件的当事人能够
获得的赔偿数额非常有限，导致法律不能发挥其应
有的指引功能、威慑功能以及惩戒功能，这无疑也会
降低性骚扰受害者诉诸法律的积极性。
三、港台地区规制性骚扰立法的特点及借鉴意
义
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规制性骚扰的法律制度相
对完善，寻求法律救济的性骚扰受害人也比较多。同
时，香港与台湾地区与大陆有着文化和地域上的亲
缘关系，有关性骚扰以及法律救济的观念更为接近，
港台的法律在大陆更易避免出现南桔北枳的情况，
因此其制度上的经验对大陆更具借鉴意义。
（一）立法中明确性骚扰的概念、构成及规制范
围
香港地区的《性别歧视条例》禁止在（1）雇佣、
（2）教育、（3）货品、服务及设施的提供及（4）处所的
处置或管理领域内的性骚扰。《性别歧视条例》第一
部分释义中（第 2 条 5-8 项）明确了性骚扰的概念：
任何人（不论如何描述其身份）（1）如对一名女性提
出不受欢迎的性要求，或提出不受欢迎的获取性方
面的好处的要求；或就一名女性作出其他不受欢迎
并涉及性的行径，而在有关情况下，一名合理的人在
顾及所有情况后，应会预期该女性会感到受冒犯、侮
辱或威吓；或（2）如自行或联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
行径，而该行径造成对该名女性属有敌意或具威吓
性的环境，该人即属对该女性作出性骚扰。涉及性的
行径(conduct of a sexual nature)包括对一名女性或在
其在场时作出涉及性的陈述，不论该陈述是以口头
或书面作出。性骚扰的条文须视为同样地适用于男
性所受的待遇。⑤
这一条款确定了香港性骚扰认定的几个基本
原则：（1）“性骚扰”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不受欢
迎的性要求，即任何具有冒犯性、侮辱性及威吓性的
不受欢迎并涉及性的行为或行径；二是具有敌意的
工作环境，如，工作环境中充斥涉及性的行为、言语
或图片，使人难以安然地工作。（2）性骚扰的认定要
根据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主观要件即是被骚扰者
自身感受“不受欢迎”或“具有敌意或威吓性”，而客
观要件即是“在有关情况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顾及所
有情况后，应会预期该女性会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
吓”，只有同时具备了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才可能
被认定为性骚扰。（3）这一条文也明确了性骚扰不仅
仅针对女性，男性同样可能受到性骚扰，也同样受法
律保护。同时，从此条款看，性骚扰也并非必然发生
在异性之间，同性之间也可能发生性骚扰。
此外，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制定的《性别歧视条
例雇佣实务守则》中较为明确地描述和列举了哪些
行为属于性骚扰：（1）不受欢迎的性要求——例如挤
眉弄眼、淫亵动作、触摸、抓弄或故意摩擦他人身体；
（2）提出不受欢迎的要求以获取性方面的好处，例如
向对方暗示在性方面予以合作或容忍其性要求会有
助对方的事业发展；（3）不受欢迎的口头、非口头或
身体上涉及性的行径，例如在性方面有贬抑成份或
有成见的言论、不断追问某人的性生活；及（4）涉及
性的行径，藉此营造一个在性方面有敌意或具威吓
④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显示，有被动听黄色段子或笑话的经历的女性中只有 0.1%向单位求助，而遇到过被动
看黄色图片或图像情况的女性中只有 1%向单位求助，即使是遭遇过令自己讨厌的与性有关的身体触摸以及曾被他人提出
不愿接受的与性有关的要求的女性中也只有 0.6%和 4.0%向单位求助。
⑤香港作为一个判例法地区，法院判例也不断明确性骚扰的概念和认定，比如在阮莎莎诉谢志斌（［1999］1 HKC 731）一案
中，法官将偷拍录像确定为“涉及性的行径”，因此，被告人被认定违反了《性别歧视条例》第 39(3)条的规定，即“任何身为某
教育机构学生的人，如对一名正在谋求成为该机构学生或已是该机构学生的女性作出性骚扰，即属违法”。 43
性的工作环境，例如在工作场地高谈与性有关的淫
亵笑话、展示有性别歧视成份或与性有关的不雅图
片或海报。实务守则虽然不是强制性的法律规范，
“任何人不依循实务守则的条文，此事本身不使该人
可被起诉，但在根据本条例而于任何法院进行的法
律程序中，根据本条发出的实务守则可获接纳为证
据，而如该法院觉得该守则的条文与法律程序中产
生的问题有关，在裁定该问题时，该条文须予考虑。”
⑥这些规定让雇主了解哪些合理可行，有助于防止属
下雇员作出违法作为，进一步加强了香港《性别歧视
条例》的可操作性。
台湾地区以《性别工作平等法》、⑦《性别教育平
等法》、⑧《性骚扰防治法》、⑨《工作场所性骚扰防治措
施申诉及惩罚办法订定标准》、《校园性侵害或性骚
扰防治准则》、《性骚扰防治法施行细则》、《性骚扰防
治准则》、《性骚扰事件调解办法》等多部法律法规来
规制性骚扰问题，虽然法律过于分散，相互之间存在
交叉更迭，但是也足见台湾在防治性骚扰问题上的
决心。台湾地区的法律中都明确规定了性骚扰的概
念和分类。例如，《性别工作平等法》第 3章第 12 条
将性骚扰分为两种情形：敌意性工作场所性骚扰和
交换式工作场所性骚扰。所谓敌意性工作场所性骚
扰是指受雇者在工作时，雇主、同事、客户等任何人，
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别歧视的言词或行为，造
成一个敌意性、胁迫性或冒犯性的工作环境，以致侵
犯或干扰受雇者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或影响其工
作表现的情形。交换式工作场所性骚扰是指雇主利
用职权，对受雇者或求职者为明示或暗示的性要求、
具有性意味或性别歧视的言词或行为，作为雇用与
否、报酬、考绩、升迁或奖惩等交换条件的情形。而根
据该法施行细则第 4条（认定性骚扰时应审酌之具
体事实）中的解释，性骚扰的认定，应就个案审酌事
件发生的背景、工作环境、当事人的关系、行为人的
言词、行为及相对人的认知等具体事实而进行。《性
别平等教育法》中也对性骚扰做了定义和分类，即性
骚扰是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达到性侵害的程
度的：（1）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从事不受欢迎且具
有性意味或性别歧视的言词或行为，导致影响他人
的人格尊严、学习、或工作的机会或表现的行为。（2）
以性或性别有关的行为，作为自己或他人获得、丧失
或减损其学习或工作有关权益的条件的行为。同香
港类似，台湾地区关于性骚扰的立法也同样适用于
男性和女性。
（二）明确性骚扰的救济途径和罚则⑩
在香港和台湾地区，职场中性骚扰的救济途径
主要有 3种：一是通过企业的内部申诉机制申诉，二
是向专门机构投诉，三是到法院起诉。
1.内部申诉（投诉）
工作场所的性骚扰不仅是对被骚扰者人身权利
的侵害，也将恶化工作环境，阻碍女性平等就业权利
的实现，因此发挥雇主防治性骚扰的责任，建立良好
的企业制度和工作环境格外重要。台湾地区的《性
别工作平等法》中明确规定了雇主对工作场所性骚
扰应尽防治责任，一旦知悉有工作场所性骚扰情形，
⑥《性别歧视条例》第 69 条第 14 项。实务守则中也指出，“除非有合理的理由，雇主宜遵行本守则的指引及建议的良好常
规”，不过对于不同规模的企业要求有所差别，比如《性别歧视条例雇佣实务守则》中提到“本守则以一般性原则处理基于性
别、婚姻状况、怀孕而产生的歧视及性骚扰问题，雇主可视乎机构的规模及结构采纳本守则提出的建议。举例而言，小型企业
的处事程序较简单，故未必适合实行本守则内所有建议。但小型公司仍须确保其处事方式符合《性别歧视条例》及本守则的
精神。”
⑦ 2002 年 3 月 8 日台湾地区开始施行《两性工作平等法》，2008 年 1 月 16 日进行了修订，更名为《性别工作平等法》，后又经
过两次修正。
⑧ 2004 年 6 月 23 日颁布。
⑨为了防治就业领域和教育领域之外的性骚扰，台湾地区 2005 年 2 月 5 日公布了《性骚扰防治法》，把《性别工作平等法》与
《性别平等教育法》适用对象以外的其他性骚扰行为，例如：受雇者在非执行职务期间遭受来自任何人的性骚扰、一般民众间
的性骚扰等等都纳入到法律规制禁止的范围之内。
⑩台湾地区教育领域中性骚扰救济途径与就业领域中性骚扰的救济途径会有所不同，由于篇幅关系，本文仅以职场性骚扰
的救济途径为例。44
一律均应采取“立即有效之纠正及补救措施”。同时
“雇主为处理受雇者之申诉，得建立申诉制度协调处
理”。如果是雇用受雇者 30 人以上的雇主，輥輯訛则必须
制定性骚扰防治措施、申诉及惩戒办法，并在工作场
所公开揭示。受雇者如发现雇主未制定性骚扰防治
措施，可向地方主管机关申诉雇主违反性骚扰防治
措施，主管机关得处雇主新台币 10 万元以上 50 万
元以下的行政罚款，此外，遭受性骚扰的雇员也可以
向雇主及行为人请求连带赔偿。
为了具体落实企业内部的申诉机制，台湾行政
院劳工委员会根据《性别工作平等法》的规定在
2002 年 3 月 6 日制定并发布了《工作场所性骚扰防
治措施申诉及惩戒办法订定准则》，对雇主企业内部
申诉机制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1）申诉程序的建立与公告：雇主应规定处理性
骚扰事件的申诉程序，并指定人员或单位负责。此
外，雇主应设置处理性骚扰申诉的专线电话、传真、
专用信箱或电子信箱，并将相关信息在工作场所显
著之处公开揭示。
（2）性骚扰申诉的提出：性骚扰的申诉可以口头
或书面提出。申诉者提出口头申诉的，受理人员或单
位应做成记录，经向申诉人朗读或阅览，确认其内容
无误后，由申述人签名或盖章。
（3）调查：雇主接到申诉后，可以进行调查，调查
过程应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权及其他人格权益，并使
申诉人免于遭受任何报复或其他不利的待遇。
（4）召开申诉处理委员会：为处理申诉，可以由
雇主与受雇者代表共同组成申诉处理委员会，并应
注意委员性别的相当比例。雇主为学校时，可以由该
校的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依《工作场所性骚扰防治
措施申诉及惩戒办法订定准则》处理性骚扰申诉事
宜。申诉处理委员会召开时，可以通知当事人及关系
人到场说明，并可以邀请具有相关学识经验的人协
助。申诉处理委员会应作出附理由的决议，并可以作
出惩戒或其他处理的建议。决议应该以书面形式通
知申诉人、申诉的相对人及雇主。
（5）结案及后续工作：申诉应自提出起 2个月内
结案；必要时，可以延长 1个月，并通知当事人。申诉
人及申诉相对人如果对申诉案决议有异议，可以在
收到书面通知次日起 20 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申复
（申请复审）。申诉案结案后，不得就同一事由再提出
申诉。性骚扰行为经调查属实，雇主应视情节轻重，
对申诉相对人作出适当的惩戒或处理。如经证实属
于诬告，也可以对申诉人进行适当的惩戒或处理。雇
主应采取追踪、考核及监督，确保惩戒或处理措施有
效执行，并避免相同事件或报复情况发生。雇主认为
当事人有辅导或医疗的必要时，可以引介专业辅导
或医疗机构。
香港的《性别歧视条例》中也有关于转承责任的
规定，即，除非雇主可以证明他已采取合理的切实可
行的步骤，以防止雇员作出性骚扰行为，否则任何人
在其受雇用的过程中所作出的性骚扰行为，不论其
雇主是否知悉或批准，都会被视为也是由其雇主所
作出的，要承担法律责任。另外，如果是在雇佣领域
受到歧视或者性骚扰，受屈者可以向所属机构的管
理层提出投诉，或向职员会或所属的工会寻求其他
形式的协助。《性别歧视条例雇佣实务守则》中建议
雇主建立一套让员工申诉的程序，或指派一名主管
人员负责处理机构内有关性别歧视、性骚扰或“使人
受害”的歧视的投诉。具体包括：（1）在制定政策方
面，为表达高级管理层对性骚扰问题的关注，以及解
决问题的决心，雇主应发出一项政策声明，明确指出
工作中的性骚扰行为属违法，不容发生，而一旦发
生，雇员则有权投诉。性骚扰的政策声明中应说明性
骚扰的法律定义并举例；指出处理性骚扰投诉的多
种非正式及正式的方法；提供关于机构内部申诉程
序的数据，并向员工保证投诉数据绝对保密；向员工
保证，不会因作出投诉而受害或处分；列出负责处理
投诉、提供资料及意见等主管人员的姓名及电话号
码；说明纪律处分问题；及说明投诉人可直接向平机
会投诉或向地方法院提出诉讼。（2）为推广这项政
策，有关资料可通过以下途径发布：在职员会议上作
出阐释，发放及传阅政策声明，张贴告示及举办研讨
会及进修课程。（3）雇主应委任统筹人员负责制定及
輥輯訛根据《性别工作平等法施行细则》第 5条的规定，雇用人数的计算，包括分支机构及附属单位的雇用人数。按照受雇者申请
或请求当月第一个工作日雇主雇用的总人数计算。 45
执行非正式及正式的投诉程序，并对统筹人及其他
处理投诉的职员进行足够的训练。不论采用非正式
或正式的申诉程序，雇主都应该监察及检讨性骚扰
的投诉个案以及其解决方法，确保该等程序得以有
效执行。《性别歧视条例雇佣实务守则》虽然不是强
制性的规定，但是如果雇主在性骚扰方面遵循了平
机会的指引，采取性骚扰防治措施，则可以避免承担
转承责任。这也是雇主为自己抗辩的理由。
性骚扰并非施害人和受害人之间的私事，用人
单位有义务给员工提供安全卫生的工作环境以及平
等的工作机会，但是目前中国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
制止”性骚扰的雇主责任还没有落到实处，现实中也
很少有用人单位建立性骚扰的投诉机制。因此学习
港台地区经验，完善性骚扰防治立法，进一步明确雇
主性骚扰防治义务是非常必要的。除应明确雇主对
性骚扰的事前预防义务外，还应该规定事后补救义
务，如成立专门机构或指定专门人员，负责性骚扰的
投诉与处理；发现性骚扰行为时，及时采取纠正与补
救措施；对性骚扰投诉保密，并保护性骚扰投诉人免
于遭受打击报复等。同时，法律中也应明确规定雇主
的连带赔偿责任及惩罚性赔偿责任。輥輰訛这些措施将
有助于安全、和谐、平等、友好的职场环境的建立，既
是对员工工作权利的保障，也有助于雇主建立良好
的企业文化，强化企业的凝聚力和员工的归属感。
2.向专门机构投诉
与司法救济相比，向专门机构投诉是港台地区
性骚扰受害者更常用的救济途径。港台两地受理歧
视投诉的专门机构的性质和处理投诉的方式虽然有
所不同，但是在性骚扰案件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台湾地区，各地方政府专门设置了性别工作
平等会作为性别平等事项的监管机构。輥輱訛性别工作
平等会设置委员 5 人至 11 人，任期 2 年，由具备劳
工事务、性别问题的相关学识经验或法律专业人士
担任，其中经劳工团体、女性团体推荐的委员各 2
人，女性委员人数应占全体委员人数 1/2 以上。性别
工作平等会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负责包括性骚扰在
内的性别工作平等申诉案件的调查及审议。平等会
每 3个月召开一次定期会议，必要时可召开临时会
议，如果遇到有审议的案件，就立即召开审议会议。
性别工作平等会评议雇主是否构成就业歧视，如果
认定构成就业歧视，当地政府劳工局将对雇主进行
行政处罚。如果雇主或者申诉者对行政处罚的决定
有异议，可以向劳工委员会性别工作平等会申请审
议或提起诉愿。
在香港，向平等机会委员会（以下简称“平机
会”）投诉，通过调停达成和解协议，是遭受歧视或者
性骚扰的受屈者最主要的救济途径，而处理投诉也
是平机会执行香港四部反歧视条例的最重要的工作
方式。香港平机会是在 1996 年依据《性别歧视条例》
成立，属于特区政府的法定机构，其设立、职能、权力
及财政资源等，都由法例明文规定。平机会的运作经
费来自政府，但在管理和运作上却全然独立。平机会
须每年提交工作报告给予香港立法会。平机会的职
员不归列公务员编制。
香港《性别歧视条例》第 88 条中规定，任何人可
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平机会须对申诉指向的行
为进行调查并进行调停而努力就该作为所关乎的事
项达成和解。如双方愿意调停，投诉人可按自身情况
提出和解条件，和解条件可以是要求道歉、更改政策
和行事方式、检讨程序、复职、金钱赔偿等。一经同
意，双方需签署调解协议书，调解协议书有法律约束
力，任何一方不履行协议，都会被起诉。如果调解无
法达成和解，平机会可在诉讼中提供适当的协助。
港台两地反歧视专门机构对性骚扰案件的评议
和调解虽然不是司法诉讼的前置程序，但是由于具
有私密、快捷、专业、免费等优势而更为广泛地被使
用。根据台湾地区行政院劳工委员会的统计，輥輲訛从
2002 年 3 月到 2013 年 3 月的 11 年间，台湾地区共
受理了 1751 件性别歧视类申诉案件，其中性骚扰案
件輥輳訛有 600 件，占 34.3%。2004 年至 2009 年间，香港
輥輰訛参见薛宁兰等起草的《人民法院审理性骚扰案件的若干规定（项目建议稿）》, 载于唐灿、黄觉、薛宁兰著：《走向法治——工
作场所性骚扰的调查与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68 页。
輥輱訛地方主管机关如设有就业歧视评议委员会，也可以由该委员会处理相关事宜。
輥輲訛资料来源：台湾行政院劳工委员会劳动条件处。46
平机会共调查了 1711 宗根据香港《性别歧视条例》
提出的投诉，其中 527 宗关乎性骚扰，仅次于怀孕歧
视投诉，輥輴訛占所有《性别歧视条例》有关的投诉的
31%，约 96%的性骚扰投诉是由女性投诉人所提出。
輥輵訛而根据平机会 2011-2012 年度的工作报告，在 329
宗雇佣范畴的性别歧视投诉中有性骚扰投诉 94 件，
其数量同样仅次于怀孕歧视类投诉。輥輶訛而在香港平
机会 2001 年调解的一个性骚扰投诉中，投诉人在一
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受到上司性骚扰，后由于拒绝上
司的猥亵行为遭到上司的打击报复，投诉人最后得
到了 100 万港币的赔偿。輥輷訛
大陆没有类似香港平机会这样的依法设立的独
立反歧视专门机构，也没有台湾地区设立于行政系
统内部的性别工作平等会或就业歧视评议委员会。
《妇女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
害的，可以向妇女组织投诉，妇女组织应当维护被侵
害妇女的合法权益，有权要求并协助有关部门或者
单位查处。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应当依法查处，并予以
答复。”但是中国现有的妇女组织存在自身的局限
性，并非性别歧视的纠纷解决机构。虽然妇联系统一
般设权益部（全国妇联权益部下设信访处）接受妇女
投诉，但是其职能主要是“要求并协助有关部门或者
单位查处”，在性别歧视及性骚扰的侵权处理方面，
妇联欠缺权威性和专业性，在现实中发挥的作用有
限。
因此，大陆有必要建立一个职能集中、权威性和
专业性较强的反歧视专门性机构，以保护和促进性
别平等，防治和处理性骚扰。河北省新乐市吸收台湾
和香港两地的经验，于 2012 年 9 月成立了新乐市促
进平等就业委员会。委员会主任由新乐市市长兼任，
委员会成员主要由市有关主管部门主管领导兼任。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作为日常办事机构，办公室设在
新乐市就业服务局，办公室主任由市就业局局长兼
任。当事人认为遭受就业歧视或者职场性骚扰，輦輮訛其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可以向促进平等就业委员会
投诉。对符合调解条件的案件，委员会可进行调解。
调解不收费，经费由财政予以保障，并实行自愿、保
密、公平和及时的处理原则。新乐市促进平等就业委
员会兼有港台两地反歧视专门机构的特点，其日常
办事机构设立于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之下，这点类似
于台湾地区的反歧视专门机构，但是新乐市促进平
等就业委员会并不对投诉进行裁决，而是采用香港
平机会的调解模式处理投诉。新乐市促进平等就业
委员会的成立和运作情况值得学界和实践部门研究
与关注。
3.向法院起诉
虽然港台两地的内部申诉和专门机构申诉在性
骚扰案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法院在性骚扰
案件中的重要补充作用也不可忽视。
台湾法院的民事庭和台湾行政法院都可能审理
性骚扰案件。如果遭受性骚扰的雇员或求职者直接
向地方法院寻求救济，将启动民事诉讼程序；如果遭
受性骚扰的雇员或求职者向性别工作平等会（或就
业歧视评议委员会）投诉，而雇主或者申诉者对行政
院劳委会的诉愿决定有异议，可以在 20 天内依行政
诉讼法诉至高等行政法院，即产生行政诉讼案件。台
湾法官在司法判决中通常并非仅仅援引法条就简单
给出裁决，而往往对于什么是性别平等，什么是性骚
扰，以及性骚扰与性别歧视关系等基本问题加以讨
论，甚至对国外的制度以及学者的著述进行介绍、讨
輥輳訛这些案件主要包括雇主于知悉职场性骚扰之情形时，未采取立即有效的纠正补救措施，敌意式性骚扰，交换式性骚扰，雇主
未订定性骚扰防治措施、未在工作场所公开揭示。
輥輴訛怀孕歧视投诉为 755 宗(占总数的 44%)。
輥輵訛香港特区政府就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提交的第三次报告。
輥輶訛其中怀孕歧视有 177 件，性骚扰 94 件，性别歧视 34 件，使人受害的歧视 20 件，婚姻状况歧视 4件。平机会 2011-2012 年
度的工作报告见香港平机会网站，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default.aspx.
輥輷訛香港平机会网站：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showcontent.aspx?content=settlement-sdo.
輦輮訛委员会所称职场性骚扰是指违背他人意愿，采取具有性内容或者与性有关的动作、语言、文字、图像、邮件、电子信息等形
式，作为录用、晋升、报酬、奖励等利益交换条件或是造成敌意工作环境的侵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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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輯訛在台湾地区司法院法学资料检索系统（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中的裁判书查询和简易案件查询窗口选择特定
法院，再在“全文检索语词”中分别输入“歧视”、“就业歧视”、“性骚扰”等字样，即可筛选出该院含有上述字样的裁判文书，
但是每个法院最多只能显示最近的 100 件案件。以裁判文书中是否含有构成就业歧视的争议为筛选标准，文书涉及《宪
法》、《劳动基准法》、《就业服务法》、《性别工作平等法》等法律中相关平等就业、禁止歧视条款的运用。
輦輰訛香港诉讼制度受英国影响属于普通法系，没有单独的行政诉讼，包含在民事诉讼之中。
輦輱訛在香港平机会网站上公布的涉嫌违反《性别歧视条例》的 16 件司法判例中，性骚扰案例有 7件。
论和参照，在包括性骚扰在内的性别歧视案件中作
出很多积极的判决。对于性骚扰行为，法院可依法判
处性骚扰实施者或雇主以新台币 10 万元以上 50 万
元以下罚款，此外也可判处赔偿损失，且赔偿并不限
于财产损失，对于被骚扰者非财产上的损害，也可以
请求赔偿相当金额。被骚扰者名誉受到侵害，同时可
以请求恢复名誉的适当处分。雇主没有尽到性骚扰
防治义务的，可能被判处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负损害
赔偿责任。
在笔者搜集到的台湾地区的 95 例性别歧视类
司法案件中，輦輯訛工作场所中的性骚扰是仅次于怀孕
歧视的第二类较为普遍的性别歧视案件，共有 29 件
（受雇者仅针对非雇主的性骚扰行为人提起侵权赔
偿的案件未计入此类），占性别歧视类司法案件的
30.5%。而且在这 29 件性骚扰司法案件中有 27 件
雇主败诉。可见，在台湾，司法诉讼也是性骚扰受害
者普遍采用并且行之有效的救济途径。
在香港，雇员或者求职者认为自己受到了歧视
或性骚扰时，既可以依法到平机会去投诉，也可以直
接去法院进行诉讼。到平机会投诉的案件，经平机会
调解不成功的个案，也可以再到法院进行诉讼。根据
香港《性别歧视条例》第 76 条的规定，针对申诉人的
歧视或性骚扰作为，而提出的申诉，可作为民事程序
的标的，方式和其他侵权申诉相同。法律程序，须在
区域法院提出。輦輰訛
香港性骚扰方面的司法判决虽然不多，輦輱訛但由
于香港属于普通法系，司法判例具有约束力而可能
被之后的判决所援引。香港法院在案件的审理中，往
往对法律作出解释，补充法律的漏洞和不足，丰富了
人们对性骚扰概念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完善
立法的作用。而根据香港《性别歧视条例》的规定，法
院可能对性骚扰行为作出停止侵害、减轻损害、赔
偿损失、惩罚性赔偿等处罚，同时“就违法歧视作为
或性骚扰而判给的损害赔偿，不论是否包括其他项
目的补偿，均可包括对感情损害的补偿”。除了个人
责任以外，雇主也可能需要承担转承责任（即连带责
任）。
在大陆，法院在性骚扰案件审理方面发挥的作
用还比较有限，为了保证法院能及时公正地审理性
骚扰案件，应将性骚扰纳入民事司法诉讼案由，并对
性骚扰认定、证据规则及法律责任等问题加以明确。
法律不是万能的，但是完善进步的立法对社会
文化和观念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相反，法律上的缺
陷无疑会阻碍公众对权益的认知和实现。不断修订
/ 完善法律，消除制度上的障碍，加强法律宣传以提
高女性的权利意识，是使性骚扰受害者能够运用法
律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从而有效遏制性骚扰的必
要手段。
责任编辑：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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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研究论丛
Collection of Women爷s Studies
2013 年 11 月 15 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
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
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标志着
“单独两孩”政策将正式落地。截至 2014 年 5 月，随
着各省级行政单位（除西藏外）“单独两孩”政策的逐
“单独两孩”政策对女性就业的潜在影响及应对思考
作者简介：杨菊华（1963-），女，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人口学、家庭社会学、社
会政策。
2014年 7月
第 4期 总第 124期
July. 2014
No.4 Ser.No.124
杨菊华
（中国人民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编者按：2013 年 11 月 15 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随后，关于调整
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由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单独两孩”政策正式获批。2014 年，“单
独两孩”政策已在全国实施。
“单独两孩”政策的实施不仅会对 1500-2000 万符合生育新政夫妇的生育选择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对国
家人口结构、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家庭幸福、妇女权益保护等都将产生深远影响。社会各界对该政
策调整给予了极大关注，而这项政策实施对于妇女就业可能产生的影响也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据媒体反
映，一些用人单位在招录或聘用时，对于按照这一政策有可能生育两孩的女性区别对待，甚至直接拒绝招录
或聘用，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那么，“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对女性就业到底有哪些
潜在和显性的影响？这些影响的产生反映了哪些问题？政府部门、用人单位、家庭和妇女个人应如何应对这些
可能的对妇女就业的不利影响，有效保护女性的生育和就业权益？本刊特邀 4位专家从不同角度围绕如何理
性看待“单独两孩”政策对妇女就业的影响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就如何防止这一政策实施成为一些用人单位
歧视女性的新借口提出对策建议。对于引导人们正确看待 "单独两孩 "政策实施，反映妇女公平就业的利益
诉求，密切关注生育政策变化带来的影响，客观分析出现的问题及复杂原因，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的对
策建议，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本刊编辑部
采取积极措施 营造良好氛围
防止“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加剧就业性别歧视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14）04-004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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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落地，生育二孩对女性职场压力的影响也愈发引
起社会的关注，“生”还是“不生”、“要升职”还是“要
生孩”的抉择成为摆在符合条件的夫妇、尤其是女性
面前的艰难抉择。笔者仅就“单独两孩”是否会对女
性就业带来不利影响、在哪些方面会有不利影响以
及如何有效帮助女性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
等问题，提出粗浅的思考。
一、生育二孩可能会对女性就业带来的不利影
响
在当前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下，女性在求职就业、
职业发展的过程中，已然未能与男性站在同一条起
跑线上，而生育二孩可能使得女性的就业雪上加霜。
30 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城镇女性只生一个孩
子成为常态。而从传统视角看，再生一个孩子可能增
加用人单位的成本，从而进一步加剧女性在职场中
的相对弱势和不公平待遇。
尽管我们认为，排斥加剧的现象可能在短期内
会有发生，但由于“单独两孩”政策刚刚落地，相关研
究缺失，故政策究竟会给女性劳动就业带来多大的
负面影响、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影响的潜在机制和
作用路径等问题尚不明朗。这就要求推动和加强二
者关系的研究，一方面对社会政策的落实情况做到
心中有数，另一方面亦可未雨绸缪，尽早采取措施，
避免生育二孩对社会、企业和家庭层面的性别平等
状况产生恶化效应。
生育二孩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可能表现在入职、
升迁和终身发展 3个方面。
对入职的影响。与男性相比，女性求职就业之所
以遭遇更多的歧视，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女性是人口
再生产的承担者。把孩子生下来仅是万里长征的第
一步，更重要的还是孩子出生之后的养育问题。通常
来看，女性不仅需要经历 1年左右的哺乳期以哺育
婴儿，同时，受传统家庭劳动分工观念的影响，还要
花费较父亲更多的时间陪伴与照料新生婴儿。因此，
在实际生活中，很多母亲都成为养育子女等家庭事
务的主要承担者。对于有工作的女性而言，她们不仅
要承担家庭责任，还要担负社会中的职场责任，并需
要在工作和家庭中找到一个平衡点。用人单位从自
身利益考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的劳动效率有
可能不如男性，从而会相应提高女性的入职门槛。换
言之，女性在为家庭、为社会完成人口再生产任务的
同时，会遭遇更高的入职门槛。
对升迁的影响。即便女性过五关斩六将后进入
职场，一些女性还会面临“生”孩子还是“升”职位的
困境。生育孩子的黄金年龄同时也是职业发展的最
佳时期。女性可能因为生育孩子而错过职业升迁的
机会，也可能因为追求职业发展而失去再生育的可
能。对于打算生育两个孩子的女性尤其如此，从而可
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女性在职场的发展以及整个职
业生涯。较高的生育成本一方面驱动女性在“生”与
“不生”之间反复权衡，另一方面也驱使用人单位面
对具有类似工作经验和能力的男性和女性时，将
“升”的天平向男性倾斜。
对终身发展的影响。生育不只是某个阶段的事
情，而是一项终身的任务，可能对后续生命历程中的
生命事件带来一连串的多方面影响。一个生命事件
与其他生命事件密切相关。如上所言，生育二孩可能
影响女性的职场升迁，而这又会关系到收入水平的
提高、政治地位的获得或提升、老年时期方方面面的
保障，等等。比如，研究表明，在劳动力市场存在歧视
的环境中，生育对女性的经济资本积累可能产生负
面影响，多生一个孩子可能降低女性收入的 7%。
二、阻遏生育二孩对女性就业的消极影响需要
多个主体的多方联动
如何应对生育二孩可能对女性就业带来的不利
影响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社会工程，涉及个体、家庭、
社区、政府多个层面，需要多个主体协同应对。
在政府层面，在依法依规对用人单位加以监管
的同时，尽量解除企业的后顾之忧。一方面，为缓解
女性的家庭压力和责任，应该把义务教育下移一个
阶段，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从而有助于女性平
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另一方面，由政府牵头，对用
人单位进行宣传评选，给予最优雇主实实在在的利
益（如税收减免或其他优惠政策），这样既可以打开
企业知名度，也可以缓解企业的后顾之忧，至少可以
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最后，还应大力支持家政服务
产业的发展，通过将部分育儿劳动从家庭转移至家
政市场的方式，卸下女性部分育儿负担，从而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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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独两孩”政策之潜在影响：女性就业蒙上
阴影
与所有公共政策一样，“单独两孩”政策承载着
社会功能、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等诸多功能，其影响
是多面向的。
首先，生育政策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到生育水平
即人口数量的变动，有利于提升家庭抵御风险的能
力，增强家庭养老功能，促进家庭安宁幸福；同时也
有利于改善国家的人口结构，保持合理的劳动力规
模，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并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
资源、环境等协调可持续发展。
其次，“单独两孩”政策的运行，必然给生育的主
体——女性带来更大的生育压力，给生育的载
体——家庭带来更大的抚育压力。这些压力如果得
不到社会分担和支持，没有配套政策法律支撑使之
释放，必将使女性的发展机会受限、劳动权益受损，
使家庭功能的发挥受阻。从这一角度审视，对女性而
言，虽然“单独两孩”政策表面上仅涉及生育问题，与
劳动权益无关，而客观现实却是，生育已成为孕期、
产期和哺乳期女职工遭受职场隐性歧视的主要缘
由。尽管《劳动法》等法律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
女职工生育等为由侵犯其劳动权益，但仍有一些用
人单位基于用人成本的考虑和规避《劳动法》惩罚的
算计，绞尽脑汁迫使“三期”女职工自行辞职：如以需
要为由安排其出差或从事繁重工作迫使其辞职；以
照顾为由或以身体不胜任原岗位为由调岗降薪迫使
其辞职，等等。由此可以预期“单独两孩”政策实施
后，生育二孩的女职工劳动权益受损问题将更加令
人堪忧，并将传导至家庭，影响女职工的生育意愿、
生育行为及对家庭的投入，使家庭处于压力增加和
功能下降的失衡状态。
二、影响的原因：透过两种视角的检审
作者简介：林建军（1968-），女，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婚姻家庭法、妇女法。
从性别和家庭视角看“单独两孩”政策对女性就业的影响
林建军
（中华女子学院 法学院，北京 100101）
程度上缓解女性因孕育子女而在职场中表现出的劣
势。
在用人单位层面，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公平
对待有生育二孩意愿且已经生育二孩的女性，营造
家庭友好的单位氛围。比如，在一定时间内，实行灵
活就业制度，推行弹性工作时间。除两个月左右的时
间外，孕妇和产妇基本可以正常工作。一些具有弹性
工作制度的单位（如学校）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女性的工作能力并不输于男性，且对企业而言，女性
拥有更多的优势，如比较稳定、善于协调关系，等等，
这些有助于企业积累人力资源，营造良好的企业文
化，进而推动企业的长期发展。
在家庭层面，尊重女性选择“生”还是“不生”，帮
助女性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的责任。家庭有两个
关系，一是子代和亲代之间的代际关系。在
1982-2010 年间，中国直系家庭的占比并未随着现
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而明显降低，而是始终保持在
20%左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代际支持，尤其是亲
代对子代家务（如照顾孙子女）的支持。老人帮助照
料孙子女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公共资源，替政府分
担了公共服务，政府应该考虑对照料行为提供相应
的补贴。二是代内关系，尤其是夫妻关系。丈夫应更
多地分担传统家务，尽可能减轻妻子的家庭负担，从
而消解子女养育对其职场发展的消极影响。
此外，社会团体、公共媒体、社区都应在消除女
性入职和职场歧视方面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女性个
人更应有效规划职业生涯，提升职业能力，提高自己
对企业的不可或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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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两孩”政策无疑满足了更多家庭生育二
孩的意愿，但多生育却可能使女职工在职场付出代
价；中国有诸多保护女职工的法律规定，但“三期”女
职工劳动权益受损问题却依然多发。良好意愿与结
果的反差、法律规定与现实的反差令人深思，而诸多
原因背后，两方面原因的检审不容回避。
从性别的视角检审，中国现行法律政策对父亲
和母亲育儿责任的规定是失衡的。生育的生物基础
决定了男女两性是“生”的共同主体，婴幼儿身心人
格全面健康成长的需要决定男女两性也是“育”的共
同主体。因此，父母双亲理应共同承担生儿育女的家
庭责任，国家的政策法律也应对男女两性的育儿责
任作出平衡的制度安排。而目前中国国家层面的法
律仅规定母亲休产假，强化了母亲是育儿责任主体
的意识，把母亲更紧密地捆绑在奶瓶和摇篮的世界，
淡化了父亲的育儿责任。其结果是不仅加重了女性
双重角色负担，也加剧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不利
境地，使在“一孩”政策下，“三期”女职工劳动权益受
损已较突出的问题在“单独两孩”政策下更加尖锐。
从家庭的视角检审，两方面问题令人忧思：一方
面，中国对待家庭和工作的理念及相关政策法律是
失衡的，缺少平衡两者关系的政策法律。而对个人而
言，家庭、职场都是生命中的重要场域，持家、立业都
是生命中的重要支柱，家庭和工作均不可偏废。对国
家而言，家庭功能的有效发挥有助于劳动力素质和
工作效能的提高，对家庭的投资也是对劳动力的投
资。另一方面，中国缺少系统完善的支持家庭维系与
发展的政策法律措施，许多责任下沉到家庭，家庭压
力不断增加。而对国家而言，家庭生育问题既是具有
私属性的个人事务，又是具有重要公共利益性的公
共事务，“养小”是家庭的事，也是国家的事。因此，如
果对上述两方面问题不做“问题化”处理，可以预期，
“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仅由背负着工作压力、养老
压力的夫妻承担“养小”压力，夫妻同时扮演家庭成
员和职员双重角色，同时承受物质和精神双重负担，
必将脆弱易损。而家庭自身的压力与能力失衡问题、
家庭与工作的关系失衡问题必将凸显。
三、政策法律之理性回应：家庭支持政策的建构
理性回应上述问题，政策法律的制定虽然只是
因素之一，但该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为采取行
动提供依据并起到催化社会变革的作用。
首先，建议中国法律政策平衡父母双亲在家庭
中的育儿责任，明确规定父亲的育儿假。从法律角度
看，中国生育保险法律关系中，男女职工同属生育保
险法律关系的重要主体，承担了缴纳生育保险费的
义务——尽管是单位代缴的。根据权利与义务相一
致原则，男职工理应和女职工一样成为生育待遇的
权利人被赋予休育儿假等权利。目前，已有越来越多
的国家规定了父育假或称育儿假，有的国家还明确
规定父母的产假中有一部分时间是固定给父亲的，
以强化父亲的育儿责任。因此，建议中国法律明确规
定父亲育儿假，这样既有利于改变母亲单方面休假
育儿的传统做法，使父亲共担育儿责任，享受做父亲
的快乐，也可降低女职工的用工成本，减少针对“三
期”女职工的就业歧视。
其次，建议中国制定促进工作与家庭平衡的社
会福利政策和法律，强化家庭支持政策。这将不仅有
利于个人福祉、家庭安宁和为社会积累人力资本，也
是中国缔结《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
公约时所作出的庄严承诺。《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
际公约》第 10 条明确规定：“对作为社会的自然和基
本的单元的家庭，特别是对于它的建立和当它负责
照顾和教育未独立的儿童时，应给以尽可能广泛的
保护和协助。”《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也特
别强调，国家应通过提供必要社会服务等措施使父
母得以兼顾家庭与工作，该《公约》第 11 条第二款规
定：“缔约各国为使妇女不致因结婚或生育而受歧
视，又为保障其有效的工作权利起见，应采取适当
措施：……（c）鼓励提供必要的辅助性社会服务，特
别是通过促进建立和发展托儿设施系统，使父母得
以兼顾家庭义务和工作责任并参与公共事务。”为
此，建议中国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每年享受一定时
间的“照顾假”以照料生病等情况下的子女；提供“家
庭津贴”资助困境家庭的子女生育、抚育和看病等问
题；鼓励雇主制定职工家庭休假和弹性工作时间等
规章制度，以帮助职工行使家庭责任；提供更多社会
化、专业化的家政服务，使家务劳动市场化以缓解家
庭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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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条。
②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
③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④《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十一条。
现行中国法律禁止性别歧视、对怀孕女职工实
行劳动合同解除和终止保护，但现实中未完成生育
任务的女大学生、研究生屡遭就业性别歧视，怀孕妇
女往往面临“孩子与位子”的艰难抉择。非公企业胁
迫孕妇辞职的现象屡见不鲜，导致女职工权益实现
与法定“一刀切”的高标准之间形成一道鸿沟而背离
立法初衷。在“单独两孩”新政全面实施之际，企业如
何担当社会责任，积极维护女性就业权益，也应引起
高度关注。
一、关注企业社会责任为女职工权益实现提供
了契机
1999 年 1 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
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提出“全球契约”倡议。
2000 年 7 月，“全球契约”在联合国总部正式启动，
强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中国现有 240 多家企业加
入。“杜绝任何在用工与行业方面的歧视行为”是“全
球契约”10 项基本原则之一。
禁止各种形式的歧视及性骚扰，是 SA8000 社
会责任标准的重要指标。从 21 世纪初开始，企业社
会责任问题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从
SA8000 到 ISO26000 是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标准的一
次质的飞跃和价值提升。[1](P68)2010 年 11 月 1 日，国
际标准化组织发布了 ISO26000 社会责任国际标准
指南，提出社会责任是指组织通过透明和合乎道德
的行为，为其决策和活动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而承
担的责任。“是否存在歧视行为”是社会责任评价指
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该标准要求企业考虑利益
相关方的期望，而职工则是主要的利益相关者。
2005 年 10 月，中国立法首次提及“社会责任”。
①2007 年 12 月，首个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部颁
规章②出台。2013 年 11 月 12 日，中央文件首次将承
担社会责任作为深化国企改革的重点之一，③并首次
提出“规范招人用人制度，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
别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这
种对企业社会责任，包括就业歧视的空前高度关注，
为女职工权益实现提供了契机。
二、引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好实践和内驱
力
（一）引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好实践
2005 年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推出了国内第一个
行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指南 CSC9000T。早在 2012
年国家立法规定用人单位防治职场性骚扰义务④之
前，其《实施指导文件》就要求“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
制止各种形式的性骚扰”。现已有 300 多家国内企业
采纳了该项标准。2013 年 8 月 28 日，中国纺织服装
行业社会责任年会暨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社会责任第
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的女职工权益实现问题 *
刘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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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次报告联合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其先进经
验正在发挥辐射功能。
由于上市公司更关注企业形象及其所带来的股
东利益，所以社会责任在上市公司中更容易推行。在
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 688 家中国企业中，上市公司
占 76.0%。[3]例如，中信银行根据行业指南⑤在落实
“三期”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方面成效卓著。据中信
银行重庆分行工会介绍，该分行现有职工 1127 名，
其中女职工 697 名，占 61.85%。该分行工会推出“准
妈妈”关爱计划，给相关单位负责人发送“关爱通
知”。其关爱内容主要包括：（1）产前关爱，规定“准妈
妈”登记备案，领取徽章；工会赠送防辐射服和孕期
指导书；实行弹性工时制度；孕妇错开高峰期上班，
领取交通补贴；建立顶班制度，安排 30 岁以上高危
孕妇在怀孕初期 3个月、产前 2个月可以减轻工作
强度或在家静养。（2）生育医疗关爱，工会预约产科
专家，实行“一对一”导医服务。（3）产后关爱，单位建
“母婴关爱室”，提供沙发、存放母乳冰箱、宣传栏、孕
期书籍、胎教音乐等设施，使哺乳期女职工用来休
息、哺乳或挤乳、听知识讲座等。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该分行共有 51 位“准妈妈”已享受此项关爱
计划，领取了分行统一购买的高级防辐射服、怀孕徽
章和孕期保健书籍，且获得交通补贴等福利。
作为已建全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的国企，对“三
期”女职工的特殊保护规定不仅能够落实，而且工会
有条件为“准妈妈”争取高于法定标准的待遇。而在
非公企业，“三期”女职工的境遇则往往令人堪忧，需
要立法引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内驱力。
（二）立法引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内驱力
用工风险管理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占据核心
地位，管理者首要关注的是考评标准和责任风险，因
此，立法可以从正反两方面加以引导。一方面将履行
社会责任的业绩纳入管理者政绩考评标准和责任评
定体系，表彰平等雇佣先进单位和个人，追究就业歧
视实施者及其主管者的责任。另一方面，设置推定解
雇制度，防止用人单位利益驱动下规避法律的行为。
分类制定社会责任标准，降低中小企业的用工成本，
以防止相对较高的保护标准伤害被保护对象，从而
杜绝现存的排挤孕妇现象。例如，32 岁的汪某在某
物业公司任会计，她在流产后怀孕，惊喜之余担心受
到排挤。2012 年该公司发生火灾之后，恶劣的环境
令其出现下肢浮肿等病症，汪某根据医生开具的病
假证明向公司请假保胎。该公司却以汪某将商户充
水卡款据为已有为由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该案
经过法院审理，虽然否定了汪某侵吞公款的事实，但
法官考虑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仲裁裁决难以执行，
只能选择调解方式，最终以该公司支付汪某 1万多
元现金，双方达成和解结案。本案在非公企业具有代
表性。可见，并非法律禁止解雇怀孕女职工即可消除
对此类特殊保护群体的就业歧视，相反，法律保护标
准愈高，愈需要雇主及其管理者承担社会责任的理
念和企业的内部约束机制。因为，劳动合同当事人双
方对合作的依赖性远高于普通民商事合同，即使原
告获得胜诉判决，也很难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正如承
办本案的北京市大兴区法院张立鹏法官所言：“企业
不仅仅要追求利润，实现经济效益，而且应当承担起
保障怀孕女职工职业稳定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
笔者调研发现，更多的非公企业采取迫使孕妇
辞职的手段达到规避《劳动法》惩罚的目的，如给孕
妇增加工作量或者安排“手抄宪法”、“静坐楼梯旁”
等毫无意义的“作业”，令其不堪受辱而不得不选择
在“自动辞职书”上签字。而当事人一旦签字则索赔
无据。因为中国法律尚无此类推定解雇制度。如果
《劳动合同法》增设此类规定，或者在司法解释中规
定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女职工的辞职行为与其意愿
相悖，存在用人单位故意排挤令其不得不辞职的情
节，可以推定为用人单位有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故
意，适用《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之规定。其结果将
变为根据受害人的意愿或者复职，或者领取 2倍的
经济补偿金。这样可以从企业风险管理的角度引领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实践证明，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对女职
⑤自 2009 年 1 月 12 日起发布并实施的《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企业社会责任指引》规定：“企业社会责任是指银行业金融机构
对其股东、员工、消费者、商业伙伴、政府和社区等利益相关者以及为促进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所应承担的经济、法律、道德
与慈善责任。”包括“保障员工各项权益，促进员工全面发展，为员工创造价值”。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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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两孩”政策出台以及今后可能的二孩全面
放开，不仅意味着中国女性的职业生涯与生育过程
有着更长时间的相互交错，而且由于二孩生育所带
来的在时间、精力甚至财力上对职业发展的挤压也
会加大。如何做好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更合理有效
地平衡好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已经摆到各位拥
有二孩生育意愿的职业女性面前。我以为，提升自己
的职业生涯规划意识和能力，以及调整在一孩时代
的职业生涯规划的主要内容和时间节点，是非常必
要的。
职业是人们从事的相对稳定的、有报酬的、并作
为谋生手段与实现人生价值的工作。从广义的角度
来讲，职业生涯是指个体从职业准备到职业退出这
段时间所经历的所有与职业有关的活动与收获，以
及在这些活动中所形成的对职业生涯的见解、愿望
和价值观的总和。而根据著名管理学者诺斯威尔的
理解，职业生涯规划则是个人结合自身情况以及眼
前或预期的制约因素，为自己实现职业目标而确定
的行动方向、行动时间和行动方案。从这几个简单但
非常重要的概念综合来看，要提升女性的职业生涯
规划意识，首先要增强她们对职业的性别意识和热
情。持“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观点的不想工作的女性，
还有追求阶段性工作或者职业发展定位低下的女
性，都可能淡化甚至缺乏职业生涯的规划意识。相
反，把户外工作作为自己的性别自立和尊严、作为自
己的性别价值体现的女性，就会比较自觉地围绕自
己的职业目标和理想，去进行更为周密而长远的职
业行动规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生育政策放宽的
形势下，我们更要通过先进性别文化，特别是社会性
别意识的宣传教育，来加深她们对工作在女性生存
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强化她们对职业的
性别意识和更高追求，并转化为对自己职业生涯进
行规划和调整的自觉性和指导思想，尤其是在确定
职业理想和具体行动方案时，防止把二孩生育这个
制约因素过于放大，进而降低自己的职业追求目标
和相关资源的规划投入。
其次，丰富和提升女性的职业生涯规划知识和
能力也是非常必要的。不论是职业生涯规划的知己、
知彼和抉择的三大要素，自我评估、环境分析、目标
设定、路径选择、实施策略以及评估和反馈的 6个步
骤，还是职业生涯规划的“PPDF（个人执行力发展建
档）”设计法、“SWOT（优劣势、机会与挑战）”分析法
和“5WHAT（5 个问题）”定位法等各种方法和技术，
都告诉我们要做好女性的个人职业生涯规划，还需
提升职业生涯规划意识 确保女性职业稳定发展
叶文振
（福建江夏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作者简介：叶文振（1955-），男，福建江夏学院副校长、教授。研究方向：女性学、人口学。
工的特殊保护规定具备落实的条件。因此，建议将消
除就业性别歧视纳入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并列入
迎接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北京 +20”的行动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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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相关的规划知识和应用能力的支撑。从以往的经
验来看，女性在这方面的知识和能力主要是从不断
得到重视的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获得，但是，这
不仅因为规定的就业指导课课时有限，不可能提供
比较系统的职业生涯规划专门知识，而且还由于缺
乏联系实际的实践，有限的知识没有有效地转化为
职业生涯规划的实际能力。另外这种大学快毕业时
才应急设置的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基本缺乏社会性别
意识，并没有紧密结合女性生命周期的性别特点展
开，结果造成大多数女性在没有足够职业规划的专
门知识和能力的情况下步入和走完自己的职业生涯
的。鉴于此，除了把职业生涯规划指导课提前到高中
阶段就开设以外，女性本人也应该有意识地借鉴父
母的职业生涯规划经验和教训，并结合在大学期间
展开的就业创业实践，把就业指导课学到的知识应
用于自己的职业生涯实际规划能力的培育，甚至大
学毕业进入就业领域后，还要主动地利用政府提供
的就业指导公益服务，联系实际就业中的经历，进一
步提升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和规划本身的质
量。
最后，在职业生涯的实际规划中，有几个要点需
要认真把握。一是时间上的合理安排，努力做到先打
好职业发展基础，再进入生育过程，所以适度地推迟
第一胎生育、拉开二孩生育间隔是理智的。比较理想
的是大学期间谈一个有质量的恋爱，毕业工作后大
约 25 岁结婚，婚后 3年即 28 岁迎接第一个孩子的
到来。这 3年不仅用来夯实婚姻的感情与经济基础，
最重要的还应该用来全面检查、评估甚至调整原先
的职业生涯规划，让自己进入一个完全可以自我把
握、发展前景看好的职业状态，也用自己良好的职业
表现使女性的劳动效用尽可能大于单位所预期的因
生育而产生的劳动成本，进而加固在现有工作单位
的职业地位。然后在 35 岁之前完成自己二孩的终身
生育任务。这 7年生育间隔，一方面有利于形成“一
孩带二孩”的兄弟姐妹互带的效应，减轻二孩生育所
带来的各方面的负担，另一方面还有利于女性用这
段时间继续追加职业投入特别是人力资本的积累，
进一步增强自己的职业发展后劲，形成在完成二孩
生育后还有近 25 年的职业贡献可以用来降低给单
位造成的边际生育劳动成本，从而确保自己职业发
展的可持续性。
二是降低孕育对职业的替换率。在传统孕育模
式的影响下，中国女性一进入孕育过程，基本上就开
始替代职业表现，出现因为生育而造成的生产率亏
损或职业中断，而且在一孩政策延长生育假期、加大
对独生子女的家庭期待的扩张下，这种生育替代效
应越发明显，用人单位所感受到的生育劳动成本也
就更加深刻。在“单独两孩”放开后，我们有必要也有
可能在职业生涯规划中，尽可能减少这种负向的生
育替代。十月怀胎的大部分孕期依然可以保持职业
的常态发展，而离岗哺乳期间完全可以和职业培训
结合起来，甚至还可以利用网上学习和互动，跟踪原
来所担当的职业责任和相应的市场变化，保持作为
职业女性的精神状态和岗位意识，甚至还可以添加
和掌握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考取一两个与职业发
展相关的专业证照。总之，缩短孕育对职业的影响
期，降低孕育对职场表现的替代率，在可能的情况
下，充分利用孕育期的时间和精力，为孕育后的职业
复苏和加快发展做好准备和提供支持，应该成为女
性职业生涯规划的一个重要导向和内容。
三是对传统的职业生涯规划进行拓展，把二次
就业和创业就业也纳入到职业生涯的规划当中来。
当孕育的生理反应非常强烈以至不能兼顾工作，或
者现有的职业发展不理想也想借生育以后进行调整
的时候，二次就业就成为女性职业生涯规划必须面
对的问题。提早把二次就业纳入职业生涯规划，有利
于女性在接受高等教育、进行专业实践的时候，就为
未来职业的转换做好多专业多技能的准备。另外，不
同职业岗位转移和对接发展的有规划安排，也会使
得过去在一个职业岗位上保持职业发展的连续性转
换为在多个工作选择和衔接中实现职业的稳定进
步，这样的职业生涯规划还具有拓宽就业领域、汇聚
各个岗位就业经验的积极功能。另外，为了更加灵活
和主动地应对生育对职业的影响，更加有效地推动
生育与职业的协调发展，自主创业的就业形式将成
为今后女性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那么以创业
为导向的职业生涯规划也应该引起更多女性的重视
和应用。
责任编辑：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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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熟悉的认知中，古典时期社会学的主要
奠基人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和马克思代表
了这门学科的历史传统，决定了它的研究旨趣和理
论与方法论走向，他们被称为社会学的“创立者”，或
者“社会学之父”（founding father）。可以看到，在这样
的描述中，白人男性构成了社会学兴起和发展的主
要贡献者，不同肤色的人和女性完全处于不在场的
消失状态。然而，历史真的是这样吗？这门学科的兴
起和发展完全是由男性主导的吗？
性别话语的兴起挑战了上述认知，学科史的书
写在这样的思潮下面临着重构的任务。男性主义的
书写模式被摒弃，对多元文化、种族和性别的考量，
指导了学科史的重构。在这个过程中，一大批历史上
被遗忘的女性社会学家被重新发现，进入学科史的
书写。她们的加入扩大和丰富了社会学史的内容，更
重要的是，弥补和修正了学科史中女性缺席造成的
偏见和遗憾。
本文首先回顾学科史的书写方法和策略以及性
别视角的缺失，其次探讨学科史重构过程中女性的
加入及其影响，再次将性别视角引入中国情境下的
学科史书写讨论，最后进行总结讨论。
一、社会学之父们：父权制的学科史书写
本研究的重心在于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学科史重
构，女性研究或者性别主义作为分支理论与方法固
然重要，但是它们并不是本文的主题。事实上，在阿
伯特等人编写的《社会学导论：性别主义视角》中，认
为性别视角已经在社会学的不同领域展开实践。特
别是在性和身体、认同与差异、视觉和文化社会学这
作者简介：何祎金(1983-)，男，英国萨里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学理论和
方法论、社会学的历史实践。
性别视角下的社会学史重构
何祎金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关键词：性别；性别视角；社会学史；重构
摘 要：社会学史记录的虽然是过去的事情，成为提供学科认同最直接的领域，但是它并不是固定的。相反，在不同时期，面
对不同的社会思潮和语境，对学科史的建构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性别话语的兴起，挑战了由男性角色主导的学科史书写，越
来越多的女性社会学家被挖掘，进入社会学的学科史。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14）04-0057-06
HE Yi-jin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gender, gender perspective, social history, reconstruction
Although social history records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It is not fixed in its presentation as it is a field of study to build
common agreement.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faces new challenges and demands as dif-
ferent social thoughts and discourses rise, requiring the studies of history to respond. The rise of gender discourse has challenged the
male dominated the field of history. More and more female social historians have been re-discovered and included in the history of so-
cial and historic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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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主题中，性别视角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思想。在身体
与疾病、家庭、工作、犯罪和生活史领域的研究中，性
别视角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仍有一些领域，性别
视角还没有完全获得认可，如社会分层、政治社会学
和社会学理论领域。因而本文更关注学科史作为生
产学科认同的重要场域，在其书写策略和过程中如
何将女性排除，又是如何将女性纳入的。
本文认为，在书写学科史的工作中，体现了父权
制的显著特征。社会学的创始人和主要贡献者，几乎
全部都由男性构成，他们成为了“社会学之父”。这种
书写策略完全排除了女性学者的学术实践和历史成
就。父权阴影下的学科史书写所导致的后果，营造了
这门学科由男性构成和决定的假象，社会学成为一
门由男性垄断的研究社会的学科。此外，在社会学之
父的群体中，他们对待女性的态度和看法也缺席了。
事实上，在古典时期的一些主要人物那里，他们对待
女性的态度并不友好。孔德创造了“社会学”这一名
词，并以“实证主义”给这门学科定调，但是孔德对女
性的态度表明了其男权主义的立场。在和穆勒的一
些通信中，孔德谈到了自己对男性和女性差别的看
法，认为自然界中雄性都是优于雌性的，唯一例外的
情况可能发生在最低等的无脊椎动物那里。孔德认
为女性的自卑感源于她们无法进行抽象思维，理性
被她们的激情所打断了，所以她们不适合主持公司、
领导军队，也应该完全禁止她们在政府部门工作。[1]
(P26)虽然孔德的男权思维在后期发生了变化，但是作
为创始人的“缺陷”，很少出现在学科史的叙述中。
一般而言，学科史的写作方法可以分为两类：其
一是建立人物和学派为中心的学科史，这种办法颇
为常见；其二是对历史进行理论化，用“传统”或者
“范式”对社会学进行梳理。严格意义上说，这两种方
法虽然都会结合学者所处的历史情境来阐释他们思
想和概念，但是在方法论上仍体现出类型学的特征。
此外，其历史性或者时间性，在逻辑上依循“古典 -
现代 -后现代”的叙事模式。
关于第一种方法，在科塞的《社会学思想名家》
中，从孔德到兹纳涅茨基，科塞列举了 15 位思想名
家，他们对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论构成与发展，起了
实质性的作用。[2]但是这些思想家们清一色都是欧洲
人和美国人，不仅缺少西方地区之外的学者，女性学
者更无从谈起。因而，标题中的社会学在缺少具体时
空指涉的情况下，不能掩盖其背后西方的在场，欧洲
和美国的社会学被等同于社会学本身。阿隆的《社会
学主要思潮》同样也是男性社会学家的集体出场，孟
德斯鸠、孔德、马克思和托克维尔被其视为社会学的
创始人。[3]在国内学者的著作中，周晓虹的《西方社会
学：历史与体系》是代表性的著作，虽然他将社会学
的历史场域标定在西方，但是父权色彩浓重的学科
史书写延续了下来。在 10 多位确立社会学历史发展
与知识体系的经典社会学家中，从实证主义的助产
婆孔德到经典时期的最后一位社会学家索罗金，没
有一位女性或者黑人学者在场。[4](PP35-425)
在第二种方法中，建立社会学的传统或者范式，
本身便有将学科史“经典化”的特点。柯林斯认为社
会学存在 3 种传统，分别是：冲突论传统，代表人物
有马克思和韦伯；互动论传统，代表人物是米德和布
鲁默；社会团结传统，代表人物是迪尔凯姆。传统在
柯林斯那里并不是一层不变的，它还存在扩容的可
能，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被归为第四种传统。[5](Pi)
瑞泽尔借用库恩的“范式”概念，将其作为对社会学
进行知识分类的标准术语，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存在
多重范式的科学，存在社会事实、社会定义和社会行
为 3种范式。[6](P120)范式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一门学
科的研究对象、方法和基本操作规范。从这个意义上
说，范式本身意味着一种学科认同的建立。显然，以
范式为方法论工具，对社会学史的不同理论取向和
流派进行分类，本身体现了一种元社会学的理论倾
向，即对社会学理论流派进行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
重构。值得注意的是，瑞泽尔的范式和柯林斯的传统
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重叠。马克思和韦伯可以归于
社会定义范式；迪尔凯姆的社会团结可以归为社会
事实范式。
不管是传统还是范式，柯林斯和瑞泽尔最终需
要回到历史人物那里去寻找依据。其可议之处在于：
一方面，在建立这些传统和范式的时候，并未在性别
视角下进行；另一方面，他们寻找的历史人物，和第
一种方法一样，仍是以西方的男性白人为主。女性学
者与少数族群仍被排除在了经典化的学科史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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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学科史的书写过程中，社会学之父们构成了
学科史的主要内容。这种父权制的书写是对女性的
遗忘。
二、寻找社会学之母：女性与学科史的重构
学科史的书写，一方面为社会学之父们立传，将
他们当作这门学科的圣徒；另一方面在建立传统和
范式的时候，将社会学之父们经典化，他们奠定了这
门学科的基础，并在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无法逾越。
但是，对女性学者的忽略和西方中心主义的书写策
略，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特别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
此起彼伏的各种社会运动中，黑人运动与性别平等
成为主题，社会学必须要作出回应。
哈米尔顿（Hamilton）对美国社会学学科史文献
的观察发现，社会学史的书写在不同时期处于一种
波动的状态中，并且面对来自社会思潮的直接影响。
[7]一个显著的例子便是随着性别研究的兴起，社会学
的男性化写作受到质疑，19 世纪的女性作家马蒂诺
(Martineau)（1802-1876）被重新挖掘，当作社会学的
奠基人来对待。另一个例子是杜·波伊斯（Du Bois），
第一位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非洲裔美国人，
也被重新视为美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
社会学亟需“重新发现”那些在历史上被忽略的
女性学者们，将她们带入被社会学之父们占据的历
史中去。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蒂更（Deegan）指出了
社会学中父权主义的情况：女性社会学家的生活和
理念，鲜有出现在社会学的教科书、课堂和学科史
中。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这门学科的历
史和专业化发展是父权的，并且意识到了应该修正
这种偏见；另一方面需要面对的情况却是，在社会学
的知识库中缺少这方面的资源。[8]蒂更挖掘了 10 位
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女性学者，介绍其生平和学术研
究成果，以弥补信息上的缺乏。
朗吉曼（Lengermann）和布兰特利（Brantly）梳理
了 1830 年至 1930 年 100 年间的女性社会学研究
者, 将 14 位女性学者称为“社会学的女性奠基人”
(women founders)。①朗吉曼等人认为，这些女性学者
在历史上其实并不是“隐身的”，在她们所处的时代，
和社会学学术团体与同时代的男性同行们，有着密
切的联系，甚至是公众熟知的人物，并且她们的存在
非常重要。只不过，在历史的书写中，她们的研究实
践，甚至是她们本人，都被“擦去”（erasure）了。[9](PP11-20)
这种“擦去”体现了这门学科中性别与知识的政治，
因而社会学需要将曾经被排除的她们重新带进来。
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中挖掘社会学之母固然
重要，但是这仅仅是工作的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在
社会学固有的男性文化体系中，或者在社会学之父
占据的学科史中，为她们寻找一个可以安放的位置。
换句话说，女性社会学家的贡献需要进入学科认同
的领域，成为经典。并且，对其接纳和认可，并非出自
其性别，而是根据其理论或者实践的原创性及贡献。
瑞泽尔和斯特普尼斯基（Stepnisky）主编的《主
要社会理论家》收录了 15 位学者作为古典时期的代
表人物。虽然欧洲和北美的白人男性是主要构成。瑞
泽尔等人加入了伊斯兰学者伊本·卡尔敦（Ibn Khal-
dun）和黑人学者波伊斯，另有两位女性社会学家分
别是马蒂诺和吉尔曼（Gilman）（1860-1935）。[10](PP61-95,
PP283-304)
多元族群和女性学者的加入，重塑了古典社会
学的历史，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科认同所发生
的变化，此举也意味着欧洲中心主义和父权主义的
社会学学科史这座坚硬堡垒的松动。马蒂诺是向英
语世界推介法国社会学的主要人物，翻译了孔德的
《实证哲学》，被称为“社会学之母”（founding moth-
er），是将孔德的观点介绍给英语读者的主要人物。
并且马蒂诺本身也是一名实证主义学者，相信社会
进化存在的法则。作为一位多产的作家，她的研究覆
盖了理论和经验领域，主要关注社会道德和原则、社
会关系和行为模式等主题。但是，马蒂诺并不是女性
①这 14 位女性社会学家分别是：马蒂诺、雅达斯（Addams）、吉尔曼、塔博特（Talbot）、库帕（Cooper）、韦伯（Marianne Weber)、沃
伯（Beatrice Webb）、威尔士 -博内特（Wells-Barnett），另有芝加哥女子学派的成员，包括凯莉（Kelley）、拉索浦（Lathrop）、布瑞
金里奇（Breckinridge）、古瑞斯·阿博特（Grace Abott）、埃蒂斯·阿伯特（Edith Abott）、迈凯琳（MacLean）。其中，斯宾塞曾是沃伯
的导师，马瑞纳·韦伯是鼎鼎有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妻子。作为与古典时期男性奠基人同时代的人，她们留下了丰富
的学术实践活动，可是在男性主义的学科史中却被轻易地抹去了。 59
主义学者。这 15 位学者中，仅有吉尔曼的研究体现
出浓厚的女性主义色彩。其对美国社会的研究，可以
用性别分层来概括。在男女经济关系的研究在中，她
认为在经济制度中存在男性的主导阶层和女性的从
属阶层两个部分。通过引用马克思对工人阶级无法
自我实现而导致“异化”的分析，吉尔曼批判了将女
性约束在个人家庭的做法同样会导致异化的后果，
因而提倡在公共领域对女性开放工作机会。作为 19
世纪末期重要的女性主义学者，爱她的人称其为“美
国女性主义者的领袖”；恨她的人则以“女性主义的
最高祭司”来称呼她。相比于将马蒂诺当作第一位女
性社会学家，吉尔曼的意义在于，女性主义理论在古
典社会学中终于占有一席之地，成为经典理论的一
部分。
除了将女性学者纳入学科史，将其重新阐释并
经典化为社会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另一个策略是对
社会学的组织抑或制度发展中，因为女性学者的存
在，造成所谓性别的政治及其影响的记录。在普拉特
（Platt）提供的英国社会学会（British Sociological As-
sociation，以下简称 BSA）的历史中，记录了女性运动
对BSA 的影响。在 20 世纪 70 年代女性运动的影响
下，BSA 内部成立了女性干部小组，其目的在于打
破女性在英国社会学界的孤立地位，联合她们进行
政治斗争，改变女性在社会学内外的工作状况，反对
男性至上主义的意识形态。[11](PP89-107)
女性学者虽然不是普拉特的研究主题，但是从
中可以看到女性主义运动的社会思潮对英国社会学
组织的影响，女性学者在性别认同下组织起来的学
术小团体和活动，反映了在社会学的学术实践中女
性扮演着积极与主动的角色。
三、中国情境下的讨论
作为历史上最大的父权社会之一，中国传统知
识分子们多以男性为主，虽然存在像穆斯林学者将
卡尔顿推为古典社会学创立者之一的可能，但是我
们很难找到一位女性来扮演这样的角色。即便在近
现代，在中国社会学的早期推介者和主要实践者中，
女性学者仍比较稀缺。这对中国社会学重新梳理自
身历史和传统时对女性社会学家的挖掘提出了挑
战。我们很难像在西方发生的那样，将那些被埋没的
女性学者重新发现和挖掘，并经典化为伟大的学科
贡献者。然而，这种差异恰恰体现了我们的父权文化
在古典乃至近代学术研究中的实践和在场。
在民国时期，孙本文编写的《当代中国社会学》
作为对当时学科发展状况最全面的概括，并没有针
对性别角色做专门的讨论。在文末附及的中国社会
学院系教授名单中，记录了中西学者的姓名、工作院
系、留学情况和籍贯。[12](PP319-327)遗憾的是，除了知名学
者的性别我们可以判断，对于大部分在学科史中默
默无闻的学者，我们无法判断其性别。但是，对性别
的忽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孙本文在写作中的态度。
性别在这里属于一个被遗忘了的变量。事实上，即便
在 1934 年编写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和 1948 年
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中，虽然各个院校的情况
都有详细统计，涉及机构和课程设置、教员情况和招
生毕业情况等信息，但是在统计过程中仍缺少对性
别的关注，只见总人数在各时期的变化，而无男女分
别计算。就历史资料的完整性而言，我们甚至无法准
确推断出女性学者在 1949 年之前的状况。
此外，我们可以从中国社会学的经典人物那里
寻找依据，他们的集体在场，塑造了这门学科在中国
实践的学科认同。同严复和梁启超这样的传统知识
分子不同，民国时期的社会学者既有传统文化的熏
陶，又接受了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构成了第一代中
国社会学学者群。但是，在这个学者群体中，女性社
会学家比较稀缺。闫明列举的 11 位有代表性的学
者，全部由男性构成，女性社会学家难觅其踪。[13]
(PP27-34)
令人欣慰的是，杨雅彬的《近代中国社会学》有
一章专门论及女性社会学家雷洁琼 (1905-2011)的
研究成果，认为雷洁琼是解放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研究妇女和婚姻家庭的代表人物。[14](PP816-844)雷洁琼早
年留美，归国后在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
等高校任教，在中国社会学当时的几大重镇中留下
了经历。雷洁琼是严景耀的夫人，后者是中国早期从
事犯罪社会学研究的代表人物。雷洁琼对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家庭问题、妇女生活及运动都有研究，提
倡婚姻平等和性别平等，反对男女分校。[15]抗战胜利
之后，雷洁琼认为战时的妇女从事了大量征募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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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出”是中国古代流传最广、使用最为普遍的
离婚制度。当人们提到古代离婚时，首先想到是“去
妻”、“出妻”，而不是“义绝”、①“和离”等离婚制度。②
因此，不了解“七出”的由来和作用很难深入研究古
代离婚制度。“七出”在授予男方 7个休妻条件的同
时，实际上也维护了妇女的利益。相对于无约束的任
意弃妻，7 个离婚理由设定的本身就是对丈夫自由
休妻的限制，客观上也起到了保护妇女婚姻的作用。
据唐律规定，“七出”适用的前提条件是禁止男子无
故出妻，维护了婚姻中无过错的妇女；即便“七出”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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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七出”中的妇女利益维护：从无过者到无助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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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律中的“七出”并非忽视妇女利益的维护。相对于男子的自由休妻，“七出”可以为男子休妻划定界限，矫正任意弃
妻之风，客观上保护了妇女的婚姻。唐律“七出”适用的前提条件是禁止男子无故出妻，维护了婚姻中无过错的妇女。即便“七出”
允许男子休妻，但同时又受“三不去”的限制，从而尊重婚姻生活中有功的妇女，并为弱势的、无助的妇女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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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 Chu, San Bu-Qv, Tang Code, never did wrong, helpless
"Qi Chu" was the most common divorce institution in ancient China. It first appeared in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nd became a
formal institution in Tang dynasty. As a matter of fact, "Qi Chu" did not ignore women's interest entirely. "Qi Chu" allowed the hus-
band to divorce his wife based on seven reasons and restricted the previously unlimited power of the husband to divorce his wife and in
actuality, sheltered women's marriage. According to the Tang Code, the essential prerequisite of applying the "Qi Chu" is to prohibit the
husband from arbitrarily divorcing his wife and in effect, safeguarded wives who did nothing wrong. Though the husband was able to
divorce his wife by the institution of "Qi Chu", the rule of "San Bu-Qv" restricted him from divorcing women and instead made him re-
spect women who conducted good deed for the his family and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weak and helpless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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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男子休妻，但又受“三不去”的限制，不仅尊重婚姻
生活中有功的妇女，也为弱势、无助的妇女提供保
障。
“七出”本于礼制，又称“七去”或“七弃”，是一种
选择离婚制度，属于丈夫单方面休妻的行为。只有妻
子出现了不顺父母、无子、淫、妒、多言、恶疾、盗窃等
7种情形，同时又没有“三不去”的情节，即有所取无
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等限制时，丈夫才
可以休妻，否则任意弃妻者将被处罚。据目前材料考
证，“七出”条文始载于唐律，所以本文以唐律为中心
探讨其中的妇女利益维护问题。
虽然学界对“七出”的关注由来已久，③但令人遗
憾的是,对于如此深入民间、绵延久远、颇具特色并
极具域外影响力的离婚制度，④现有的研究却多是抨
击之论。“七去”不仅被斥为“野蛮而又专横”，[1](P142)甚
至被视为“封建时代离婚制度的恶毒”进行批判。[2]
(P174)即便是专治法制史的学者，他们也大多认为“七
出”单方面维护夫权，对于妇女无公平合理可谈，即
便有“三不去”的限制，那也是为了维护家族利益。⑤
笔者认为这些论断的产生，主要在于仅从“七
出”本身解读，而没有从它的产生缘由、适用条件、限
制因素等进行全面考察，结果仅仅看到其中的“专
横”和“维护家族利益”，却很难阐明其中的妇女利益
维护。因此，这些说法都还存在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首先，这种以现代西方平等、自由、民主的单一价值
观为标尺，衡量古代中国的离婚制度，是否客观公
允？其次，出于礼、入于律并被赋予法律效力的“七
出”，有绵延两千年的生命力，并对东亚的朝鲜、日
本、越南等国产生影响，足见其对社会关系调整的到
位，那么这种离婚制度是否属于仅仅保护丈夫及其
家族的单向权利结构，而对于妇女无“公平合理可
谈”？其三，“七出”的产生基础和适用前提是什么？其
③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在婚姻家庭史中的分散性研究，研究者在论述离婚时或多或少都会涉及“七出”的概
念、内容和由来等，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陈顾远：《中国婚姻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年版影
印本；陈鹏：《中国婚姻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90；史凤仪：《中国古代的家族与身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陶
毅、明欣：《中国婚姻家庭制度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以及王跃生：《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3。另一类是集中于某个朝代的专门性研究，如汉代和唐代的“七出”研究，有助于了解汉唐时期“七出”的具体情况。其
中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包括，董家遵：《汉唐时“七出”研究》，见《董家遵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第 174-183 页；金
眉：《试析唐代“七出三不去”法律制度》，《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1 年第 6 期；刘玉堂、陈绍辉：《论唐
代的离婚立法——以“七出”之制为中心》，《江汉论坛》2004 年第 2 期。
④“七出”亦成为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离婚制度。其中，日本和越南有关“七出”的规定与唐律如出一辙。日本《养老户令》第
二十八条规定：“凡弃妻，须有七出之状，一无子，二淫，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皆夫手书弃之，于尊属近
亲同署。若不解书，画指为记。虽有弃状，有三不去，一经持舅姑之丧，二娶时贱后贵，三有所受无所归，即犯义绝，淫、恶疾，不
拘此令。”犯“七出”不适用“三不去”的情形也与唐律相同；越南，当时为安南，亦有“七出”之条，《皇越律例》规定：“凡妻于七
出……及义绝……”云云：“七出即：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相比较而言，朝鲜变化甚
大，以“五出”代替了“七出”，“三不去”改为“四不去”，相应的刑事责任也大大减轻。《刑法大全》规定：“妻妾所犯无左开诸项而
夫出之者，笞八十；虽犯诸项，而与持父母丧，更有子女及娶时贫贱、娶后富贵，无所归而犹出之者，处笞四十，并令完聚。一、不
顺夫之祖父母父母者；二、多言与族戚失和者；三、有淫行者；四、窃盗者；五、有可传染之恶疾者。”无子、嫉妒这两条被排除在
“七出”之外，可谓明智之极，因为无子本非妇人一人之过，至于丈夫另娶妻妾，对婚姻不忠，女性嫉妒乃人之常情。在“三不去”
上增加“更有子女”一项，组成“四不去”。刑事责任的变化有二：一则，无“七出”之状而出妻，刑事处罚由唐律的徒一年半，减轻
为笞八十。二则，违犯“三不去”而去妻，由唐律的杖一百，减轻为笞四十。朝鲜国小人少，相应减轻刑事处罚，颇为务实。日本、
越南和朝鲜上述有关律令的规定，分别参见[日]仁井田陞：《唐令拾遗》，吉林：长春出版社，1989，第 164 页；杨鸿烈：《中国法律
对东亚诸国之影响》，台北：商务印书馆，1977，第 608 页，第 178-179 页。
⑤比如蒲坚认为：“‘七出’离婚，无论哪一条要件，都是周统治者为了维护宗法制度而套在妇女身上的枷锁，通过这一规定，
妇女做人的权利被剥夺殆尽了。”怀效锋亦认为：“妇犯‘七出’而去，完全是以男子为中心制定的律条，于妇女而言，根本谈不
上公平合理。”分别参见：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一卷《夏商西周的法律制度》，该卷主编为蒲坚；第七卷《明》，该卷主
编为怀效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第 295 页、第 286 页。64
根本目的仅仅是在赋予男方权利？还是在为其提出
限制？最后，“七出”的历史实践表明，无论上层贵妇，
还是寻常民妻，其婚姻并没有因此而轻易解体，那么
“七出”如何实现对妇女婚姻的保护？笔者拟对这些
问题进行探究，从而揭示出“七出”在禁止丈夫任意
出妻、保护夫家利益的前提下，客观上维护了婚姻中
无过错妇女的利益；即便妻子有“七出”的过错情形，
只要具备“三不去”的条件，丈夫亦不得去妻（犯恶疾
及奸除外），使得婚姻中有功、弱势和无助的妇女得
到保护。
一、限制任意弃妻：“七出”的作用
据目前史料考证，“七出”最早出现在《大戴礼
记》和《公羊传》中。唐代引礼入律，在遵循礼经基本
精神、限制男子任意出妻的同时，亦使“七出”成为唐
律中极为重要的离婚制度。
（一）礼经中的“七出”及其渊源
《大戴礼记》“本命”篇载有“七去”，即为“七出”。
“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
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不顺父母去，为其逆德
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
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栥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
也；盗窃，为其反义也。妇有三不去，有所取，无所归，
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何
休为《公羊传》作注时提及的则是“七弃”，内容和语
序亦略有变化，学者据此认为汉律令中应该有“七
出”之条。清人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认为，“七出
之条，自汉律至今，沿之不改。”程树德先生亦推定：
“疑汉当亦同是七弃、三不去之条皆载于汉令”。[3](P115)
遗憾的是，虽然汉代实际生活中的出妻事例并不少
见，⑥但从现有史料中仍然无法觅见相关的法律规
定。
礼经中所载的 7种休妻行为，应该是对此前婚
姻生活中矛盾冲突的总结。第一，如置于《礼记》之首
的“不顺父母”。《左传》载有：“礼无所逆，妇养姑者
也。亏姑以成妇，逆莫大焉。”此处“姑”就是婆婆，重
在强调子妇不敬婆婆，乃属大逆不道。第二，淫僻遭
弃，亦有成例。《左传》文公十四年，“冬，单伯如齐，齐
人执单伯，齐人执子叔姬”。《公羊传》曰：“单伯之最
何，淫也，恶乎淫，淫乎子叔姬。”结果次年子叔姬被
弃。“文公十五年，十有二月，齐人来归子叔姬。”《公
羊传》曰：“其言来，何，闵之也。”何休注：“闵，伤其弃
绝来归也。”《新序》亦载有公慎氏妻淫而被出，“公慎
氏有妻而淫……，公慎氏出其妻”。⑦第三，“恶疾”之
类，则是痛苦难治甚或传染之类的疾病。《公羊传》昭
公二十年有注：“恶疾谓瘖、聋、疠、秃、跛、伛。”尽管
恶疾的具体内容和范围很难考证清楚，但有一点不
可否认，恶疾应该是妻子患有不能与丈夫一同祭祀
宗庙的疾病，这将有损祭祀的恭敬，正如《礼记·内
则》所言：“夫妇皆齐而宗敬焉”。既然患有恶疾的妇
女没有资格参与祭祀祖先的活动，自然就无从实现
“传家事，承祭祀”的职责，故男子可以休弃。第四，
“口多言”危害甚大。《诗·大雅》中“儋昂”篇有：“妇有
长舌，维厉之阶。乱匪天降，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
维妇人。”即是讲妇人长舌多言的危害，所以教诲妇
人时时刻刻以此为戒。第五，至于“盗窃”，则指子妇
私藏夫家财物，据为己有，并非指盗取别人家的财
物。韩非子甚至讲到，有位父亲故意让女儿在夫家多
积私财，以便休回娘家时多带些财物。“卫人嫁其子
而教之曰：‘必私积聚。为人妇而出，常也；其成居，幸
也。’其子因私积聚，其姑以为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
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于教子非也，而自知
其益富。”[4]由于该父亲在女儿结婚前就已经预见了
婚姻会解体，所以，他的女儿不仅很好地保护了自己
的财产，而且还拼命地把夫家的财产据为己有，才会
出现“倍其所以嫁”的结果。
（二）“七出”的强调在客观上有利于限制先秦的
任意弃妻之风
据目前的史料记载推断，先秦之时，出妻之风盛
⑥比较典型的事例有：焦仲卿遣妇、鲍永去妻、姜诗出妻。其中焦仲卿遣妇可谓妇孺皆知，据《孔雀东南飞》所述，非是刘兰芝不
顺父母，而是婆婆执意赶走儿媳，最终酿成媳死子亡的悲剧。《后汉书》载鲍永“事后母至孝”，因为妻子在婆母面前叱狗，鲍永
就休妻。《列女传》有记，姜诗“事母至孝”，其妻对婆婆“奉顺尤谨”，由于婆婆好饮江水，她经常去离家六七里的地方，逆流打
水，后来遇风没有按时返，致使婆婆口渴而被休弃。
⑦刘向：《新序·杂事》。另外《荀子》、《孔子家语》、《史记》都有类似的记载，不一枚举。 65
行，丈夫随意找个借口就可以把妻子抛弃。出妻在当
时很平常，很易见。无论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任
意弃妻现象应该普遍存在。
从《左传》的记载来看，对于王公贵族来说，随便
一个借口就可以出妻。一如，荡舟惊吓夫君被弃。《左
传》僖公三年有载：“齐侯（桓公）与蔡姬乘舟于囿，荡
公。公惧，变色，禁之，不可。公怒，归之。”⑧二如，女
子无媒、不聘而嫁也会遭到休弃。《左传》成公十一
年：“声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为姒。’生声
伯而出之。”穆姜是声伯之伯母，她不以声伯之母为
姒，即妯娌，声伯之母不聘，生下声伯后就被出了。三
如，女子娘家亲人失势，更有可能被出。《左传·哀公
十一年》载，卫国大叔疾原娶于宋子朝之女，“子朝
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意即宋子朝出奔，大
叔疾就休弃了子朝之女而另娶孔文子之女为妻。四
如，妻子能干而与民争利也会被出。鲁相公仪休，“见
家中能织好布以为夺民利，便出其妻”。[5]最后，法家
为了正法，也会从出妻开始。吴起出妻即源于妻子织
的布不合他的要求，“使其妻织组而幅狭于度。吴子
使更之，其妻曰：‘诺’。及成，复度之，果不中度，吴子
大怒。其妻对曰：‘吾始经之而不可更也。’吴子出
之”。吴起之妻被出之后，甚为不服，于是请求其兄求
情，其兄则振振有辞拒绝：“吴子，为法者也。其为法
也，且欲以与万乘致功，必先践之妻妾然后行之，子
毋几索入矣。”[6]
如果说《左传》记载的多是王公贵族的出妻之
易，《诗经·国风》中的婚恋诗则比较能反映出下层社
会中的出妻之风。⑨著名的“弃妇诗”——《卫风·氓》
描述得最为生动：“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
三岁食贫……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
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就是这样一位为了家庭
成天辛苦劳累，不分早晚干活的女子，吃苦多年，终
于熬到家境渐好，生活安定下来后，却被丈夫无情地
抛弃，“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其他如《邶风·谷风》之“宴尔新婚，不我屑以……不
我能畜，反以我为仇”等均是此类，所以《王风·中谷
有蓷》中才有此叹：“嘅其叹矣，遇人之艰难矣……条
其啸矣，遇人之不淑矣”；《卫风·氓》中才有此诫：“于
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
不可说也。”足见当时出妻之风的盛行。
儒生也是动辄出妻。孔子三世接连出妻，“自叔
粱纥始出妻，及伯鱼亦出妻，至子思又出妻，故称孔
子三世出妻”。⑩孟子意欲以妻子衣着不整为由出妻，
“孟子恶败而出妻，可谓能自强也”。[7]曾参以蒸食不
熟为由出妻，“曾子妻以炊藜蒸不熟出之”。輥輯訛也有因
家庭不和的缘故而出妻，“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
之属哉？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终身不养
焉”。[8]可见，章子休妻是为了讨父母的欢心。
由于先秦距今久远，史籍遗失，现在能够看到的
出妻事例毕竟相当有限。但从管子明确要求“士庶人
毋专弃妻”，[9]并明令“士三出妻，逐之境外；女三嫁，
入于舂穀”；[10]战国赵太后常担心女儿燕后被遣返回
家，“祭祀则祝之曰‘必勿使反’”等诸多材料，[11]可以
看出婚姻极不稳定，而能够“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12]夫妻恩爱到白头，实在是值得庆幸之事。
可见，面对妻子容颜衰退，丈夫喜新厌旧、另结
新欢蔚然成风。男子贫贱时尚能夫妻穷苦相依，而一
旦富贵便无情抛弃糟糠之妻普遍存在。既然婚姻的
信任感如此欠缺，离婚的耻辱感这般淡漠，汉代戴德
在编订《礼记》时强调“七出”，何休为《公羊传》作注
时分析“七弃”，均用以明确休妻的范围，并用“三不
去”约束“七去”，以限制任意离婚，可谓明智之举。輥輰訛
⑧另《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有蔡女因荡舟使桓公惧怕而被出之事。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春秋事语》亦载有此事。
⑨虽然“十五国风”这些民谣属于文学作品，并不是真正的离婚案例，无法直接说明离婚的程序，但正如成公九年《左传》范文
子说：“乐操土风，不忘旧也”，还是能从宏观上反映当地的离婚面貌。
⑩《孔子家语》后序。原书共有二十七卷，今本十卷虽为魏王肃伪造，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先秦的一些情况。
輥輯訛《礼记·杂记下》。另《太平御览》卷五二一引《孔子家语》中亦载有曾子因妻子没把饭烧熟而出妻之事。
輥輰訛虽然秦代明确规定离婚的程序和理由，如《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载：“弃妻不书，赀二甲；其奔妻亦当论不？赀二甲。”秦代
对离婚开始有所限制，要求不得随意离婚，与秦始皇的政策一脉相承，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在《会稽刻石》中
说：“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清廉。”但这都不是“七出”、“三不去”的规范表述，无法直接证明秦朝存在“七出”、“三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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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出”之礼在唐代引入法律，輥輱訛通过严格“七出”的
适用背景和使用条件，使无过错妇女的婚姻得到维
护。
二、保护无过者：“七出”中的妇女利益维护
《唐律·户婚》“妻无七出而出之”规定：“诸妻无
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半。虽犯七出，有
三不去而出之者，杖一百。追还合。若犯恶疾及奸者，
不用此律。”疏议曰：“七出者依令：‘一无子，二淫佚，
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輥輲訛
根据前述“七出”相关立法可以看出：“七出”属
于典型的过错离婚。其目的在于惩罚婚姻中有过错
的妇女，并为无过错妇女提供保护。
（一）任意逐出妻子者受到处罚
对于任意逐出妻子的丈夫，唐律处以一年半的
徒刑。当然，此处的“任意”不包括义绝情形下导致的
出妻行为，以及妻子具有恶疾和奸淫时，即便有“三
不去”的情形，丈夫出妻也不在此限。藉此无过错妇
女的婚姻得到维护。
（二）“无子”的认定
尽管“无子”是“七出”的条件之一，但为防备丈
夫随意借此出妻，亦有严格的年龄限制，且必须没有
“三不去”的情况存在。否则，出妻者将被处杖刑一
百，并须恢复婚姻关系。如何具体认定妻子无子的情
况，疏议：“问曰：‘妻无子者听出，未知几年无子即合
出之？’答曰：‘律云，妻年五十以上无子，听立庶以
长。即是四十九以下无子未合出之’。”此处“律云”所
言是指《唐律疏议·户婚》之“立嫡违法条”所规定的
内容。輥輳訛
通过法律问答，唐代确定妻子 50 以上无子，方
可出妻，亦即妻子不到绝育期，不能以无子为由要求
离异。按照古代女子 15 岁即为成年的结婚年龄，如
果妻子真的到 50 岁还没有生出儿子时，此时婚姻已
经存续 30 年以上，即便是符合无子出妻的年龄要
求，但因此而解除婚姻的可能已经很小了。一则，如
輥輱訛魏晋南北朝之际，引礼入律的规范甚多，只是据现有史料考证，笔者并没有发现“七出”、“三不去”的律文。虽然这一时期因
为“七出”的缘由而离婚的事例时有记载，如《南史·张裕传》附孙稷传有：“稷长女楚媛，适会稽孔氏，无子归宗”；《魏书·刘昶
传》附子辉传，“辉，……尚兰陵长公主，世宗第二姊也。拜员外常侍，公主颇严妒，辉尝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杀之，剖其孕节
解之，以草装实婢腹，裸以示辉，辉遂忿憾，疏薄公主，……状请离婚”；《魏书·李孝伯传》：“安世妻博陵崔氏，生一子塲，崔氏
以妒悍见出，又尚沧水公主”；更有因为嫉妒之故，妻自请离绝其夫者，《晋书·谢邈传》：“邈为吴兴太守，……妻郗氏甚妒，邈
先娶妾，郗氏怨怼，与邈书告绝”。《虎苑》亦有类似的记载：“叶荐，妻馋妒，七十始求一妾，妻即求离异，筑室山后居焉。”但笔
者也无法据此推断，魏晋南北朝的律令当中存在“七出”、“三不去”。
輥輲訛《唐律疏议》中的“七出”和《礼记》的表述顺序并不一致，学者对此极为关注。瞿同祖先生认为：“法律上七出的秩序与礼书
所载略异，秩序的先后或表示社会着重点的不同。无子跃居第一，妒嫉及恶疾退处最后，其变动应与社会的意识形态有关，不
可不注意。”金眉亦认为：在唐代，无子、淫佚、口舌、盗窃的位次有所上升，而妒忌、恶疾的位次相对后置，这实际表明法律对
继嗣、财产和家庭伦常的重视较礼制有所上升，位次的前置与后置，本身就是唐代社会根本特征在法律上的反映。同时也表
明唐代立法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引礼入律在唐代已经成熟，这一时期多的是对礼制的合理吸收，少的是对礼制的盲
从；同时，立法者注意到了礼制与法律不同的适用范围和不同的功能，这种合理的区分有助于法律趋向合理化和世俗化，更
能反映和适应社会的本质特征和需要。刘玉堂等认为无子跃居首位，是由于唐太宗时需要根本解决劳动力缺乏的深层次的
社会经济造成的。分别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 125 页脚注①；金眉：《论唐代婚姻终
止的法律制度》，《南京社会科学》2001 年第 11 期；刘玉堂、陈绍辉：《论唐代的离婚立法——以“七出”之制为中心》，《江汉论
坛》2004 年第 2 期。笔者认为这些研究关注到唐代“七出”的细微变化，见微知著，不乏高见，但却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
况：即唐代“七出”虽然不同于《礼记》的表述，但和何休注《公羊传》中的顺序和用语几乎完全一样，唐代只是用“七出”一词，
代替了何休的“七弃”一语而已，并非唐代立法者自己在顺序上的创新，更非唐代本身有多少变化、唐律自身有多么独到。因
此，后世学者对唐律“七出”顺序和用词变化的过分强调，往往会给人一种牵强甚或溢美之嫌。
輥輳訛《唐律疏议·户婚律》之立嫡违法条规定为：“诸立嫡违法者，徒一年。即嫡妻年五十以上无子者，得立嫡以长，不以长者亦如
之。”疏议曰：“立嫡者，本拟承袭。嫡妻之长子为嫡子，不依此立，是名‘违法’，合徒一年。‘即嫡妻年五十以上无子者’，谓妇
人年五十以上，不复乳育，故许立庶子为嫡。皆先立长，不立长者，亦徒一年，故云‘亦如之’。依令：‘无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孙；
无嫡孙，以次立嫡子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子；无庶子，立嫡孙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孙。曾、玄以下准此。’无后者，为户绝。”67
《疏议》所言，可以“立庶以长”。二则，由于古人的平
均寿命相对较短，当妻子 50 岁时，如果她的公婆都
健在的话，至少都在 70 岁左右。否则，只要做妻子的
在这 30 年的婚姻中，曾经为公婆守孝 3 年，那么她
就符合“一经持舅姑之丧”的“三不去”的条件之一，
从而受到不得被休弃的法律保护。
（三）出妻应该履行相关程序
出妻应该履行何种程序，《唐律疏议》虽未作说
明，但唐令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开元二十五年《户令》
规定：“诸弃妻须有七出之状，一、无子、二、淫佚、三、
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皆
夫手书弃之，男及父母伯姨舅并女父母伯姨舅，东邻
西邻及见人皆署；若不解书，画指为记。”据此规定，
在有“七出”的情节时，出妻还必须符合法定的程序：
一则，出妻时应由丈夫亲自写立休书，表明同意出
妻；二则，应由男女双方的家长同意，并在休书上签
字。父母伯姨舅这些长辈亲属均可；三则，证人以及
其他在场人员也需要签字；四则，那些不会制作休书
或不识字的人可以按手印，又称画手模。故此民间不
识字的人无法写立休书，就请别人代书，然后再打上
手印。
如果丈夫休妻违反相关程序，既没有家长签字，
也没有制作休书，则会受到处罚。李元素出妻案足以
说明履行程序是何等关键：
初，元素再娶妻王氏，石泉公方庆之孙，性柔
弱，元素为郎官时娶之，甚礼重，及贵，溺情仆妾，遂
薄之。且又无子，而前妻之子已长，无良，元素寝疾昏
惑，听谮遂出之，给与非厚。妻族上诉，乃诏曰：李元
素病中上表，恳切披陈，云“妻王氏，礼义殊乖，愿与
离绝”。初谓素有丑行，不能显言，以其大官之家，所
以令自处置。访闻不曾告报妻族，亦无明过可书，盖
是中情不和，遂至于此。胁以王命，当日遣归，给送之
间，又至单薄。不唯王氏受辱，实亦朝情悉惊。如此理
家，合当惩责。宜停官，仍令与王氏钱物，通所奏数满
五千贯。[13]
此案中，李元素出妻，引起妻族的上诉。虽然妻
子王氏无子，但李元素并不愿以此为出妻的理由，却
辩诉是“王氏，礼义殊乖，愿与离绝”。推测起来，也许
是王氏的年龄未到 50 岁，但由于李元素“不曾告报
妻族，亦无明过可书”，违反休妻的法定程序，属于任
意弃妻，按照唐律应该处徒刑一年半，所以法司勒令
李元素“停官”。也许，此处的“停官”可以视为徒一年
半的替代。再加上，李元素出妻时对女方没有什么补
偿，“当日遣归，给送之间，又至单薄”，因此法司“仍
令与王氏钱物”，共计五千贯。这应该不仅包括了王
家的陪嫁物，而且还包括李元素应给予对方的赔偿，
才会“满五千贯”。
可见，在离异判决中，法司极为重视休妻程序，
因为没有休书的话，很容易再起争议。同时，出妻必
须理由充分，并给予女方一定的救济。否则，妻族一
旦告至官府，法司则会予以支持。而对于那些有明显
过错的男方，特别像该案中李元素权贵之后，“溺情
仆妾”而弃妻，官府则给予必要的“惩责”。虽然法律
中没有明文规定补偿钱物，但法司在司法判决中努
力协调法律和实际婚姻生活的矛盾，在强势的男方
和弱势的女方之间寻求平衡，维护女方利益，保证社
会公平正义。
（四）增加了“三不去”的例外情况
“若犯恶疾及奸者，不用此律。”即使存在“三不
去”的情形，但只要女方有恶疾和犯奸行为，亦可以
出妻。“恶疾”已是“七出”之一，“犯奸”实际上也在第
二条“淫佚”之中。为什么还要单列出来以示例外呢？
可见，在当时的立法者看来，恶疾和犯奸从根本上损
害夫妻生活，属于无法原谅的行为，故不受“三不去”
的限制。犯奸自不必说。而唐代如此重视恶疾，说明
唐代同样强调敬祖尊宗，把祭祀仪式看成很重要的
事务。祭祀要求夫妻共同参加，才能体现敬祖，而妻
子一旦有恶疾，就无法完成祖宗祭祀的应有义务，婚
姻的目的与意义荡然无存，成妇也就不再具有“程序
上的合法性”。所以，一旦丈夫提出解除婚姻关系，国
家不予以处罚。宋元明清时期的“七出”在继承唐律
内容的同时，“三不去”的例外规定略有变化，并逐渐
减轻有关的刑事处罚。輥輴訛
（五）出妻后对妻子的财产补偿
从同居共财的理想状态讲，“父母存，不有私
产”，妻子无财产取得的权利，“子妇无私货、私财”。
[14]夫妻的共同财产属于家族所有，离婚后不存在夫
妻财产分割问题。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一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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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只要是正式的婚姻，在缔结婚约的时候，男家都
会提供聘财，女方也会相应地准备一些陪嫁。而富裕
家庭嫁女，陪嫁更为可观，甚至把田产地契、仆从财
物作为陪嫁物，由女方一并带入男家。即便是一般家
庭，也会为即将出阁的女儿准备一些日用物品。在婚
姻生活存续期间，女方的陪嫁不管是由自己支配，还
是由家族支配都不存在太大问题，一旦离婚这些财
产的去留则会成为问题，处理不当还会引起双方家
族的矛盾。特别是那些因富贵而易妻的男方，存在明
显的过错，是否需要给女方一定的赔偿或抚养费？至
于女方有过错而被休弃，是否需要返还男方聘财等
等？这些都是实际离婚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弃妻后对于妻子的补偿，前述“李元素出妻案”
已经表现得很清楚。另外如敦煌放妻书所提及的“聚
会二亲，夫与妻物色具名书之”，以及“所有物色书
之”似应该指夫妻各自的物品分别当双亲尊长之面
分清楚。輥輵訛
（六）保全出母与子女的身份关系
离婚后除了财产分割外，还会涉及身份上的效
力，如父母子女间的服制，子女的归属和未成年子女
的抚养，以及夫、妻与姻亲的关系问题。从夫居的婚
姻形式决定了离婚时女方被逐出家门，并随着婚姻
的消亡，夫、妻及其双方姻亲的拟制血亲关系都不复
存在。除了妻在离异后不得与前夫之近亲为婚或通
奸的限制，以及任何男子不得娶宗亲已离异的的妻
妾为妻或发生奸情，否则会受到较凡人为重的刑罚
外，輥輶訛其他一概以凡人论。至于舅姑的赡养由男方家
族自己解决，一般不会存在太大争议。这里主要探讨
子女的归属与抚养以及相关的服制、恩萌和封赠问
题。
对于子女的归属和抚养问题，原则上以子女留
在夫家为主。由于古代婚姻的首要任务在于传宗接
代，儿子无疑归夫家抚养，这是不争的事实。正如
《诗·卫风》“河广”篇疏曰:“子承父之重，与祖为一
体。”父母离异后，儿子理应由父亲承担抚养义务，儿
子得从父姓，归入父宗。至于被出之母与子女的服
制、恩萌和封赠问题，一概以保全为原则。《仪礼·丧
服》曰：“‘出妻之子为母。’传曰：‘出妻之子为母期’。
《唐律疏议》疏曰：‘母子至亲，无绝道也’。”因此服制
上子女仍然为出母期服，“骨肉之亲，出于天性，自不
能以父母之仳离，而绝母子之性。”[15](P654)关于恩萌与
封赠，出母犯罪之刑事责任仍然得以因为子之恩荫
而获得减、赎等优待，一旦儿子获官，出母同样因子
有官品而获皇帝给予的封号。如唐律规定：“其妇人
犯夫及义绝者，得以子荫（虽出亦同）。……疏议曰：
“妇人犯夫及与夫家义绝，并夫在被出，并得以子荫
者，为母子无绝道故也。”[16]离婚而不绝母子之关系，
合于天理、人情。
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禁止丈夫任意休妻的
立法背景下，“七出”与其说给男方以出妻的便利，不
如说对男方休妻提出了严格限制，只有女方具备了
与家族生活息息相关的 7个过错，男子方可休妻，并
且 7个离婚理由在实践中的运用差异很大。其中，不
事舅姑是最普遍的出妻理由。由于婆婆占据主导地
輥輴訛如宋代有关“七出”、“三不去”的立法规定多沿袭唐代，即便“三不去”的例外情况亦相同，犯奸、恶疾不适用“三不去”。只是
在“恶疾”去妻的选择上有所变化，宋人车垓在《内外服制通释》卷 3“五福图说”记载：“户令：恶疾而夫不忍离异者，明听娶妾，
婚如妻礼。”元代则首次对适用“三不去”的例外情况做了删减，去掉恶疾，仅仅留下犯奸一种情形，并大大增强丈夫的处置
权。《元典章》卷一八，《户部四》，《婚姻·休弃》、卷四十五，《刑部七》以及《通制条格》卷四《户令》均有此记载。元代的做法为明
清所继承。具体到违犯“七出”而出妻者应受的刑事处罚，整体趋势在逐渐减轻，从唐代的徒刑一年半，到明清的杖刑一百，刑
事责任明显减轻。
輥輵訛唐代敦煌放妻书的诸多格式及其内容的分析，参见崔兰琴：《中国古代法上的和离》，《法学研究》2010 年第 5期。
輥輶訛如《唐律疏议·户婚》“同姓及外姻有服共为婚姻”条规定：“其被放出，或改适他人，即于前夫服义并绝，奸者，依律止是凡
奸；若其嫁娶，亦同凡奸之坐。又，称妾者，据原是袒免以上亲之妾而娶者，得减二等。若是前人之妻，今娶为妾，止依娶妻之
罪，不得以妾减之。如为前人之妾，今娶为妻，亦依娶妾之罪。”明清律典继承此条规定之时，进一步有所扩充：“凡娶同宗娶无
服之亲及无服亲之妻者，各杖一百。若娶缌麻亲之妻及舅甥妻，各杖六十、徒一年。小功以上（之妻），各以奸论。若（亲之妻）
曾被出，及已改嫁，而娶为妻妾者（无服之亲不与），各杖八十。若收父祖妾及伯叔母者（不问被出改嫁），各斩。若兄亡收嫂、弟
亡收弟妇者（不问被出改嫁，俱坐），各绞。”参见《大明律·户律》“娶亲属妻妾”条。 69
位，她往往以自己的主观标准进行判断，所以即便媳
妇努力侍奉，但如果婆婆不满意，也难免被出。这也
是“不事舅姑”多受诟病之处。輥輷訛实际上，在倡导顺母
弃妻之孝的主流婚姻观念中，家长的满意被置于夫
妻恩爱之上，故而婆婆的不满意就是媳妇最大的过
错。然而，在实际的婚姻生活当中，更多的子媳与理
想的要求相去甚远。特别是面对家庭矛盾的激化，当
从经济成本的角度考虑，去妻也并非解决问题的理
想办法时，有的父母会采用分家另过的方式化解争
端，而并不是以“不事舅姑”为理由迫使儿子出妻。輦輮訛
不仅如此，明智之士多会接受婆媳矛盾的事实。如清
代的戴翊清在治家格言中指出：“妇从他姓娶来，与
夫之父母兄弟本不相识，亦有世家女的父母教，一入
门便能孝翁姑、睦妯娌，然十不得一焉。所赖为丈夫
者当妇之初来，先以孝友之型示之，而后察其性情之
何如，而徐徐化导。”[17]“无子”去妻是另一个使用较
多的理由，因为它从根本上违背古代婚姻承继后世
的要求。既然香火无以为继，因此而出妻完全符合丈
夫家族的愿望，亦符合《孟子》所言的“不孝有三，无
后为大”的儒家理念。所以白居易才会批示：“承家不
嗣，礼许仳离。”[18]尽管如此，仍有开明之人认识到无
子非妻之过，“吾年四十，有子五人，恐子晚出，非妻
之过也”。輦輯訛至于嫉妒、淫佚、口舌、盗窃、恶疾等理
由，虽各有侧重，且偶有事例，但始终没有成为“七
出”的主流。輦輰訛
三、尊崇有功者和保障无助者：“三不去”中的妇
女利益维护
唐律中的“三不去”包括：“一经持舅姑之丧，二
娶时贱后贵，三有所受无所归。而出之者，杖一百。并
追还合。‘若犯恶疾及奸者，不用此律’，谓恶疾及奸，
虽有三不去亦在出限，故云‘不用此律’。”在顺序上
唐律采用何休之说，只是在用词上较何休的注释更
为简练。
“三不去”客观上保障有功、弱势和无助之妇。
就男方家族而言，“七出”也不是无限制的，他要
受到“三不去”的约束。“三不去”意在限制夫家的“七
出”行为，尊崇为舅姑守孝的有功之妇，保护富贵后
被弃的弱势之妇，保障归无去处的无助之妇。
由于礼是贯穿唐律的基本精神，结合礼经的注
解，“三不去”的旨意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完满履行孝道的妻子是有功者，理应得到
尊崇。“与更三年丧，不去”在于肯定子媳对舅姑所尽
的孝道，把她们视作对家族作出大贡献的人，尊崇有
功者，即“不忘恩”也。既然对子媳来说，对家族的责
任最大，所以成妇之礼往往重于成妻之礼，《礼记·昏
义》：“成妇礼，明妇顺，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责妇归
顺焉也。妇顺者，顺于舅姑，而后当于夫”。因此，婚礼
时见舅姑是必不可少的程序，“舅姑入于室，妇盥
馈”。舅姑不在，以奠菜之礼庙见，“若舅姑既没，则妇
入三月，乃奠菜”。[19]倘若新娘和新郎结合，却没有见
舅姑或庙见，这新妇就不能算作夫族的一员，“‘女未
庙见而死，则如之何？’孔子曰：‘不迁于祖，不祔于皇
姑。婿不杖，不菲，不次，归葬于女氏之党，示未成妇
也’。”[20]既然只有对舅姑行盥馈之礼相见或奠菜之
礼庙见才算成妇，如今子媳已经为公婆守孝三年，完
满履行了孝道。相应地，家庭就不能忘记妻子的恩情
而随便出妻，亦即妻子理应享受履行孝道而带给自
己不被休弃的权利。这是家庭上的权利，履行义务所
輥輷訛人们对《孔雀东南飞》的广泛传唱以及对陆游和唐婉凄别离异的千古同情，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仅凭婆婆的主观感受而判
断媳妇“不事舅姑”的做法，对媳妇是不公平的。这虽然不是唐代的典型事例，但其中反映的是一以贯之的问题。
輦輮訛唐代由于材料的稀少，无法了解实际不事舅姑的实际执行情况，但清代的材料也许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并非所有婆媳
不和的情形都以把儿媳休弃、赶回娘家告终。详见档案《刑科题本·婚姻奸情类》，大学士阿桂等，嘉庆元年·8·3，议政大臣阿
桂等，55·3·22，议政大臣喀宁阿等，51·7·27，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輦輯訛白居易《六贴》卷十七中载有：春秋时期的鲁国人商瞿，曾受易于孔子，劝告三十无子而欲出其妻的梁叔鱼说：“吾年四十，
有子五人，恐子晚出，非妻之过也”。
輦輰訛嫉妒之极之妇也未见出妻，典型的如房玄龄之妻。宋代刘餗的笔记小说集《隋唐嘉话》对此事进行了生动的记述：“梁公夫
人至妒，太宗将赐公美人，屡辞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年暮，帝亦有所优诏之意。夫人执
心不回。帝乃令谓之曰：“若宁不妒而生，宁妒而死？”曰：“妾宁妒而死。”乃遣酌卮酒与之，曰：“若然，可饮此酡。”一举便尽，
无所留难。帝曰：“我尚畏见，何况於玄龄！”70
应该享有的权利。传统中国没有明确的权利概念和
界限，所谓的权利是蕴含在义务中的，只要你尽了义
务，就会获得相应的权益。“人们没有权利概念，可是
人们有为了活在人和人的和谐中维持秩序之方法。”
[21]当子媳为公婆守丧 3 年后，她就成了多年的媳妇
熬成婆，由此享受家庭成员的尊重，并享有在教养孩
子和家庭内务上的决策权，从而获得心理满足感和
成就感。这实质上就是保障忠实履行家庭义务的妻
子一方的利益。这种维护妇女利益的制度设计可以
给辛勤劳作的女性一种希望，使她愿意且能够把为
家族的奉献化作一种自我的需要，从而使自身获得
安全感，最终使女性愿意服从这种制度安排。
其二，反对富贵弃妻，保障弱势者，倡导社会良
好道德。“前贫贱，后富贵”时抛弃糟糠之妻，则属于
“背德”，即有违社会道德。正所谓“贫贱之知不可忘，
糟糠之妻不下堂”，[22]由于夫家娶时贫贱，为了改善
生活条件，常常需要妻子照料家庭生活。妻子数月、
数年甚至数十年的节衣缩食，昼夜劳作，才能换来舅
姑的满意、孩子的健康成长、丈夫的仕途腾达。家庭
由穷而富、由贱而贵，生活蒸蒸日上，这一切则是以
妻子的辛苦操劳、身老色衰为代价换来的。生活安定
之时，丈夫极易休妻，如《诗经·谷风》所云：“将安将
乐，女转弃予。……将安将乐，弃予如遗。”为了防止
春风得意的丈夫喜新厌旧，跻身豪门的夫家嫌贫爱
富，趁机借“七出”的名义休妻，破坏夫妻之情，损坏
夫妇之义，使弱势且无辜的妻子受到损害，故而有
“贱取，贵不去，不背德也”。
其三，防止弃妇无以生存，保护无助者，体现
“仁道”精神。所谓“有所取，无所归，不去”体现的是
“忠恕”、“爱人”的“仁道”精神，重在维护社会的公平
正义。无论《礼记》的“有所取”还是《公羊传》何休所
言的“有所受”，其根本所在皆为有地方迎娶、接受妻
子，但现在妻子已经无娘家可以归去，成为社会的弱
者理应得到保护。当从夫居为婚姻的主要形式时，一
旦离婚，往往意味着妻子将会被丈夫赶出家门，即使
是身份显赫的贵族妇女也同样逃不过被出的可能，
贵族妇女被出称为“大归”、“来归”，輦輱訛也是被休回娘
家之意，在《左传》中多次提到出嫁女归来或大归，其
实都是指离婚女子回娘家居住。因此，“无所归”就是
指妻子没有来归的去处，而非嫁资、财物等无所归
还。何休认为此不去的原因在于“不穷穷也”，就是不
能使无家可归的妻子走到穷途末路。根据《尔雅》释
“穷”，此处的“穷”并非是没有钱的贫穷，而是走投无
路的意思。《论语》中“君子固穷”的“穷”也是穷途末
路、无路可走之意。如果“有所取，无所归”而休妻，将
无法保障弃妇最起码的生存需要，肯定有违“仁者爱
人”的精神。[23]
如果被休弃的无子之妇，确实存在“三不去”的
情形，一旦弃妇求助法律，保护自己的婚姻时，法官
则会严格按照法律进行判决。此以白居易的判词为
证：“得景娶妻三年，无子，舅姑将出之。诉云：归无所
从。承家不嗣，礼许仳离；去室无归，义难弃背。景将
崇继代，是用娶妻；百两有行，既启飞凤之兆；三年无
子，遂操别鹄之音。将去舅姑，终鲜亲族。虽配无生
育，诚合比于断弦；而归靡适从，庶可同于束蕴。困难
效于牧子，宜自哀于邓攸。无抑有辞，请从不去。”[18]
虽然白居易的判词不少是用来练习、学习使用，
未必就是真实发生的案例，但从判词中反映出来的
婚姻观念、离婚态度和法律信息，同样有助于了解
“三不去”的适用。此案中的得景之妻三年无子，公婆
就要休弃子媳。由于娘家无人，子媳以“三不去”中的
“归无所从”诉诸官府。虽然无子不能承嗣，离异符合
礼制的精神，但由于得景之妻“去室无归，义难弃
背”，白居易最后还是依照法律规定判决：“无抑有
辞，请从不去”，支持了女方的诉讼请求，维持婚姻，
保护女方的利益。
由此可见，“三不去”为“七出”提出限制，充分考
虑到妻子为家庭所做的贡献，防止丈夫忘恩负义，或
致使家亡人散的妻子无所归去，限制夫家的任意弃
妻。它通过限制夫家出妻，保障婚姻中有功者、无过
輦輱訛《穀梁传·隐公二年》说：“礼，妇人谓嫁曰归，反曰来归，从人者也。”据《春秋》经文所载：文公十五年“子叔姬来归”，宣公十
六年“郯伯姬来归”，成公五年“杞叔姬来归”，均为被出而遣回娘家，此仅就鲁女而言。对于他国姊妹被出，则仅称“归”或“大
归”，即是归而不返之谓。如《左传·文公十八年》：“夫人姜氏归于齐，大归也。”姜氏为鲁文公夫人，其子被杀，不得不大归，故
又称作“出姜”。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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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弱势者的女性群体，从而维护整个社会的伦理
大义，重在道德保障。[24](P171)后世律学家薛允升有论：
“三不去者，情之不得不留，总以全夫妇之论也。”[25]
尽管有学者认为此“情”字，“自非感情，实指情理而
言”，[26](P26)实质上都不影响“三不去”的作用，即对“七
出”进行伦理限制，维护婚姻稳定。
四、余论
唐律在制止男性任意出妻的前提下，把“七出”
视为夫家选择离婚的条件，同时用“三不去”约束“七
出”，客观上维护了妇女的婚姻稳定性。由于唐以降
出妻的限制不断增强，诸如同情被出之妇，强化离婚
耻辱感，輦輲訛经济窘迫避免出妻，重视夫妻关系，“性别
在中华帝国后期的社会结构中和其他任何社会一
样，是一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核心的社会纽带是夫妻
关系，理想地表现为一种积极的合伙人关系”。[27](P288)
这些社会因素日益消减了“七出”在婚姻生活中的使
用。尽管“七出”作为离婚制度而被明清的立法者所
继承和强调，但在实践中却较少觅到，如陈鹏先生断
言：“盖明清以降，俗忌离婚，宁忍淫秽，不敢轻言出
妻，七出之文，虚设而已。”[15](P621)王跃生通过大量婚
姻家庭个案的研究亦认为：在清代中期，丈夫被赋予
的“七出”之权并没有被其广泛利用。或者说，大部分
符合“七出”过失或缺陷的妻子并没有被丈夫逐回娘
家。具体来讲，除通奸个案中有明确的休妻行为外，
其他“七出”条文的落实是很稀见的。[28](P125)滋贺秀三
亦认为：“七出”“实际上不过是作为某种程度上不自
觉地被历代传说的惯用语，并没有考虑所有 7个离
婚理由的真正价值。除去淫佚、不事舅姑两条，其他
的实际上几乎不成其为问题。”[29](P29)因此，立足妇女
利益维护的视域检视“七出”之制，并非为“七出”、
“三不去”唱赞歌，笔者希冀可以为“七出”提供一个
比较全面、客观的认识角度，了解尊卑有别的传统社
会中维护妇女婚姻的制度及其理念，以便为保护弱
势配偶的利益、维护婚姻的稳定，特别是克服现行婚
姻制度的诸多问题提供历史借鉴和制度启迪。
（下转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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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我的文化表征，身体历经了从物质性实
体到实践性指向不断渐进发展的过程。在西方传统
哲学中, 身 - 心分离的二元论使得个体对自我身份
的认识与确证，不是通过身体这一实体作为观照对
象而是通过“祛身体”（decorporealize）的思想或意识
予以实现的。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
浮沉不定，以解构与颠覆为旨趣的后结构主义聚焦
于学术界一度搁置与遗忘的“身体”。特别是随着话
语权力分析、符号学以及精神分析三者的合力运作，
身体俨然成为话语和权力体制铭刻自身于其上的场
所，刻画了社会、权力、文化运作的轨迹，成为群体、
个人竞相表达和叙事的“文本”（text）。换言之，每一
种社会的身体理论与管理学说，都有各自的依据；并
通过纪律限制“内在的”身体，进而在社会空间中再
现“外在的”身体，成为社会及文化建构的产物。[1]
(PP56-59)
循此研究路径，笔者拟以湘中地区隆回县虎形
山瑶族自治乡的花瑶服饰与女性身体渊源为原点，
通过花瑶女性的个体身体意象、生命仪式、身体认同
3 个层面解构女性挑花服饰、个人身份与族群记忆
的关联性，展现挑花服饰对于花瑶人意义生产的载
体价值，为名录体系下习俗化手工艺保护与传承提
供社会情境生存的依据。
花瑶，主要分布于湘中地区白马山一带的高寒
作者简介：谢菲（1973-），女，广西旅游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民族文化与文化遗产保护。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南岭走廊瑶族传统社区文化环境保护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3CMZ035）的阶
段性成果。
从意象到实践：“花”瑶女性挑花服饰及其身体话语 *
谢 菲
（广西旅游科学研究所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广西 桂林 541006）
关键词：花瑶女性；挑花服饰；身体；实践意涵；依据
摘 要：作为文化的身体表征，服饰制作及其穿着具有多重话语。花瑶女性挑花服饰与身体的互构，通过身体意象、服饰制
作和交换及其身体装饰和认同赋予了族群身份与社会记忆的实践意涵，展现了挑花服饰对于花瑶人意义生产的载体价值，为名
录体系下习俗化手工艺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事实与价值依据。
中图分类号：D442.7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14）04-0073-07
XIE Fei
(Institute of Tourism in Guangxi and College of Tourism in Guilin, Guilin 541006, Guangxi Province, China)
women of Hua Yao, cross-stitch clothing, body, meaning of practice, basis
As physical expression of culture, clothing and ways it is dressed have multiple meanings. The matching of the cross-stitch
clothing of Hua Yao women with their bodies through their physical image, the making and exchange of the clothing, and the decora-
tion on their bodies and acceptance provides women the ethnic identity and meaningful realization of their memory. This shows how
valuable the cross-stitch clothing is to Hua Yao people. It also shows the significance of protecting and preserving such customary
handicraft in the liste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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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人口约 8000 余人，因该族女性擅长挑花，且服
饰色彩斑斓、艳丽无比而得名。其中本文的调查
点——隆回县虎形山瑶族自治乡是花瑶人口最为集
中的地区。因世代居住在深山老林中，花瑶妇女服饰
皆为手工制作。在花瑶，挑花不仅贯穿于女性生命历
程中，成为一生必修的手工技艺，且至今仍活跃于
“讨念拜”、“讨僚皈”等传统民族节日中，以身体装饰
的方式叙写了象征性的群体认同边界和个人叙事策
略。2006 年，花瑶挑花以鲜明的民族性、厚重的历史
感与持续的认同感，历经价值评估和社会命名程序，
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了从自在状
态到自觉状态的文化蜕变。
一、“花”：花瑶女性的身体意象
自古以来，花与女性同体的生命哲学观念源自
女性身体与花生命周期的诸多类同，于是以花作为
命名的方式便成为了女性的专利，如梅、兰、菊、莲、
桂、芝、芙、蕙等。
在花瑶，“花”与女性同样有着不解之缘。初次上
虎形山，从部分花瑶女性的名字中，便能感受到“花”
的意象，“春花”、“否花”、“英花”、“迎花”、“桃花”、
“荷花”、“雀花”、“金花”、“银花”、“祥花”等众多女性
名字与花连缀在一起，繁“花”锦簇。细究下来，花瑶
女性以花命名并不具有普遍性，具有年龄层级化的
特点。如一般年届 70 岁左右的女性，大部分以夫家
姓与自家姓并置取名，如杨刘氏；部分只有本姓，没
有名字，唯以辈分称呼，如奉四姑、沈七姑；而年龄
50 岁至 60 岁的花瑶女性，大多以本家姓辅以“妹”
字为名，如“沈六妹”、“杨柳妹”、“刘姿妹”，等等；至
于二三十岁左右的女性，皆以“花”为名，如“奉梨
花”、“刘金花”、“杨银花”，等等。
在花瑶，除了以“花”命名的方式与部分花瑶女
性发生关联外，“花贝包”和挑花分别为女性结婚的
象征之物和相伴一生的劳动技艺，如影随行。
论及“花贝包”，实为当地优秀而能干（当地人称
“命好”）的花瑶女性，运用红、黄、绿三色丝线编织而
成的绒球，数目达 12、18、22、24 之多，是花瑶社会
“交贝包”仪式上重要的交换信物。据当地人介绍，每
逢花瑶姑娘订婚当日，男方媒人都会手持一把红伞
到女家，进入堂屋后即把伞竖放在神龛上，然后落座
饮酒。如果姑娘家满意这门婚事，便自行取下伞，把
事先准备好的“花贝包”挂在伞骨架上，并放置于原
处。媒人饮酒完毕后，则取回放在神龛上的伞。待返
至男方家时，方可将油纸伞打开。如伞内挂有“花贝
包”则表明女方已经同意这门婚事。如若不然，则表
明拒绝之意。这一过程，花瑶人称之为“交贝包”。“花
贝包”是婚姻的明证，由男方母亲代为保管，待女子
过世后才由后辈随衣物烧毁。如遇中途离婚，女方需
取回“花贝包”，婚姻关系即宣告结束。因此，“花贝
包”具有见证与维系女性婚姻的效用，被夫家小心翼
翼地收藏。
在花瑶，“花”不仅是部分花瑶女性姓名的组成
部分，更是以“花贝包”的形式隐喻女性婚姻。如果说
在花瑶社会，当地人以“花”的命名与“花贝包”分别
指喻花瑶妇女的物质身体和社会身体，而挑花是贯
穿花瑶女性一生的身体实践，通过能动性的身体实
践与装饰——制作、展演与叙述——刻写个人叙事、
集体化社会记忆、彰显族群身份。
二、花瑶女性服饰制作、身体装饰及其交换
（一）女性挑花服饰制作的周期化
“远看颜色近看花”。在空间距离感知与可视程
度上而言，颜色和图案是花瑶挑花服饰的两大显性
构成要素。在挑花服饰中，“花”隐喻了两个方面的指
向：其一，颜色种类繁多，视觉上具有“花”的印象。其
二，服饰构图丰富多样。其中，挑花裙由于技艺复杂、
图样丰富，较好地诠释了以上“花”的意象，堪称挑花
服饰的精品。
所谓挑花裙子，实为以 100 厘米长、50-60 厘米
宽的黑青布为底，用白色纱线挑横、竖与交叉线路，
以构成花纹、几何纹和飞禽走兽图像的筒裙。其针法
运用与时下流行的十字绣十分相似。有人曾统计过，
一件成形的挑花裙大概需挑绣 25 万针，熟手历时 3
个多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其精细和复杂程度可见一
斑。
若以花瑶女性生命周期计算，挑花技艺嵌入日
常生活实践中，成为形塑花瑶女性身份的必修技艺。
一般而言，女孩长至五六岁时，便在母亲、祖母或者
外祖母等至亲亲属的悉心教导下开始学习挑花与刺
绣，时至十四五岁着手准备自己的嫁妆。进入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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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她们开始张罗挑花寿衣。毫不夸张地说，花瑶妇
女将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与精力花费在挑花与刺绣
上。不管是干家务活、田间农活还是上山放牛砍柴，
妇女们都习惯用一块一尺见方的红色花布将挑花针
线和布裹成一个小包系在腰上，随身携带，一有空便
坐下来挑花与刺绣。
倘若以花瑶妇女一年的劳作生产周期为观察
点，基本上可梳理出花瑶妇女挑花的时间分布。（见
表 1）
尽管由于家庭种植经济作物的个体差异，劳作
内容略有不同，但大体上反映了整个花瑶山区妇女
劳作和农闲时间的有机分配：由于高寒山区的居住
环境，劳作时间集中在每年农历三月至十一月，其他
时间用于挑花，占全年劳动时间的 1/4。近年来，由
于花瑶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和转型，种植金银花成
为当地家庭收入的主要经济来源。自然，花瑶妇女投
身于金银花日常护理的时间增多，但为了尊崇婚礼
礼物交换、丧葬入殓仪式的习俗，她们仍旧利用近 3
个月的时间于挑花细作上。在花瑶社会，挑花与个人
未来生命仪式的有机接续已经衍变成族群社会的约
定俗成，为花瑶女子一如既往地坚守与操持（prac-
tice）。
有人曾计算过，花瑶女子一生大约平均制作二
三十条挑花裙子。这些挑花裙一般都会锁在一口“女
儿箱”（长约 80 厘米、高 60 至 70 厘米、宽 50 厘米）
里。在花瑶社会，“女儿箱”为花瑶女子独有的伴生之
物。一般男子不能轻易打开箱子，即便是兄弟、丈夫
亦不能随意翻看，唯有她一人掌握钥匙。如遇女性聚
会，她们都会毫不吝惜地打开“女儿箱”，自由展示和
交流。
在物的社会记忆中，知识与历史、生态和社会文
化背景相关联，离不开个人的生活历史和选择性记
录。[2](P100)在经年累月的日常生产生活中，花瑶女性透
过挑花衣物这一日常叙事体和时间的积累，获得了
时空流转过程中人物一体的叙述认同（ipseidenti-
ty），以呈现与挑花相关的技艺知识以及情境，维持
社会、家庭以及个人的关联性。俨然，挑花服饰充当
了花瑶妇女社会生活的记忆载体，自然地唤起个人
服饰制作过程以及情境，选择性地重复与强调族群
历史与个人生活历史杂糅的社会记忆。
作为花瑶女性身体技术的必然要求，挑花技艺
自然贯穿于女性生命历程中，镶嵌于个人身体结构
中，一代代耳濡目染，传承延续。在花瑶，个体挑花技
艺的习得最初来源于亲缘性传承，并伴随个人社会
交往而逐步扩大，遂形成以亲缘与地缘关系并存的
技艺交流圈，如“讨僚皈”与“讨念拜”等民族节日以
及人生礼仪等重要仪式场合，不啻为花瑶女子交流、
展示技艺的平台。如同绞合的两股纽带，地缘与亲缘
传承力量的互渗，使得挑花技艺有机地整合了以个
人为核心的亲属关系谱系，型构了流动的族群社会
结构，并演变为建构社会生活中自我根性的现实表
征，在个人生命礼仪、民族节日等重要仪式和场景
中，予以生产、展演与复述。
（二）婚丧仪式女性身体装饰的结构化
倘若挑花技艺的习得与实践内化了花瑶女性身
体的社会构成，那么挑花服饰的身体装饰便直白了
花瑶的人生观、社会观与世界观，构成了社会身体仪
式的关键节点，牵引着女性生命仪式的时间进程。
1.婚礼女性装饰：繁盛
在花瑶，新娘盛装是婚礼仪式上男家送给女方
的一套穿着讲究、图案精美、颜色艳丽的服饰，其制
式、花样与穿着的繁复是普通服饰难以企及的。
较日常生活服饰的简单、随意，新娘装上衣的穿
着既标准又繁复：从里至外依次为白色、红色与绿色
表 1 花瑶妇女劳作生产周期
资料来源：根据 2010 年 7 月花瑶妇女的访谈内容整理
而成。
劳动周期（农历） 主要劳作内容
三、四月 播种（插田、种土豆、玉米、红薯）、护理金银花（插枝、打药）；
五、六、七月 换工采摘金银花、搭棚晾晒
，参加民族
节日；
八、九月 收割晚稻、挖地瓜、土豆；
十月、十一月 砍柴，储备过冬的燃料；偶尔挑花。
十二月、正月、二月
农闲时节，也是花瑶人参加婚礼比较
密集的时段；
围坐在火桶边挑花或刺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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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访谈对象：SDH，时间：2011 年 3月，地点：虎形山村。
②访谈对象：FXK，时间：2011 年 9 月，地点：大托村。
缎子衣服，下着挑花裙，并添加了头帕和甩须等装
饰。特别是挑花裙针法精密、线条平整，构图精巧且
具有选择性，非一般挑花裙所及。在当地，流传着“嫁
郎要嫁十七八，挑花要挑打纸花”的说法。它确立了
打纸花图案的最高等级，仅出现在新娘装束中，其他
还包括喜庆花、贡该和当魅、干杯约（花瑶语谐音）等
较为古式的花样。在制式上，与日常挑花裙相迥异的
是前褡由完整的黑色布料缝制而成，严禁截断拼结，
取婚姻生活完满之意。因此，参加婚礼的宾客仅凭挑
花裙花色和图样的复杂与精美程度，大抵可以判断
婚礼的主角。与此同时，新娘盛装是仅限于花瑶女性
结婚当天穿戴的衣裙与饰物。礼毕后，新娘便将这套
服饰压于“女儿箱”中，禁止穿戴或借予他人。唯有终
老后由后辈为其重新穿戴，以便返回祖先所在地。
与此同时，参加婚礼的女性宾客统一换上艳丽
而隆重的节日盛装。即便在夏季遇上类似的喜庆场
合，花瑶女子也不得不避穿夏季常穿的白色短装，改
穿其他颜色的长衫，以示避讳。
2.丧葬礼女性装束：“繁复”与“低调”
与男性服装趋于汉化不同，花瑶女性服饰较为
完整地保留了族群服饰的特征，特别是入殓时更为
繁琐和讲究。
在花瑶，死后顺利重回祖先之地是花瑶人最圆
满的人生归宿，而女性独特的外在装束便是祖先辨
识的主要依据。入殓时，花头帕、上装、挑花裙、腰带、
绑腿、船形的挑花鞋等服饰，逐一穿戴整齐，一件不
缺。即便现代性与商品化不时改写花瑶服饰现实生
活的穿着方式与内容，但死后“原装”归根的习俗却
顽强支撑着花瑶妇女一如既往地保留制作并身穿本
民族服饰的习性，特别是年届 50 岁以上的妇女。“我
们已经是活了半世的人，和祖宗相见的日子越来越
近了。不早点穿我们本民族的服装，以后到了阴间，
不好向祖宗交待。”①
在入殓过程中，作为身体符号化的控制手段，女
性死者的装饰包含了一系列操控化的身体技术。在
制式上，入殓死者所穿挑花裙的前褡一反平常拼接
而成的习惯，由整块布料裁制而成，且外衣穿着秩序
依次为白色、红色、黑色、蓝色、绿色的长衫，禁穿白
色短衫，以免来世中途夭折、子嗣命短之虞；数量上，
包括盛装在内，女性死者穿戴的衣裙累积成单数；此
外，入殓衣物除了新娘装为婚礼仪式所穿外，其他一
律为新添置的衣物，且在穿着之前，所有衣物都逐一
用杆称称过。“在花瑶，瑶族妇女的所有衣物都是自
己缝制。缝制时，有的正好碰上经期、坐月子或者怀
小孩，按照我们当地人的说法是身体不干净。一旦死
人穿上这些不干净的衣物，负担过重，难以渡过奈何
桥。”②
换言之，通过“称”这一行为使附着在衣物上的
无形污秽之物得以驱除，以便死者毫无负重，轻松回
到祖先之地。以上女性死者身体装饰的操控，除了衣
物装饰由非信期的女性承担外，称衣物（祛污拔疫）
皆由死者家中的男性子嗣完成。
除了对女性死者的身体操控外，还涉及对至亲
女性未来 3年服饰装扮的身体约束。在这 3年中，其
女儿和儿媳的衣饰一改日常挑花服饰色彩斑斓的装
扮，全部调换成白色，如帽子用白色毛线饰坠；挑花
裙子前褡由原来黑布为底并用五颜六色毛线挑制而
成的图案转换成白布做底仅用白色毛线覆盖而成的
样式。这种身体嵌入方式往往通过观察和比较花瑶
妇女衣服的颜色与装饰便能知晓。
简言之，在丧葬仪式中，花瑶女性死者装束的隆
重与生前服饰的简单，死者亲属服饰的素朴、低调与
日常生活服饰的艳丽、明快形成鲜明的反差与对比。
这种分化与区别蕴含了在世者对死者的尊重、纪念
与追思以及死者人生圆满等多重意涵。无疑，作为社
会角色转换的征兆，女性挑花服饰的制式、颜色、图
案被赋予了特殊意义与内涵，组织并牵引仪式的进
程与结构，在仪式空间予以高度形式化与格式化，成
为人生礼仪活动中不可或缺的指示物。
（三）挑花服饰交换的不可异化
作为礼物交换的衍射形式，婚姻礼物交换反映
了特定社会物品按照特定流动方向交换的法则，而
这一法则深刻地揭示了物与人的渊源以及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与整个社会道德。在花瑶，作为聘礼交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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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花服饰，特别是挑花裙，其制作与装饰的女性生命
周期化与结构化，凝结为花瑶女性身体不可异化的
构成要件，主导了花瑶社会人际交往的日常秩序与
流向。
在汉瑶混居的虎形山地区，挑花裙是结婚仪式
中男家赠送给女方的一份重要的结亲礼物，数目达
８条以上，且大多由男方母亲和姊妹预备。即便汉
族女性与花瑶男子结合，赠送挑花裙也不例外。
在花瑶，普通妇女制作挑花裙大约花费 3个月
左右的时间。除去日常劳作，准备挑花裙大约需要
4-5 年的时间。对于男性子嗣较多的家庭而言，如若
按照挑花劳动量计算，预备挑花裙可不是一件轻松
的活计。为了分担家庭的经济负担，姊妹们都会预备
一套挑花裙作为兄弟结婚的礼物。即便已出嫁的姊
妹也会在婆家赠送的聘礼中挑选一套花色上佳的挑
花裙作为礼物相赠。
由于制作挑花裙花费的时间与精力不是普通日
常体力劳动所能转换的，加之挑花衣裙在花瑶社会
生产与消费中的直接统一，使之成为“非陌生人之间
交换不可异化”[3](P145)的礼物，赋予了挑花裙人格化的
品质，仅限于核心家庭亲属关系主体之间的交换，即
核心家庭中兄弟姊妹之间的礼尚往来。即便是平素
的好姐妹或知心朋友，用挑花衣裙作为礼物交换的
现象也是极为罕见的。按照当地人的说法：“挑花衣
裙太珍贵了，还不了这个情。”在某种程度上，挑花衣
裙能否作为馈赠礼物反映了直系亲属关系与非直系
或拟亲属关系的界线。界线的移动取决于赠与人与
挑花衣裙制作者“亲属关系距离”的远近。即便花瑶
人结婚临时缺一套挑花衣物，朋友也只能通过买卖
或以“借”的形式消解或弥补两者非亲属关系的距
离。过后，借物者必会在短时间内回赠给对方大体上
同等交易价值的挑花裙。需要补充的是，由于花瑶婚
姻交换圈以姓氏交换为主要特点，因而这种亲属关
系一般以本家的直系亲属关系为基点，逐步扩大到
交换姓氏，如奉、杨、刘、沈、步、回等范围。
由于礼物与交换者所形成的相互关系，包括了
义务和物的不可分割性，以及所形成的给予、互惠和
社会关系。[4](P24)在关系理性占主导的花瑶社会，婚姻
仪式中用于交换的挑花裙，明晰地划分了作为“礼
物”与“商品”的物两者之间的界限：礼物仅限于核心
家庭的直系亲属内，并逐渐扩散至交换姓氏范围。随
着亲属关系距离的延伸，挑花裙以钱物交易或物物
交换的形式，顺利地实现了从礼物向商品的过渡。
三、花瑶女性身体装饰的群体认同
在特定活动中，作为自我认识和自我定义的一
种形式，手工制品是多元化、精致的和被挪用、被雇
佣的。[5](P507)这种认识与定义不仅通过花瑶女性手工
制品——挑花服饰及其装饰，与族群历史性话语相
联系，更是在花瑶男性服饰逐渐汉化的趋势下，成为
凸显和强化自我存在感的社会依据，在旅游和政治
场景中被雇佣和挪用。
在虎形山瑶族自治乡，当地一直盛传着这样一
段族群苦难史：天禧元年，吾族又被赵鲁二督统造
反，围战古。七月初二，追剿不放，逼吾族逃命，各散
五方，快者远之，慢者到鹅颈大五黄瓜、白瓜棚下，躲
藏途中，怀胎妇女受惊，个个血淋生子，追兵见之，寒
情凛凛，啼哭惊天。蒙军官丢插令旗，赦留此处，不准
斩杀，幸免于难。当天集会誓愿，过此日方可食黄瓜、
白瓜，永传后代，违者子孙不昌……。[6](P8)
历史上，花瑶人在反抗外族压迫的过程中，黄瓜
与白瓜偶然充当了挽救族群的角色，被奉为族群的
庇佑神，严禁在特定日期进食。即便是以自然生命之
物作为审美对象的挑花技艺，由于黄瓜、白瓜与花瑶
族群的特殊关系，被严禁作为挑花图样。加之，因黛
蓝色与黄瓜、白瓜外表颜色接近，遂形成了花瑶女子
选择黛蓝色作为冬季上衣统一颜色的规约。[7](P53)这
种对族群苦难历史的身体摹写和记忆，生动地转化
为身体装饰的习惯，表达和维持族群集体记忆，以保
持连贯自我的认同感。
这种习惯对于自我认同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作为个体动作系统连续性的结果，自我认同在个体
的反思活动中需要可以保持维系作用的某种东西，
稳定的惯例恰恰就起着这样的作用。”[8](P67)作为维系
自我和族群关系的纽带，穿着挑花服饰已成为花瑶
妇女生活的惯例，自觉地坚守和维持。一旦这种惯例
被情境空间下的偶然性事件打破便会引发个体的反
思与争辩，以维护自我认同的稳固性。“1997 年，花
瑶所在的隆回县为庆祝邵阳建城2500 年，排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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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访谈对象：THH，时间：2010 年 7月，地点：崇木凼村古树林。
100 人参加的大型舞蹈《魏源家乡的瑶族阿妹走过
来》。虎形山瑶族乡的干部群众在现场或电视上看过
后，认为演员穿的不是花瑶服装，加之聘请的演员没
有一个是瑶族，自认为侮辱、丑化了花瑶人的人格，
造成了当地花瑶群众集体上访、强烈要求纠正的事
件。”[9](PP115-116)
在庆祝仪式中，由于地方政府擅自对花瑶族群
的身体装饰随意修改，引发了花瑶人对自我存在的
争辩与诉求。显然，在现代社会，身体不仅是互动、占
用与再占用场所，而且还是自我认同的携带者，直接
参与了自我的建构过程。
与此同时，这种身体的改变却又是个人无法抗
拒的，其改变发生的方式和人的社会行动及其所身
处的更大的社会结构密切相关。[10](P19)2006 年，花瑶
挑花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获得
了“一种受到社会认可的，能够生产、再生产和长期
积累的荣誉、声名、精神、特殊性或神圣性等以符号
化方式存在的稀缺性资源”。[11](PP22-23)这种资源的无形
性与象征性为花瑶附丽了政治、经济与权力多种价
值，成为地方政府打造旅游景观可资利用的资本。
2009 年，随着虎形山 -花瑶文化被评为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表演展示无疑成为营造花瑶文化旅游景观
氛围最直接的途径。如 2010 年 7 月，地方政府依托
当地金银花产业，举办中国湖南（首届）金银花节。为
了营造花瑶民族文化的气氛，虎形乡政府号召分散
居住的 100 多名花瑶妇女身着统一的节日盛装，以
游览古树林、观摩花瑶挑花、游对歌林和举行篝火晚
会的方式，集中展示花瑶待客礼仪、婚俗文化和日常
娱乐等民俗风情文化。除了地方政府打造的节日文
化展示外，花瑶挑花依托民族节日——讨念拜、讨僚
皈，分别于 2005 年、2008 年、2009 年、2011 年，在崇
木凼的花瑶古寨举办了 3届花瑶挑花大赛和湖南省
首届瑶族风采服饰大赛，吸引了全乡近 200 名花瑶
妇女参加挑花饰物的制作与评选。由于民族节日不
仅是花瑶人的盛事，也正值虎形山——花瑶风景区
的旅游旺季。届时，身体不仅仅是一种“实体”，而且
被体验为应对外在情境和事件的实践模式。[12](P62)在
旅游情境中，这种身体及其装饰惯习的实践在地方
谋取经济发展的规训中，再次被高度密集化展演和
磨砺，以强化族群历史技艺与女性个人记忆两者的
身体关联。与此同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
指导下，花瑶妇女挑花服饰展示或技艺竞赛，并行不
悖地与群体自觉传承挑花技艺、维护其连续性的社
会期待相吻合，从而得以源源不断地展演与生产。
花瑶女性作为主动、积极的身体，依靠时空为其
进行具体定位，并根据对象、场合的不同呈现出不同
的表现形式，直接参与到建构自我的原则之中，从而
成为自我的政治代言人。在每年的省市人大、政协代
表会上，身着艳丽服饰的花瑶女性颇为抢眼，成为族
群表达政治意愿的焦点。这一现象并不鲜见，在虎形
山自治乡历年省、市人大和政协代表的名单上，都是
清一色的女性代表。乡长 THH如是解释：花瑶男性
服装都已经同化了，只有女性服装传承比较完好。为
了突出我们花瑶人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所以有意
识地选择女性作为花瑶代表。③
在调查期间，每逢上级领导视察工作或者乡政
府举办重大活动，这位 70 后的女乡长总以民族服装
示人，以强调瑶族身份。
概言之，对于人口较少的花瑶族群而言，在现代
性浸润以及汉瑶混居日渐汉化的社会现实下，族群
历史符号的身体书写、族群服饰的集体纠正以及旅
游与政治场景中族群身体装饰的凸显等诸多身体感
知与回应活动，对保持自我、延续社会记忆具有互证
互疏的实践意义。
四、结语
身体不是一个与历史无关的生物学的假设，不
是一个与文化无关的客体，而是在特定文化中、特定
方式下表现和运用的客体；也是政治经济、文化艺术
以及各种权力形式争夺的场所和焦点。[13](P53)从花瑶
女性以“花”命名和身体指代的意象到服饰制作、生
命仪式的身体装饰以及不同情境下身体装饰的认同
实践，女性身体自由地游离于表达自我和他者征用
之间，较为完整地展现了花瑶族群历史与现实、个体
与社会等全景式的社会话语图景，为花瑶挑花等诸
多习俗化手工艺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其社会生存事
实依据和价值支撑的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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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透过挑花技艺以及服饰等无形与有形文
化形态价值理念与取向的解构，深刻地反映了在特
定文化时空中，花瑶挑花女性主体以身体装饰符号
的叙述方式表达自我与他者、族群历史与社会现实
等一系列感知的价值判断和意义阐释。在这一过程
中，花瑶挑花服饰与身体话语的互构呈现出作为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挑花技艺与花瑶人生活的共生关
系，以及由此所衍生的花瑶人对表征自我的挑花服
饰穿着的自觉性。因此，在现代性发展过程中，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在于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意义互
动，唯有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于人的符号意义生
产的载体价值，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们生活之
间的“共生性”的文化意义，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社会性参与”机制，才能真正实现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存续与发展。[14](P23)
（上接第 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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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玩具与性别社会化
女性主义在学术上的一大贡献是深刻地揭示了
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差异。简单来说，性别是由人体的
第一性征和第二性征来确定的，而社会性别则是在
特定的社会文化影响下，在性别差异的基础上衍生
出来的对于男性和女性的一系列规范。大量发展心
理学的研究成果显示，个体甚至从胎儿时期就开始
获得社会性别标签，并且他们将在这一性别标签之
下被逐渐抚养长大。几位美国学者在一所购物中心
发现，在 48 位 1 岁之内的婴儿中，75%的女婴穿着
为粉红色，而 79%的男婴穿着为蓝色，陌生人仅通
过观察来猜测婴儿性别的准确率高达 87.5%。[1]
(PP955-964) 而在著名的“婴儿 X”研究中，研究人员让成
人和一个穿着黄色连体衣的 3个月大的婴儿互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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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玩具在儿童的性别社会化过程中有着重要影响，但这是一个未得到足够关注的领域。研究聚焦于乐高积木展开个
案分析。选择乐高，是基于这一品牌的世界性影响、品牌产地丹麦对性别平等的一贯重视以及积木性别化的不确定性。研究发
现，乐高积木是一个性别隔离鲜明的世界。在乐高建构的边缘化的女孩世界中，女性空间偏向于私人消费领域，女性的身体意象
呈现出刻板的性别气质，女性也更多地被赋予传统性别角色。要消解玩具世界的性别主义，需要提高社会的性别意识，有组织的
社会行动更为有效，并且需要以积极的本土行动来取代对“搭便车”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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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gender-based segregation, children, toy, building bricks
Toy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ldren's socialization of gender identity, but they have not received enough scholarly atten-
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Lego building bricks. Selecting Lego for the case study is due to its worldwide influence. It is also because
Denmark, Lego's country-of-origin, has paid attention to gender equality and gender ambiguity represented by Lego building bricks. My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a world clearly segregated based on gender with Lego building bricks. In this world, marginalized girls
are more inclined to stay in private sphere, their body images embody stereotypical femininity, and their roles are rather traditional. In
order to fight against sexism in the toy world, this study calls for increased gender consciousness, organized social activities, and active
local movements to replace free-riding passive accep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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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成人被告知婴儿是男孩、女孩或是性别不知，
结果发现，如果得知是女婴，成人会更多地选择乖巧
类型的玩具，更多地与她们进行言语交流，而如果是
男婴，成人会选择强调力量和速度的玩具，与婴儿的
语言交流会较少。[2](PP103-109)
与很多儿童用品类似，玩具往往采用性别刻板
成见分为男孩玩具和女孩玩具。堪佩尼（C. Estelle
Campenni）开列了在美国最为普遍的 206 种玩具请
成人进行评估，结果发现，被认为适合女孩的玩具都
与家务劳动、抚养孩子和化妆美容相关，而适合男孩
的玩具多为运动器材、交通工具和动作人仔一类的。
[3](PP121-38)研究还发现，父母一般都鼓励孩子选择了与
自己性别相一致的玩具，[4](PP385-406) 而孩子早在 18 个
月左右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懂得这一社会规范。[5]
(PP1493-1503)更令人不安的发现是，儿童甚至会采用比父
母更保守的性别图景（gender schema）来选择玩具。
例如，南希·弗里曼（Nancy K. Freeman）在研究中发
现，尽管很多父母在调查中表现出对于跨性别玩具
的宽容和接纳，但是他们的孩子还是更保守地选择
了与自己性别相一致的玩具。弗里曼提出，一种可能
的原因是孩子不太容易识别社会性别的复杂性而往
往采用简单的男女二元对立的区分方法；另一种可
能性是，父母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性别成
见的坚守情况要比他们自觉到的程度高，而孩子们
读到了父母内心的真实想法从而作出顺从父母意愿
的选择。[6](P363)
玩具性别化现象对于儿童的成长有着重要影
响，它容易使得儿童日后沿着陈旧的性别气质所规
定的路径发展。对此负面影响的一种较为普遍的阐
释是假想游戏理论（imaginative play），认为性别化的
玩具使得孩子们在角色扮演游戏中也往往被束缚于
传统的性别角色之内，进而影响他们在成人之后作
出类似的选择。例如，芭比娃娃让很多女孩的假想游
戏都是围绕家庭生活、时装秀、约会、舞会、婚礼等等
而进行，使得女孩子在儿童时期一遍遍模拟并进而
内化传统女性角色。[7](PP39-51)另一种关于性别化玩具
影响儿童成长的阐释是，不同玩具激发和培养孩子
在不同领域的能力，如果在小时候常常玩某一类型
的玩具，孩子在有些方面的能力和自信心也必然得
到发展和提高，这样他们成人之后就很可能顺势进
入相关领域并取得突出成绩。[8](PP70-76) 根据这一理论
可以推演，经常玩过家家的女孩子未来更有可能成
为一名娴熟的家庭主妇，而经常玩太空飞船的男孩
子则更有可能日后成为工程师、科学家等。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很多父母习惯于根据孩子
的性别来购买玩具，但是，兄弟姐妹的相处给孩子提
供了很多接触跨性别玩具的机会，而独生子女受到
性别化玩具的影响就会更加显著，因为他们在日常
生活中接触与自己性别不一致的玩具的机会稀少。
有鉴于此，在中国开展玩具性别化的研究有着更加
重要的意义。
二、选择乐高进行个案分析的原因
本研究以对乐高（Lego）积木的个案分析为基础
而展开。选择乐高积木，主要是考虑到这一品牌的世
界性影响、品牌产地丹麦对性别平等的高度重视以
及玩具积木性别化的不确定性。
（一）乐高品牌的世界性影响
乐高公司于 1932 年在丹麦比隆（Billund）创建。
在乐高从家族小作坊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玩具厂商的
道路上，两个创新至关重要：一是将积木材质从木头
改为塑料；一是将“凹凸管”的拼插方式引进到积木
中，设计出来的每个乐高积木颗粒经过拼插可以很
容易衍生出无数种可能性。而且，乐高积木不同系列
产品之间基本都是兼容的，玩具的生命周期比较长。
在玩具世界，乐高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品牌。按收
入计算，乐高公司在 2013 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玩具制
造商，占有全球玩具市场的 9%，仅次于生产芭比娃
娃的美泰公司（Mattel）。 而且，乐高不仅占据庞大
的市场，它还一直被视为是注重企业社会责任的典
范。根据权威的美国“名声机构”公司（Reputation
Institute）的调查，乐高在消费者心目中一直享有盛
誉，2007 年被评为年度全球名声最好的企业。乐高
的良好名声一部分来自于它对儿童想象力和动手能
力的开发，在这方面乐高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没有
其他玩具能够比拟。2012 年 2 月，乐高积木被带入
太空，一名日本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用乐高积木搭
建了一个迷你的国际空间站，整个过程被录制成教
学材料，以让孩子们体会失重情况下宇航员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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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物体的反应。2012 年 10 月，国际空间站上的宇航
员通过空间技术成功驱动了一辆位于德国境内欧洲
空间运行中心的乐高机器人。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玩具市场的消
费在数量和质量上大幅度提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
之下，2007 年，乐高在中国设立办事处以正式进入
中国市场。除了大型超市或者百货商场有专柜之外，
乐高准备到 2015 年在中国大陆开设 80 家专卖店。
毫无疑问，在未来数年内，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儿
童拥有乐高积木。
（二）丹麦的性别平等成就
选择乐高品牌进行分析，还部分地因为它来自
于丹麦。近几十年来，北欧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成
就一直被认为是全世界的榜样。由哈佛大学、加州大
学和世界经济论坛学者联合开展的对全球多国性别
差距进行的评估显示，自 2008 年至 2012 年，丹麦在
性别平等方面一直排名世界第七，2013 年为世界第
八，其他 4个北欧国家（冰岛、瑞典、芬兰、挪威）则在
过去几年内一直垄断着世界前四名。作为性别平等
方面的典范，北欧五国在过去多年对宏观政策进行
了大规模的性别主流化运动，很多做法被其他国家
采纳。例如，北欧从社会性别视角对育儿假政策进行
的不断检视和推进。[9](PP87-93)另外，北欧推进性别平等
的努力还渗透到日常生活细节。2013 年，丹麦平等
待遇委员会（The Board of Equal Treatment）作出一项
引人注目的裁决，指出理发店根据顾客性别而制定
的价格差异是违法的，责令一家理发店向一名起诉
它的女顾客进行赔偿，原因是这家理发店提出男子
理发是 428 克朗，而女子理发是 528 克朗，女顾客如
果头发长还将再增加收费。平等待遇委员会建议，理
发店的价格差异不能以性别为基础，建议以理发时
间长短或是头发的长短来定价。鉴于丹麦在提高性
别平等上的不懈努力和良好成绩，本研究希望借乐
高来检视该国建构的玩具世界是否也有同样表现。
（三）积木所体现的性别成见
研究早已发现，玩具大体可以分为女孩玩具、男
孩玩具和性别中立玩具，而从社会性别视角对玩具
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典型的女孩玩具和男孩玩
具。例如，性别化突出的芭比娃娃从诞生之初就受到
很多关注。堪佩尼的研究显示，在 206 种玩具中被美
国父母评为最女孩子气的玩具是芭比化妆小套装，
紧随其后的是芭比娃娃。[3](P127)不少女性主义学者都
批判芭比娃娃带给女孩的负面影响，因为其非同寻
常的完美身材、对时尚的无比入迷和毋庸置疑的异
性恋倾向。[10](PP1-192)尽管自 1965 年推出宇航员芭比以
来，芭比已经扮演了 130 多个职业角色，包括医生、
总统、律师等等传统上是男性主导的职业，但是，新
近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职业芭比并没有比玩时尚
芭比更能拓宽女孩子对未来职业的选择范围，他们
推测这是因为芭比娃娃一以贯之的性感形象要比她
在着装上的象征性改动更为显著。[11](PP195-208) 总的来
说，在女性主义经年不断的批判之下，芭比娃娃所体
现的刻板社会性别意识已经广为人知。
与此不同的是，尽管积木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玩
具，但学术界对于当代积木所体现的性别意识形态
研究很少，仅有的少量研究结论也不一致。加拿大的
研究发现，儿童拥有的建筑类玩具（包括积木）不存
在性别差异。[12](PP359-68) 美国的研究显示，在采用 1-9
分（1 分为最女孩气，9 分为最男孩气）的情况下，积
木被美国父母认为基本上是性别中立，得分为 5.16；
而赛车(6.35)、蜘蛛侠(6.54)、蝙蝠侠(6.59)、工程车
(6.91)等的得分都要远远高于它。[3](PP129-131) 但在瑞典，
研究人员发现，尽管这个国家对性别平等很重视，男
孩和女孩拥有的玩具还是体现出鲜明的性别差异，
表现之一就是男孩拥有更多的建筑类玩具。[13](PP93-102)
鉴于已有研究发现的不一致情况，我们有必要对玩
具积木给予更多学术关注。
三、乐高世界的社会性别解读
本研究搜集的乐高玩具资料主要来自于“乐高
中国官网”（http://www.lego.com/zh-cn）、淘宝网站上
的“乐高官方旗舰店”（http://lego.tmall.com/）以及一
些相关的公开资料。乐高中国官网内容丰富，不仅介
绍乐高近年来出品的各个系列的多种产品，还有与
积木相关的电脑游戏，另外网站还有很多视频资料，
内容涉及乐高广告、积木的拼装方法、以积木为主题
的小故事等等。选择淘宝上的乐高官方旗舰店，主要
考虑到淘宝是目前中国最大的网上商城，而它的乐
高旗舰店陈列的商品也较为齐全。需要指出的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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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乐高官方旗舰店中不同系列积木的性别分布
积木系列名称 玩乐阶段（岁）
男孩玩具
（种）
女孩玩具
（种）
得宝系列 1.5-5 62 61
创意拼砌系列 4-8 5 3
创意百变组 6-12 17 2
Friends 系列 5-12 0 28
乐高 Chima 7-14 29 0
超级英雄 6-12 4 0
英雄工厂系列 6-14 20 0
幻影忍者系列 6-14 13 0
机械组系列 7-16 12 0
城堡系列 5-12 4 0
独行侠系列 6-14 5 0
银河别动队系列 7-14 2 0
建筑系列 10 岁以上 5 5
星球大战系列 6岁以上 27 0
环球拉力赛系列 7-14 3 0
城市系列 5-12 49 0
科技系列 10 岁以上 2 1
电影系列 6-14 11 6
迪士尼公主系列 5-12 0 6
小拼砌师系列 4-7 8 0
高中国官网是乐高集团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认为它
的内容代表乐高集团的看法，而乐高官方旗舰店作
为经销商并不完全代表乐高集团。但对于普通中国
消费者而言，这两个网站无疑是了解乐高产品的重
要途径。下面将从两个方面来阐述对乐高进行个案
分析得到的主要发现。
（一）一个男性气质主导的世界
与芭比将自己明确定位为“女孩的亲密玩伴”①
不同，乐高并没有明确将自己界定为是男孩还是女
孩玩具。但只要对它稍作系统分析就可以发现，乐高
玩具不是性别中立的，它基本上是一个为男孩构建
的方寸世界。乐高中国官网集锦式地展示了乐高近
年来的 20 种主要系列产品，包括得宝、城市、超级英
雄、星球大战、幻影忍者、独行侠、英雄工厂、机械等。
为了便于营销，乐高官方旗舰店对这些商品进行了
分类，分类方式包括系列、年龄、颗粒大小、价格、性
别和玩乐阶段。研究人员于 2014 年 3 月 18 日对乐
高官方旗舰店进行了统计，发现该网店当天陈列的
乐高产品一共有 382 种，网店将玩具按照“性别”分
类为男孩和女孩玩具，男孩玩具一共是 321 种，而女
孩玩具是 118 种。其中有 57 个产品（占总产品的
15%）是性别中立的，它们既出现在男孩玩具中，也
出现在女孩玩具中，而 264 个产品（占总产品的
69%）被视为仅适合男孩，61 种产品（占总产品的
16%）被视为仅适合女孩。（见表 1）
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乐高积木的性别隔离并
不是随意所致，而是精心考量的结果。简单来说，乐
高世界的性别隔离在婴幼儿年龄段并不明显，但随
着年龄的增长，乐高世界越来越对男孩表现出偏爱。
（见表 2）
在针对婴幼儿的得宝系列中，乐高基本兼顾了
男女儿童的需求。在乐高官方旗舰店上，得宝系列一
共有 75 种积木，根据性别分类，男孩得宝有 63 种，
而女孩得宝有 62 种，也就是说这其中有 50 种
（67%）得宝系列积木实际上是性别中立的。乐高中
国官网在对得宝系列进行介绍的时候采用了 7幅照
片来表现正在玩耍积木的儿童，其中两张是男女童
各一名在一起玩耍，两张是单独的女童在玩耍，三张
是单独的男童在玩耍，总体来看，图像中儿童的性别
比例基本平衡。在图片旁边的文字说明中，几次出现
“他 / 她”的用法，以兼顾男女儿童。例如，网页上说，
“他 / 她们的小脑袋中充满了疑问。简而言之，这就
表 1 乐高官方旗舰店对乐高积木的性别分类情况
①参见芭比官方旗舰店首页，http://barbie.tmall.com/?ali_refid=a3_420430_1006:1103835219:N:%B0%C5%B1%C8%B9%D9%
B7% BD% C6% EC% BD% A2% B5% EA:a82dcfa85b6f4ec8a6ebf8f90adcb637&ali_trackid=1_a82dcfa85b6f4ec8a6ebf8f90ad-
cb637&spm=a230r.1.6.7.6yB3Bs。
玩具的性别分类 数量（种） 占比（%）
男孩玩具 321 84
女孩玩具 118 31
性别中立玩具 57 15
玩具总数 38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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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乐高中国欢乐期刊》2013 年 12月刊中广告
 是 4岁的孩子”。②由此可见，乐高对于潜在消费者
的性别问题相当用心。但是，类似的做法没有出现在
其他系列产品的介绍上，网站一般采用“您”来指代
玩具消费者。同时，其他信息透露出，乐高与之对话
的“您”绝大多数时候是男孩。例如，在乐高中国官网
提供的有关机械系列积木的 12 则视频广告中，所有
玩这款玩具的孩子都是男孩，而每则广告的画外音
也都由男性完成。而乐高官方旗舰店更是直接将科
技系列中的 MINDSTORMS EV3 第三代机器人定位
为“10 岁以上乐高男孩的最佳选择之一。富于挑战
和创意的编程系统和炫酷的外观，再加上全新的移
动设备遥控模式，绝对满足大男孩们勇于挑战、创意
无限的个性需求”。③与此相应的是，乐高积木为 12
岁以上大龄女孩提供的产品单一而且数量稀少，都
集中在城堡系列和电影系列，而 12 岁以上的男孩则
可以从 9个系列中选择积木玩具。
不仅在数量上存在着男女差异，对乐高积木建
构的世界进行内容探究也可以发现，它的绝大多数
产品是基于传统男性气质设计而来的，强调体能、速
度、科技等。例如，在城堡系列中，包括丛林伏击战、
黄金大逃亡、门房突袭、神龙山和国王的城堡等 5
款，每一款的主题都是武力争斗，其中的迷你人仔也
都是国王、战士和骑士，而配备的饰件多是各种武
器。
那么乐高在建构性别隔离的世界的时候，它认
为男女社会性别的差异是从何而来的呢？在这方面，
乐高的一页广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当清晰的文
本。这是来自乐高中国官网的电子刊物《乐高中国欢
乐期刊》2013 年 12 月期刊上的一页，广告得宝系列
的两个积木产品：“马戏团”和“娃娃屋”。（见图 1）
在这则广告中，两个大标题醒目地将积木世界
区隔为“蔚蓝色的想象”和“粉红色的梦”。广告进而
提出性别差异与生俱来：“男宝宝天生爱冒险。对于
快速移动的物体，比如，汽车、火车、奔跑的狗狗等，
他们都情有独钟。”“由于性别的差异，女宝宝会偏重
于家庭类的游戏。正处于锻炼精细动作能力阶段的
她们，会特别钟情于拼插和角色扮演游戏。女宝宝天
生喜欢做爸爸妈妈的感觉，喜欢一切可爱的食物，如
果能有一款玩具让她们实现当家长的满足感：能自
己设计家具的摆放，能感受角色扮演的乐趣，还能让
她们充分地进行情感交流，女宝宝会迅速成为优秀
的‘小家长’。”这样，基于性别差异的自然说，乐高
积木将自己的基本使命定位为固化性别角色。值得
注意的是，广告也试图传递出缩小性别差距的理念，
表现为在“马戏团”的结尾鼓励女孩选择男孩积木：
“当然，如果你的女宝宝也热衷于这场关于马戏的游
戏，那就快快加入进来吧！”但是，在“娃娃屋”广告
的结尾并没有出现类似的话语来鼓励男孩进入“粉
红色的梦”。这一差异印证了一些已有的研究结果：
女性主义运动使得传统女性气质受到不少挑战，赋
权女性的主要结果是女性逐步进入男性世界，但是
传统男性气质基本保持不变，男性如果体现出一些
女性气质或者进入女性领域则会遇到更大的社会压
力。[14](PP285-292)[15](PP149-176)
（二）作为他者的女性
尽管乐高是一个以男性气质主导的方寸世界，
其系列产品中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例外——乐高
②参见乐高中国官网，http://www.lego.com/zh-cn/duplo/about/baby-in-bloom。
③参见乐高旗舰店，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spm=p587050454.3.w4011-5512811598.27.QSxu9G&id=35426571594&rn=
38c4c98616c2aa21891a9b505a41bece。84
朋友系列。在乐高官方旗舰店的产品目录上，乐高朋
友系列有 28 款积木，占女孩玩具的 24%。2011 年
12 月乐高在推出这一系列的时候称，这是经过多年
的研究，在走访了全球众多女孩子和她们的妈妈之
后，专门为女孩子设计出来的一个系列产品。[16]从近
一两年的情况来看，朋友系列令乐高名利双收。一方
面，朋友系列在 2012 年的销售是预期的两倍，为乐
高公司全年销售额增长 25%作出了重要贡献，[17]
2014 年，乐高又趁势推出了面向女孩的另外一个系
列迪士尼公主；另一方面，朋友系列在 2013 年初被
世界性的玩具业协会（Toy Industry Association）评选
为“年度最佳玩具”。与此同时，朋友系列一面世即引
发不少争议，美国的女性主义团体 SPARK Move-
ment 在 2012 年初征集了 47000 个签名后给乐高公
司发去了一封公开信，批评这一系列对于女孩子是
“侮辱性的”，表现出乐高不了解女孩子的兴趣爱好
和不相信女孩子的能力。[18]那么，这个为女孩定制的
系列积木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它与传统的以男孩为
中心的乐高积木有着怎样的不同呢？为了更好地说
明这些差异，下面我们将朋友系列与城市系列进行
比照来分析。这两款乐高积木都是面向 5至 12 岁年
龄段的儿童；朋友系列面向女孩，而城市系列在乐高
官方旗舰店中陈列了 49 种产品，全部被视为是男孩
产品；两款系列产品各自构建了一个城市，为了行文
表述的方便，我们不妨将城市系列中的城市称为“男
孩城市”，而将女孩系列中的“心湖城”称为“女孩城
市”。经过比对，可以发现女孩城市是基本围绕着性
别成见来构建的：
第一，女孩城市的空间偏向于私人消费领域。女
孩城市的主要建筑包括蔬果店、咖啡馆、果汁店、美
容沙龙、宠物医院、游乐园、面包房、学校、牧场等，而
男孩城市中出现的场景则是警察总局、消防总局、货
运机场、城市车库、城市广场。再仔细去看，两个城市
中运行的交通工具也有着阳刚粗狂和婉约轻柔之
分。在男孩城市中行驶的是赛车、路灯维修工程车、
巨轮卡车、大型拖车、野营旅行车、摩托艇、运输越野
车，其中绝大多数是公共交通工具和工作用车，无一
不体现出冒险、竞争和征服的精神，而女孩城市中出
现的则是游艇、跑车、沙滩车，都用于私人休闲。
第二，乐高女孩的身体意象呈现出刻板的女性
气质。乐高积木从 1978 年以来开始推出迷你人仔
(minifigure)，这些塑料小人的头发、颈部、手臂、腰、
腿等部位都可以活动，手部为“C”形，能握住各种配
件，另外，这些小人仔与乐高积木的颗粒是兼容的，
便于丰富场景游戏。朋友系列中也有很多迷你小人，
主角是 5个乐高女孩，但乐高没有为它们贴上“迷你
人仔”的标签，而是将它们称为“迷你娃娃”
（minidoll）。在玩具世界中，“娃娃”被认为女孩子的
玩具，例如芭比娃娃（Barbie Doll）；而“人仔”被认为
是男孩的玩具，这一词汇创始于 1968 年孩之宝
（Hasbro）公司将设计发行的特种部队小兵人（G.I.
Joe）称为“行动人仔”（Action Figure）。与传统乐高迷
你人仔相比，乐高娃娃高了一茬，尤其是两腿修长；
乐高娃娃均为披肩长发，头上可以佩戴头饰，而她们
最为丰富的饰件就是各种头饰；另外，她们更为性
感，胸部突出，大部分都穿着吊带衫和超短裙，而传
统人仔胸部是平坦的。值得指出的是，多年来，乐高
积木引以为豪的一大优点就在于它的物件之间的可
兼容性，但是，为了突出乐高娃娃的女性气质，乐高
公司甚至很大程度上牺牲了她们与乐高人仔的可兼
容性，这两种小人因为体型的差异而仅仅可以交换
发型和手握配件，其他身体部分都不可以互相拼拆，
这使得乐高女孩成为一个被边缘化的“他者”。
第三，乐高女孩更多地被赋予传统性别角色。乐
高女孩被赋予了不同的个性、爱好和职业理想，可以
看出，乐高试图在她们身上体现出一些性别平等的
理念，例如斯蒂芬妮的梦想是要成为总统，奥莉薇亚
则想成为发明家。同样，乐高迷你人仔也曾经发布过
女宇航员、女科学家、女武士、女海盗等。但是，仔细
检视这些产品就会发现，这种性别平等的理念更多
地还是停留在表面，乐高女孩并没有摆脱传统女性
角色的束缚。例如，这 5个乐高女孩普遍表现出对于
时尚的入迷，喜欢唱歌跳舞，热衷于烘焙、园艺等家
务劳动，有着大把的闲暇时间去沙滩、开晚会、骑马、
养宠物，等等。在乐高官方旗舰店上，以斯蒂芬妮为
中心人物在售的 5款积木是：斯蒂芬妮的足球练习
场、斯蒂芬妮的沙滩小屋、斯蒂芬妮的羊宝宝、斯蒂
芬妮的宠物巡逻车、斯蒂芬妮的排练舞台。这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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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参见乐高官方旗舰店，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spm=p587051626.5.w4011-5512787839.79.QIWWv6&id=3682740
2496&rn=05da68568ceccab9dbb849f04f045cd7。
斯蒂芬妮热爱足球可以被视为是对刻板女性气质的
否定，但她的另外 4个场景游戏在性别意识上还是
相当传统的。另外，即使是呈现职业乐高女孩，朋友
系列也体现出深刻的性别成见。例如，艾玛在心湖新
闻车上要披露的是“全世界最好的蛋糕这一大事
件”，而她为此要做的工作是“在梳妆台前做好准备，
以便她在镜头中呈现出最美丽的一面”。④相应地，
艾玛最醒目的配件是粉色的梳子和鲜亮的口红。
四、如何消解玩具世界的性别隔离
本文的个案研究揭示，虽然在性别意识形态上
有所改善，但享有盛誉的乐高世界基本上还是性别
隔离的，男性和女性都体现出性别的刻板印象。之前
关于积木的研究之所以对于其中所反映的性别意识
形态结论不一，很有可能是因为研究者并没有仔细
查看积木建构所展现的世界中的具体意象。源自重
视性别平等国度的乐高尚且存在着如此鲜明的性别
隔离现象，由此我们可以推论，玩具中的性别主义问
题是一种普遍现象。客观来看，我们的这一发现并不
过于出乎意外，因为玩具世界首先是现实世界的映
照，而现实状况是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完全实现男女平等。以丹麦为例，虽然它在性别平等
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全世界学习的榜样，但是丹麦的
性别差距依然存在。例如，丹麦的职业性别隔离还非
常显著。2008 年，建筑行业中 91%的从业人员是男
性，仅有 9%是女性；交通、运输和电信业中74%的从
业人员是男性，26%为女性；而在公共管理、教育和
健康行业上则是女性居多，占 69%。[19]这些现实世界
中的差异或许可以解释为何乐高积木在设计上将男
女儿童区别对待。乐高在面对女性主义团体对朋友
系列的批评的时候回应，朋友系列的研发正是为了
激发更多女孩玩积木，在设计这一系列的时候充分
考虑到女孩喜欢角色扮演、注重细节和喜欢搜集洋
娃娃等特点，[20]但同时，因为侧重于角色扮演功能，
朋友系列的搭建难度很低，起始年龄只要 5 岁或 6
岁，而乐高积木中复杂的机械化和电子化的系列则
锁定大龄男童为目标消费人群。
应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了儿童玩
具的性别化问题，不少有识之士通过各种渠道表达
自己的想法以提高社会对这一问题的认知度。2011
年 12 月，YouTube 网站上有一段视频在很短时间之
内就获得了 200 万的点击率，视频拍摄的是一个４
岁女孩在玩具店生气地质问：“有些女孩子喜欢超级
英雄，有些女孩子喜欢公主；有些男孩子喜欢超级英
雄，有些男孩子喜欢公主。为什么所有的女孩子都必
须买粉色的玩具，而男孩子都必须买其他颜色的东
西？”[21]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要消除玩具世界的性别
隔离，有组织的抗争效果最为显著。前文提及的美国
女性主义群体 SPARK Movement 组织了几万人的签
名抗议乐高产品的性别主义，这一行动给乐高带来
了很大的社会压力，2012 年 4 月 20 日，乐高派出３
名高层主管与这一组织代表进行了会谈。英国的社
会组织“让玩具就是玩具”（Let Toys be Toys）也是一
个较为成功的案例。自 2012 年成立以来，这一组织
针对玩具中的性别主义开展运动，将斗争目标锁定
在玩具销售商，尤其是一些大型零售企业。经过两年
多的运动，这一组织已经直接或者间接促成了很多
英国零售商取消按照性别来陈列玩具的做法，其中
包括著名的哈罗德百货公司（Harrods）和英国零售
业巨头马莎百货公司（Marks & Spencer）。
如果说，在女性主义的运动之下，国外一些玩具
生产商和销售商已经采取了一定措施以减少玩具中
的性别主义，那么中国是否能以“搭便车”的轻松方
式享受到这些运动成果呢？实践显示，因为强大的社
会惯性和阻力，女性主义运动取得的性别平等成果
一般不会自发地扩散到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它需要
来自本土的推动力和压力。在这个方面，瑞典最大玩
具连锁商“高级玩具”（Top Toy）的做法给我们提供
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2012 年底，“高级玩
具”在面向瑞典国内发行的圣诞玩具目录中采用了
很多打破性别隔离的做法，诸如广告图片表现女孩
子举着玩具手枪射击，而男孩子则抱着洋娃娃玩过
家家。这家公司之所以进行这样的调整，主要因为它
曾经受到瑞典广告监管部门的警告，认为其广告反
映的是陈旧的性别观念，被勒令纠正。令人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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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家公司同一时期面向丹麦的广告并没有发生
变化，继续沿袭传统的性别成见而设计。[22]即便在地
理位置上互为邻国，在性别意识形态上有很多共识，
但瑞典的这家公司还是在两个市场采取不同的社会
性别策略。可见，性别平等问题上要“搭便车”并不太
可能，要消解中国儿童玩具世界中的性别主义还需
要源自本土的社会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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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进行了铺天盖地、声
势浩大的宣传，以获取民众对战争的全面支持。通过
发放海报、宣传册、流行歌曲、女性杂志、通俗小说等
多种宣传手段，美国塑造了许多英雄形象，以激发民
众的爱国热情，供民众模仿。这些形形色色的宣传中
涌现出了许多女性形象，可以说，在一战宣传中，“女
性……既是宣传的话题，也是宣传的目的”。[1](P1)那
么，一战期间，美国社会究竟在宣传中塑造了怎样的
女性形象，又反映出美国社会对女性的什么态度呢？
作为一个传统的男权社会，男性在美国社会中
占据着绝对主导权和支配权。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之时，美国女性尽管在不断努力，却一直未能获得选
举权。女性通常只能在家庭和厨房里找到自己的身
份和位置。然而，1917 年，随着美国对德宣战，大量
男性参军入伍，奔赴欧洲，厮杀疆场，这些男性留下
的许多工作只能由女性来完成，女性肩上除了为人
妻、为人母的传统职责，还承载了许多其他任务。这
时，传统男权的美国社会对女性表现出一种矛盾的
态度，一方面希望女性在战时能够承担更多传统上
由男性完成的工作，支持美国参战，另一方面，又对
女性心怀芥蒂，担心女性过于独立，对传统男权社会
造成威胁。美国在战时宣传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也生
动地反映了男权社会这种矛盾的心态。
一、柔弱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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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表现出矛盾的态度，既希望女性在战时能够承担更多传统上由男
性承担的工作，又对女性心怀芥蒂，担心女性过于独立，对男性造成威胁。美国在战时宣传中塑造的各种女性形象深刻地反映了
男权社会的这种矛盾心态。尽管遭受种种限制和困难，但美国女性仍然通过战争中的贡献和努力，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多的权利
和更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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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there were conflicting attitudes towards women in the traditional American patriarchal society.
On the one hand, women were expected by society to take on more jobs traditionally done by men. On the other hand, they were guard-
ed against, fearful of them to be over-independent and to threaten men's authority. The various female images in American wartime pro-
paganda vividly reflected these conflicting attitudes of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Despite the restrictions and difficulties, American women
still managed to obtain more rights for themselves and higher status through their efforts and contributions during the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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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战时宣传中，刻画了大量作为受害者的
女性形象。显然，这些宣传者的初衷是通过柔弱受难
的女性形象，来激发男性保家卫国的热情。作为传统
的男权社会，美国一直强调男性的英勇和责任，突出
男性作为民族保护者的地位和尊严。
在“要德国兵，还是要家？”和“将德国兵赶出
去！”等宣传海报中，女性被描绘为战争的受害者。面
目狰狞的德国兵拨弄着躺着地上一个女子的尸体，
而一个年轻的女孩怀抱着年幼的弟妹，一边回头望
着这残忍的一幕，一边仓促逃走。这里的德国兵显然
被描绘为一个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的野蛮人。虽然一
战期间美国本土没有遭到攻击，但海报通过描绘美
国女性可能遭受的侮辱和蹂躏，就足以让每一个有
血性的美国男子感到满腔怒火，这时除了将德国兵
赶走外，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名为“入伍”的海报也充分运用了女性形象来激
发民众的爱国热情。海报的背景是 1915 年英国商船
“卢西塔尼亚”号（Lusitania）被德军鱼雷击沉事件。
事件中，共有 1198 名平民被淹死，其中有 128 名美
国人。该事件在美国掀起了巨大的反德浪潮，出现了
许多爱国宣传，其中最有号召力的可能就是征兵海
报“入伍”。海报刻画了一个年轻母亲在被海水慢慢
淹没时，怀里仍然紧抱自己的婴儿，嘴角还带着一丝
若隐若现的微笑。海报中女性的柔弱和勇气显示出
强大的张力。一方面女性柔弱无比，面对德军的袭
击，毫无还手之力；而另一方面女性彰显出强大的母
爱，即使是面对死亡，仍不忘守护孩子，用沉静和拥
抱给了孩子安慰，微笑着陪着孩子走向永恒。海报强
烈对比了年轻母亲对孩子的深爱和不在场的德国人
的残忍无情。整张海报上仅有一个词“入伍”，就足以
让民众感到参军入伍、保家卫国的迫切性。这张海报
堪称一战期间最有煽动力的宣传，让无数人为之感
动落泪。
通过将德国人描述为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将女
性展现为柔弱的受害者，这些海报无疑能激发男人
们怜香惜玉、保护妇孺的责任感：在国家生死存亡之
际，在女人遭遇危难之时，男人们责无旁贷，必须站
出来，参军入伍，为国、为家、为女人们而战。这些宣
传在成功激发美国男性展示阳刚气质和英勇魅力、
保护女性本能的同时，似乎还隐藏着这样的潜台词，
即男性是为了女性才奔赴前线，厮杀沙场，女性应该
将之铭记在心，并为没有亲自奔赴战场感到内疚，应
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给予回报。这也为下一
步的宣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坚韧刚毅的妇女
美国不仅需要吸引大量男性参军入伍，还需要
号召广大女性参与到支持战争的行动中来，因此女
性在美国战时宣传中呈现的另一种形象是民族的脊
梁和道德的引领者。由于女性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
许多宣传将女性与丈夫和孩子的关系，提升为女性
与国家的关系，指出女性为了战争的胜利忍辱负重，
作出了许多牺牲，她们是民族的脊梁，背负着民族的
希望，是民族道德的象征。她们的贡献与下至家庭的
幸福、上至国家的安康都密切相关。
许多宣传大赞女性的坚韧刚毅，并传达了这样
的信息：作为传统家庭妇女，女性虽然不能亲自奔赴
战场，但仍可以在传统的位置上为战争作出贡献。在
“播下胜利的种子”、“你能做胜利罐头吗？”和“她正
在尽其所能，帮助赢得战争的胜利”等海报中，经常
描绘身披美国国旗的女性为了战争努力劳作，响应
政府号召节约粮食供应，为征战的将士制作各种罐
头，展示女性为战争作出的种种努力和牺牲。在宣传
中，美国突出了女性的道德优越性，赞扬了女性对国
家、对民族的贡献，将女性亲切地称为“烹饪士兵”或
“厨房里的士兵”，利用了女性因不能亲赴战场、但又
渴望为国效力而产生的内疚感，最大限度地调动了
妇女支持战争的积极性。
这些坚韧刚毅、勇敢无畏的女性形象不仅激励
着美国男性保家卫国的决心，也增添了美国女性的
自豪感和信心，她们以各种方式，纷纷加入到支持战
争的行列中来。在满足传统男权社会诉求的同时，她
们也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展现才能的舞台，在社会生
活中发挥出更大作用，为战后谋求更多权利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三、勇敢独立的新女性
战争期间，由于许多男性奔赴战场，很多工作需
要由女性来完成。在一战期间，许多女性走出家门，
承担了大量工作：有的走向田间地头，辛苦地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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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到各种工厂工作，生产军需物资，制造武器炮
弹；有的到战地医院当护士，照顾伤员。因此，在宣传
中，女性呈现的另一个形象是勇敢独立的新时期妇
女，可以在男性缺席的情况下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与
20 世纪初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女性主义运动密切相
关。19 世纪，美国女性在积极参与废奴运动的过程
中，深刻地感受到妇女也受到各种歧视，开始为自己
争取权利。1848 年召开了首届女权大会，女性要求
“平等参政、平等就业、平等受教育、平等财产继承
权”等权利。[2](P27)这场运动在 20 世纪初形成高潮，被
称为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高潮。美国在进行战争
宣传时，充分利用了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中女性空
前高涨的自信心，激发女性支持战争的积极性。
1918 年一期《女士家庭杂志》的封面，描绘了这
样一个场景：在美军一个小卖部里，许多女孩在忙碌
着，有的在帮士兵补军装，有的在为士兵们端食物。
从开着的门，可以看到停着的飞机，让人感觉到战争
的存在。杂志在致辞“献给你们：为战争工作的美国
女孩”中，高度颂扬了女性为战争作出的贡献，并称
赞工作给女孩来带来荣誉和自信。杂志还刊登了军
容严整、紧张操练的陆军信号团女兵以及军需厂女
工的照片，配上了这样的文字：“去吧！让他们看看，
女性也能像士兵一样行军、敬礼、操练！”[1](P164)这样的
文字说明清楚地反映了第一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的
影响。在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中，女性要求的平等，
其标准其实是男权社会中男性的标准，即男性能做
什么，女性也应该能做什么。美国在战争宣传中，就
是充分利用了女性渴望与男性平等的心态，鼓励广
大女性投身到支持战争的运动中来。
美国不仅号召女性参加与战争直接相关的工
作，还呼吁她们从事很多民事工作。美国战时有一首
名为“美国是一个大家庭”的歌曲，呼吁大敌当前，每
个州都要团结起来，响应美国这个大家庭的号召。这
首歌曲的宣传画别有创意，直接将女性与国家联系
起来。每个州由一名女性代表，身穿标有各州地形的
衣服，从事着不同的工作。如代表明尼苏达州的女子
正在挤奶，代表路易斯安那州的女子正在播种，代表
密苏里州的女子身着护士服，代表爱达荷州的女子
正在工厂工作，而代表乔治亚州的女子则一身戎装，
正接过递给她的一支钢枪。该宣传画不仅体现了美
国各州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的感
人情景，还强调了在现代社会中，女性扮演着各种新
角色。
国家的号召和宣传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美国女
性积极参与到一战中，当农民、工人、司机、护士、警
察、各类服务人员，甚至参军入伍，以自己的方式支
持战争。1918 年 8 月 19 日《密尔沃基报》发文《发给
女人的 1200 万个工资袋》，指出由于男人必须打仗，
女人必须工作，战争期间有 1200 万美国女性从事各
种工作，支持战争，而 60 年前，只有不到 50 万的女
性从事有收入的工作。[3](P3)一战中，女性在响应号召
为国效力的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独立和信心。
四、男性的吞噬者
林德里·弗雷兹在对宣传进行定义时，指出宣传
不使用武力和强迫，但存在一个被称为“道德强制”
的边界地带，“通过恐吓、威胁、社会压力或纯粹单调
乏味的重复，劝说人们去做他们根本不想去做的
事”。[4](P2)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宣传中谴责
了部分民众因不支持战争，而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
灾难和不幸，将这样的人置于千夫所指之地，从而在
社会中营造出一种“道德强制”的氛围，促使民众响
应国家的号召，否则就会被斥为懦夫和卖国贼。在这
样的宣传中，美国选择了女性形象，将不支持战争的
女性描述为男性的吞噬者和民族的毁灭者。
非常典型的是一幅名为“白糖意味着船只”的海
报。海报上一个美艳时髦的年轻女子正在用吸管从
一个大杯子里吮吸着饮料，杯子的下端连接着大海，
海上飘着许多船只，有的标有“白糖”，有的标有“士
兵”。随着她的吮吸，杯子下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
涡，许多船只都被女子吸走。对岸被一片乌云笼罩，
上面赫然写着“战争”。岸边的一名士兵对着一队标
有“士兵”的船队急切地招手，喊着：“快！”要在女子
将这些船只吸走之前，赶快登陆，前往战场。这名女
子显然对政府节约粮食的号召置若罔闻，成为了男
性的吞噬者。海报下方写道：“为了你的饮料，去年共
用船只进口了 4亿磅白糖。现在，每艘船都需用来运
送士兵和供给。因此，糖类饮料的消耗必须减少。”这
张海报显然谴责了不顾民族危难、同胞生死、只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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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享受的女性，给了其他女性许多警示，给她们营造
了一种“道德强制”的氛围，造成无形的压力，迫使她
们听从国家的召唤，节约粮食和糖类，以免被斥为男
性和民族的吞噬者和毁灭者。
在这些宣传中，之所以选择女性作为批判的对
象，与男权社会对女性长期的偏见密切相关。在男性
的想象中，女性较为任性，只顾自己的享乐，毫不理
会国家的安危。对女性的歧视在二战的海报中再次
出现。二战中著名的反闲聊、反间谍的系列海报中，
女性经常被描绘为千方百计套取情报的妖妇和间
谍，或者是不可信任、无法守口如瓶的人。这些矛盾
的女性形象生动反映了男权社会对女性既爱又疑的
双重态度。
五、温顺的女性典范
美国男权社会对女性始终持有一种矛盾态度。
一方面希望女性更加独立，在战争时期发挥更大的
作用，另一方面又对女性独立后可能会对传统男权
社会带来的威胁表示担忧。为了防止女性在战后依
然如故地独立自主，侵犯男性的固有特权，美国的战
时宣传还做了相应的预防措施，强调女性战时表现
的英勇和独立是特殊情况下的应急，战后她们应当
把工作机会等立即归还给男性，自己重新去做传统
的家庭主妇。
很多宣传隐含了对女性温顺、服从、柔美等传统
特点的赞美。在节约粮食的宣传中，美国粮食部呼吁
家庭妇女们在宣誓卡上签字，许诺要节约粮食。事实
上，这一行动“与其说是许诺要做某一具体事件，不
如说是许诺要听从命令”。[1]例如，宣传中说明，人们
需要根据情况的变化，随时听从命令。如春天土豆存
储量低时，粮食部会说，吃大米吧；但当土豆丰收时，
指示会改成：吃土豆吧，把大米留给军队。尽管广大
家庭妇女是宣传的对象，但宣传后面似乎有一个男
性指挥，随时给女性们下达命令，而女性们为了爱
国，应该对他俯首听命。
许多流行小说还为女性刻画了供她们模仿的典
范。1918 年的一期《女士家庭杂志》刊登文章，赞扬
战争期间在法国的美国女性坚韧不拔，但文章作者
却认为过于强大的女性会威胁男性的存在，在文中
表达了自己的忧心忡忡：“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女性
突然变得杰出非凡，种族就将消失？”[7]因此，对男性
来说，最理想的境况是，当国家危难之时，女性顿时
变得杰出非凡，成为像圣女贞德那样的英雄，能够拯
救民族于危难之中。而当战火平息后，她们就心甘情
愿地回归家庭、退居幕后。
对女性温顺、被动和服从特点的强调和赞美显
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独立的谨慎态度，以及他们希
望能维护男性权威和传统男权社会统治的愿望。
结语
在美国的一战宣传中，女性以不同的形象出现
在战争海报、电影、流行歌曲、流行小说中，但无论是
需要男性保护的柔弱女子，还是坚韧不拔的传统妇
女；无论是勇敢独立的战争参与者，还是需要避免的
战争破坏者，女性形象成为用以鼓舞民众积极参战
的利器。另一方面，美国女性也受到宣传的鼓舞，在
战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
了贡献。在男性期待和警惕的矛盾心态中，美国女性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益，许多人走出家门工作，不
仅开阔了眼界，还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和强烈的个
人成就感。尽管美国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自由发
展十分警惕，但女性却充分利用了一战提供的机会，
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多权益，很多人战后仍然继续工
作，在社会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也帮助她们
在战后不久的 20 世纪 20 年代最终获得了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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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女子学院的发展道路是前进的，也是曲
折的。1836 年，美国第一所女子高校佐治亚州女子
学院获准成立，并于 1840 年开始授予学位。女子学
院出现于美国主要源于女性权利意识的高涨，让很
少有机会受到良好教育的女性能够跨入大学。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美国女子学院已近 300 所，但是 20
世纪末在美国已经缩减到约有 80 所。[1]日本的女子
学院也经历了几乎相同的命运，1951 年至 1971 年，
日本短期女子学院从 180 所猛增到 486 所，但 2000
年后日本女子学院数量明显减少，约有 86 所。[2]女子
学院是世界大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后的
路将走向何方？未来在哪里？这是世界上女子学院都
必须回答的问题。
中国的女子学院发展也取得了成绩, 但发展道
路是曲折的。经历了几番反复，目前女子本科院校有
3 所：中华女子学院、湖南女子学院、山东女子学院，
这 3朵姐妹花经过多方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并且得到社会上的普遍认同。但是同样面临着
很多问题，女子学院应该怎样生存，前景在哪里？如
何提高女子学院的教育质量？这是中国女子学院必
须回答和解决的问题。美国女子学院的经验可能会
对中国女子学院的发展提供借鉴。
解放妇女，促进妇女发展是美国女子学院的信
仰，世界同源、男女同能、人类一家、平等发展是女子
高等教育的核心精神。美国女子学院促使妇女在各
个领域变得更加出色，充分地体现了性别平等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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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价值，为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对世
界妇女发展的贡献也有目共睹。其基本思想是消除
教育中的不平等观念，消除极端的贫困和极端的富
有所造成的教育差别，建立一个有利于世界女性潜
能发展的教育体系，完善女性教育制度，促进女性和
男性的和谐平等。
一、教育妇女树立拥抱世界的宏伟抱负
让女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是美国女子学院最根
本的愿景。1844 年由 Holy Cross 成立圣玛丽学院
（Saintmarys），该学院的目标是让学生接受教育，能
够成功地毕业并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能够在接受
本科教育后还能够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该学院在
对女性进行商业、护理、艺术、化学和社会工作等专
业培训时，也对女性自信心、领导力、社会的道德情
操、强大的学术能力进行培养，从而使学生获得学士
学位，并在 30 多个主要领域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成
功。该学院的发展实践表明，单一性别的环境是有利
于开发女性潜力的。圣玛丽学院院长卡罗尔·安穆尼
曾说过：“学生在圣玛丽接受教育时，学院将挑战她
们的思想，唤醒她们的想象力，灌输她们让世界变得
更美好的愿望。”[3]
让每一个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是美国女子学院的
另一个愿景。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多肤色的
国家，种族问题、民族问题、性别问题是社会的基本
问题。平等公平地让每一位女性接受教育是美国女
子学院肩负的历史使命。如何在当前的形势下让每
一位女性接受教育以及创建什么样的教育结构和模
式更适应女性的发展问题，是美国女子学院不断探
索的问题。霍山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拥有约
2100 名学生，其中 22％是国内有色人种学生，18％
是国际学生，学院院长珍妮·布朗（Jane Brown）说，学
院的国际性和多样性，使其有别于其他的教育机构。
该学院的弗朗西丝·珀金斯计划（Frances Perkins
Program）更是让非传统中年妇女接受大学教育。[4]这
些都有效地拓展了女性教育的范围，不仅使中产阶
层的白种人接受教育，而且促使有色人种、工薪阶层
以及贫民阶层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这些努力改变
了人们对女性接受教育的意识，取得了很好的成功。
该学院的经验很快地推广到其他高等教育领域，为
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作出了贡献。
胸怀世界、改变世界是美国女子学院更高的愿
景。美国女子学院不仅希望通过高等教育改变女性
的命运，还希望能够为世界的发展作出杰出的贡献。
几乎每所女子学院都拥有解放全球女性的理想和抱
负。成立于 1889 年、隶属于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美国的阿格尼斯斯科特学院（Agnes Scott
College），是一所独立的妇女国家文科大学。阿格尼
斯斯科特为了女性的发展，也为了自己学院的发展，
制定了 2014 年发展战略（The Agnes Scott Strategic
Plan for 2014），其核心思想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广阔
的世界”。[5]为了实现这个战略，学院一直向自己的教
师和学生重申努力的目标：要不断提升思想和精神，
把人带领到广阔的世界；要不断培养诚实守信的观
念，有目的和有节操地生活；要不断开展百家争鸣，
倾听不同的声音，避免偏颇；要拥有全球意识，获得
永恒的发展。信仰促使整个学院在学校管理和治理
过程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办学经验，孜孜不倦地寻
求和发展能够提升学校水平的战略。“造福学生，乃
至子孙后代”是该学院的坚定的理念。学校制定了一
系列的举措和制度，通过改变观念，使学生、教师以
及本学院通过参与更多的社区事务，参与更广阔的
世界事务，从而建立起新的与人为善的世界联系。该
学院还努力创造具有智力挑战和支持性的学习环
境，通过提供“与国家的最好的制度与时俱进”的通
才教育，来实现它 125 年不变的“实现建国时赋予妇
女权力的愿景”的承诺。
“我们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接受不同的教育，
但我们拥有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共同决心，也愿意
在我们参与的事务中扮演领导角色”，“如果你教育
了一名女性，你就教育了整个世界。”“这所女子学院
在帮助女性建立信心”的同时，更是主张让女性胸怀
世界，改变世界的伟大抱负。“这种做法接近于美国
女子学院早期的传统——首先要让她们认识到自己
的力量。可以帮助她们懂得自己在做什么，以及以后
一个世纪中，她们将因此有哪些收获。”[6]
二、制定有利于提升学院声誉的可行性战略
制定具体可行性计划，从而完成学院肩负的历
史使命，阿格尼斯斯科特学院在这方面树立了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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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榜样。为了塑造有勇有谋、思想丰富的、深思熟
虑的、精明能干的女性人才，为了建立和巩固妇女在
全球领导地位，阿格尼斯斯科特学院制定了非常具
体的目标。（1）动态文科课程计划（A Dynamic Lib-
eral Arts Curriculum）。即以提升学院文科使命和战
略来提升学院的核心竞争力，通过招聘优秀教师、进
行课程创新和改造、完善学院的基础设施等办法，提
升学院的社会影响力。（2）艾格尼丝优势计划
（Agnes Advantage）。设计和实施“艾格尼丝优势”模
式教育，通过提供大量的课内和课外的学习机会，促
进学生的智力发展、伦理的建构和素质的培养，将促
进各项教学科研活动和从事在当地和全球事务的社
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发展。（3）
体面生活活动计划（Living Honorably）。为了让学生
更好地学习和生活，必须形成良好的校园文化，必须
将正义、勇敢、正直、尊重确定为学生的人生追求目
标。所以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设计和活动来，促使这些
价值观实现，并提供持续的实践机会和场合，从而促
进学生的道德反思，将思考和行动精密地结合起来。
（4）斯科蒂精神计划（Scottie Spirit）。通过搞活社会实
践活动和文化创新活动，以及开展体育运动项目和
支持社区活动等，形成优良的文化传统，以提升阿格
尼斯斯科特学院学生的自豪感，并创造一个积极向
上充满活力的校园文化。（5）聪明睿智发展计划
（Smart Growth）。即为了实现这一战略计划的目标，
学院制定和推行有针对性的策略，以提高本科的入
学率和教学水平，还提供研究生教育和非学位教育，
以便使学生有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求学机会；加强学
院的筹款和市场营销能力，加大资助学生申请的范
围，促进学院的发展，并使更多学生入学到本学院；
发展长期财务和信息技术计划，从而推进学院的全
面建设。[3]
具体有效的计划和方案，开发了女生的潜力，促
进了女子学院的发展，提升了学院的声誉。这些计划
具有非常强的可行性，对于美国的女子学院以及世
界的女子学院都具有推广的价值和意义。
三、美国女子学院特色发展之路
21 世纪以来美国女子学院的发展也面临着巨
大的挑战，这个挑战主要来自男女同校学院的竞争。
她们陷入了深深的焦虑和思考中：如何形成一个对
于国家行之有效的教育，如何应对现行状态下的竞
争？已经经历了 150 年，难道女子学院应该卷着铺盖
卷回家吗？她们的回答是“不”！因为美国的女子学院
看到了自己取得的成绩，“我们培养出一大批有着良
好教育的教师、护士、记者、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
艺术家、作家、律师、法官和拥有无数母亲的社区，而
且我们还培养出参议员甚至众议院议长。我们还培
养了一大批科学家、工程师、数学家、外科医生甚至
宇航员”。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给予女性高等
教育是十分必要的，赋予妇女权力和领导地位也是
至关重要的，这对于提高女性的地位，提高男性的地
位，提高民族的地位，提高国家的地位，甚至对全球
社会变革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美国的女子
学院坚信只要积极探索，就会走出阴影，走出一条不
同凡响之路。
1.建设拥有自己优势的特色学科
因为学科建设是女子学院高等教育的根本，特
色学科更是教育改革发展和办学特色的标志和根
本。卫尔斯利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相信每个
女人都可以为女性甚至整个世界的女性作出有意义
的贡献。针对学校格言“治人而不治于人 (not to be
ministered unto but to minister)”，卫尔斯利女子学院
开设专业有：非洲文化学、考古学、天文学、生物、化
学、中文、电脑、经济、英语、法语、地理、德语、希腊
语、历史、艺术史、意大利语、日语、拉丁语、数学、音
乐、哲学、物理、政治、心理学、宗教、俄语、社会学、
西班牙语、舞台艺术、女性研究、美国文化学、设计
学、天文物理、生物化学、摄影与新闻、文明学、近东
文化学、语言学、中东研究、环境研究等。这些专业的
设置与学校的总目标是相吻合的，也是卫尔斯利女
子学院根据自己以往的发展历史和传统的优势学科
以及肩负的现代历史使命确立的学院学科建设的方
向、目标和策略，凝聚了学院研究的各方学术力量，
符合现代教育的发展趋势。[7]
2.构建女子学院的核心学科——女性学
在所有的女子学院里，女性学学科几乎是必须
建设的学科。女性学是一门研究女性发展规律的学
科，是从宏观、综合角度去认识女性，而不是从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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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角度去探讨女性某一方面的特质和行为特征，
女性学的任务是把女性放在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
历史进程中，发现和揭示其行为的一般规律，而不是
分门别类地去制定某一类行为发展的规则，因此，女
性学研究的“女性”是对各学科研究中“女性”概念的
综合，是对女性本体认识更集中、更系统、更具高度
的抽象和理论概括。圣玛丽学院的女性学学科建设
也很值得我们借鉴，该学院主要是考虑到性别和妇
女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使用性别和女性主义理论作
为分析框架，采用多学科参与的方式，多角度多方位
研究女性学，建立了专门为优异学生设计的女性学
学科体系结构。圣玛丽学院的女性学学科建设主要
包括：性别和妇女研究、性别与环境正义、跨国女权
主义、中国妇女与社会、女性人类学、女性主义和新
媒体业务、性别和种族问题、历史及大众传媒批评、
女性美：话语，修辞和理论、当代女性小说、拉美裔文
学、女性和成功、女性主义回忆录、世界文学研究、女
性和电影、浪漫时代女性主义、美国妇女、现代欧洲
妇女史、全球南方女性、非洲和中东地区妇女、妇女
历史研究、美国少女时代、国际妇女运动、追求人权、
妇女和数学、拉美女性作家、西班牙女作家、女性健
康、女性主义哲学、成人心理学的发展、儿童和家庭
心理学、性别与政治、女性心理学、刻板印象与偏见、
心理暴力、希伯来圣经先知：女性主义诠释、成为女
性、有争议的男子气概、家庭社会学、社会分层：阶
级，性别，种族、性别的社会建设、性欲——亲密——
关系、家庭暴力和性虐待等。[8]涉及政治学、社会学、
文学、艺术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成果，对女性学学
科建设展开系统、全方位的研究。
3.“消除女性发展玻璃天花板”的学生发展战略
随着性别平等政策的不断推进，女性的教育和
职业发展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但是不容忽视的是，
关于女性的发展仍存在着潜在的性别歧视，这是美
国女子学院在发展过程中重视和解决的问题。要消
除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打破女性发展的“玻璃天花
板”，不仅与美国女子学院的发展和策略有关，还与
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相关，需要得到联邦、各州和地
方政府等各个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国家教育机构、与
妇女相关的专业组织和商业团体必须同心协力，消
除不适合妇女发展的观念，才可以解决女性发展中
遇到的问题。2008 年希拉里·克林顿说过：“我们今
天聚集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宏伟建筑里，如果说我们
能够将 50 个妇女送入太空，我们有一天就会将一位
妇女送入白宫。虽然我们没能打破那最高最坚硬的
玻璃天花板，这个时候，多亏了你，它有大约 1800 万
道裂缝吧。阳光照耀从未像现在，让我们充满希望，
确信这条道路下一次将是一个小容易，这一直是美
国进步的历史的目标。”[9]
4.树立杰出的学生榜样，为女学生展现美好的
发展未来
美国女子学院面对女学生发展中遇到的窘境，
非常重视杰出女性的榜样作用。在美国的女子学院
网站上，很多学校都将自己学校杰出校友的杰出事
迹列出，以鼓励女学生开拓自己的潜力。比如《纽约
邮报》第一个女编辑阿姆斯特丹（Jane Amsterdam）来
自于雪松佳洁士学院（Cedar Crest College Jane）；第
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慧卿·格林鲍尔奇
（Emily Green Balch） 来自于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第一位获得大学学士学位的 E.布鲁
尔（Catherine Brewer Benson）来自于卫斯理学院
（Wesleyan College Catherin）；首次识别出香港流感病
毒的科学家（Earla Biekert）来自于卫斯理学院；美国
报纸出版商协会的第一位女性领导人凯瑟琳·布莱
克（Cathleen Black）来自于三一华盛顿大学（Trinity
Washington University）；第一位是美国证券交易所执
行副总裁 r 莎拉（Sarah Porter Boehmler）来自于斯威
特布赖尔学院（Sweet Briar College Porter Boehmler）；
美国第一位非洲裔女法官简明·德·柏林（Jane Matl-
ida Bolin）来自于威尔斯利学院。[8]这些来自于不同
女子学院的杰出女性，在不同的领域作出了杰出的
贡献，她们的正面形象不仅为女学生树立了前进的
榜样，同时也为女学生突破“玻璃天花板”带来了可
能。
5.有效地促进教师队伍建设的教师发展计划
一流水平的教师，一流水平的教育，将会大大改
善学院的科研和教学水平，因为学校之大不在楼之
大，而在于师之大。以学术大师来引领学校的发展，
不仅有利于学生的发展，也会进一步形成海内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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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教学和科研的合作交流和融合。所以对于有战略
发展观的学院来说，加强高层次教师人才队伍建设，
制定有效的教师发展资源计划，是非常有效的发展
观。圣玛丽学院为了能够促进教师队伍的建设，主要
通过纳入跨文化问题的课程建设，制定一系列有实
力、有学术性、有计划的措施。该学院成立了 CFAI
学术创新中心（Center for Academic Innovation）。 这
是由 CFAI 启动的关于学习、学术和教学创新的教
育福利中心，该中心负责管理教师科研、教学补助以
及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与研究。该学院还成立了跨文
化领导力的妇女中心（Center for Women's Intercul-
tural Leadership），该中心主要从事妇女校园文化学
习和研究，并且进行当地社区、国家、民族乃至世界
的研究。为了提高妇女跨文化领导力，该学院采取了
为教师提供更多的资源来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基础
和课程设置。这些资源包括：校内师资队伍建设规划
和持续的支持内部网络学院计划；对外部教师发展
机会的信息 LO3 相关会议计划；必要的学习旅游助
学金或补助金计划；通过释放时间从而从事研究的
每年研究员计划；资金用于相关信息数据收购（通过
正常的收购过程）计划；部门的教材购买资金计划；
通过嘉宾和共同赞助事件资金计划；协助制定在其
他机构接触、师资交流计划等。这些计划的制定有利
地培养了教师队伍。[10]
四、成立了多方力量汇聚的美国女子学院联盟
对中国女子学院发展和其他国家女子学院发展
最具有启迪意义的是美国的女子学院联盟的建立，
该联盟成立的最大的价值在于为美国女子学院发展
提供持续不断的强大资源。美国女子学院联盟成立
于 1972 年，有 50 多所学院参加，分公立和私立。女
子学院联盟最初兴起的目标主要是改变社会上对女
性的定位，即通过传授宗教、唱歌、跳舞和文学等课
程，为女孩作为未来妻子和母亲做准备。后来转变成
为使女孩在未来可以充当社区领导人和社会捐助者
而提供一些教育。进入 21 世纪的美国女子学院联
盟勇敢地提出自己新的奋斗目标和历史使命，也就
是通过成功地对女性进行高等教育，最大程度地挖
掘女性及男性的发展潜力，从而来改变整个世界。
女子学院联盟建立了自己的网站，网站由 40 多
所女子学院构成,介绍了美国女子学院的历史、任务
和未来的历史使命以及发展战略、学年计划等；展示
了这些学院的专业设置、学术机构、师资力量、招生
介绍等；建立了优秀学生档案、杰出老师档案、学院
档案等；推广了不同女子学院的研究成果，包括女子
学院发展面临的挑战、经验，学生状况、种族发展等
方面的调查报告等。它也是各个女子学院校长的交
流平台，她们在这个平台上交流学校发展的经验；是
校长与国家政府机关、与社区实践交流的平台，是与
国际其他女子学院交流的平台。网站还定期召开学
术会议，针对女子学院以及相关妇女问题进行研讨。
还设立了女子学院选择栏目，向入学的学生提供教
育资讯，包括入学前准备、大学的优势和选择、毕业
后的就业、优秀校友、优秀教师等板块。
取得美国政府以及其他各方支持是美国女子学
院联盟的重要职责。政府对妇女教育问题的支持力
度非常重要。教育不仅是私人的事情、家庭的事情、
学院的事情，也是国家的事情。政策体系的支持力度
折射出美国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妇女教育支持已发
展成实施广泛干预和支持行动的教育事业。同政府
商议妇女的教育事业，成为美国女子学院联盟与政
府、经济、社会、商界等合作者们共同探讨教育问题
的契机，成为制定教育公共政策的机会，这些行为促
使美国政府意识到，发展女子高等教育对维持美国
在世界上的地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五、与美国各个高校整合促进优势资源的共享
美国女子学院还充分利用美国各个高校整合优
势资源。美国拥有世界上优秀的大学，利用先进的科
学技术实行数字化资源共享，如数字化图书馆、数字
化课程共享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建立开放式
国家大学和世界性的大学课程建设，即大型开放式
网络课程已经成为当前的潮流，美国女子学院充分
享受免费的网络课程开放，实现优势资源的整合。这
些发展成为美国女子学院持续发展的后盾。
从 2012 年开始，美国的顶尖大学陆续设立网络
学习平台，在网上提供免费课程，给更多学生提供了
系统学习的可能。现在很多学校都开设了MOOC：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哈
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下转第 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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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建设的必要手段和内在逻
辑，已然是中国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知识增长点。
但由于社会工作恢复重建的历史不长以及社会建设
政策的晚近出台，相关探讨的学术旨趣仍主要集中
在厘清国家与社会、西方与本土、传统与现代之间的
互构关系以及实现社会工作在现行体制中的合法
“嵌入”。对于宏大议题的审视，削弱了学术界对女性
社会工作者主体经验的关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
作者简介：王斌（1987-），男，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2013 级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城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1&ZD036）的阶段性成
果。
女性社会工作者与情感劳动：一个新议题 *
王 斌
（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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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情感劳动这一概念揭示了在服务业高度发达的境况中女性的情感系统所遭受到的隐秘剥削。社会工作作为一项特
殊的社会服务，女性从业人员依旧面临着不公正的情感劳动分工。这种不公正性分别从专业过程、家庭角色和组织场域等 3 个
方面得以复合型的建构。专业社会工作的情感劳动分工直接延续了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女性社会工作者更多地承担了表
意性的功能，这也充分映射了男权文化对女性特质的武断指认。为克服这一缺陷，我们必须审思社会工作服务的内部分化，调整
男性之于女性、专业性之于日常性的绝对优势，把情感劳动视为社会工作实现社会正义的必要方法，而非完成工作任务的附属
工具。正视女性社工的情感劳动，对反思理性主义的社会工作模式也有相当的启发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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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al labor is a concept that reveals the covert exploitation of females' emotional labor in the highly developed services
industries. Social work as a special type of social services embraces women as employees who face unjust divisions of emotional labor.
This injustice is constructed at three complex levels from specialization, through family roles to institutionalization. The Divisions of e-
motional labor in specialized social work directly carry over women's family roles when female social workers undertake tasks to dis-
play emotions. Such requirement of display of emotions in work reflects the arbitrary identification of women's characteristics by the
male dominated culture. To overcome this disadvantage, we must re-consider the internal divisions of social work, re-adjusting what is
men's and women's advantag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specialized and routine work. It is desirable to regard emotional labor in social
work as a necessary means to realize socialism, and not complementary tools to fulfill tasks. To respect emotional labor in female social
work is important to reconsider rationalism in soci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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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学科建设的“性别识盲”（gender illiteracy）。基于
这一情况，本文拟从情感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探讨女
性社会工作者情感劳动的多元类型及其所遭遇情感
劳动分配不公的社会建构逻辑。
一、问题的缘起
情感劳动（emotion labor）是一个多学科共同探
索的学术话题，社会学对情感劳动的研究则主要承
袭了 Hochschild 所著的《被管理的心：人类情感的商
业化》一书所提供的分析框架：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消
费逻辑下，服务业员工如何服从组织所制定的情感
规则（feeling rules），并在短期的互动过程中为顾客
不断地提供宾至如归的感觉。通过对美国航空公司
女性空乘人员的分析，作者认为情感劳动已不同于
传统的“体力劳动”（physical labor）和“脑力劳动”
（mental labor），它是“对情感的管理以创造公开可见
的脸部和身体展示并能够被售出以换取薪资而因此
具有交换价值的劳动形式”；同时，Hochschild 还对
情感劳动与情感功夫（emotion work）作出了区分，她
认为后者虽然也是一种面部和身体形象的公开展示
与控制，但却是在更加私人的环境中发生而仅具有
使用价值的社会行为。[1](P7)长期以来，情感功夫都被
视为妇女在家庭中所应尽的义务，它是阴性、隐形以
及缺乏交换价值的无偿劳动。在认识论层面，情感功
夫从属于理性与情感分裂的二元论立场，“当这种二
元对立与性别的二元对立结合起来时，就形成了男
性代表理性 / 睿智、女性成为情感功能的承担者的
性别分工”。[2](P16)情感功夫向情感劳动的形态蜕变，
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女性在新的劳动关系和商业化
语境中遭受压迫的新现象：情感劳动一方面是社会
化消费对私人情感生活的深度开发，另一方面也是
对女性所扮演的情感表达性角色的进一步强化。
随着中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力度不断增强，
社会工作已经成为公共服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该领域中，情感劳动也有着特殊的呈现方式。与一般
的服务业相比，社会工作是一门感性、理性和技术相
结合的情感劳动，它要求社会工作者从事 3个阶段
的情感展演，即感同身受地展现正向情绪以建立信
任关系，为做专业评估而维持情感抽离以及为培养
案主能力而刻意展现出负向情绪。[3](P111)情感劳动和
社会工作同时也都是极具有性别区隔的。从中国的
现实情况中看，女性在社会工作行业所占的比例已
不容忽视。根据深圳市社会工作协会的统计数据，在
深注册社工的男女性别比高达 1:1.83。“在员工阴性
和边缘群体偏好等方面所形成的人力资源构型的非
均衡性，决定了非营利组织需要情绪劳动管理。”[4]
(P10)同时，亦有研究指出，包括社工在内的与人沟通
交流的互动型工作者（interactive worker）会经常面对
自我原则与工作守则之间的张力，从而影响心理的
健康状态。[5](P180)女性社工在私人生活和日常工作中
通常被要求进行较多的情感劳动，其更有可能面临
职业倦怠（burnout）和情感耗竭等危机。因此，员工
的性别结构以及助人行业的特殊属性都要求我们必
须关注女性社会工作者的情感劳动。
当前学界就女性社会工作者与情感劳动之间的
关系问题所展开的探讨较为少见，更缺乏以性别化
的视角对助人专业的情感劳动机制进行细致的分
析。所以，本文一方面试图描述女性社工在助人过程
中的情感劳动类型，另一方面则将微观专业过程向
宏观社会结构拓展，以探寻女性社工遭遇情感劳动
不公正分工的社会根源。
二、研究方法：女性主义的方法论导向
本文所选择的调查地点是深圳市的一家社会工
作机构，笔者曾在此工作过 1年，对该机构的工作人
员和制度文化有着相当的了解，这有利于笔者沉潜
到受访者的意义脉络之中。当然对于女性的研究，并
不是简单地加入女性的资料，而是要有与之相适的
方法。本文也正是围绕着女性主义方法论而展开的
定性研究。女性主义方法论是关于如何进行女性主
义研究的理论指引，它通过批判社会科学中预设的
男性中心主义和纯粹客观性，实现女性经验和女性
问题的主体化。具体地说，女性主义方法论可分为哲
学、伦理和实践 3 个层次，其分别对应：对实证主义
的批判、重建解读的（interpretive）社会学取向并关注
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以及抛弃研究者之于研究对象
的主导型地位，进而去探究女性日常经验的深度意
义。[6](P460)无疑，笔者的选题也浸润在女性主义方法论
之中：它不仅关注情感劳动这一被传统社会科学所
贬斥为“非理性”的社会现象，而且也注重去发现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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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被社会工作转型等宏大议题所遮蔽的女性社工自
己的声音。
为了获取真实的访谈资料，笔者在女性主义方
法论的指引下利用了多重身份和多种方式参与深度
访谈。其一，笔者作为督导助理，通过绩效面谈和督
导会议的方式与受访者形成专业咨询和考评的关
系。在这一过程中，笔者不仅给予较多的机会让社工
发言，而且更注重倾听不同个体有关自我情感劳动
的申述、争辩与解释，以将“女性受压抑的唯一事实
（Truth）置换为不同情境中的事实（truths），并重建一
种允许不同现实和价值呈现出来的知识内涵”。[7](P263)
这种对女性差异化叙事的强调也使得我们在受访对
象的选择上更加重视群体内部的不同分层，（见表
1）以此构建出饱满的信息聚落。其次，笔者以社会工
作者“同行人”的身份参与专业活动后的经验分享，
将活动现场视为受访对象进行情感劳动的真实场
域，参与式地观察他们的实在行为。最后，笔者以朋
友或同事的身份，在业余时间通过微信、QQ 等新媒
体进行补充性的交流，一是为了澄清在其他场合语
焉不详或故意跳转的话题，二是为了跟进受访者的
现状，以了解其情绪劳动的阶段性变动。
三、女性社会工作者情感劳动的多元类型
女性社会工作者情感劳动的多元性来自专业过
程、家庭角色和组织场域等 3个方面的复合建构。通
过专业化的情感劳动，女性社工一方面弥补了理性
主义社会工作模式的缺陷，另一方面也被自身的女
性特质所捆绑。同时，在父权制的逻辑下，家庭也征
用了女性社工的情感劳动，并使其成为“专业化的表
意性角色”。而在组织层面，情感劳动的双重分隔机
制也进一步加剧了女性社工的弱势地位。
（一）专业过程：情感劳动中的女性特质
社会工作的情感劳动具有强烈的利他主义特
征：追求最大化的社会效益、为实现服务对象的利益
而采用专业化的技巧、移情并投入真实的情感。[8](P170)
但这一理论分析并没有导入女性主义的视角，更没
有关注女性社会工作者自我的经验和感受。对于女
性社工而言，她们不仅会运用专业的社会工作手法，
而且还时常通过自身的女性特质或女性经验来与服
务对象进行沟通，进而以更加充沛的情感完成助人
活动。在一次个案工作的交流会上，某社工就如何利
用自己母亲的经历完成个案做了以下的一段分享：
“对案主就是要将心比心，只有通过移情才能够完整
地理解案主在她的处境中的选择和想法。以我自己
的经历来说，在处理待产焦虑的个案时，不仅需要基
础的护理常识，更需要唤起自己当年待产时的感受
来跟她进行交流。案主害怕自己做不了好母亲，我就
以自己的经验来做自我披露。……在专业关系中她
一直叫我姐姐，我也没反对，我觉得我们应该和她在
一起，让她知道自己并不孤独。”（访谈 -17，女，一线
社工）
专业的社会工作强调效率主义和理性至上，这
种起源于 19 世纪英国慈善组织协会所开创的关注
个人需求和个体治疗（treatment）的传统，要求社会
工作者以理性的态度处置自我的情绪，从而在价值
中立的立场上与案主形成一种临床的诊断关系。因
此，由服务规范所确定的“情感系统”（emotion sys-
tem）决定了工作者在提供服务时“应该感受到什么”
以及“应该表现出什么感觉”。[9](P565)具体来说，专业社
会工作的情感规则要求社会工作者客观地评估案主
问题，在做到“接纳”、“同感”的基础上又不产生“移
情”与“同情”，并始终抽离自我的情感以免影响案主
或受到案主影响。但是，部分女性社会工作者并没有
简单地遵从专业化的理性，而是利用了女性的经验
来开展另类的情感劳动。以“将心比心”的态度判断
服务对象情况，不试图把自己与实际环境分裂开来，
也不觉得情绪会影响她们对案主的判断能力，反倒
融入了个人的经历与情感，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3](P136)受访者与案主基于共同的身体经验而形成的姐
妹情谊（sisterhood）也挑战了实证主义的社会工作理
论对社工情感的规制。对于西方理性主义社会工作
模式的局限，另外一名社工也曾在面谈中提出了自
己的看法：“以专业社工的身份根本就接不了 case
表 1 受访对象不同分层的人数统计 单位：人
职务
性别 助理社工 一线社工
女 4 10
男 1 3
中心主任 初级督导
3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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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完不成指标。要接案，女生比男生有优势，女
生能更加便利地发现案主。比如我，经常会利用社区
探访的机会去和大妈阿姨们聊天加深感情，她们就
会向我说一些家长里短。加强彼此的信任后，她们自
己也会遇到一些难题，然后找我寻求答案，这个时候
她们就成为了我的案主。”（访谈 -01，女，一线社工）
专业社会工作在现阶段并没有受到居民的共同
认可，因此个案的开展并非完全是案主主动求助，而
需要社工去积极发掘潜在的受助对象，女性社工的
情感劳动也在此框架下进行。首先，她们以情感功夫
对待社区的“关键知情人”，在看似随意的聊天中将
自我镶嵌入社区的情感互动网络之中。其次，女性社
工也将理性主义的专业关系进行了扬弃，并将中国
重视“感情介入”的传统求—助文化汇通于其中。这
种强调感情的助人文化来自于差序格局以及平常的
交往关系，助人者与受助者构成了一个不分你我相
互支持的网络，即便是在官方支持关系发生作用的
情况下，双方也会淡化这种正式关系。[10](P7)最后我们
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社工为开拓助人关系而承担
的情感劳动也相对明显，这是因为在中国特殊的文
化构型以及专业社会工作的初期发展中，女性社工
会付出更多的情感劳动以使由官方支持的、理性的
专业助人关系转型为民间的、感性的互助关系。而且
这种付出通常是不自觉的，它隐藏在女性特质的深
层意识形态之下。同时，女性情感劳动在专业中的付
出也得到了督导的支持：“只要不违背基本的伦理关
系，能够解决受助对象的实际问题就算是一个好的
社工……女性社工擅长处理人际关系和受助者的情
感，利用自身的优势能解决更多的问题。”（访谈
-21，男，初级督导）
督导作为社会工作的专业权威代表，最终确认
了女性表达情感的“优势”以及将之运用到专业过程
中的合法性。督导鼓励女性社会工作者形如所感
（deep acting）地完成助人行动，这加深了女性与情感
劳动之间的天然关联，使得女性对表意性角色的扮
演成为了社会工作的必要助人方法，进而丧失了对
情感劳动分工的反思性批判。
（二）家庭角色：情感劳动的双向溢出
女性社工在职场中的情感劳动与其在家庭中的
情感功夫相勾连。女性对家人的关心和照顾成为了
在外从事情感劳动的“优势”，而社会工作专业化的
情感劳动也相应地成为了服务家庭、应对家庭风险
的新功能。
在一次个体督导时，S 社工就情感劳动在家庭
和事业中的游移与笔者进行了一次颇有启发的对
话。
S：“老公认为我有爱心、有同情心，做社工算是
特长发挥。”
W（笔者，下同）：“也就是说做社工能够家庭、事
业双丰收，是吗？”
S：“是的，……家庭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对儿子
好，现在的小孩学业和心理压力都太大了。我的工作
一方面是帮助别人，另一方面就是更好地关心家人，
舒缓他们的压力。”
W：“那以你自己的经验来讲，做社工后对你的
家庭真的有帮助吗？”
S：“有呀。比如在开展儿童手工艺工作坊的时
候，你会了解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的共同想法和问
题以及他们与父母的沟通方式，之后我就能更好地
与自己的孩子沟通交流了。”
（访谈 -14，女，一线社工）
从受访者的谈话中，我们不难发现女性社会工
作者从事的情感劳动，具有双向溢出的动态特征。一
方面，她们的情感劳动经历了从家庭到社会的溢出，
即通过被赋予有“爱心”和“同情心”的特征，女性被
认为更加适合于情感劳动。这是女性情感先赋性角
色的再生产过程以及男性中心逻辑的增生途径。在
男权的意识形态中，女性对家庭的经营和对家人的
照顾被视为她们的自然属性，而情感劳动对于女性
的盘剥也正是基于这种私人领域的价值安排。[11]女
性社会工作者的情感劳动仍然体现了“业务”是“家
务”的延长，女性特质的情感标签与社会工作专业对
①有论者指出，由于女性越来越摆脱了和家庭的直接联系，女性的人生轨迹就经历了一次“个体化的激增”过程。她们通过重
塑自我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角色，逐步实现了个体化时代中从“为他人而活”到“为自己而活”的跨越。参见：乌尔里希·贝
克，伊丽莎白·贝克 -格恩斯海姆著,李荣山，范譞等译：《个体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 61-87 页。100
②也有学者通过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得出与之相反的结论：虽然女性更多地从事情感劳动，但她们与男性相比，并没有遭遇
到职业倦怠和情绪耗竭的危机。不过对于这一结果，作者自己也反思到：“我们鼓励其他的学者去探索社会性别在某一特殊
情感劳动中所可能起到的作用及其潜在的影响。”而且该研究的样本来自 152 个不同的服务业岗位，对于社会工作这一极具
专业性的服务来讲，解释力也可能稍显不足。参见 Erickson, J.G.,& Ritter,C.. Emotional Labor, Burnout, and Inauthenticity: Does
Gender Matter[J].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2001,(64):146-163.
情感调用的方法相互促进。
另一方面，女性社会工作者在服从男权制的同
时，也有意识地促使着情感劳动从社会向家庭的回
流。这种有意识的“征用”是女性社工为服务自我家
庭而进行的自主行动，情感劳动也在此过程中从可
见的社会化形态变为不可见的（invisible）家庭投入。
这一逻辑来源于情感劳动应对新型社会风险的能
力。在风险社会中，家庭成员健康的维系成为家庭的
一项重要功能，它向女性的情感功夫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她们要以专业的知识来确保此项功能的正常
运行。在这种境况下，女性社工通过利用社会工作的
康复方法，能够更好地扮演家庭中“专业化的表意性
角色”，从而使情感劳动再次被灌注到家庭的私域
中。总之，一部分女性社会工作者并未完全实现“为
自己而活”，①她们服务的核心范域仍旧是自我的家
庭，发挥的功能依然是情感性的，只不过是以社会工
作这一更加专业方式和社会化的技巧去处理家庭在
转型期可能面临的新风险而已。
（三）组织场域：情感劳动的双重分隔
当前中国社会工作发展采用的是“嵌入型”的途
径，这决定了社工的日常工作不仅是做好专业性服
务，而且还必须处理好与相关利益主体间的“关系”。
因此，女性社会工作者的情感劳动不仅停留于专业
的互动之中，还贯穿在与各级主管部门、居委会、业
委会等组织“打交道”的过程里。“有一次我们主任非
要拉我去跟社区工作站的站长吃饭。他说他去陪站
长喝酒，总得有一个女的作陪，要女生活跃气氛。我
硬着头皮去了，主任一个人在那里汇报工作成果，我
就负责给他们倒茶倒酒，帮主任敲边鼓，脸都笑僵
了。”（访谈 -03，女，一线社工）“有时觉得主任真难
做。不仅要把指标量做完，而且还要跟社建局、街道
和社区工作站这些部门去汇报工作。我叫一些男社
工去汇报，他们还不乐意，开玩笑说什么只有女同志
去见领导才不会被为难。其实只要受得了气、能忍，
按领导的意思来就行了。不过，我真是疲于应付，觉
得心好累。”（访谈 -07，女，中心主任）
相较男性而言，女性社会工作者与其他的服务
业工作人员有着相同的工作遭遇：她们实际上承担
了更多或被期望从事更多的情感劳动。受访对象所
提及的“受得了气”、“能忍”等行为，其实质是对情感
正常表现的控制，它总是发生在社会地位低的成员
向地位高的成员表示服从的社会交换之中。诚如
Hochschilid 所言，女性更缺乏“地位庇护”（status
sheld）去抵抗被他人所强加的进攻性和武断性情
绪。[1](P163)因此，不同性别所承担的不同程度的情感劳
动是由其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占有情况的不平等所
引起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女性情绪劳动的可见
后果，受访者话语中“心累”、“脸都笑僵了”也正是一
种私人的情绪感知与职位（或地位）所规定的情绪展
现之间的对立，它直接说明了女性社会工作者对消
极情绪的抑制以及对积极情绪展示后的身心状况及
由此形成的情感异化状态。女性社会工作者与男性
的工具性角色相比，往往处在表意性角色的位置上，
在组织层面的交往过程中，她们对不同情绪的调用
和抑制的几率往往也更为频繁，由此则会面临更多
情绪失调的健康风险。②
情感劳动的分配逻辑是以社会地位为轴心的，
不同类型的情感劳动不仅停留在不同性别之间，女
性社工内部也存在相应的情感劳动分工，其分化的
标准是以社会工作的专业资格为分界的。笔者所访
谈的社会工作者都工作于社区服务中心，人员的配
备采用了 4+2 模式，即 4 名专业社会工作者和 2 名
助理社工，这两者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持有国家认可
的社会工作专业资格证书。在证照制度的区分逻辑
下，女性社工之间情感劳动的分化也有了新的形态。
在一次绩效面谈中，小陈对自己现有的工作任
务颇有不满，她说道：“我简直就是给主任和一线社
工们配的‘小秘’，贴票、报账、前台接待什么都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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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招聘面试的时候，明明说是做助人活动的，没想
到是来做底层行政的。”（访谈 -02，女，助理社工）
笔者在私下场合就这一情况咨询了一位社工的
看法，她认为：“社工助理没有持证，专业的个案一般
不会交给他们做。其实，我们更愿意招男社工助理，
开车、抬东西这些外展活动的必要准备很适合男性
做……女生的优势不就是温柔心细嘛，我们平常就
让她们做一些接待、财务和行政报表的工作。”（访谈
-08，女，一线社工）
“报账”、“贴票”等“小秘”的工作是一种另类的
情感劳动，由父权社会建构出的女性情感特质往往
用于去辅助男性意义上的控制岗位，从而被要求投
入大量的功夫去完成那些被定义为感性的、细致的
工作。这无疑是一种布迪厄语义中的符号暴力。在此
基础上我们还发现，女性助理社工在工作过程中受
到了情感劳动的双重分隔。一方面，岗位的性别类型
化，即女性与男性各自适合不同工作种类的意象促
使了歧视性的工作指派，女性社工助理的工作任务
也由此从“体力”向“情感”方面滑移。另一方面，相较
于女性一线社工而言，专业性服务和日常辅助性服
务的差异使得女性社工助理从事的工作更加细微和
繁琐。她们的情感劳动不在于处理案主的情绪，而在
于完成专业助人活动背后的内务，即在象征意义上
继续完成与“业务”相对的“家务”。总的来说，情感劳
动的双重分隔实质上折射了男性之于女性、专业性
之于日常性的绝对优势。
四、结论与反思
从理论进路上看，情感劳动作为情感社会学研
究中的重要构成，一方面延续了后帕森斯时代对结
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性反思，另一方面则继承了马克
思对劳动异化的批判态度。通过结合劳动性别化分
层的视角，情感劳动这一概念将情感研究的情境主
义与结构主义进行了并置，有效地解决了结构与行
为间的二元悖论。因此，我们在解释女性社会工作者
承担情感劳动中所遭遇的不公正现象时，也必须将
中国宏观社会的转型与社会工作微观的专业过程进
行统合分析，进而在社会理论的层面上展开反思与
批判。
具体来说，中国政府从全能型向服务型的转向、
社区配套体系的成熟以及核心家庭的形成使得传统
意义上与情感相联系的照顾（care）不再局限于私人
领域，而是逐步演化成为一个公共的话题。上述转型
的发生不但使得照料从家庭向社会的维度溢出，而
且也促动了照料从非正式、非专业朝着产业化和专
业化的方向发展。[12](P262)同时，随着社会建设逻辑的
逐步清晰，社会工作渐而演变为照顾产业化发展的
主要形式，它要求其从业人员进行专业性的情感劳
动，女性长期未被赋予交换价值的情感功夫也通过
社会工作的职业规制而进一步卷入了市场化的运作
过程之中。本研究试图说明，社会工作中的情感劳动
存在着性别间的不公正“分工”，女性社会工作者更
多地充当了表意性的功能，这种专业劳动中的分工
直接延续了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并充分反映
了男权文化对女性特质的武断指认。
从历史渊源上来讲，社会工作与女性有着密不
可分的联系。19 世纪资产阶级白人妇女的慈善活动
滋生了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而中国计划经济时期
的行政性社会工作也主要依靠妇女群体的义务投
入。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工作是一门女性主导的专
业 （female-dominated profession） 或女性的工作
（women’s work）。富于情感的女性特质与社会工作
的契合性是被独特的社会场域所建构起来的虚假关
联，这不仅容易使性别歧视浸入到专业关系的肌理，
而且也会危害社会工作行业的持续发展。[13](P323)当
前，女性社会工作者与情感劳动间的关系形成了一
个相当吊诡的现象：父权制的社会设置将女性与照
顾型的工作进行了文化上的关联，但却在利益分配
上忽略女性情感劳动应有的价值以及她们或将遭受
的情感耗竭的危机。这类对女性情感劳动现状的有
意忽视或多或少地体现了社会意识形态中厌女症的
深层烙印。因此，我们必须反对将女性的情感劳动与
职业进行本质化关联的社会指派。但这并不代表女
性社工应从情感劳动中完全抽离出来，以彻底理性
的方式去处理自我与案主之间的关联。我们必须意
识到，情感劳动不应该被视为绝对压制性的结构力
量，情感劳动也有着促动性的一面，诚如前文所述，
女性社工正是通过自我的情感和价值涉入来质疑理
性主义的社会工作模式，调试专业关系并不断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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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笔者认为，专业社会工作的性别自觉可以借鉴社会性别研究中的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但这只是一个方法论层面的指引，
具体的途径则需要更加细致的探索。参见林晓珊：《走向“理论自觉”与“方法自觉”：妇女 /性别社会学在中国（1955—2010）》，
《浙江学刊》2011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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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着一种社会工作介入的独特方式。
最后，我们还要警惕一类学术现象，即把一些具
有启发性的概念过度地局限在女性群体之中，以此
来构建一个形式上趋于完美的命题，这无疑是以理
论工具来剪裁现实并有意忽略其他社会现象的短视
行为。现阶段我们更需要通过多元女性主义的方法
去关照不同性别的社会工作者情感劳动的强度差
异，这是为了回应社会工作是女性主导还是女性为
多但男性主导的专业（female majority but male-dom-
inated profession），也是为了实现社会性别平等的真
谛，将两性共同从刻板的性别角色中解放出来，这既
是女性主义的终极价值关怀，又是社会工作追求解
放意涵的核心理念。共建一个两性平等“好社会”离
不开社会工作的干预、实践和倡导，但怎样形塑“好
的社会工作”显然成为当下更为紧迫的问题。在此，
我们需要着重处理两方面的任务：一是要积极审思
社会工作服务的内部分化，调整男性之于女性、专业
性之于日常性的绝对优势，把情感劳动视为社会工
作实现社会正义的必要方法，而非完成工作量的附
属工具；二是要反思理性至上的专业社会工作模式，
对完全摒除情感涉入的专家姿态进行扬弃，促使受
助对象与社会工作者共同思考自身性别气质和性别
角色的阀限，探索在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③的基础上
实现社会工作性别自觉的本土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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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研究论丛
Collection of Women爷s Studies
中国大陆的妇女健康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
代初，由于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和现代医学模式的转
变使得这类研究一开始就带有了女性主义的研究视
角和敏感。在多年本土化探索过程中，妇女健康研究
的议题更加广泛，研究方法也与世界妇女健康研究
保持同步，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则是多元差异视角的
引入，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职业和特殊女性群
体的健康问题进一步受到关注，流动女工的健康问
题也逐渐进入了妇女健康研究者的视野之中。[1]
在学术研究的使用惯例中，流动女工常被用来
指涉那些从农村来到城市，在工厂、企业里出卖劳动
力的年轻未婚女性，这一群体是构成流动妇女的主
要部分。在 CNKI 高级检索中，分别组合输入“女农
民工 / 女民工 / 外来女工 / 流动女工 / 打工妹”和
“健康 / 艾滋病 / 职业病 / 职业危害 / 月经”等相关
关键词，检索出 2000 年至 2013 年 4 月期间，4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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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相关流动女工（包括其他相关关键词）研究中涉及
健康问题的研究文献共 1045 篇，比例为 21.5%。流
动女工 / 外来女工的健康研究多发表于妇女研究、
医学（生殖健康类、职业病学、流行病学、保健等）杂
志上，也有个别研究文献源于社会学刊物。另外，《中
国女工》、《工厂女孩》、《打工女孩》等女工研究的著
作也列入了本次文献回顾的范围之内。
本次文献回顾将主要回答以下 3 方面的问题：
（1）流动女工目前面临哪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哪些问
题是流动女工所特有的，哪些又是与其他流动群体
（流动妇女 /流动男工）所共有的？（2）目前流动女工
接受医疗保健服务的状况如何？国家健康政策是否
有利于流动女工的健康？（3）造成这些健康问题的
原因有哪些？
在回顾文献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基础上，本文尝
试进一步归纳总结流动女工健康研究的主要特点，
以及讨论未来此类研究的可能性空间。
一、流动女工面临的健康问题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流动人口已达
到 2.21 亿，其中女性的比例较高，仅 2000 年普查时
流动人口中的女性比例已高达 48.6%，[2]而作为流动
妇女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流动女工的数量规模亦
不可小觑。在长期流动以及不尽人意的生存状况下，
流动女工 / 外来女工不仅面临与大多流动妇女、流
动男工相同的健康风险，也具有自身独特的健康问
题。
（一）生理周期的身体之伤：流动妇女的共同风
险
多数情况下，流动妇女生殖健康研究的样本中
包含流动女工 / 外来女工，尤其是年轻、女工 / 外来
女工遭受着与其他流动妇女一样的生殖健康风险，
主要集中在非意愿妊娠和人工流产、生殖道疾病和
产孕保健 4个方面。
1.非意愿妊娠和人工流产
由于婚前性行为的增加以及外来人口的避孕比
例较低，导致流动女工 / 外来女工非意愿妊娠的比
例增加，因此人工流产率较高。[3] 广东省 2006 名
15-35 岁流动女性的调查显示，有人工流产史的占
66.8%，其中 75.7%是由于未采用避孕措施而造成；[4]
未婚有性行为者中人工流产率为 61.3%，而人工流
产者中高达 93.9%的人未采取避孕措施。[5]
2.生殖道疾病
深圳市流动人口育龄妇女中，阴道炎患病率为
22.0%，高于本市已婚育龄妇女；[6] 广州市白云区
1000 名农民工的宫颈疾病筛查结果显示，54%的女
农民工被检出慢性宫颈炎，宫颈细胞学异常率为
5.4%，均高于本地女职工。[7]针对上海市奉贤区 708
名外来务工妇女的宫颈疾病检查发现，外来务工妇
女中宫颈细胞病变的发生率较高，接近 60%。[8]
生殖道疾病的另一个问题是年轻流动女性患病
后羞于诊治。武汉市饮食娱乐行业 1232 名外来未婚
青年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行为调查表明，高达 85%
的外来女工出现过生殖道感染症状，但是超过一半
的女性未到医院就诊，而未就医的原因中“害羞”占
首位。[9]龙秋霞关于“社会性别与艾滋病”的调研中也
发现这样的状况，传统的性“纯洁”文化阻碍了未婚
女工生殖生育健康知识的获取以及自我保护意识的
提高。[10]
3.性病 / 艾滋病以及感染后的双重伤害
以艾滋病为主的性感染疾病是流动女工 / 外来
女工生殖健康问题中又一大难题。《2004 年中国艾
滋病评估报告》数据显示，女性感染者的比例明显上
升。2004 年 1-9 月，女性感染者的比例已高达 41%，
而在 2000 年仅为 19.4%。[11](P20)由于外来女工的流动
性较强，使得她们更易成为艾滋病等性病的受害者。
一定比例的流动妇女从事性服务或与性有关的商业
行为，这大大增加了流动女工 / 外来女工感染艾滋
病等性病或是将疾病传染给他人的几率。[3][12]另外，
由于遭受强奸、性虐待、被迫卖淫，也增加了流动女
工感染艾滋病的风险。[13]
另外，多项妇女与艾滋病的研究发现，男性患艾
滋病后，其妻子表示不会离开他，会认命，而当女性
患艾滋病后，大多数丈夫表示会选择离婚。[14]由于
社会性别文化的双重标准，感染艾滋病的女性受到
比男性更多的来自家庭甚至社会的伤害和孤立。[15]
4.孕产保健
流动女性的产检情况和围产期保健状况均比常
住人口差。[16]楼超华等的一项研究发现，调查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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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婚妇女中没有一个按照正规的产前检查要求做检
查，部分外来女工选择在家中分娩，导致并发症的比
例增高；广州 777 名已育女性流动人口中，78.6%参
加过产前检查，低于本市人口的 88.5%，流动人口产
检次数也明显少于本市女性；18.3%的流动妇女在
家中分娩，经济条件的限制是主要原因。[17]
（二）职业环境中的身体伤害：流动工人的共同
风险
流动女工每天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生活工作在职
业环境之中，与男性工人一样，她们的职业健康受到
严重伤害。
1.有毒化学品、噪音、粉尘等职业危害
由于很多工厂缺乏劳动安全保护措施，使得女
工曝露在粉尘、有毒气体、噪音的职业危害元素中，
对身体健康尤为不利。周荐佼等对北京、湖北、山东、
浙江以及内蒙古五省的 2881 名流动女工进行的一
项调研显示，接触职业有毒有害因素的女工占到
61.3%，粉尘、苯等有毒物是接触最多的职业危害。[18]
多项研究表明，职业危害因素对女工的中枢神经、呼
吸、心血管、造血、肝、肾具有极大危害，使女工表现
出神经衰弱、月经紊乱、白细胞减少、失眠多梦、皮肤
瘙痒、心电图异常、记忆力下降等症状。[19][20][21][22]
由于很多企业没有施行女职工健康保护措施，
流动女工在经期往往得不到特殊保护，大部分企业
辞退孕期及产期妇女，这些有毒有害的环境和不合
理的人事制度危害了女工的生殖健康安全。[23]
2.以健康为代价的超时工作
机械的流水线工作是工厂高效率生产的体现，
固定、重复的流水线工序使得流动女工、外来工超时
工作的现象极为普遍，每天工作 10-12 个小时是家
常便饭，特别是女工集中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成为难
以根除的顽症。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 2002 年开展的
一项珠江三角洲外来工调查显示，加班和超时工作
仍然是损害外来女工健康的重要问题之一。[15]长时
间的超时劳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尽管没有准
确的数据，但是工厂女工猝死的新闻屡见于报端，而
女工们的不满和无奈也表示了超时工作给她们身体
和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24]
3.糟糕的工作居住环境
调查发现，一些“三资”企业中的农村女工的宿
舍拥挤，平均一个宿舍居住 8-10 个女工，最多达到
50 个，房间狭小，光线不足，无通风、空调设备。工厂
伙食也缺乏营养，用餐环境不卫生。在对天津的台资
企业调查中发现，大量流入的年轻农村女工由于拥
挤嘈杂的就寝环境而有失眠以及情绪低落等症状。
[19]另外，由于许多企业不遵守有关安全生产规程、作
业空间狭小、防火通道不畅、消防设备不完善等，使
得女工们的身体安全与健康被置于强大的风险之
中，如 20 世纪初 90 年代的多场工厂火灾导致数百
名女工丧生的惨况。[24]
4.职业工伤或患职业病后的权益受损
这种健康伤害体现在艰难的医治和索赔、身体
和精神的双重煎熬。地方权力体系和资本市场共同
合谋采用去合法性、增加维权成本、对制度的选择性
利用和弱化社会支持等手段，使得遭受工伤或职业
病的工人无法获得应有的合理赔偿，而由于无法承
受巨大的经济压力，大多数工人得不到及时的治疗
而留下终生遗憾。[25]
对于落下严重残疾的打工者，精神的折磨往往
胜过身体的痛苦。从正常人到残疾人，他 /她们无法
接受这一无法逆转的变化，他 / 她们失眠、焦虑、敏
感，对自己缺乏信心，心理不平衡，不知道如何摆脱
心理阴影，同时残疾给他 / 她们未来的生存所带来
的阻碍也使得其精神崩溃。[15]
（三）职业环境中的女性疼痛：流动女工的特殊
风险
流动女工除了遭受与男工同样的有毒物质、超
长的工作时间、糟糕的工作居住环境等健康损害外，
还承受着带有性别色彩的其他健康损害。
1.与工业时间冲突的女性生理时间
女性生理时间是母性的时间，月经周期、生育周
期等都是女性生命中至关重要的身体经验。女性的
周期性时间感与男性化的、富有侵略性的线性累进
式的工业时间之间存在着必然冲突。潘毅在南方工
厂的民族志研究中提到，工厂里的所有女工都要面
临痛经的威胁和疼痛，而每个月都有一两名女工因
为痛经而被送到医院。环境的突然转变、长时间的站
立工作以及严格的工厂如厕制度等都容易造成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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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周期紊乱，出现各种经期异常的现象。例如，有
些女工的经期会推迟 5-7 天，有些女工的经期会持
续 1个月以上，还有些女工出现停经甚至绝经。[26]
(P177)
2.经济压力下的孕产疾痛
由于受到经济条件和社区卫生保健服务条件的
限制，大多流动女工 / 外来女工选择在居住地周边
的无资质的小诊所、黑诊所进行人工流产，从而引发
其他的妇科疾病，甚至感染艾滋病。[3][27]另外，许多流
动女工 / 外来女工担心丢掉工作的饭碗或者工厂扣
除自己的工资，人工流产后往往继续上班，得不到很
好的休息，对身体造成更长期的后遗症。[3][10]
3.工伤后的家庭离异
作为个体的人，工伤、职业病造成的身体痛苦是
没有性别差异的，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社会性别文
化观念，流动女工 / 外来女工遭受工伤或职业病之
后更容易再次遭受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双重伤害。在
传统观念里，女性承担家庭照料责任，当女性的劳动
力受到损害后，她的家庭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她的
丈夫背叛她，家庭成员抛弃她，她丧失了在“婆家”的
合法位置，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使她又无
法享受“娘家”的生存资源，这样的后续伤害或许比
身体的痛苦更加令人绝望。[28]
二、流动女工享受的医疗保健服务与国家健康
政策
流动女工 / 外来女工存在上述严重的健康问
题，那么她们目前获得的医疗保健服务现状如何？是
否有利于促进她们的健康？不少流动妇女健康研究
的文献提及了这个问题，不过专门讨论流动女工所
享受的医疗保健服务的文献则不多，因此这一部分
仍然沿用第一部分的思路，从流动女工享受医疗健
康服务的特殊性以及与流动妇女群体的共性两方面
来进行讨论。
从目前查阅到的文献资料来看，流动女工 / 外
来女工目前享受的医疗保健服务主要来自两方面：
计生部门为所有流动妇女提供的生殖健康服务和企
业为女工提供的职业健康检查服务。
（一）生殖健康医疗服务：流动妇女的共同处境
根据《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和《流
动人口婚育证明管理规定》（1999）的要求，成年流动
人口到现居住地后，应该在 15 日内交验《流动人口
婚育证明》，加盖验证合格章的流动育龄妇女可以持
本证享受国家规定的基本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
流动女工作为流动人口的一部分，其享受生殖健康
医疗服务的现状如下：
1.免费生殖健康服务尚未覆盖多数流动女工
未婚流动妇女中超过 90%没有办理《流动人口
婚育证明》，未婚流动妇女的生殖健康服务目前仍然
未被纳入计生部门提供的生殖健康服务体系之内，
[29][30]然而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工厂、企业从事非农
工作的流动女工 /外来女工。
2.流动女工对相关免费医疗服务知晓率低
根据规定，持有《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的流动妇
女可以免费享受孕检、环检、人工流产、结扎、上环、
取环、中期引产、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等多项技术服
务，但是调查发现，在避孕节育、生殖健康知识宣传
方面，85.1%的未婚流动妇女表示没有接受过避孕
知识宣传。[36]大多流动女工长期工作居住在工厂这
样封闭的环境中，计生部门以及社区工作者较少有
机会深入工厂进行相关的宣传和现场医疗服务，因
此她们对这些免费医疗服务政策知之甚少，即使知
道，也没有时间外出接受这些生殖健康医疗服务，甚
至因为害羞而认为没有必要。[32]
3.“两癌”筛查将包括流动女工在内的城市流动
妇女排除在外
目前，国家“两癌”（宫颈癌、乳腺癌）筛查只针对
户籍在当地的妇女以及农村妇女免费开展，目前尚
没有查阅到表明流动妇女可以免费享受这一检查服
务的文献资料。部分地区针对女农民工或者外来务
工人员的宫颈疾病检查是非制度性的偶然“关切”行
为。
（二）职业健康检查服务：流动女工的特殊处境
职业健康检查服务是就业单位根据国家相关规
定为流动女工所提供的企业福利，但是现实往往是
不尽人意的。
1.工厂、企业在女工医疗检查服务方面的缺位
全国总工会 1999 年的一项调查发现，87.5%的
港澳台投资企业以及 50%的国际投资企业设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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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妇科疾病检查制度，但是大量中小型私营企业
仍然缺乏针对女工医疗检查的服务，如果女工自己
去检查还要被当事假处理扣工资。[10][19]
2.性别不平等的职工健康检查服务
一项“流动女工职业健康监护现状与对策”的调
研发现，流动女工接受职业健康检查率偏低，而男性
工人接受职业健康检查的比率则较高。企业为流动
女工建立职业健康档案的约占 17.6%，而男性的这
一比例为 45%。[16]可见，在企业为工人提供职业健康
检查服务方面存在性别不平等的现象。
3.孕产期间难以获得合法健康权利
《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
的规定》、《女职工保健工作规定》等国家规章制度规
定，女职工在孕产期、哺乳期受到劳动保护，而且孕
期前后均能享受一定的保健服务。但是根据一些调
查研究和个案报道，目前多数中小型私营企业不遵
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在妇女孕产保健方面
不提供任何保护措施，也没有任何福利，甚至有的女
工怀孕后被迫离职，所有孕产负担由女工及其家庭
承担。[10]
4.令人堪忧的女工医疗保险待遇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农村外出务工女性”
课题组早期的一项调查显示，女工的工伤待遇最好，
可以全部报销或部分报销的占 72.1%；孕产时待遇
最差，可以全部报销或部分报销的只占 17.9%；在病
假期间 87.1%的人表示没有生活补助；仅 3.9%的女
工表示厂方为其办理了养老保险，为 11.9%的女工
办理了医疗保险，为 25.4%的女工办理了工伤保险。
[32]
（三）流动女工享受健康服务的政策障碍
中山大学刘春燕在其博士论文中阐述了目前非
正规就业（如家政服务工）的流动妇女在健康政策方
面的障碍。[31]
中国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仅适用于那些从事正
规就业、由企业缴纳医疗保险的人员，由于妇女非正
规就业的比例高于男性，因此大多从事弹性工作的
流动女工无法被覆盖到国家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
中。虽然广州市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政策支
持个人参保，但是由于受到传统医疗保险制度的限
制，其对非正式就业人员的服务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生育保险作为强制性社会保险之一，政策规定
生育保险由用人单位按月缴纳，女职工生育的产前
检查费用、手术费等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然而，事
实上，大多私营企业的雇主往往逃避给女职工缴纳
生育保险费用，在非正规就业领域，生育保险的覆盖
率更低，很多就业女性不能享受孕期保健工资和产
假，被排除在生育保险的覆盖面之外。[32]
城镇中外来女工 / 流动女工常常因工作的不稳
定、收入低下、遭受工伤或职业病，生活陷入困境。医
疗救助制度作为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部分，目的是
为贫困人群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障，但是现阶段中
国的医疗救助制度只针对户籍所在地人口，流动人
口被排除在外，多数外来女工 / 流动女工在身体健
康状况恶化、生活窘困之际无法接受国家的医疗救
助。
三、健康问题成因的多维分析
不管是流动女工特有的健康问题，还是与流动
妇女、流动工人共同的健康风险，我们可以从流动女
工的 3 个特点来寻找其健康问题的原因：流动、女
性、工人。“流动”的特点使得流动女工的健康水平普
遍低于本地女工；“女性”使得流动女工具有不同于
流动男工的健康问题，同时与流动妇女保持着共性；
而“工人”则又赋予了流动女工与其他流动妇女不同
的、来自于就业环境的健康风险。不难看出，造成流
动女工这 3 个显著特点的原因分别来自于政治、文
化、经济 3 个宏观层面，因此，本文将流动女工的健
康问题成因概括为流动 - 政治、女性－文化、工
人－经济 3个方面。
就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从女性 - 文化层
面进行流动女工健康问题原因分析的研究较多，流
动 -政治、工人 -经济层面则只有少量涉及。
（一）女性 -文化层面：传统的性文化与性别模
式
每一个个体都是生存于某个社会文化群落之
中，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一文化群
落的价值观、信仰模式的约束和影响。女性 - 文化
层面的原因分析多针对流动女工与其他流动妇女所
共同面临的生殖健康问题，以及流动女工不同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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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男工的特殊职业健康风险。
1.崇尚“纯洁”与“忠贞”的性文化
非意愿妊娠导致的人工流产对女工的身体健康
无疑有着极大的影响，而这大多是由于双方未采取
有效的避孕措施而引起。由于传统“纯洁”文化的影
响，女性对于生殖健康的知识还停留在初中生理课
的阶段，对于安全套的使用和防护功能知之甚少；
“纯洁”的性文化对流动女工生殖健康的影响还体现
在女工患妇科疾病后的羞于诊治，不好意思接受国
家或社区提供的生殖健康知识或服务，她们认为患
妇科疾病是“不纯洁”的表现。
在探讨妇女感染艾滋病的社会文化原因时，龙
秋霞也重点指出了传统性文化的负面影响。[9]在传统
性文化中，男性被社会默许拥有多个性伴，男性“出
轨”遭到的社会谴责远远少于女性，而女性出轨则被
称为“破鞋”，这助长了男性的性开放与女性“忠贞文
化”的强化。男性开放的性行为使得男性极易在婚外
性行为中将艾滋病毒带回家庭，而女性“忠贞文化”
将女性置于婚内性行为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中。
另外，“忠贞”的传统性文化里隐含了“驯服”的
性行为模式。传统的性行为模式使得男性在性行为
中占据主动地位，安全套使用与否往往由男性决定，
女性处于“驯服”的位置。研究发现，固定性伴之间的
性行为并非完全安全，安全套的使用在固定性伴性
行为中也具有重要的防护作用。但是，传统“驯服”型
的性行为模式削弱了女性与男性商讨、要求安全性
行为的能力，男性“使用安全套降低兴奋感”的观念
占据上风，女性的感染风险大大增加。
2.“男性中心”的传统性别文化
肖扬认为，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性别文化下的
健康资源配置影响了女性健康，这也出现在流动女
工中。[13]其次，性别文化规范也制约了女性的健康选
择。由于男性中心文化的影响和现实生活中健康教
育的缺乏，妇女对自己的健康往往不太重视。大多数
女性将丈夫和子女的健康置于自己健康之上，[33]谭
深在调研中接触到一个案例：一名遭受工伤的外来
女工宁愿放弃治疗，希望工厂将这笔医疗费用留给
自己的儿子。[24]
另外，许多女工在身体损害后受到二次伤害也
是源于不平等的传统性别文化。在男性为中心的社
会文化中，女性常常被赋予“传宗接代”以及照顾家
庭的角色，因此当她们感染艾滋病或丧失劳动力后，
则多会被丈夫、家庭所抛弃。
无论是传统的性文化还是性别观念，都说明了
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中男女的不平等。妇女在
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等方面与男性存在较大差距，
这种在经济地位和文化领域的弱势地位使得女性依
附于男性，缺乏自主的生殖健康权力，无法控制自身
的生育生殖行为，导致不安全流产、感染性病、妇科
疾病加重等健康问题。[12]广州部分女农民工宫颈筛
查中细胞异常者大多会留下丈夫的联系电话，由丈
夫决定是否继续去医院检查治疗，这一细节也说明
了性别不平等对女性生殖健康的影响。
3.企业规训技术：“听话”、“勤劳”传统女性气质
的产物
潘毅在其南方工厂打工妹的民族志研究中提
到，“身体，尤其是女性的身体，对于中国的全球资本
来说极其重要，因为生产机器可以从这些真实的劳
动身体中榨取劳动力”。为了使这一过程变得更加容
易进行，企业发展出了一套规训技术，使这些流动女
工一进入工厂便被牢牢地钉在权力和纪律的网格之
中，生产机器的技术和权力迫不及待地开始作用于
她们的身体之上。而这一套企业规训技术则来源于
跨国资本对于流动女工的想象，正如传统父权制文
化中对女性气质的描述那样：身材苗条、目光敏锐、
手指灵活、性格羞涩并且勤劳能干。[26](P76)
正是基于这种父权制性别文化中女性气质的想
象，多数工厂在招工时更愿意招收听话的、乖巧的、
勤劳的女性工人，因为她们更能够忍受与女性生理
时间相冲突的机器时间、缺乏孕产期关怀的工厂制
度、相对男工低廉的工资收入、性别不平等的职业健
康检查以及缺失的女性医疗福利待遇等等，而这一
切共同造就了流动女工令人堪忧的职业健康问题。
（二）经济层面：全球化驱动下的资本追逐
除了上面提到的传统女性气质基础上的企业规
训技术，少量文献资料表示，流动女工的职业健康问
题（流动工人共同面临的健康风险）归根到底还在于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廉价劳动力剥削和医疗保健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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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的缺位。
随着改革开放和贸易自由化的逐步发展，许多
港台企业、外资企业进驻中国南方，纷纷开启大型工
厂，推动着“中国制造”这一宏大梦想的实现。对于投
资者、企业主而言，最大程度地追求利润是第一要
义，而廉价的劳动力与生产成本是实现这一目标的
有力途径。流动女工从农村来到城市工厂打工，虽然
她们的收入较之前在农村有所增加，但是仍然处于
一个极低的水平，大多数女工每月的收入在 1000 元
以下。[7][31][34]不仅如此，私营企业尤其是小型企业和
非正规部门更倾向于降低临时人员工资，任意克扣
罚款，非法加长工作时间，流动女工的收入并不能得
到有效的保证。[19]低廉的收入使得女工不具备经济
条件进入正规医院就医，到黑诊所就诊甚至不进行
就医对流动女工的身体健康造成了持续伤害。
经济全球化使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增加，更多
外来女工从事短期、非正式的弹性工作，就业性质的
变化降低了劳动立法的适用性，而劳动标准的降低
和劳动保护水平的下降，导致了严重的职工工伤或
职业病；经济市场化的影响，使企业用于职工保健的
费用下降，流动女工 / 外来女工无法按期接受职业
疾病检查而对身体健康带来负面影响，社会医疗和
保障体系将流动女工在内的流动人口排除在外，使
得她们无法享受国家提供的医疗服务和救助。[10][19][35]
[36]
（三）流动 -政治层面：户籍隔离下的差异性对
待
户籍制度所造成的流动女工的流动性对其健康
现状的影响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国家免费的计生
医疗福利政策与其他相关健康政策没有完全覆盖所
有流动女工。根据上文的描述，女性患病率较高的
“两癌”（宫颈癌、乳腺癌）免费筛查并没有将流动人
口覆盖在内；虽然国家计生部门为流动育龄妇女提
供免费的生殖健康检查服务，但是这些政策却将以
年轻的流动女工为主的流动未婚女性排除在外，使
大多数流动女工无法享受本地女工所享受的医疗健
康福利；由于流动女工的流动性，她们常常从事那些
非正规的、不稳定的临时性工作，因此她们无法被纳
入国家的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体系之中，
国家政策保障的缺乏将她们的健康境况推向更加严
峻的地步。第二，国家行政力量对流动人口的差异性
对待直接影响了企业主对流动工人合法待遇的忽
视。在潘毅的民族志研究中，工厂老板坦言道，“打工
者”的身份使公司受益匪浅，“官方不认可临时工是
‘工人’，所以厂里也不用认可她们”，“劳动法规在这
里是没有用的，没有人会执行，即使是工会和劳动局
也不会管”。[26]正是官方行政力量的这种态度使得工
厂企业主无需严格遵守《劳动法》，为流动女工提供
有利于其健康的劳动场所、医疗保险和相关健康检
查服务，当工人受到工伤向政府部门求助索要企业
赔偿时，企业方也常常利用相关行政规定的漏洞进
行百般刁难和阻碍，使流动工人无法通过正常的行
政渠道进行身体维权。
四、流动女工健康研究的特点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文献梳理和阐述，笔者认为，
目前大陆的流动女工健康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流动女工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研究较少，其
健康议题的特殊性未被系统揭示
流动女工不同于其他流动妇女，也不同于流动
男工，具有自身的特点，群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健康
议题的特殊性。但是，就目前的流动女工健康研究文
献而言，大部分的研究将流动女工容纳于整个流动
妇女的健康研究样本之中，对于二者健康问题的共
性着墨较多，而忽略了流动女工健康议题的自身特
点。
2.流动女工的健康研究视野尚有一定局限
健康议题不单单是生物医学的问题，医学社会
学、医学人类学的兴起和发展便是最好的说明。但
是，在对流动女工健康问题的研究中，健康风险的生
物学表现占据了较大比例，多数文献将流动女工的
健康问题定义为身体所遭受的病理性损害，而这种
病理表现所引发的个人身份认同缺失、人际关系破
裂、社会支持弱化等健康问题却没有得到适当关注。
3.社会文化层面的因素是流动女工健康问题成
因研究的主要关切点
对流动女工健康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的研究多
开始于 2005 年以后，主要由妇女研究专家主持完
成。什么原因导致了流动女工在内的流动妇女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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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的健康现状呢？社会文化中的性别因素是较多
出现的分析维度，尤其是对女性感染艾滋病原因的
分析。
4.研究方法比较单一
流动女工的健康问题研究大多数使用问卷调查
的方法揭示女工的生殖健康现状或职业健康现状。
但是，在国际妇女研究的影响下，参与式研究方法在
妇女健康研究领域越来越得到研究者的青睐，而这
种方法目前在国内的流动女工健康研究中几乎难寻
踪迹。
5.两种研究视角：社会性别与全球化
无论是外来女工的健康问题描述，还是健康问
题的成因分析，抑或是享受服务及健康政策的研究，
都可以看到两种界线分明的研究视角：社会性别与
全球化。
在外来女工 / 流动女工生殖健康研究方面，社
会性别作为主要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普遍出现。
首先，在生殖健康问题层面，社会性别视角的引入使
得研究者们发现妇女生殖健康权利的特殊性，妇女
的生殖健康应该是关注妇女整个周期的健康，而不
是狭隘地集中于孕产期；[37](P135)其次，社会性别分析
有助于研究者发现影响妇女生殖健康的社会文化机
制，由过去的传统医学模式转向社会文化模式，如龙
秋霞、卜卫等进行的妇女与艾滋病的研究；第三，将
社会性别引入生殖健康领域，可以帮助我们审视现
存的医疗保健制度等国家健康政策的性别盲点，发
现男女两性在医疗保健资源和健康服务上的性别差
异，从而对现行的国家相关政策进行重新修订。
社会性别视角也出现在某些外来女工 / 流动女
工职业健康的研究中，比如男女两性在接受职业健
康检查方面的差异，但是大体而言，全球化的视角是
这类研究的主要框架。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贸易自
由化、市场化，流动女工 / 外来女工成为资本市场的
廉价劳动力，企业对于资本的追逐，使得女工的劳动
环境无法保证，同时降低用于女工健康的费用支出，
将女工的职业健康推向风口浪尖。另外，全球化带来
的劳动力市场和人口流动的急剧变化，使妇女儿童
的强迫劳动和拐卖问题凸现出来，而流动女工 / 外
来女工更容易成为伤害的对象。
五、研究建议
1.重视流动女工这一群体健康议题的特殊性
目前流动女工的健康研究多湮没于流动妇女或
工人职业健康研究之中，以流动女工为独立研究对
象的研究可以说还存在一定的空白。但是，随着农村
外出务工群体女性化、年轻化程度的升高，流动女工
这一群体逐渐占据农民工大潮的主流，因此紧抓流
动女工在阶级、性别等方面的特点，有针对性地研究
这一群体在健康议题方面存在的特殊性，显得极为
必要。
2.拓展对健康问题的理解
无论是对流动女工还是其他群体的研究，健康
问题不单单是身体机能的损伤，在医学社会学、医学
人类学以及其他学科领域，健康问题涉及自我、文
化、政治多个层面，健康风险的体现除了身体出现生
物医学上的脱轨之外，对于研究对象而言，失去对生
活的控制或许是更令其难以接受的健康问题。因此，
未来的健康研究应该拓宽对健康问题的理解，从生
物医学的模式向社会 -心理、交往 - 传播等模式转
变。
3.增加社会性别与全球化交叉视角的健康研究
目前流动女工的健康研究存在社会性别与全球
化这两种平行的研究视角，社会性别视角常出现在
流动女工生殖健康方面的问题与原因探究中，而全
球化视角则更多地应用于职业环境中的健康问题阐
述，这两个视角各司其职，极少出现交集，但是在实
践中，我们往往可以观察到这两种视角的交叉存在。
流动女工的生殖健康问题不仅仅与社会性别相
关，全球化的经济原因导致国家医疗福利政策偏向
市场化，工厂企业主追求利润削减女工健康福利，这
些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流动女工的生殖健康；另外，
在工厂这样的就业环境中，除了全球化视角起作用
外，就业环境中的性别隔离、性别等级等社会性别因
素也对女工的身体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目
前的流动女工 / 外来女工的健康研究中，却缺乏社
会性别和全球化的交叉视角分析，而笔者认为这样
的研究角度更能透彻阐释流动女工的健康问题及其
原因。
4.加强流动女工健康问题的政治性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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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问题是公共问题。造成流动女工令人堪虞
的健康境况的原因分析不能仅从社会文化层面去进
行，其明显的阶级性使得我们必须对其进行政治性
的解读，但是目前相关政治性分析还相对较少，只有
加强这一层面的分析，流动女工健康问题的研究在
中国现今的政治社会环境下才能更加丰满、立体、与
时俱进。
5. 关注流动女工 / 外来女工主体经验的表达，
增加赋权研究
在目前大多数研究中，流动女工 / 外来女工多
以健康问题的受害者面貌出现，而对她们作为一个
主动的个体，如何在对影响她们身体、精神健康的因
素进行反抗，如何利用媒介、社会民间组织等社会资
源为她们的健康权利进行奔走呼喊，实现其赋权的
过程，这样的研究却非常少见。卜卫、刘晓红在一项
社会性别与艾滋病研究的文献回顾中提到，该研究
之前尚未有文献系统性地对女性在抗击疾病中发挥
的主体作用进行研究。[28]
6.研究民间组织、NGO在流动女工 / 外来女工
健康促进中的作用
在所有的相关研究中，笔者没有看到有关
NGO、民间组织的健康行动研究，而在现实实践中，
民间 NGO 组织在流动女工的健康促进和教育中充
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学术研究必须跟上实践
的脚步，加强这方面的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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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琛工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
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加州艺术学院、密西西比河谷州立大学等都开设了
相关课程，如女性健康研究、女性面临的最大健康威
胁、母亲互助同抗艾滋、致男人的宣言、一位要求学
校教育的女孩、Facebook 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
格巴纳德女子学院毕业演讲、女性应该在媒体上代
表女性、社会媒体与性别消失、电影中的男子气概、
为什么女性领导那么少、女企业家是榜样而绝非特
例、商业街之梦、女性崛起的新数据等。这些课程的
开设对女子学院的教学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也将是大学发展的潮流。[11]
（上接第 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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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 90 年代麦肯锡咨询公司提出“人才
战争”（war of talent）一词以来，人才管理（talent man-
agement）已成为管理学界最为常用的术语之一。人
才管理是指目的在于强化组织能力和驱动组织绩效
的一系列人才配置活动，主要包括绩效提升、职业生
涯开发、继任计划和选聘培训等一系列管理活动。[1]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和跨国公司的不断发展，世
界范围内的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无论跨国企业还
是本土企业，无论大中型企业还是小企业都无法回
避人才管理问题。人才开发作为人才管理的重要内
容，日益受到学术界和管理界的关注。女性人才是人
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是不争的事实。虽然有越
来越多的女生进入大学学习，越来越多的女大学毕
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跻身中高层管理职位的女性
数量较以往有所增加，[2]但是女性人才受到的实际关
注程度远远不如男性人才多。
一、人才与女性人才开发
1.什么是人才
国外女性人才开发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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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才管理已成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国外学术界和企业界对女性人才开发的探索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
果。文章对女性人才开发的定义、理论基础、开发方式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梳理和评价，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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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学领域，知识（knowledge）、技能（skill）、
能力（ability）、才能（talent）和天资（gift）是一组关系
密切的概念。知识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表征，分为不
同的形式，如陈述性知识（表征“是什么”）、程序性知
识（表征“如何做”）等。知识是能力结构中的组成部
分，但并不等于能力。技能是指通过练习而获得的动
作方式和动作系统，分为操作技能和心智技能两种。
能力分为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前者指在不同种类
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能力，如观察力、记忆力、抽象能
力、想象力、创造力等等，其中抽象概括能力是一般
能力的核心，即智力；后者指在某种专业活动中表现
出来的能力，是顺利完成某种专业活动的心理条件，
如色彩鉴别能力、音乐想象能力等等。然而，人们要
完成某种活动，需要多种能力的结合，这种结合在一
起的能力称为才能。能力的高度发展称为天才，这是
一种能力的独特结合，使人顺利地、独立地、创造性
地完成某些复杂的活动。[3](P406)
人才的定义与心理学的能力观有渊源关系。关
于人才的文献中，有两个学者的贡献经常被提到：一
是坦南鲍姆（Tannenbaum）对天才的分类，二是斯滕
伯格（Sternberg）的成功智力理论。坦南鲍姆 1991 年
指出：天才（the gifted）分为两种，一类是天才的制作
者（gifted producers），另一类是天才的表演者（gifted
performers）。[4]前者通常产生“思想和实物”（thoughts
and tangibles），如科学理论、哲学思想、雕刻作品、音
乐作品等，后者能够表演艺术作品如戏剧、舞蹈或者
提供对人类传承与发展有价值的服务如教学、领导
政治运动或者做社会工作。他认为，人格与才能行为
的关系就像“鸡和蛋”的关系，成就动机与实际成就
有某种关系，但外部激励有助于增加成就动机从而
间接影响天才的实际成就。
斯滕伯格认为,智力就是“个体在力所能及的范
围内按照自己的标准获得成功的能力”。[5]例如，一位
著名演员就算扮演不太重要的角色，只要他 / 她高
兴，就可以称之为“成功智力”，就像那些获得高度好
评和巨额报酬的人一样。斯滕伯格曾将个体的智力
分为 3个部分：成分智力（componential intelligence）、
经验智力(experiential intelligence)和情境智力(con-
textual intelligence)。[6]成分智力是思维和问题解决等
所依赖的心理过程，包括知识获得成分、操作成分和
元认知成分。经验智力是指人们在新颖或常规情况
下处理问题的能力。情境智力是指对日常事务的处
理能力，一般指情境适应能力，如小聪明、商业头脑
等。斯滕伯格认为，IQ 测验窄化了智力的范畴，某一
方面的智力水平低并不意味着其他方面也低，例如
有人 IQ 低但有商业头脑。斯滕伯格指出，成分智力、
经验智力和情境智力均可以通过专门的练习或者培
训得到提高。
管理学中关于人才的定义众说纷纭。有的研究
者从“人才作为人”（talent as people）的角度进行界
定，也有研究者根据“才能作为人的特征”（talent as
characteristic of people）对人才进行定义；[7]有的研究
者从“包含”（inclusive, all employees）的角度对人才
进行描述，也有研究者从“排除”(exclusive, i.e.a se-
lected group)的角度对人才进行限定。[8]Thunnissen 等
人对人才的定义维度进行了整合，将人才的定义分
为 4种类型。第一种是“总和说”，人才是“用来描述
组织为了实现商业目标而想要获得、保留和开发的
人力资源的总称”，人才与人力资本概念可以互换；
第二种是“对象说”，人才是指通过培训和开发可以
充分发挥潜能的组织成员；第三种是“区分说”，人才
是指组织中能力和绩效排在前列的员工，即 A类成
员（A-player）；第四种是“特殊能力说”，人才是指组
织中具有特殊的、高于常人的能力，且能够把这种能
力转化为优秀绩效的员工。[9]
综上所述，国外关于人才的认定有两个必要条
件：能力突出，成就突出。这里所说的“能力”是指智
力、才能或者天资中的一种或几种，“成就”则指包括
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在内的能力发挥的结果；“突
出”是指能力或者成就比一般人的水平要高些。同时
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个体可以称作人才。而女性人才
就是特指那些能力突出并在某一领域取得突出成就
的女性。
2.女性人才开发
根据研究者对企业人才管理的定义，[1] 绩效提
升、职业生涯开发和继任计划等均属于人才开发的
具体方式。女性人才开发则是指企业针对女性人才
制定绩效提升计划、职业生涯开发计划和继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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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活动的总称。
Reis 如此定义杰出女性人才开发过程：“当高智
力、创造性、艺术能力、领导能力或者具有高潜质的
女性在她们选择的领域取得了（或正在取得）较高成
就，当她们对社会作出了自己认为的较大贡献时，女
性人才开发就发生了。当女性发展令人满意的人际
关系或者追求他们认为重要的工作时，这种贡献会
得到提升。”[10]这个定义强调女性人才开发的能力基
础，认为个体内在的主观能动性发挥是人才开发的
动力因素。
Arnold 等人认为，女性和男性在心理需要、动
机、工作和家庭中面临的事务以及获取支持或资源
的途径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女性人才开发不同于
男性人才开发。据此，他们提出了一种有代表性的女
性人才开发理论：杰出女性（remarkable women）。[11]
他们从行为的角度来定义人才，还拓展了“杰出女
性”标准的应用范围，比如将私人领域（personal
sphere）的成绩和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成绩相
提并论，认为无论在哪一领域取得超出一般成绩的
女性均可视为“杰出女性”。那些传统观念中属于私
人领域的行为如抚养孩子、培养亲子关系以及料理
家务等，只要“其观念或者做法影响了某一过程或某
一社会领域”都可以称为“天才行为”（gifted behav-
ior），不过，在公共领域产生的影响通常被视为“领
导能力”（leadership）。
另一种关于女性人才开发的理论是 Kerr 提出
的“聪明女孩和女人”（smart girls and women）。Kerr
采用人物传记分析方法，对美国演艺界、科学界、文
学界、艺术界等领域 33 位杰出女性的成功历程进行
了分析。研究表明，这些杰出女性的才能开发早在少
女时期就开始了，尽管不同女性的成长之路并不相
同，但她们都曾接受了个别化的指导（individualized
instruction），都有职业发展导师（mentor）。而且，这些
成功女性还表现出了一些相似的性格特征：（1）少女
时代就表现出某种才能并爱好阅读，这些增加了她
们的知识并为新观念提供了养分；（2）避免根据某人
的群体身份对其进行判断，在与他人或导师的互动
中能够坚持自我身份（identity）和自己的目标（tar-
get）；（3）相信工作是生活和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她们通常会与志趣相投的人结婚或结合（marry-
ing or partnering）。有才能的女孩很多，但是只有少数
女孩最终成为杰出女性。[12]
3.女性人才成功的标准
女性人才开发的目标与女性人才成功的判断标
准紧密相关。因为人才的定义中“成就”是一个必要
条件，而成功的判断标准通常也与个体取得的成就
有关。女性人才成功的标准常常可以分为两种：内部
标准和外部标准。前者指女性自己对成功的认定标
准，后者指社会公众对成功的认定标准。
女性成功的内部标准。Sturges 探讨了英国管理
人员对职业发展成功的认知标准。研究发现，男性倾
向于用外部因素来衡量职业成功，女性更愿意用内
部因素来描述职业成功。[13]第一类人被称作“登山
者”（climbers），他们认为职位晋升和报酬等级提升
是职业成功必不可少的标志，这类人中以男性居多；
第二类人被称作自我实现者（self-actualizer），他们
根据成就感、成就来判断自己的职业是否成功，这类
人中女性居多；第三类人被称为专家（experts），他们
认为职业成功就是在专业领域成为权威、工作能力
获得他人的认可，这类人多是女性；第四类人称为
“影响者”（influencers），他们关注自己的行为是否对
他人或者组织产生积极影响，这类人男性和女性数
量相差不大。Lirio 等人对女性管理者、女性政府官
员、女教授和女企业家的跨国比较研究支持了这一
结论。研究发现，加拿大、阿根廷和墨西哥三国的研
究对象均表示，职业成功的标准是达成目标、获得认
可和尊重，不是金钱和地位。[14]
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判断女性是否杰出的外部
标准不同。例如在西方国家，拥有较多机会和较少阻
碍的女性如果在某一领域作出卓越贡献而脱颖而
出，她们就会被视为“天才”；而在印度，低种姓女性
克服阻碍获得学位或者获得某一职位就意味着“杰
出”。尽管才能对于女性取得成功有重要影响，但才
能不是影响女性成就的唯一因素，因为“高水平的先
天能力不足以抵抗文化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导致无
数女性怀疑甚至否定自己的才能”。[11]
二、女性人才开发现状
1.女性人才开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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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ble 等人提出了一个关于女性才能开发的模
型。（见图 1）作者认为，女性人才开发是由一些关键
变量之间的关系组成的复杂互动系统（a complex
and interactive system of relationships among several
critical variables）。[15]该模型隐含的前提假设是女性
的生活背景影响其才能的开发。模型的第一部分是
女性人才开发的起点，是才能积累的过程。“与主流
的距离”其实就是个体离社会权力中心的距离，最初
是由个体的出身背景决定的，也是个体受到主流文
化影响的程度。如何界定人才的“突出成就”取决于
女性最初的经济和文化背景，即根据女性自身价值
观判断其表现如何，不能根据外在的标准来判断女
性的成就水平。第二部分是女性人才表现出天资行
为的过滤器与催化剂。那些拥有天赋才能的女性，如
果没有机会进入合适的领域，将不会成为“杰出女
性”。第三部分是女性人才发展的结果，可以是表现
为个人领域的自我满足和社区满足，也可以是表现
为公共领域的领导组织或者推动某一领域的进步和
发展。
Ibeh 等人认为，国际顶尖商学院的研究生教育
计划对于提高女性管理者在全球化发展中的地位至
关重要。他们提出了一个商学院女性领导人才开发
模型。（见图 2）该模型表明，女性获得进入管理职位
机会的前提是接受商学院的教育培训，而女性是否
参加商学院的学习取决于商学院的教育实践内容。
作者指出，影响女性进入商学院学习的因素还有很
多，如资源网络、工业协会、商学院声誉、政策导向、
个人性格、商业环境等。[16]
Sullivan 和 Mainiero 提出了两种女性生涯发展
模式：α 模式（alpha career pattern）和 β 模式（beta
career pattern）。[17]前者意味着个体强烈关注自己的
职业生涯，后者则表示个体以工作家庭平衡作为职
业发展的标准。作者认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在职
业生涯决策中均需要考虑 3 个重要参数：真实性
(authenthity)、平衡(balance)和挑战(chanllege)。真实性
是指个体在职业发展、工作和家庭生活中表现真实
性的需求；平衡是指个体整合生活中不同方面（工作
与非工作）任务和要求的需求；挑战是个体在工作、
学习或成长时对责任、控制和自主的需求。α模式
更多地反映了传统职业生涯发展的特点，即线性的、
连续的趋势；具体表现为职业初期追求挑战，然后关
注自我感受，最后才考虑工作 - 家庭平衡
（C-A-B）。研究表明，当男士遭遇职业发展的高原期
或者进入职业生涯中后期时，他们逐渐重视与家人
的关系，甚至为错过了与家人（尤其是孩子）在一起
的重要时刻而内疚。女性职业发展更多符合β模
式。女性在结婚前追求挑战、致力于实现职业抱负，
她们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了职业发展的成功；但是
她们的职业路径会中断，表现为结婚后她们将主要
精力投入到家庭中，并向其他领域寻找实现自我的
机会（C-B-A）。
2.女性人才开发方式
商学院教育是国外培养女性领导者的重要渠
道。Ibeh 等对世界上排名前 100 名的商学院进行了
调查，以期了解全球化背景下商学院的女生教育状
况。研究表明，商学院主要提供 MBA 教育，如全日
制 MBA、兼职 MBA、周末 MBA 和晚上 MBA；其次，
提供总经理教育，包括总经理 MBA、总经理开发项
目、全球总经理开发项目、总经理硕士项目等，这些
培训既有临时开班的也有固定开班的；此外，还提供
特殊硕士教育计划或者博士教育计划。他们发现，这
些商学院的平均女生比例为 30%，只有 10%的商学
院设有专门的女性领导开发中心，大约 1/3 的商学
院提供女性培训项目或为女生开设专门的教育课
图 1 女性才能开发模型
图 2 商学院的女性人才开发模型
女性人才开发实践 
   培训/辅导 
   目标启动 
人际网络/职业导师 
女学生参加商学
院课程学习 
女性获得进入管
理职位的机会 
 人口学因素 
与“主流”的距
离 
 
  个人因素： 
  人格特质、 
  家庭背景 
     机会 
现实的、感知的、
有效的（激励、
冒险、信心） 
 
   人才领域 
艺术、文学、科
学、美学等 
  个人领域 
  自我实现 
  社区实现 
 
   公共领域 
  艺术、文学、
科学、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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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大多数商学院为有潜力的女生提供多种奖学金；
72%的商学院为女生提供外部资源网络，如女性联
谊组织会员资格、参与企业管理实践的机会等。[16]3
年后（2011 年），作者对非洲 7 个国家 22 个商学院
进行了类似的调查。结果表明，非洲商学院在课程设
置和教学方法方面与世界顶级商学院无显著差异，
女生所占比例低于 1/3，只有 3家商学院设有专门的
女性人才开发中心，15 家商学院设置了与女性相关
的开发课程。[18]
组织内部的女性人才开发实践是女性人才开发
的有效手段。Joseph 指出，通用电气（GE）公司的“女
性工作网络”战略性举措对女性领导人才开发产生
了显著效果。[19] 1997 年，为了改变高层管理中女性
数量偏少的现状，GE 公司组织并发起了“女性工作
网络”（women network）项目，全球范围的 GE 女性员
工均可自愿参加。该项目的活动内容有实践工作坊、
知识分享、与高管一起举行圆桌会议、开发特殊技能
的课程如应用软件操作和在线聊天工具的使用等。
该网络持续开发女性员工的外部伙伴关系，鼓励成
员到中小学校、高等院校以及女性组织和慈善机构
分享她们的知识和技能。该计划不仅开发了女性雇
员的领导潜能，还吸引了一些优秀女性加入 GE 公
司，可谓一举两得。Garcea 等发现，汤姆森路透社
（Thomson Reuters）基于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
ogy) 视角的女性“优势干预”项目（strengths-based
interventions）是女性人才开发的有效途径。[20]该项目
以 3S-P 模型为基础，围绕女性员工的“优势”分析
展开。3S-P 分别代表优势（strengths）、战略（strate-
gy）、情境（situation）和绩效（performance），前三者相
当于等边三角形的 3个顶点，绩效相当于三角形的
重心。该模型的含义是：战略代表前进方向，情境代
表背景知识，优势代表实现目标的手段，三者共同影
响个体的绩效。在缺乏背景和方向的情况下，优势体
现为个人的兴趣；在缺乏背景和优势的情况下，战略
即为坚守“信念”（a wish on star）。女性人才开发就是
帮助女性个体分析现实的优势、潜在的优势、劣势以
及自己的学习方式，以达到发挥现实优势，最大化潜
在优势或者调节学习行为从而提升个人工作绩效的
目标。
研究机构或咨询公司与组织合作进行的人才开
发项目是女性人才开发的又一途径。Clarke 的研究
表明，专为女性设计的领导力开发项目能够提升女
性管理者的职业适应力和胜任力。[2]该项目持续时间
为 6个月，项目开始时 2天完成 4个活动单元，以后
每月安排 1个活动单元，活动形式有互动研讨、工作
坊、个人工作案例研究、行动学习，外加个别职业辅
导、成功女性讲座等。上述活动的内容可以归为下列
3 个主题：学会生存和发展、建构支持以及克服障
碍。
三、女性人才发展的影响因素
1.女性人才发展的影响因素
职业因素包括职业规范、职业文化等对女性就
业和晋升都会产生影响。Servon 等对美国科学、工程
和技术（Scienc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SET）领域
中的女性职业发展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SET 是一
个社会建构的男性主导领域，表现出迷恋技术、善于
思考、有进取心、鼓励竞争和崇尚权力等符合男性气
质的特征，并形成了排斥女性的职业文化。主要表现
在以下 3个方面：首先，SET 女性在工作场所经历了
较多的“侵犯行为”（predatory），如性骚扰、被认为能
力较差、被认为绩效不如男性、外表被过分关注，等
等；其次，SET 女性在工作中被孤立，缺乏女性角色
榜样和职业导师；最后，SET 女性通常承担着“极端
的工作”（extreme jobs），工作时间长（平均工作时间
远远超过 40 小时 / 周，有的甚至达到 100 小时 /
周），工作压力大，难以平衡工作与家庭之间的责任。
[21]
组织因素如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和实践，对女性
人才的招募、培训、报酬和晋升都会产生影响。
Beeson 和 Velerio 分析了美国企业中阻碍女性晋升
到高层的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他们认为
企业女性在晋升上存在一些潜规则（unwritten
rules），主要包括 3个方面：[22] 起码要求（non-nego-
tiables），即所有领导者候选人都必须具备的条件；
排除条件（de-selection factors），即导致将候选人直
接排除在外的因素；核心要素（core selection fac-
tors），指能够满足高层管理者任务要求的能力特征
和具有吸引他人的领导潜力特征，如战略技能、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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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能力、管理执行力、发起和管理变革、横向沟通、
自信和鼓舞士气等。研究表明，英国的女性高层管理
人员通常不能获得与男性同事相同的报酬，这种薪
酬差异不仅强化了性别刻板印象，还导致女性高层
次人才因为成功得不到认可而选择离职。[23]因为在
英国社会中，高报酬意味着有影响力和有能力，低报
酬意味着不重要和能力一般。一些研究者还发现，组
织的工作家庭政策、性别文化、导师制度以及性骚扰
政策等均会影响女性人才的职业发展。[24]
家庭因素包括家庭成员的支持、孩子数量等。
Yewchuk 等人对加拿大和芬兰女性职业发展的促进
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对象从某自传俱乐部的女性
中选取，均为已经取得突出成就的女性。研究者请参
加者回忆那些对其成功产生过影响的人和事。结果
表明，两国女性都认为家人尤其是父母和配偶的影
响至关重要；阻碍其职业发展的因素分别是他人的
刻板态度、“做女人”（being female）、孩子、照顾孩子、
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等。[25]另一项关于加拿大、阿根
廷和墨西哥成功女性的研究同样表明，女性的职业
成功与家庭的社会支持密切相关。她们表示，父母、
配偶以及子女对于自己的职业发展起重要作用，如
父母提供的信息支持以及知识和技能的传承，丈夫
提供的情感支持和工作引导，孩子提供的评价性支
持，为女性的职业发展和工作 - 家庭平衡作出了贡
献。[14]
Valcour 和 Ladge 研究了家庭因素和工作因素
对女性职业成功的关系。研究发现，[26]第一个孩子出
生时的年龄和“丈夫优先发展”与女性的工作收入和
职业发展满意度负相关；孩子的数量与收入负相关，
第一个孩子的年龄与主观职业成功正相关。Mets 研
究了孩子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有孩子
和无孩子女性报告的职业发展影响因素存在差异。
[27]在阻碍职业晋升方面，有孩女性认为家庭责任、工
作不连续阻碍了其职业发展；无孩女性认为晋升机
会和个人特质阻碍了其职业发展，二者均认为性别
刻板印象阻碍了其职业发展。
个人因素包括能力、信念、兴趣爱好、职业认同、
自我效能感等。Cabrera 对 25 名毕业于美国顶尖国
际商学院、曾自愿离职一段时间后开始工作的女性
进行了电话访谈，了解其职业变动原因。结果表明，
17 名女性在重返职场时选择了“多样化的职业路
径”（protean career orientation），如从事兼职工作、减
少工作时间或者进入与之前完全不一样的职业领
域，5 人选择了沿着原来的职业方向继续发展，3 人
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8人表达了“真实性”愿望，
2 人对“挑战”感兴趣，大多数人认为“平衡”才是她
们当前最需要的。[28] Valcour 和 Ladge 的研究表明，
女性的职业认同、自我效能感与主观职业成功正相
关；职业沟（career gaps）、组织间流动和兼职工作投
入均与收入负相关；收入与主观职业成功正相关。加
拿大和芬兰的女性认为，个人职业生涯发展最主要
的促进因素是个人信念和个人素质。[26]高潜质女性
的才能可以通过系统的工作、主动的选择、个人的持
续努力等进行开发。[29]女性人格特质如任务承诺、坚
韧、决心、个人主义、兴趣广泛与聚焦、创造性和冒
险、对工作充满激情等与职业成功显著正相关；女性
的团队建设能力、关系整合能力、责任感、创造性等
与职业成功显著正相关；而负面社会支持认知、重视
家庭角色、自我贬低等则与女性职业成功显著负相
关。[24]
2.人才职业发展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
Marlow 等对美国女性管理人员职业发展的影
响因素进行了调查研究。作者向 1000 位女性高层管
理者（women in upper-level management positions）邮
寄了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171 份。作者列出了 18 种
可能对男女职业发展产生影响的因素，要求调查对
象分别评价这些因素影响女性管理者和男性管理者
职位成功的重要性程度。调查结果如表 1所示，各因
素从上到下按照研究对象的感知重要性大小依次排
列。[30]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平衡家庭和职业之间关系
的能力是女性管理者晋升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其
次是沟通技能、人际关系技能、职业形象、经验、家庭
成员支持、企业环境支持等；沟通技能是影响男性职
业成功的首要因素，其次是教育、职业形象、经验、风
险阈限、出差意愿、工作网络等。在男性和女性职业
成功影响因素排名的前 5位中，只有沟通技能和经
验两种因素同时被提到，对女性成功影响最大的因
素（工作 -家庭平衡能力）对男性成功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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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女性管理者感知的职业晋升标准重要性排序
3.女性人才发展的对策
国家对策。女性人才开发离不开国家政策和制
度的支持与保障。国家可以通过立法来确立女性人
才开发在教育、就业以及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合法地
位，将女性人才开发纳入到国民教育、就业指导和社
会保障体系中，为地区、组织和家庭的女性人才开发
提供制度支持和法律保障。[31]
组织对策。研究者认为，女性担任高级职务主要
有 3种途径：获得进入人才库的机会；让最佳人选担
任领导职位；为年轻的有潜力的女性提供角色榜样。
[32]这 3 个途径体现了组织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的性
别平等理念，具有政策指导作用。企业注重基于管理
者提升的持续职业规划和开发过程中的考虑到女性
人才开发的特殊性，有助于女性晋升到高层管理职
位。此外，组织还可以提供灵活的工作安排、友好型
工作 - 家庭政策、职业发展辅导等，促进企业女性
人才开发。[22]
个人对策。为了在男性主导的科学、技术和工程
领域生存下去，女性科技人才常常采用两种策略：一
是印象整饰，即像男人那样工作，按照男性成功的标
准要求自己；二是找一个能做回自己的领域（find a
pocket of sanity），即承担相对舒适但不容易晋升的
工作，如管理或者人员招募工作。[21]一项研究表明，
女性主动采取行动证明自己具备成为领导者的才
能，是女性获得晋升的一个重要条件。[22]
四、评价与展望
1.评价
国外关于女性人才开发的研究涉及多个学科领
域，如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女性学等。心理学关
于能力、才能和天才的理论是人才开发的基础，教育
学研究侧重鉴别不同人的能力差异以便因材施教，
管理者研究关注组织角度的人才开发问题，女性学
从社会偏见和性别歧视角度分析女性人才开发的不
合理机制。国外对女性人才的定义不仅强调能力突
出，还强调成就突出，只有两个条件都具备，才可以
成为“杰出女性”。尽管有学者认为人才的领域应该
放宽到私人领域，但更多学者关注公共领域的“精英
女性”，较少有人研究私人领域的“杰出女性”。
国外女性人才开发研究以定性研究居多，研究
者通过对某一领域的杰出女性进行访谈，采用扎根
理论的方式探讨女性的职业成功路径及其影响因
素。由于每一个质性研究都有其特定的解释空间，所
以不同研究之间无法进行比较分析。毕竟，杰出女性
的数量有限，而且杰出女性的成功模式无法复制，所
以，女性人才开发研究需要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其
实，有些能力出众的女性因为没有获得令人称羡的
成绩而被“忽视”，实际上探讨这些女性的职业发展
状况是研究女性人才发展阻碍因素的不错选择。
关于女性管理人才开发的研究多，科技领域以
及其他领域女性人才开发研究较少。这可能跟国外
对女性人才成功的外在标准强调职位的晋升有关,
也可能是因为组织迫切需要补充女性管理人才的缘
故。因为按照西方文化对人才的界定，个体有能力并
不意味着实际表现出某种能力，而职业发展通常是
个人能力得到认可的一种结果。然而，专业能力开
发、专业网络开发对于那些不以获取较高管理职位
为目标的女性人才而言可能更为重要。
2.研究展望
整合不同学科关于女性人才研究的成果。心理
学研究为女性人才开发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手段，
合适的风险阈限 接受上级价值观的能力
出差意愿 驻外适应能力
工作网络 家庭成员的支持
改变生活方式的能力 企业环境支持
接受上级价值观的能力 改变生活方式的能力
驻外适应能力 平衡家庭和职业需要的能力
对口的大学专业 长相好看
职业生涯辅导 职业生涯辅导
有发展导师 有发展导师
家庭成员支持 出差意愿
企业环境支持 工作网络
教育 人际关系技能
经验 合适的风险阈限
女性 男性
平衡家庭和职业需要的能力 沟通技能
沟通技能 教育
人际关系技能 职业形象
职业形象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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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为女性人才开发提供宏观调控思路，管
理学研究为女性人才开发提供实践检验，女性学研
究为女性人才开发提供新的视野，总之，不同学科的
研究成果都可以为女性人才开发提供养分。而且，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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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的效度。具体表现为，从杰出女性职业发展研究
扩展到非杰出女性的职业发展研究，以便将促进因
素和阻碍因素进行对比分析；从美洲女性职业发展
扩展到欧洲女性和亚洲女性的职业发展，以便对不
同文化背景下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研究。二是开展
纵向研究，探讨女性职业发展的内在机制。纵向研究
可以克服问卷调查中横截面数据的缺陷，也可以弥
补质性研究中回溯性记忆带来的误差，有助于发现
女性职业发展的内在机制。
关注不同职业领域的女性人才开发。因为个体
的才能存在差异，不同职业对才能的要求也不同，所
以不同领域的女性人才成长规律也会有所不同。尽
管女性人才在科学、技术和工程等领域的就业人数
相对较少，但这些女性人才的专业开发也应该受到
重视，而不仅仅是只从职位晋升角度来研究。女性人
才开发的目标不仅仅只是成为高层管理者，对于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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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开发进行研究是未来研究的趋势。
女性人才全程开发及其效果评估研究。女性人
才开发不能只关注女性人才某一阶段的发展，而应
该从人生全程发展的角度对女性人才进行开发。尽
管国外一些公司实施了女性人才开发项目，并报告
了项目开发的效果，但是因为不同公司开发方式和
效果评价方法不同，所以不同项目之间的开发效果
无法进行比较分析。因此，学术界人士不仅要研究组
织内部的女性人才开发项目，还应关注女性人才的
人生全程开发。此外，研究者应加强女性人才开发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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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监控并提供效果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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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6 月 2 日上午，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高等研究
院、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举办了“性别与哲学国际研讨
会”。来自美国、以色列、冰岛和中国的学者分别从伦理学、历
史学和哲学等视角深入探讨了各种性别研究议题，其中包括
现代西方性别观念的历史流变，如何在当代哲学视域中加强
女性主义视角，以及如何结合中国传统哲学资源解决当代中
国性别问题。
一、性别观念的流变及启示
美国常青州立学院教授斯蒂芬·库恩茨从历史学角度阐
释了西方性别观念的流变过程。库恩茨教授通过调查研究发
现，过去 40 年欧美国家的性别观念产生了巨大变化，性别平
等意识明显增强。这尤其体现在高收入、高学历女性的生存
状态（收入水平与婚姻状态）中。她从这个群体生活状态的历
史变化入手，阐释了欧美国家性别观念的流变规律。
首先，库恩茨教授指出，40 年前，80%的美国人认为男性
应该养家，女性应留在家中，大学女性比高中男性的工资还
要低。如今，只有 20%的美国人认为男性应该养家，女性应留
在家中，同时受教育女性也比教育程度低的男性收入高。可
见，性别平等的意识已逐渐显现，并且影响了高学历女性的
社会经济地位。
其次，性别平等的观念在两性婚姻中也产生了较大影
响。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女性很难走入
婚姻，而职业女性则很容易离婚。但是现在，和其他女性群体
相比，高学历女性不但能找到婚姻伴侣，并且她们的离婚率
也在降低。同样的事实在高收入女性群体中也存在。库恩茨
教授认为，这是由于成功的婚姻已越来越多地在于夫妻双方
在技能、资源、兴趣之间的相似，而不在于这些方面的差异与
区分。所以，对于两性关系，我们现在应开始思考如何建立平
等而非互补的模式。
最后，基于上述事实，为了更好地促进性别平等意识的
发展，库恩茨教授认为我们需要使更多男性理解性别研究。
如今社会，很多男性仍沉浸在所谓男子气概的迷思中，例如
认为男性应该养家，或男性应在各个方面优于女性。但是，这
种观念不但没有促进两性和谐，反而成为了男性的思想负
担。从两性在大学退学率中的数据与调查可发现，男性比女
性更容易从大学中退学。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对养家感到压
力，而且这些退学的男性在几年内将在收入水平上同时落后
于完成学业的男性和女性。所以我们看到，这种传统男性气
质的迷思也在伤害男性。
库恩茨教授通过对比杰出女性在 18 世纪初与当代西方
社会的不同境遇来阐释一些性别观念流变的规律。性别平等
意识的发展需要历史过程。实际上，从中国高收入、高学历女
性的生存现状来看，她们似乎正在经历着欧美国家 40 年前
的状态，例如收入偏低，婚姻容易出现问题等。库恩茨教授认
为，也许在中国，用不了 40 年这种状态就会得到改善。她希
望这种历史研究的方法能为思考中国女性的现状提供一些
理论参考。
二、哲学中女性主义视角的缺失与建构
来自冰岛大学的西格雷杜尔·托雷尔斯多蒂尔教授作了
关于“性别、哲学与跨国哲学”的报告，剖析了哲学理论发展
中女性主义视角缺失的历史原因，并阐释了如何在理论层面
与制度层面恢复这一视角。
首先，托雷尔斯多蒂尔教授认为，哲学界始终存在浓厚
的男性中心主义与白人中心主义的氛围。这导致哲学界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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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差异的整体同一化的风格。例如，在理论层面上，女性主
义视角始终遭到排斥。从亚里士多德哲学开始，到基督教哲
学时期，西方哲学中就存在仇视女性（misogynist）的倾向。她
发现，在哲学的百科全书中，女性几乎不被提到。而在古希腊
哲学史中，有 60 至 100 名的女性哲学家的声音被埋没。在制
度层面，托雷尔斯多蒂尔教授根据观察发现，很多欧美学校
的系所仅有一名女性。有时尽管有女性学者，但她并不持有
女性主义立场。另外，持有女性主义立场的女性还有可能由
于自身立场遭到排斥。托雷尔斯多蒂尔教授认为，为了平衡
这一状态，“我们需要在教职员中至少有 33%的女性”。
所以，托雷尔斯多蒂尔教授强调恢复女性在哲学中的声
音的意义。她说：“当我谈论性别时，我同时谈论男性和女性
的问题，更谈论的是哲学问题，哲学需要多元化的视角。”那
种认为女性无法胜任哲学、无法参与政治的思维传统将使我
们对人性的理解产生偏差。恢复女性在哲学史中的声音这项
工作十分重要。托雷尔斯多蒂尔教授列举了一些在理论层面
上已有的成果，比如威斯（Mary Ellen Weithe）编著的四卷本
《女性哲学家的历史》以及对哲学问题与哲学家理论的女性
主义阐释系列、《女性主义对柏拉图的阐释》（Feminist Inter原
pretations of Plato）、《女性主义对卢梭的阐释》（Feminist Inter原
pretations of Jean-Jacques Rousseau）、《女性主义对列维纳斯
的阐释》（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of Emmanuel Levinas）等。她
认为我们不仅应致力于类似的工作，同时更应让这些著作与
观点进入高等教科书中，成为教育体系的一部分，这对于推
进女性主义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在制度组织层面，托雷
尔斯多蒂尔教授还介绍了北欧国家的发展经验，她认为女性
主义发展需要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在北欧，不同国家的大
学之间已经建立了很多女性主义的国际合作项目，比如冰岛
大学已建立了一些国际项目，每年邀请 14 位专家学者在冰
岛进行为期 6个月的关于性别平等的研究。
三、对传统理论的汲取与反思
美国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教授王蓉蓉阐释了中国传统
哲学思想中的“阴”、“阳”概念之于当代女性主义研究的理论
意义。她认为在中国背景下研究性别问题，必须回归到中国
的原初概念中深入考察“阴”和“阳”的古典含义，不但结合理
论与现实，同时更要结合西方性别问题与东方传统理论。只
有这样，才能建构一个符合中国传统又对当代中国现实具有
适用性的性别概念框架。
王蓉蓉教授提出了两种整理阴阳理论的方法。第一，在
阴阳理论中，“阴”与“阳”并非固定概念，而是一定文化语境
的产物。以中医理论为例，无论男女，人的身体同时具有
“阴”、“阳”两种属性，这两种属性与身体的功能和机能运作
联系在一起。阴阳交替，在变动与转化中达到平衡。在这里，
阴阳并非绝对对立，它们各自转化完成身体机能的运转。这
一观点也可对应男女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两性在某种程度
上也能达到这种相辅相和的境界。第二种方法则是通过依据
古代思想家的理论文本把握“阴”、“阳”概念及其理论特征，
例如在庄子的“同德观”中，“男耕女织”这一劳动分工实际体
现了两性差异且对等的德性。与男性“耕”的“生生之德”不
同，女性的“织”将各种材料编织在一起，构成一个网络。这也
体现了女性作为“阴”的一极重视社会关系的独特生活体验，
与男性作为“阳”的一极重视个体力量的生成与发展互补。可
见，中国的阴阳理论不但具有复合的理论层次和不断调和对
立元素的理论框架，且最终追求道德与文化统一的理论愿
景。王蓉蓉教授认为我们应重回传统理论资源，发展当代中
国女性主义理论。
来自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歌莉娅·帕特 -萨米尔教授
从对儒学的讨论入手，以对比东西方传统理论的方式提出了
开掘传统资源的另一种思路。首先，她认为任何一个完善的
伦理学体系都需要考虑性别议题。儒学作为中国深厚悠久的
历史文化资源，我们的研究思路更应重视对其中性别伦理问
题的讨论。同时，作为中国独特的哲学传统，儒学应在当代国
际化的环境中，与西方古希腊哲学传统与基督教哲学传统不
断进行思想碰撞，促进彼此发展。她认为与西方伦理学体系
相比，儒学缺少 4个重要概念。其一为上帝概念的缺失。儒学
强调人性（humanity），认为成就人之德性的动力来自人性内
部的主观意志（willing），而非外在的上帝。其二为真理概念的
缺失。儒学并不强调真理，而是强调“道”以及达到“道”的方
式。成“道”的方式立足于一个由人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而
没有真理支撑。其三是个体性概念的缺失。在儒学中，人必须
处于关系网络中，无法逃脱伦理关系。其四是惩罚法则（law
of the punishment）的缺失。儒学过分强调人际间的道德。而一
旦人际道德与法律冲突，儒学则缺乏明确的处罚原则，如亲
亲互隐，这样争议的出现成为一种必然。帕特 -萨米尔教授
把西方理论传统作为一面镜子反观儒学，试图建立一个丰富
多元并且不断更新的儒学体系。这也为我们看待当代中国社
会的性别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开阔的儒学理论空间。
清华大学哲学系肖巍教授则通过梳理儒家伦理学与西
方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中关键概念之间的关系，在比较学的
国际视野中寻求看待中国传统伦理学的新思路，同时也讨论
了改进传统伦理学的思想土壤的方式，以促进我们对当代中
国性别问题的思考。
肖巍教授首先抛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儒家伦理学是不是
一种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由于很多学者视两者中的“关怀”
概念具有可比性与相似性，所以，她就从这个概念入手来对
比两种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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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研究论丛
Collection of Women爷s Studies
一口气读罢顾秀莲主编的《20 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中
卷，[1]一种强烈的感受就是——妇女不能没有历史，历史也不
能没有妇女；国家离不开妇女，妇女也离不开国家。妇女与历
史、妇女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和同构，留给后人的不只是“妇女
的”，同时也是“历史的”和“社会的”。正如李小江在“20 世纪
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总序中所说：“女性学者的学术关怀不
仅应该是女性的，也应该是历史的。无论过去还是今天，女性
‘故事’都不过是大历史的组成部分，女人的声音不可能超越
时代而卓然出群。”[2]因此，妇女史（包括妇女运动史）的书写，
关注的就不仅仅是“妇女”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同时还有妇女
置身其中且难以超越的家国与社会。
历史地看，妇女与国家的关系可概括为两种情形和 4 种
表现形态。首先从国家公共政策和法律制定的层面看，表现
为与妇女大众的具体实际“基本符合”和“不相符合”两种情
形；再从妇女大众的社会实践层面看，与上述两种情形相对
应，具体表现为 4 种形态，一是妇女的觉悟程度与国家法律
政策制定的初衷相一致，共同朝着既定的方向合力推进；二
是妇女的觉悟程度与之不相适应，即由于觉悟程度低或认识
不到位，对政策的实质不能深刻理解和领会，甚至出现偏差，
无形中对政策的执行形成阻力；三是迷信或崇拜“上面”，不
管政策的制定是否符合妇女的实际状况，不分青红皂白一味
地服从或盲从；四是根据具体实际，对国家政策中不符合妇
女实际的部分，进行积极或消极的抵抗。①依据上述框架观照
《20 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中卷，以下几个特点非常明显。
一、凸显了中国特色
在 21 世纪初撰写中国妇女运动史，全球化的国际大背
景不能忽视，正如彭珮云在《中国特色妇女理论与实践》一书
出版座谈会上指出的，“在国际妇女理论研究领域，也应该有
中国的声音”。[4]而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妇女解放运动相
比较，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为
指导，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全面推进中国妇女解放与发展
的伟大实践，是当代中国妇女运动一个极其显著的特点。
统观《20 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中卷，暗含或贯穿其中的
一根主线始终绕不开“妇女与国家”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从
“开创妇女运动的新纪元（1949-1956）”（第五章）到“中国妇
女运动在曲折中探索前进（1956-1966）”（第六章），再到“妇
女运动的严重挫折与拨乱反正（1966-1978）”（第七章），②可
以明显地看出，中国妇女运动的命运与中国革命的命运是紧
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建国伊始，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妇女作为“社会主义
国家主人”和“新中国建设者”的身份得到了党和国家的承
认。为了确立男女两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平等地位，改变不平
等的性别权力关系，1950 年 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
布，明确规定废除包办强迫婚姻，实行男女婚姻自由；19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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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上、中、下三卷的章次是相互承接的，上卷包括：第一章妇女运动的酝酿与兴起（1898-1915），第二章妇女运动的转变与蓬
勃发展（1915-1927）；第三章妇女运动的拓展与重新活跃（1927-1937）；第四章妇女运动的壮大与高涨（1937-1949）。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2008。下卷包括：第八章妇女运动在改革开放中蓬勃发展（1978-1991）；第九章妇女运动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开拓前行（1992-2000）；第十章香港、澳门和台湾妇女的发展简况。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13 年。
6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施行，农村妇女享有了与
男子同等的土地所有权和支配权；1953 年 2 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出
台，妇女拥有了“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54 年
9 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各方面
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与此同时，国家还通过一系列政策
和法规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如取缔有辱妇女人格的娼妓
制度，废除国营厂矿对女工的搜身制度，开展扫盲运动，推广
新法接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的基础上，逐
步形成了对妇女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四期”保护政
策。凡此种种，不一而举。
由此可见，“国家”不仅是妇女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场域，
而且是妇女民族身份的重要表征，同时还是引导妇女实现自
身各种权利的重要政治力量。因此，国家对男人和女人及其
相互关系的塑造，体现的是一种威权，更是一种能量。也就是
说，国家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运用自己在人们心目中至高
无上的地位，通过法律与政策的制定以及新的社会制度的建
立，乃至各种“强制性”或“诱导性”手段的运用（如对各项法
律政策的宣传、动员、贯彻和落实），聚集各种力量和能量，为
着一定的理想信念，绘制并努力实现自己解放（女）“人”和
“人类”的宏伟蓝图。
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建立的各项有
关妇女解放的法律和政策，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乃至世界妇
女运动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国家机器”通过自上而下的权
力运作机制，以及对妇女解放所产生的辐射效应，不仅推动
了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和建设的深入，同时也为妇女发展开辟
了更加广阔的道路。正如著者所言：“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妇
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获得了与男子
平等的权利，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人民政府运用法律、行
政和宣传教育等方式消除对妇女的各项歧视，使她们享有与
男子同等的社会地位和人格尊严。中国妇女获得了中国几千
年来没有达到、许多发达国家历时数百年才得到承认的平等
权利。”[1](P136)尽管国家“由于对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性
别关系缺乏准确认识，男女两性的性别差异和不同的利益诉
求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或遮蔽”，但 20 世纪 50 年代国家
在性别关系改造与重构中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与教训，一并
成了世界妇女运动史上重要的遗产，为共和国的妇女运动烙
下了深刻的印迹。[4]
二、传递了正能量
历史，一般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真实存在的客观历史，
二是学者建构的文本历史。后者以前者为基础和根据，前者
因后者得以积累、传承和保存。客观地讲，建构的历史与真实
的历史在学者笔下的重合度越高，历史的可信度和科学性越
强。作为史家，追求的正是这种历史的真实，但同时，又没有
任何一个或一代史家在有限的篇章结构里能将所有的历史
真实一网打尽或一览无余。于是，对浩如烟海的历史事实在
选择与取舍中想要彰显什么，或欲意遮挡什么，不仅关系到
能否满足读者了解历史真实的渴求和欲望，而且是学者神圣
而又庄严的价值追求和使命担当。因此，怎样撰写历史或撰
写怎样的历史，怎样解释历史或重新解释后的历史能传递给
读者或后人怎样的信息和能量，是学者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回
避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从中国妇女运动发展的历史看，国家对妇女的塑造与重
构并不总是正向的或积极的，一方面由于在“摸着石头过河”
中对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认识的不到位，国家政策制定本身
出现了问题，使妇女运动遭受不测，如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妇
女运动；另一方面因为妇女在贯彻落实中的认识偏差，包括
盲从，使妇女运动的发展走了不少弯路。面对中国妇女运动
在建国后 30 年间出现的“曲折”和“挫折”，我们不能不正视
当下妇女研究界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连篇累牍的解构文章
以及蕴涵其中的激进观点，也就是在“以史为鉴”的过程中，
运用从西方舶来的“国家父权制”理论将国家与妇女完全对
立，一方面通过对历史的解析或解构，试图敦促现代国家或
政府无条件地为妇女今后的发展提供资源，创造环境，开辟
新道路；另一方面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解放妇女过程中法律
制度的超前与妇女觉悟程度的不相适应，使得中国妇女解放
的群体意识和女性意识淡薄，进而影响到妇女运动向深层推
进；再一方面将历史事实扩大化、绝对化，把妇女利益与男性
利益、阶级 / 阶层利益、国家利益置于势不两立的境地，认为
妇女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受害者”和“被利用的工具”，甚至
将男性领导者定义为“父权文化”的代表，在男性和父权制之
间画上了等号，无意中制造了许多不和谐的音符。该书作者
在充分吸收西方社会性别理论的基础上，始终站在历史唯物
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从中国妇女解放与发展的具体
实际出发，通过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和数据，一方面充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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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即便身处逆
境，她们依然为坚持真理而斗争，如陈少敏、张志新、舒赛、陆
兰秀等；[1](PP218-320)另一方面试图在国家与妇女的相互制约乃至
矛盾斗争中寻求张力。在著者看来，妇女不只是被动的客体
一味地被国家所塑造，她们的行动也在塑造着新中国的形
象，如建国后 30 年间出现的许多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第一”。
在生产领域，出现了第一位女火车 /电车司机和调度员、
第一位女拖拉机手、第一批女子包乘组和售票员、第一支女
子采油队、第一批女瓦工和女石匠。在农村，妇女的副业收
入——编席、纺线、采药、养蚕等，占到家庭副业总收入的
20%—50%。特别是在灾区，有些村庄几乎大部分依靠妇女编
制、采菜解决生活问题。[1](P19)在传统的手工业生产中，妇女也
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如服装、针织、编制、刺绣、挑补、特种工
艺、印染、印刷、装订等行业，妇女从业人员占到了 50%以上，
有的达 90%以上。[1](P84)
在科技文体领域，林巧稚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学部委
员，何泽慧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核物理专家，陆士嘉参与创建
了第一所新型的航空高等学府——北京航空学院，李林作为
金属物理学家参加了第一个原子能反应堆的实验和第一颗
原子弹引爆材料工作的实验，郑凤荣第一次打破女子跳高世
界纪录，等等。
在政治生活领域，宋庆龄、何香凝、蔡畅、邓颖超等妇女
领袖出席了开国大典并参与起草和讨论各类政府文件；1949
年 12 月，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国际妇女会议——亚洲妇女
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标志着中国妇女运动开始走向国际舞
台；申纪兰带领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实现了同工同酬；1953
年，84%的妇女参加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进
行的基层普选运动；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有 7位女性担任政务院各部委的重要职务。
诸多的“第一个”、“第一次”、“第一批”以及妇女参加社
会劳动所引起的社会变革和自身社会地位的变化，预示着新
旧之间的天壤之别和女性才能发挥的无限可能性，以及给社
会进步带来的无限生机，反映了时代发展大势的不可阻挡。
妇女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和男人一起 /一样创造了人类的
历史和文明。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评价的：“建国初期的土地改
革、参政选举、婚姻自由乃至妓院改造，如果没有广大妇女的
觉醒、参与和斗争，男女平等性别关系的构建只能是一纸空
谈。因此，妇女不仅仅是‘恩赐’的对象和被解放的客体，而是
这场变革的主体力量。”[4]
三、提升了妇女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妇女和国家都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只要国家没有消
亡，国家利益和妇女利益之间就存在着矛盾乃至斗争，两者
间是在相互博弈中互动前行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只是，在
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理论指导下，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的程度
不同罢了，历史上的许多时候常常是为了国家利益而以牺牲
女人的利益作为代价的。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作为国
家的本质特征，最广大的无产阶级妇女的利益和普通劳动妇
女的利益成了国家所关注的重点对象；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解
放理论为指导，将妇女参加公共劳动作为妇女解放的先决条
件，国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公共政策来缓解妇女工作与家
庭的矛盾，如公共食堂、托儿所、节制生育政策或条例的实
行，等等。可以看出，国家关于妇女解放和性别关系重塑的一
系列政策，不论对国家还是对妇女都可以说是相得益彰。这
里需要强调的是，和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相比，建国初的妇女
解放，不是某个人或某个群体（如知识女性）的单独行为，而
是大规模的集体行动。许多具有思想和知识的妇女领袖和先
进妇女早已不是被解放的对象，她们的社会实践已经为中国
历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将妇女与国家置于“历史”情境和语境的这种书写方式，
有着非常明显的理论价值和社会实践意义。
一是在妇女与国家之间找到了契合点。马克思主义为了
解放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将妇女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利益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性别文化的改造与社会主义改造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退一步讲，即便是（以男人为代表的）国家在
“利用”妇女进行社会改造与建设，那么，有了知识且在社会
各领域广泛参与的妇女何尝不是在“利用”国家为自身的解
放创造条件或开辟道路。事实上，“国家对妇女的尊重，赢得
了妇女对新政权的高度认同。妇女被纳入中国现代化的进
程，大规模地参与到社会生产劳动之中，逐步实现着自身主
体身份的建构，改变着传统的性别文化和不平等的性别关
系，并使之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4]
二是在妇女与男人之间找到了契合点。与以往的研究相
比，该书更加自觉地运用了社会性别视角来审视中国妇女运
动所走过的历程，“力图准确把握阶级、政党、民族和性别的
关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着力分析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妇女
的地位、作用及她们自身感受到的进步和困惑，注意国家法
律、政策、措施对男女两性的不同影响和作用，争取在分析视
角和史料挖掘上有所创新”。[1](P4)值得强调的是，社会性别视角
在著述中的运用，不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男人和以男人为
代表的父权文化进行无情地揭露和批判，而是将其置于中国
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探寻其存在的根源和解决的路径，
将男性视为“性别的”重要一维，深入探究他们在妇女解放进
程中的促进和阻碍作用，在“用事实说话”的过程中呈现父权
文化的日渐“式微”。同时为了全面客观地反映历史真实，该
书在整个撰写和修改过程中还加强了与党史、国史、中国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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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史领域资深（男性）专家的联系与沟通，[1](后记)使本书的学术
价值大大提升。
三是在妇女与妇女之间找到了契合点。有心的读者不难
发现，该书整个论述是将妇女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照的，
她们全力应对的是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和制度。至于妇女内
部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在本书中是隐而不显的，论
述更多的是妇女的扬眉吐气和主人翁责任感，进而避免“窝
里斗”给今后的妇女运动带来负面影响。对于不同阶层妇女
之间的“差异”，著者是通过“多元化”和“多样性”来展示的，
一方面表明她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表
明她们在不同领域为社会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这种述
说方式，不是要消解妇女运动的革命性，而是为了给妇女解
放拓展更大的话语空间、权利空间和活动空间，反映的是女
性学者在“再造历史和知识”过程中的聪明和才智。
上述 3个方面的“契合”，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
妇女解放运动严格区别开来，真正地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表
达了中国妇女的声音，而不是被西方所言说，或用西方的女
权主义理论来构建中国过往的历史和今后的妇女运动，同时
在历史的述说中也将创新了的中国妇女理论贡献给了世界
妇女运动。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两高”，即女性入
学率高和参政率高该怎样解释？非常态时期（如“文化革命”
时期）的“破四旧”对妇女解放究竟意味着什么？妇女解放与
社会变革之间在互动中的“度”究竟应该怎样把握？知识女性
在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作用究竟应该怎样评价？等等，都需要
在今后的研究中深入探究和思考。因为，“历史学家的工作不
仅仅是单纯叙述事实，他的叙述还必须是一种有意义的叙
述。”[5](P256)在我看来，历史学家并不单纯是一面镜子被动地反
照客观事物，他 /她们是以自己的思想重建着过去的历史，在
重建中赋予历史事实以意义，同时使今人和后人在意义的理
解与进一步阐释中，以积极的姿态参与现实社会的改造，进
而使我们在当今的“行动”成为未来历史的重要一部分。
肖巍教授首先对比了两种“关怀”，认为儒学中的“关怀”
具有 3 个特征：第一，由于儒学为封建主义服务，所以儒学
“关怀”服从封建主义中的父权制；第二，“关怀”继承了封建
制中的等级制；第三，儒家伦理学对女性的描述与定义并不
与对男性的描述对等，比如“女人与小人难养也”对女性道德
能力的贬低。而在西方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中，“关怀”则仅
强调在某种特定的道德情境中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
一，以道德关系为本体；第二，追求理想道德关系的实现；第
三，研究“关怀”的方法论；第四，侧重关系中的特殊性，而非
普遍性。所以，关怀伦理学仅追求一种人与人之间理想的道
德关系状态。
因此，我们看到两种伦理学中的“关怀”尽管表面相似，
但仍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而最主要的差异就是儒家的关怀
具有不平等的特征，关怀伦理学则是平等的关怀。这主要是
由于儒家伦理学为封建主义服务，而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追
求女性的自由与解放。肖巍认为，在对待性别哲学中国化的
问题时，也就是用西方女性主义哲学的理论框架理解中国传
统哲学时，不可避免地会发现我们原有的传统理论体系和概
念具有一定的问题。但是，问题的解决仍需要传统理论的土
壤，我们应在这个文化传入的过程中探索中国性别哲学如何
建立新的理论范式和体系。例如，尽管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
和儒家都谈论“关怀”，但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
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以西方女性主义的视角改造儒家“关怀”，
建立一个不同于以往、也不同于西方的“儒式新关怀”。
3位学者对中国传统汲取与反思的做法为我们研究与发
展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提供了范例。从横向上看，性别问题是
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其中包含复杂的伦理问题与冲
突，但越是如此，我们越应从纵向上考虑自身历史文化的独
特性，整理自身的文化传统，寻找适合当代中国女性主义的
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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